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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從末日預言到溫水煮蛙的警訊

徐美苓 *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特聘教授

德國社會學者貝克（Ulrich Beck）於 1956 年出版《風險社會》一書時，並

未受到很大關注。該書於 1992 年譯成英文，同時隨著全球性風險議題一一浮現，

「風險社會」（risk society）概念逐漸被學界及公眾接受，也凸顯貝克半世紀前

的先知灼見。到了 21 世紀，來自健康、金融、政治與環境等範疇的災難或危機

案例，在在提醒世人對相關議題的風險溝通刻不容緩，也召喚了不少跨領域學者

投入研究。簡言之，風險社會最大的特徵是知識的不確定性，也就是我們或許知

道該危險（hazard）發生的機率，但無法知道危險何時會發生，這個特性在論及

緩慢進行並具累積性危害的環境議題最為明顯，而氣候變遷（climate change）無

疑是當今國際上最受矚目的此類環境風險問題。

論及氣候變遷及相關環境問題的風險溝通，我們腦海中自然浮現出好萊塢電

影中的世界末日情景：基於人類過錯或上帝旨意，災難鋪天蓋地降臨地球，令人

無所遁逃。然當今氣候變遷或全球暖化問題早自工業革命以來便開始累積，緩慢

發展迄今終一一不預期爆發，事實上更適合用「溫水煮蛙」的比喻形容之。雖說

有科學家對溫水是否真能煮熟青蛙的效應不以為然，但多數人對此效應的寓意並

不陌生：若我們沒有早點警覺問題（也就是水溫的不斷增加）已發生，仍沈醉於

當前的安逸舒適，久而久之，我們便會失去自救的能力。也就是說，隨著全球極

端氣候的愈形險峻，與其坐以待斃，任由末日災難宰割，我們不如趕緊從溫水中

跳出，共同尋求解決之道。由此，世界各國紛紛簽署約束碳排放量的巴黎峰會協

定，包括政府、民眾、企業、民間團體及媒體等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如何

因應也備受關注。本期專題即以「氣候變遷與環境風險溝通」為主軸，希望能從

各種角度描繪出多元之風險溝通面貌。

氣候變遷研究最關注的利害關係人不外乎是普羅大眾，社會科學研究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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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即為如何喚起民眾對氣候變遷嚴重性的認知，因而採取環境友善行為。一如

其他風險議題的傳播，恐懼訴求（fear appeals）是氣候變遷問題常見的再現方式，

北極熊在融冰上哀嚎、異國高山冰河線的退縮、非洲大片的乾旱田地等畫面持續

出現在媒體中，然這些日積月累的恐懼訴求能否進一步激發民眾的因應行動呢？

早在 1950 年，耶魯學派的賀夫蘭等人便提出所謂的「驅力模式」（fear-as-acquired 

model），認為受眾內心被激發的恐懼可視為改變行為的驅力，亦即透過接受訊息

中的建議，可以降低恐懼以及導致改變態度或行為。回顧過往健康宣導成效研究，

便可發現恐懼訴求是經常被使用也是引起最多爭議者。相關研究也提醒我們恐懼

訴求訊息量和採取的行動間是否呈現直線關係，結果並不一致，且有不少研究說

明恐懼訴求的效果有限，因此有關恐懼訴求的運用重點已不再是有效與否，而是

在什麼情況下是有效的說服策略？若有效的話，我們又該如何設計訊息內容？

循此脈絡，本期專題的第一篇論文〈從雙路徑模型探討風險訊息的包裝與呈

現對環境友善行為意圖的影響〉，便以影片訊息操弄的實驗設計方式，探究氣候

變遷議題可能引發的負面恐懼情緒及其後續影響的機制及情境。作者施琮仁延伸

Stúrmer、Simon 等學者發展的「雙路徑模型」（dual pathway model），此模型途

徑之一預設個人在接觸氣候變遷訊息時會先判斷該訊息呈現風險的相關性，據以

觸發相關情緒；途徑之二則涉及個人對所屬群體應對相關風險能力之評估，此「集

體效能」越強者越有可能採取因應的環境友善行動。施琮仁比較集體效能與著重

個人層面的「自我效能」及對行動建議有效性評估的「回應效能」之影響，發現

此三種效能雖皆能中介環境友善行為意圖，但與恐懼訴求引發的負面情緒產生交

互作用後卻各有不同的效應。此發現對後續研究的啟示為：除了對行動效能需有

更精準的測量及分類外，我們也不能忽略行動效能與情緒產生的交互作用過程。

由此，在推廣氣候變遷傳播的實務上，訊息的溝通也需更著重在設計有效促發民

眾環境友善行為的行動效能類別上，而非無差異地增強各種效能感。若再進一步

延伸，我們發現無論是傳播或其他著重在「感知」（perception）相關領域的研

究，常聚焦在探究何以個人會認為某類負面訊息或事件較可能發生在其他人而非

自己身上，因而削弱自身行動力，例如 Neil D. Weinstein 等人提出的「樂觀偏誤」

（optimistic bias）論述。就氣候變遷風險溝通範疇言，剖析這種被認為是偏誤的

感知與各類行動效能之間的關聯，或可更深化前述交互作用產生機制的解釋，我

們也拭目以待後續的相關研究。

除此，媒體如何再現氣候變遷議題的各面向也素為環境傳播研究大宗。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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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民眾仍仰賴人際管道與社會網絡作為個人風險的評鑑依據，然一旦牽涉影響

社會、而非僅個人層級的風險判斷時，媒體報導扮演的角色則不可忽視，而氣候

變遷的風險正屬於社會層級。就表現來看，強調時效性的媒體往往很難觀察到不

易顯見的長期氣候風險問題，即使報導了，媒體的框架或再現是否反映出合理或

合時宜的因應方式不得而知。本期專題的第二篇論文〈緩慢開展的危害再現：媒

介報導中的旱災、風險及氣候變遷論述之語料分析〉，即針對 2014 ~ 2015 兩年

主流平面媒體就臺灣旱災的報導進行質量並行的語料分析（corpus analysis）。

作者郭文平指出旱災的影響層面深遠且具有日常性，其風險卻因其緩慢開展的性

質常被低估或錯估。其研究也發現旱災的媒體再現仍舊框限在人類必須戰勝大自

然前提的對抗論述中，強調水的供給面，忽略長期旱災趨勢與氣候變遷風險的連

結，無怪乎在地民眾原以為只會影響遙遠開發中國家的旱災，實際上早已開始漸

漸侵蝕著自己的國土。郭文平的研究除了點出氣候變遷議題再現的新關注面向，

喚起我們對日常生活用水文化的反思，也開展了新的媒體文本分析方式。其所使

用的語料分析方法，即依據大量電子化文本資料並輔以之軟體程式的分析，目的

在於找出文本中語言運用規則及模式，過去常用於語言學領域中。面對當今各類

新舊媒體報導的鉅量資料，既有的量化內容分析或質化文本分析方法恐已難捕捉

到媒體資料的全貌及發展趨勢，語料分析的借用可謂開闢了新的研究取徑。除了

旱災議題，我們也期待未來此方法能應用在更多的風險議題再現分析研究中。

本期專題第三篇論文〈風險溝通、媒體關注與框架分析：以新聞再現企

業環境相關議題為例〉，將研究焦點轉向另一個利害關係人—企業。隨著氣

候變遷及環境污染等問題的漸受矚目，越來越多企業領悟到增加成本、聲譽損

害與環境問題的密不可分，因而也將諸如「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意識注入於企業活動中。此觀念的改變本立意良善，可使企業

瞭解到與其社會之間的關係需更著重在環境永續的共生，而非侷限於商品消費的

經濟意涵。作者楊意菁透過縱貫面（1997 年 ~ 2014 年）與橫斷面（2014 年）的

分析，一探企業環境風險溝通議題的媒體再現。其分析卻發現透過媒體再現的企

業與環境議題仍以商業利益為主要考量，而忽略企業對整體環境議題的責任。此

研究不僅延伸過去公共關係研究在企業社會責任面向的分析，其從企業風險溝通

角度切入，也突破及可豐富以往氣候變遷傳播的研究視野，並帶來反思新課題。

值得進一步探究的是，強調特定企業與環境面向於報導中，其背後是否牽涉媒體

內部的業配慣習或也屬某種商業置入？這個脈絡的釐清除有助閱聽眾理解企業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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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之間的關係，同時也可呼應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研究及實務工作長期

投入的目標，並為之注入企業與媒體關係探討的新素材。

最後，環境議題的風險溝通牽涉到權力及正義的施展。包括核能在內的替代

能源（alternative）使用，在近年來也被納入因應氣候變遷問題的討論中。然核

能的發展及相關論述不只弔詭，也具高度爭議性。美國於 1950 年代視核能發展

為民生用途，臺灣則於 1970 年代將核能列為國家十大建設之一。隨著美國三浬

島及前蘇聯車諾比等重大核災事故的發生，使得國內外反核運動成為環保運動大

宗；21 世紀氣候變遷問題的顯見，核能又翻身成為可降低排碳量的乾淨能源；

但 2011 年日本福島核災的發生，對核電存廢的激烈論辨再起，相關民意也隨著

媒體報導有著起起伏伏的變化。然當多數論辯集中在核能電廠的興建，既存的核

廢料處理問題卻相對乏人問津。核廢料處理是環境也是民眾健康問題。在本期

專題的第四篇論文〈誰的風險？誰的管制與檢測標準？蘭嶼核廢料爭議之研究〉

中，作者范玫芳結合環境正義和科技與社會理論觀點，探討蘭嶼核廢料風險評估

與管制爭議，試圖重構具賦權意涵的風險溝通。透過文件分析、深度訪談與焦點

團體座談等多重方法交叉剖析，范玫芳的研究發現蘭嶼核廢料貯存場爭議凸顯風

險資訊與知識的鴻溝、居民承受多重不公平的交錯，以及「應做卻未做的科學」。

由此，相關議題的風險溝通也需奠基在環境正義的彰顯上；而核廢料問題所涉及

錯綜複雜的科技風險，點出未來跨領域研究投入的重要性。

從風險社會概念所衍生出的風險溝通論述中，我們發現因應氣候變遷或其他

環境風險問題時，重思各利害相關者如何概念化問題及因應方式仍需繼續發展。

本期專題的四篇論文雖廣及四個不同氣候變遷或環境議題的利害關係人面向，畢

竟也僅觸及冰山之一隅。我們期盼未來有更多傳播或跨領域研究的投入，一方面

深化相關論述的內涵，另方面可共謀在行動或實務上的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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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雙路徑模型探討風險訊息的 
包裝與呈現對環境友善行為意圖的影響

施琮仁 *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傳播英語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

摘要

氣候變遷的負面影響能否減緩，取決於環境友善行為的實踐。本研究以集體

行動之雙路徑模型為基礎，聚焦於負面情緒與效能感，藉以討論風險訊息的呈現

與包裝如何能有效增進民眾的行為意圖。透過實驗法（N = 211），本研究發現

將氣候變遷包裝成在地議題有助於增強相關性認知，而相關性的提升會導致較高

的行動意願；民眾認為氣候變遷和自身相關後也會產生負面情緒，進而強化行動

意願，此為情緒導向之因應路徑。另一方面，在風險訊息中提供行動建議能增進

民眾的行動策略知識，間接提升各種效能感及行為意圖，此為問題導向之因應路

徑。結果也指出負面情緒的作用對於具有低回應效能感、低集體效能感的民眾較

為顯著，顯示效能感的作用可能會因情境而不同。

關鍵詞：效能感、氣候變遷、集體行動、環境友善行為、雙路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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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氣候變遷可說是近年來最受關注的國際環境議題，因為其影響不僅跨越

國界，更跨越世代。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小組（Internation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於 2013 年發布的第五份評估報告（AR5），地球氣候系

統從 1950 年後逐漸暖化已是無庸置疑的事實，而人類活動極有可能（extreme 

likely）1 是造成氣溫升高的主要原因 (Lorenzoni & Whitmarsh, 2014)。該報告也預

估，若不採取任何措施，地表溫度在 2100 年時最高可能增加攝氏 4.8 度。因此，

如何減緩溫室氣體的排放便成為了氣候變遷風險溝通中的重要議題。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 2015 年 3 月針對 40 個國家進行調

查，詢問該國最關注的國際威脅為何。結果指出，有 19 個國家的民眾（包括中

國、印度、巴西等高碳排放國家）將氣候變遷排在第一位，排名高於經濟不穩

定、伊斯蘭國、伊朗核武計畫等議題 (Carle, 2015, July 14)。在臺灣，聽過全球暖

化或氣候變遷的人數逐年上升，從 2009 年的 78.6%，到 2011 年的 82.4%，再到

2013 年的 85.3%。此外，超過九成的民眾也都相信全球暖化會在未來幾年對臺灣

環境產生重大衝擊 (M.-L. Hsu & Shih, 2014)。然而，現有研究也發現，雖然民眾

對氣候變遷的知曉、關注程度很高，但實際減緩行為的落實似乎並沒有跟上腳步 

(Kollmuss & Agyeman, 2002; Shaw et al., 2009; Sterman & Sweeney, 2007)。此狀況

顯示現階段的公眾溝通應該要從過去注重風險認知的提升，轉而聚焦於實際行為

或行為意圖的促發。

關於如何讓民眾採取環境友善行為，學術界長期以來已經累積了相當豐富的

研究成果。從認知的角度出發，舉凡民眾的環境信念 (O’Connor, Bard, & Fisher, 

1999)，以及對氣候變遷的關切程度 (Semenza et al., 2008)、對發生原因及可能後

果的瞭解多寡 (O’Connor et al., 1999)、整體風險感知 (O’Connor et al., 1999) 都是

影響其行為的關鍵因素。然而，也有學者認為，情感（affect）才是行為改變主

要的驅力，尤其是恐懼、擔憂等負面情緒。雖然研究發現恐懼、罪惡感的確能讓

民眾更願意採取環境友善行為，但拿捏不當也可能造成反效果。例如 Feinberg & 

Willer (2011) 發現恐嚇語言會讓民眾更不相信氣候變遷；O’Neil & Nicholson-Cole 

(2009) 也發現恐懼訴求對於民眾行為並無正面效果。

1 人類活動和地球暖化的關係，在 IPCC的各個評估報告中皆有估計，第五次評估報告使用了「極
有可能」的字眼，在統計上代表 95%的確定性，比過去更為肯定。相較之下，2001年發布的第
三次評估報告僅有 66%的確定性，而 2007年的第四次評估報告則認為人類活動「很有可能」導
致地球暖化，代表了 90%以上的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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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出發點為何，現有的研究大多將節能減碳行為當作個人內在因素所造

成的結果，鮮少在集體行動的脈絡下討論此一議題。如前所述，氣候變遷和全

體人類活動有關，其影響也跨越國界、物種，且要解決此環境問題也無法靠單

一個人之付出，而是需要群體合作之力量。因此，氣候變遷可視為一種集體危害

（collective disadvantage），而節能減碳行為則可以被視為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因為這些行為需要群體共同執行，並且是以改善整體情況為目標 (van 

Zomeren, Leach, & Spears, 2012)。

在集體行動的觀點下，Stürmer、Simon 等學者發展出一套能夠解釋民眾因

應策略的模式，稱為雙路徑模型（dual pathway model）(Stürmer & Simon, 2004; 

Stürmer, Simon, Loewy, & Jörger, 2003)。根據此理論，民眾在面對集體危害時會

先判斷該危害對於本身或所屬群體的相關性，一旦危害被判定相關，民眾就會啟

動兩類因應機制，第一類是相關情緒的觸發，而第二類則是評估群體對於該危害

是否有應對之能力。因此，根據此理論，民眾採取節能減碳行為與否，一方面和

氣候變遷可能引發的負面情緒有關，通常是恐懼；另一方面則和得以解決問題的

各種效能感有關，尤其是集體效能感。前者稱為情緒導向之因應路徑（emotion-

focused coping），後者則為問題導向之因應路徑（problem-focused coping）。

本研究除了以雙路徑模型為基礎，更在兩個面向加以延伸。首先，在問題導

向策略方面，此模型所著重的是對群體因應能力的評估，也就是集體效能感；然

而，在氣候變遷情境下，其他類別的效能感（例如自我效能、回應效能）也是促

成行為的關鍵要素 (Lubell, Zahran, & Vedlitz, 2007)，應該一併討論。第二，雖然

雙路徑模型認為人們會先評估議題的相關性，再決定因應方式，但相關研究鮮少

加以驗證；也就是說，議題相關性是否會導致後續兩類因應作為，還缺乏研究支

持，本文將實際檢視此一預設，以彌補經驗證據之不足。

在氣候變遷風險溝通方面，本研究也能提供實務上的貢獻。過去政府或企業

在傳播氣候變遷議題時經常使用恐懼訴求，亦即強調此環境問題的負面影響，以

提高民眾的風險感知。此外，在宣導節能減碳行為方面，政府也常使用條列式的

行為提示，期盼民眾遵循，環保署的「十大無悔宣言」活動即是一例（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2014 年 4 月 14 日）。這些溝通手法都僅考慮單一因應路徑，而沒有

同時考慮情緒及效能感，也尚未有研究評估此類宣傳方式的效果。

因此，本研究採用實驗法，一方面透過框架手法操弄議題相關性，以觀察相

關性能否促發後續兩種因應路徑─情緒導向及問題導向路徑─如何影響民眾

行為。另一方面，本研究也操弄訊息提示（包括沒有提示、個人行為提示、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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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提示），以瞭解行為提示是否能為民眾所提取利用，進而影響不同類別之效

能感及後續行為。

貳、文獻探討

一、氣候變遷議題的特性

在雙路徑模型中，要促發後續反應的第一步是相關性的判斷。故在詳細討論

雙路徑模型的內涵之前，必須先檢視氣候變遷議題的本質，作為瞭解影響民眾行

為意圖的基礎。以下段落將呈現民眾對於氣候變遷和自身相關性的看法，以及提

出增加此議題相關性的手法─框架。

（一）氣候變遷和個人的相關性

不論國內外的研究都發現人們認為氣候變遷和自身的關聯性不高。一份美國

耶魯大學的調查顯示，65% 的受訪者表示氣候變遷會影響到下個世代的人們、植

物及動物，但僅有不到四成（38%）的民眾認為會影響到自己 (Leiserowitz et al., 

2014)。國內學者則發現，近九成的受訪者認為全球暖化會對其他國家環境造成

災難性的影響，卻只有 76.7% 的民眾認為臺灣會受到相同層次的影響（徐美苓、

施琮仁，2013）。也就是說，氣候變遷對於人們來說具有心理距離感 (Spence, 

Poortinga, & Pidgeon, 2012)。

根據解釋層級理論（Construal Level Theory），人們對外在事物的理解，有

賴於心理表徵（mental representation）的建立，而這些心理表徵又有不同的層次。

低層次代表個人對事物的理解是具體的、無結構的，以及因情境而異的；而高

層次代表人們以抽象、有系統、去情境化的方式來理解外在事物 (N. Liberman & 

Trope, 2008)。通常一件事會被用何種形式理解，和個人能有多少直接經驗或能獲

得多少資訊有關。例如，當某事件發生在「此時此地」，人們能透過實際目擊經

歷該事件並獲取具體訊息，因此相較於發生在遠處或是未來的事件，較容易用低

層次的方式理解 (Trope, Liberman, & Wakslak, 2007)。

當一件事物被抽離其特殊情境、一些具體的細節遭到省略時，其抽象、理

解層次即隨之提高，容易讓人們覺得離自身較為遙遠，也就是有較大的心理距離

感。此領域的學者將心理距離感區分為四個面向，分別是實際距離（發生在本地

或國外）、時間距離（發生在現在或未來）、社會距離（自身或是他人），以及

不確定性（會不會發生）(N. Liberman & Trope, 2008; Trope et al., 2007)。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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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人們認為氣候變遷在此四大面向都有距離感。首先是氣候變遷的發生與否

仍具爭議，故具有不確定性（不確定面向）；而即便氣候變遷真的存在，也會在

許久以後才產生影響（時間距離面向）。此外，如前所述，民眾傾向認為該風險

較可能影響到國外的他人（實際及社會距離面向）(Milfont, 2010)。

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僅在實際距離的範圍內討論議題相關性，因為地理

位置的遠近是人們最能具體想像的特徵。Scannell & Gifford (2010) 的研究發現若

氣候變遷影響的地點是個人覺得重要、相關的，民眾便較有可能採取環境友善行

為。而在臺灣的情境中，Shih & Lin (2016) 也發現將氣候變遷包裝成在地議題，

會讓民眾覺得氣候變遷和自身相關及引發負面情緒，進而提高民眾採取環境友善

行為的意圖。

（二）框架作為提升相關性的手法

為了加強氣候變遷和民眾自身的關聯性，「框架」開始被廣泛地運用於訊息

包裝。框架是媒體效果研究中重要的一個分支，Scheufele (1999) 將框架區分為媒

體框架（media frame）及閱聽人框架（audience frame），前者指的是新聞記者在

報導時將複雜的議題簡化成觀眾有興趣、容易理解的故事情節，而後者則指人們

在理解外在事件時所使用的詮釋基模（interpretive schema）。當媒體框架和閱聽

人框架符合時，訊息便能發揮較明顯的效果。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框架是一個意

義建構的機制，不論記者所使用的情節或閱聽人所使用的基模，都和一個地區的

文化價值或世界觀息息相關（同上引）。

在討論科學相關議題的溝通與傳播時，學者已開始倡導框架的重要性 

(Nisbet, 2009a; Scheufele, 2006)。Nisbet (2009a) 甚至表示：「框架是傳播過程中

一定會發生的現象，尤其在探討公共事務或政策時。世界上沒有不被框架的訊

息，一個成功的傳播者必須精熟框架手法，不論是有意還是出於直覺」(Nisbet, 

2009a: 15)。透過強調某些訊息內容，框架能夠暗示人們對於事件的意義、責任

歸屬、原因及解決方式的想法 (Entman, 1993)。

從心理學的角度，框架的作用在於連結兩個概念，使得閱聽人在接觸到訊息

後會相信這兩個概念是有關係的，也就是產生適用性的考量（applicability）(Price 

& Tewksbury, 1997)。過去研究顯示，在氣候變遷的議題之下存在著幾個常見的

框架，例如懷疑論者經常使用「不確定」框架，而環境擁護者則經常援引「向科

學宣戰」、「潘朵拉的盒子」(Nisbet, 2009b)，這些不同的框架皆凸顯了氣候變

遷議題中的不同元素，試圖讓閱聽人從這些角度去思考該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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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利用框架的概念，凸顯訊息中的在地元素，以暗示在地城市

和氣候變遷兩者之間的連結程度，並觀察此關聯性是否和人們後續的因應作為有

關。長期研究氣候變遷的耶魯大學學者 Leiserowitz (2005) 在提出溝通策略建議

時，就是將「強調氣候變遷的在地影響」放在首位，認為民眾對議題的知覺相關

性會因此提高。而雖然已有研究發現在地框架的確會讓民眾覺得氣候變遷和自身

相關 (e.g., Shih & Lin, 2016)，但數量不多，故本研究仍然提出研究假設，希望驗

證此一關聯性。

研究假設一：在地框架比非在地框架更能讓民眾覺得氣候變遷是和自身相關的議題。

二、集體行動理論與雙路徑因應模型

如前所述，雙路徑模型主要以集體行動為研究脈絡。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意指「群體成員為了改善整體情境所共同採取的行動」(van Zomeren et 

al., 2012: 181)，目的是在群體面對威脅或危害時，能夠提升集體利益。在環境及

自然資源管理的領域中，集體行動是很重要的概念 (Adger, 2003)，不僅因為自

然環境是人類和其他物種共有，環境破壞及資源消耗所帶來的後果也會由所有

成員共同承受。氣候變遷是近年來全人類所面對最急迫的共同問題，而單一個

人的付出無法解決此一問題，需要不同國家、地區的人們一起採取行動 (Ostrom, 

2010)，因此適合把此議題放在集體行動的脈絡下討論。

早期和集體行動相關的理論，主要從認知的觀點出發。例如資源動員理論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認為人之所以會採取集體行動，是經過理性計算

及資源分配的結果。所謂理性，是指人們會考量自身的物質資源，並以滿足個人

利益為行動目的 (Gamson, 1992; McCarthy & Zald, 1977)。基於這樣的理性論點，

人們若要採取行動，行動所能帶來的利益就必須大於個人需要付出的成本。但相

對地，也因為人們會選擇最符合個人效益的途徑，故可能產生自己不付出，卻依

賴他人行動以獲得共同利益的「搭便車」效應。在這樣的理論架構下，情緒被視

為不理性的反應，因此和集體行動無關 (van Zomeren et al., 2012)。

後來的學者認為，人們除了考量自身的客觀資源，也會考量集體行動的主

觀效用（subjective utility）。例如 Klandermans (1984) 就倡議，資源動員理論

應該在結構因素之外（亦即資源），也考量社會心理因素。援引期望價值模型

（expectancy-value models），他認為人們在決定是否要採取集體行動時，會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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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參與與否產生期望，而這個期望會影響個人行動的動機。此概念和集體效

能感的主張相互吻合，皆強調群體透過共同行動以解決威脅或不利狀況的能力 

(Bandura, 1997)。

以 Lazarus (1991) 的評估理論為基礎，van Zomeren 及其他學者發表了多篇

論文，試圖提出一個能夠解釋集體行動動機的整合模型，稱為「雙路徑模型」(van 

Zomeren et al., 2012)。此模型認為集體危害提供了一個情境，使人們必須因應，

而採取集體行動則是人們對該危害的趨近因應（approach coping），相對於無所

作為之規避因應（avoidance coping）。根據雙路徑模型，人們在評估因應作為時

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初級評估，另一是次級評估。初級評估是針對相關性的判

斷，屬於認知層級。一旦某個集體危害被判定和個人或其所屬群體相關，次級評

估才會啟動。以下段落將針對此模型中的兩條可能路徑進行詳細討論。

三、路徑一：情緒導向因應

在次級評估階段，相關性的認知會使人們產生情緒反應。由於現有關於集

體行動的研究多以抗議或社會運動為情境，經常涉及不公義的事件或相關咎責對

象，憤怒因此成為主要的情緒反應 (van Zomeren et al., 2012; van Zomeren, Spears, 

Fischer, & Leach, 2004)。然而在氣候變遷的情境下，由於媒體或政府較常強調該

氣候風險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且該風險之形成無法歸咎於任何單一個人或政

府單位，因此較為相關的情緒是恐懼或擔憂 (van Zomeren, Spears, & Leach, 2010; 

Verplanken & Roy, 2013)。這部分的因應措施被稱為「情緒導向因應」，因為情

緒是促成因應行動的關鍵因素 (Lazarus, 1991)。

在進一步討論情緒導向因應的機制之前，有必要先對「情緒」一詞給予清

楚定義。情緒（emotion）是屬於情感之下的一個概念，而情感（affect）指的是

對事件或議題所引發之整體「好」與「壞」的評估，主要透過感受得來 (Slovic, 

Finucane, Peters, & MacGregor, 2004)。在風險研究中，情感被認為是影響態度或

認知很重要的因素，例如 Leiserowitz (2006) 就發現，負面情感對於全球暖化的風

險感知及相關政策支持度都有正面影響。

相對於情感僅有強度及方向的區別，情緒有較高的實質意義內涵，可以代

表人們對不同主觀經驗、情境再現或是行為後果的特定具體反應，例如生氣、

擔憂、恐懼等 (Böhm, 2003)。Kittipongvises & Mino 將情緒定義為「對物體、概

念、影像所產生之特定、深刻的感受或自動評估」(Kittipongvises & Mino, 2013: 

127)。在風險認知領域中，負面情緒已受到廣泛的關注。例如在心理計量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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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metric paradigm）中，研究者發現人們的風險認知有時和可能形成的後

果無關，而是和風險事件本身的特性有關，未知或容易引發恐懼的事件一般而

言會讓民眾產生較高的風險感知 (Fischhoff, Slovic, Lichtenstein, Read, & Combs, 

1978; Slovic, 1987)，由此可見情緒在決策過程中的重要性。

在全球暖化的情境之下，Böhm (2003) 將人們可能產生的情緒反應分為四

類，分別是（一）對影響的期望情緒（prospect emotions），例如恐懼及擔憂；（二）

反身情緒（retrospective），即親身經歷全球暖化影響後所產生的情緒，例如傷心；

（三）和自身相關的道德情感（self-related ethic-based emotions），例如罪惡感；

以及（四）和他人相關的道德情感（other-related ethic-based emotions），例如生

氣。基於以下原因，本研究著重於第一類的期望情緒。首先，如 van Zomeren et 

al. (2010) 所言，氣候變遷的形成難以歸咎於單一個人或組織，因此和道德類的

情感較不相關。第二，雖然近年來臺灣發生了數起氣候災害，例如 2009 年的莫

拉克風災，但一方面專家與民眾對於這些氣候災害是否和氣候變遷相關仍未有定

論 2，另一方面受災民眾仍較集中於特定地區，因此大部分臺灣民眾可能不會產

生反身情緒。第三，在行為預測方面，期望情緒具有較深厚的理論背景，例如諸

多和恐懼訴求相關的理論，都考量了恐懼、擔憂對於人們行為促發的影響 (Ruiter, 

Abraham, & Kok, 2001; Witte & Allen, 2000)。

如前所述，雙路徑模型認為人們會先評估議題和自身或所屬群體的相關性，

一旦議題被判定相關，才會衍生出後續的兩條因應路徑，包括情緒的引發 (van 

Zomeren et al., 2012)。換句話說，議題相關性會引起負面情緒，Shih & Lin (2016) 

的研究支持了這樣的論點。然而，也有學者發現相關性反而會促發防衛機制。在

A. Liberman & Chaiken (1992) 的研究中，受試者閱讀了一篇講述咖啡因與乳房纖

維囊腫關係的文章，結果顯示，為了避免心生恐懼，那些平常有飲用咖啡習慣的

受試者比起不喝咖啡者，更不相信兩者的因果關係。因此，相關性和負面情緒的

關聯性，在理論上及實證證據上皆存有歧異。

同樣地，負面情緒和環境友善行為的關係也尚未定於一尊。一方面，研究

指出負面情緒和氣候變遷減緩行為有正面關係，例如 Hersch & Viscusi (2006) 發

現民眾對全球暖化的擔憂是預測他們是否願意付出較高昂油價的顯著因子。此

2 臺大大氣系教授柳中明與張智北皆不認同是全球暖化造成了莫拉克風災（柳中明，2010年 5月
14日；張楊乾，2010年 5月 6日），而由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在風災過後一年左右所進行的電
話調查顯示，僅約半數的受訪者（51.6%）將莫拉克風災和全球暖化拉上關係（張楊乾，2010年
7月 26日）。因此，近年來臺灣雖面臨一些氣候災難，是否能視為氣候變遷的影響，似乎仍是個
懸而未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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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恐懼與減緩行為的關聯性，也已經在一些文獻中被確立。這些研究發現，民

眾愈害怕全球暖化，採取行為的意圖就愈高 (Shih & Lin, 2016; van Zomeren et al., 

2010)。但也有一些研究發現相反的結果，例如 O’Neill & Nicholson-Cole (2009) 

發現，雖然強烈的視覺呈現能夠吸引民眾對全球暖化的注意力，但由這些圖片所

引發的恐懼感若太過強烈，反而會造成民眾否定問題的存在，進而變得和全球暖

化議題更為脫節。

徐美苓、楊意菁（2011）的研究某種程度也提供了支持此說法的證據，她們

發現民眾對全球暖化影響的知識愈高，行動意願就愈低。作者認為造成此現象的

原因，是當今媒體在溝通全球暖化議題時大多強調其災難性後果，導致閱聽人不

相信這些災難會發生，也不知道該如何應對。此解釋提供了兩個重要的線索：第

一，災難或戲劇性訊息之所以會導致風險否定，可能是因為負面情緒的中介；第

二，當人們產生恐懼感，卻不知如何著手預防風險的負面效果時，採取行動的可

能性就會降低，延伸平行模式為這樣的說法提供了理論基礎。

由於相關性是否會帶來負面情緒，或是負面情緒是否會帶來行為改變等問題皆

尚無確切結論，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問題，以檢視上述概念之間複雜的關係。

研究問題一：負面情緒和環境友善行為意圖的關係為何？

研究問題二：框架是否能透過相關性、負面情緒影響民眾的行為意圖（情緒導向

因應）？

四、路徑二：問題導向因應

在判斷危害具有相關性之後，人們在次級評估階段也會對因應能力進行評

量。因應能力是指在面對集體危害時，個人對自身能「募集」到多少資源的判斷。

值得一提的是，此預設指的是人們會評估自身資源的多寡，而非表示相關性會導

致因應能力感知的提升。

由於行動具有群體意涵，此處所指的資源也和群體有關，泛指個人能夠從

他人獲得多少的社會支持。若有愈多群體成員願意共同採取行動以對抗集體危

害，代表個人所獲得的社會支持愈多，也代表個人擁有較高的集體效能感 (van 

Stekelenburg & Klandermans, 2013)。Bandura (1997) 將集體效能感定義為個人對

於集體問題能否透過共同行動獲得解決的信心；通常集體效能感愈高，參與集體

行動的意願也會提高 (Lee, 2010; van Zomeren, Postmes, & Spears, 2008)，這部分

的因應行為被稱為「問題導向因應」 (Lazarus,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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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現階段探討集體效能和環境友善行為關聯性的研究非常有限；在這些

少數的研究中，Lubell et al. (2007) 運用了全國性電話調查資料，發現集體效能感

和環境公民行為、環境友善行為皆有正面的顯著關係。而van Zomeren et al. (2010) 

使用實驗法，發現那些有接觸到集體效能資訊的受試者，比起沒有接觸相關資訊

的受試者有著更高的意願採取環境友善行為，以對抗氣候變遷。Heath & Gifford 

(2006) 也發現，若民眾認為自己的配合能對團體解決問題的能力有正面影響，就

比較有可能採取氣候變遷的減緩行為，說明了集體效能的作用。此外，也有研究

發現，期望互惠性（expected reciprocity）愈高，民眾採取行動的可能性也愈大 

(Lubell et al., 2007; Lubell, Vedlitz, Zahran, & Alston, 2006)。期望互惠性指的是民

眾是否相信團體中的其他人也會付出和自己同等的心力，來解決問題，和集體效

能的概念雷同。

雖然雙路徑模型是以集體行動為背景，強調集體效能感的重要性，但其

他類型的效能感也可能對個人行為產生關鍵影響。例如，根據延伸平行模式

（extended parallel process model），即便人們察覺氣候變遷的嚴重性，也不見

得會採取因應行動，因為缺乏能夠解決問題的信心，也就是自我效能感 (Witte, 

1992)。自我效能感指的是「對於自己能否執行某項行動以解決相關問題的判

斷」 (Bandura, 1982: 122)，也是一種對自身的信念。實證研究結果發現民眾的自

我效能愈高，愈有可能採取環境友善行為 (Lubell et al., 2007; Meinhold & Malkus, 

2005; Tabernero & Hernández, 2011)。在一項跨文化比較研究中，學者發現不論是

在美國樣本或是韓國樣本中，自我效能感都能顯著預測行為意圖 (Kim, Jeong, & 

Hwang, 2013)。事實上，兩者的關係在臺灣的情境下也獲得了證實（周儒、潘淑

蘭、吳忠宏，2013；M.-L. Hsu & Shih, 2014）。

除了自我效能感，有些學者也認為應該考慮回應效能感（response efficacy）

的作用。在保護動機理論（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 PMT）及延伸平行模式中，

回應效能感被視為是影響恐懼訊息能否產生效力的重要元素之一，此概念指的是

當民眾面對一系列能夠規避或減緩威脅事件的建議時，針對這些建議的有效性所

給予的評估 (Kim et al., 2013)。例如，在氣候變遷的情境下，民眾若覺得資源回

收是減緩碳排放的有效策略，則具有較高的回應效能。在實證研究上，Kim et al. 

(2013) 發現回應效能和環境行為意圖有顯著的正面關係。而以馬桶兩階段省水器

為例，Lam (2006) 也發現，若民眾認為該裝置是有效的節水方式，其安裝的行為

意圖就會提升 3。

3 在 Lam (2006) 的研究中，回應效能的測量方式是要受訪者評估其他省水策略的有效性，而非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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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上述理論基礎，本研究因此同時將三類效能感（包括自我效能感、回應

效能感與集體效能感）納入考量，並提出以下假設，希冀對於環境行為的前置因

素有更清楚的瞭解。

研究假設二：自我效能感、回應效能感及集體效能感和環境友善行為意圖之間具

有正面關係。

五、行動策略知識作為效能感的前置變項

效能感的產生取決於一個重要的前置因素，即行動策略知識。此類知識指的

是民眾在面對問題時，是否知道哪些行動是他們能夠採取的，以及哪些是能夠有

效解決問題的行動 (Hines, Hungerford, & Tomera, 1987)。雖然不同學者測量行動

策略知識的變項不同，但大多是詢問民眾對自身知識程度的「主觀認知」（例如：

周儒等，2013；S.-J. Hsu & Roth, 1998）。

值得注意的是，雙路徑模型僅觸及效能感的評估，並未指出效能感從何而

來。此外，雖然學者已注意到知識在氣候變遷議題中的重要性，但現有研究所

關注的大多是和氣候變遷相關的議題知識，例如知識的來源 (Zhao, 2009) 或是知

識的影響（徐美苓、楊意菁，2011；徐美苓、施琮仁，2015；Bord, O’Connor, & 

Fischer, 2000）。然而，Boerschig & De-Young (1993) 認為要促發或改變行為，除

了對於氣候變遷的「議題知識」（knowledge about the issue）之外，和行為有關

的「行動策略知識」（knowledge of the issue）也很重要。Hines et al. (1987) 也持

相同看法，認為任何以促進環境友善行為為目標的溝通，都必須讓民眾知悉可得

且有效的行動方式。

關於增進行動策略知識的方法，Nolan (2010) 指出最直接的辦法就是提供資

訊，告訴人們要做哪些事情、怎麼做。Shih & Lin (2016) 的研究發現，在訊息中

提供減緩行為的提示，的確能夠讓民眾更加瞭解如何對抗全球暖化，也就是累積

了行動策略知識。

至於行動策略知識和效能感、行為意圖的關係，一篇統合研究檢視了十年間

的研究成果，發現行動策略知識整體而言的確和環境友善行為有關 (Hines et al., 

接詢問二階段省水器對節水的效率。因此作者以另一名詞 subjective effectiveness of alternative 
solutions (SEAS) 來代表，而非使用回應效能感。也因為 SEAS和回應效能感是相反的概念，故
在此研究中，SEAS和更換省水器行為意圖的迴歸係數為負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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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在臺灣，周儒等（2013）與 S.-J. Hsu & Roth (1998) 曾經分別針對大學生

及花蓮地區的中學教師進行研究，結果顯示行動策略知識是最能夠預測環境行動

的重要前置變項。此外，周儒等（2013）的研究也發現，除了直接效果，行動策

略知識也能夠透過提升自我效能，間接增加行動的可能性。

研究假設三：行為提示會增進民眾的行動策略知識。

研究問題三：行為提示如何透過行動策略知識、不同型態的效能感影響民眾的行

為意圖（問題導向因應）？

根據延伸平行模式，當人們覺得某事件的風險不嚴重時，就會停止評估自

身受影響的可能性，相關因應行動也不會發生；然而，當人們察覺風險升高且自

身又會受到影響，下一步就會繼續評估自己是否有能力解除或降低威脅。若評估

後認為採取行動就能降低風險，且自己也有能力採取該行動，那麼實際因應行為

就較有可能發生，此現象稱為危害控制（danger control）。反之，若評估後發現

行動無效或自身缺乏採取該行動之能力，因應行為就不會發生，此時民眾會轉而

調適自己的認知，例如否認風險的存在以消除恐懼，此過程稱為風險控制（risk 

control）(Witte, 1992; Witte & Allen, 2000)。因此，由風險訊息所引發的負面情緒

究竟會成為行動的驅力還是阻力，其中關鍵在於效能感。

在分析上，民眾會採取危害控制或是風險控制是一種交互作用關係

（interaction）的表現；也就是說，負面情緒和環境友善行為意圖之間的關係，會

因效能感的強弱而有不同。但由於恐懼訴求理論主要關注自我效能與回應效能，

並未考慮集體效能的作用，因此本研究使用研究問題來探討這些變項間的關係。

研究問題四：負面情緒和不同型態的效能感對於環境友善行為意圖是否有交互作

用效果？

參、研究方法

一、實驗設計與施測

為驗證上述研究假設及問題，本研究透過實驗法蒐集所需之資料，實驗法可

讓研究者對於內在效度有較高的掌握，故適合用於媒介效果的檢驗。本研究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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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者來自於臺灣北部的某所大型公立大學，招募信件經由該校的電子郵件系統發

送，受試者需至指定的電腦教室中受測，以免外在環境干擾。共有 211 名學生完

整參與實驗，包含研究生與大學生，受試者獲得新臺幣 100 元現金作為酬勞，實

驗的期間為 2015 年 3 月 19 日至 4 月 9 日，共約三週。在所有受試者中，女性占

70.1%（n = 148），男性占 29.9%（n = 63），平均年齡為 22.18 歲（SD = 2.85）。

本研究之實驗為二因子實驗設計，兩個因子分別為（一）框架，分為在地

與非在地情境兩個層次，以及（二）行為提示，共有三個層次，包括沒有提示、

個人提示、集體提示。框架的設計在於促發受試者的情緒導向因應，而過去研

究顯示「在地框架」能夠讓民眾產生相關性的認知與負面情緒反應 (Shih & Lin, 

2016)，故本研究將框架區分為「在地 vs. 非在地」兩個情境。行為提示則和問題

導向因應相關，由於本研究同時考量了自我效能感與集體效能感，故除了關注行

為提示本身的作用，還將行為提示區分為個人行為的提示與集體行為的提示。因

此，本研究共有六個實驗組別（2 × 3）。

實驗刺激操弄的部分，本研究製作了長約 1.5 分鐘的短片，開頭先敘述氣候

變遷的現況，然後指出幾個可能受到氣候變遷影響的城市。在這些可能受到影響

的城市中，本研究製作出兩個版本，一個版本強調在地臺灣城市，例如臺北、高

雄，而另一個版本則強調世界上其他大都市，例如紐約、舊金山。前者即代表本

研究之「在地」框架，而後者則代表「非在地」框架。為了方便受試者辨認不

同城市，影片中不僅刻意強調這些城市的重要地標，例如臺北 101 大樓、紐約

布魯克林橋、舊金山金門大橋等，更用字幕標示城市名稱，此操作和 Spence & 

Pidgeon (2010) 的設計方式相同。

在受影響的城市之後，其中一個版本就此結束，第二個版本則以字幕方式告

知受試者面對氣候變遷時所能採取的行動，例如購買節能的電器用品。還有第三

個版本則是在這些行動前加上百分比 4，例如 94% 的民眾已經會隨手關燈、關電

器或拔插頭，試圖讓受試者知道已有其他人開始採取行動，此三版本分別代表第

二個因子（行為提示）的三個層次。

值得說明的是，本研究之實驗設計上參酌 Shih & Lin (2016) 之論文甚多，可

謂該文之延伸。然而，兩者在理論架構及主要變項的使用上有所不同。詳細來說，

Shih & Lin (2016) 援引雙訊息處理模型（dual process model），主要關注民眾在

面對風險訊息時可能採取哪些解讀方式？而不同的訊息處理又可能產生何種行為

4 本實驗所列出的建議行為包括資源回收、搭大眾運輸工具、攜帶免洗餐具等，百分比資料來自徐
美苓、施琮仁（2015）調查結果中的實際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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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果？而本研究以集體理論中的雙路徑模型為根基，雖然理論名稱看似雷同，也

皆包含情緒要素，但集體理論特別著重效能感的角色，尤其是集體效能感，是本

研究獨特之處。

本研究使用 Survey Monkey 作為資料蒐集平臺，該平臺中的隨機顯示功能可

讓研究者平均分配每一個實驗組別暴露的機率，因此本研究中的受試者看到每一

個情境的機率都是相等的。實驗過程中，每名受試者都獨立使用一部電腦，並配

戴耳機，以免受到他人干擾。受試者簽署完同意書後，會先填寫一份問卷，測量

其環境價值觀與氣候變遷知識，之後才收看影片。看完影片後，受試者再填寫另

一份關於其認知、情感、行為之問卷。需要說明的是，基於研究目的，本文僅使

用後測之變項。

在正式施測前，本研究於 2015 年 3 月 16 日至 18 日進行前測（N = 44），

所有量表與指標都具有滿意之信度與效度。

二、變項測量

（一）依變項

本研究的依變項為行為意圖，在問卷中，受訪者被問到未來從事以下九種氣

候變遷相關之減緩行為，包括1. 儘量以大眾運輸工具、腳踏車代步，少開汽機車。

2. 隨手關電燈、關電器或拔插頭。3. 少用冷氣，或將冷氣機溫度設定得較高。4. 

節約或重複用水。5. 對玻璃、鋁罐、塑膠或報紙做分類回收。6. 少用塑膠袋或使

用環保袋。7. 在外用餐，會隨身攜帶環保餐具。8. 多吃素，少吃肉。9. 使用有節

能標章或比較省電的產品。和過去大多數研究不同，本研究並非單獨詢問這些行

為意圖的可能性，而是要受訪者和自身過去的經驗對照，指出未來「會比現在更

不常做」、「和現在差不多」，或是「會比現在更常做」上述行為。本研究將九

個題項相加，形成意圖指標 5，此指標之範圍為 9 至 27，分數愈高代表未來愈有

可能從事這些減緩行為（M = 23.07, SD = 2.75, Cronbach’s α = .77）。

5 本變項要求受試者以過去行為為基礎，評估未來採取該行為的可能性，因此屬於次序變項（ordinal 
variable）。在李克特量表中，選項的數目和指標信度的關係一直是廣受討論的議題，過去研究
指出，2點量表、3點量表、4點量表、5點量表、7點量表甚至更多類別的量表都可合併作為
某概念的指標。其中，3點量表在信度上優於 2點量表，卻和 5點量表沒有顯著區別 (Bendig, 
1954b)。另一篇研究也發現指標的信度在 5 ~ 9點量表之間都非常類似，但在 2點量表時較低、3
點量表時較高 (Bendig, 1954a)。因此本研究之「行為意圖」指標由 9個 3點量表題項組成，在合
理性及信度考量上應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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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介變項

1. 相關性

相關性量表由兩個變項組成，在調查中，民眾被問到是否同意以下兩項敘述：

(1) 全球暖化和我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2) 我一生中會被全球暖化影響的機會相

當高。回答的選項從 1（代表非常不同意）至 5（代表非常同意），本研究將兩

個變項相加並取平均數，分數愈高代表受訪者認為全球暖化和自身愈相關（M = 

4.18, SD = 0.63, r = .56, p < .01）。

2. 負面情感

本概念之量表由兩個變項組成，分別是 (1) 您是否對於影片中地球暖化對該

地區造成的結果感到擔心？以及 (2) 您是否對於影片中地球暖化對該地區造成的

結果感到害怕？回答的選項從 1（代表完全不擔心／害怕）至 5（代表非常不擔

心／害怕），本研究將兩個變項相加並取平均數，分數愈高代表受訪者的負面情

感愈強烈（M = 4.14, SD = 0.71, r = .50, p < .01）。

3. 行動策略知識

根據 Hines et al. (1987)，行動策略知識指的是民眾是否知道在面對環境問題

時，有哪些行為是可以運用並且能有效解決問題的。換句話說，此概念是民眾對

於自身知識的主觀評估。Shih & Lin (2016) 在其研究中以「我知道自己可以做哪

些事情來對抗全球暖化」來測量此概念，故本研究也採用相同問法。回答的選項

從 1（代表非常不同意）至 5（代表非常同意），分數愈高代表主觀認定之知識

程度愈高（M = 4.09, SD = 0.78）。

4. 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量表由五個變項組成，在問卷中，受訪者被問到是否同意：(1) 為

了對抗氣候變遷，我可以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2) 我覺得我能夠做一些簡單的

事來降低氣候變遷的威脅；(3) 在降低氣候變遷的威脅方面，我覺得我能做出一

些貢獻；(4) 我個人的行動能夠對氣候危機的解決有所幫助；(5) 改變我的生活習

慣，將有助於降低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威脅。回答的選項從 1（代表非常不同意）

至 5（代表非常同意），本研究將五個變項相加並取平均數，分數愈高代表受訪

者之自我效能感愈高（M = 4.16, SD = 0.51, Cronbach’s α =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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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回應效能

回應效能所測量的是民眾對於行為是否能夠有效減緩暖化影響的認知，因此

需要和行為的指標一致。本研究使用「行為意圖」中的九個變項，要求受訪者逐

一評估採取這些行為之有效性，選項從 1（代表非常沒有效果）至 5（代表非常

有效果）。這九個變項相加並取平均數後，就得到了回應效能量表，分數愈高代

表受訪者之回應效能感愈高（M = 4.16, SD = 0.49, Cronbach’s α = .86）。

6. 集體效能

集體效能量表係參考van Zomeren et al. (2010) 的研究，由下列三個敘述組成：

(1) 透過合作，人們可以避免氣候變遷所帶來的負面影響；(2) 透過集體的努力，

我們可以防止氣候變遷的發生；(3) 如果我們一起行動，就可以降低氣候變遷帶

來的威脅。回答的選項從 1（代表非常不同意）至 5（代表非常同意），本研究

將此三變項相加並取平均數，分數愈高代表受訪者之集體效能感愈高（M = 3.88, 

SD = 0.63, Cronbach’s α =.68）。

雖然在恐懼訴求理論中（例如防衛動機理論及延伸平行模式），自我效能及

回應效能經常被合併使用，但有研究顯示兩者其實是相關但不同的概念，是更高

層次效能感中的兩個面向 (Witte, 1996)。而集體效能感則鮮少和其他兩類相提並

論，因此本研究將此三類效能感視為不同的變項，分別進行分析。

肆、結果

在檢驗假設及回答研究問題之前，本研究先進行操縱檢測。在問卷中，本研

究詢問受訪者在方才觀看的影片中，「是否有告知您如何對抗全球暖化的字幕」，

在沒有行為提示的組別中（n = 73），有 2 名表示有看到字幕、有 4 名表示沒注

意；在個人提示組別中（n = 79），有 6 名表示沒看到字幕、有 1 名表示沒注意；

而在集體提示組別中（n = 59），各有 1 名表示沒看到字幕及沒注意。關於框架，

本研究也詢問受試者在影片中因地球暖化而受到影響的地點是何處？觀看非在

地框架的受試者（n = 107）全部都回答美國，但觀看在地框架者（n = 104）則

有 6 名回答美國。雖然部分受試者所注意到的內容和研究操弄不盡符合，但本研

究仍予以保留，原因是人們在接觸媒體訊息時原本就可能對細節有所遺漏或記憶

錯誤。此外，本研究操弄的是訊息的有無或種類，並非訊息特性（例如高恐懼訊

息 vs. 低恐懼訊息），因此受試者不需對訊息產生主觀認知，其他類似的研究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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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進行操縱檢測 (Kuhn, 2000; Retzbach, Otto, & Maier, 2016; Wiedemann & Schütz, 

2005)。

研究假設一認為在地框架比非在地框架更能讓民眾覺得氣候變遷是和自身相

關的議題，為了測量框架的主效果，本研究使用變異數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進行假設檢定。結果顯示，觀看在地情境的受試者（M = 4.26, SD = 

0.61）比觀看非在地情境者（M = 4.08, SD = 0.61）的確有較高的知覺相關性，且

此差異具有統計上之顯著性（F(1,205) = 4.48, p < .05），因此研究假設一受到研

究結果的支持。

研究問題一探討負面情緒和環境友善行為意圖的關係，因此本研究採用

ANCOVA，將行為意圖做為依變項、兩個實驗因素做為自變項，而負面情緒則

做為共變項（covariate）。結果顯示負面情緒和行為意圖間具有正面的顯著關係 

（β = 1.54, SE = .25, p < .01），也就是負面情緒愈強，民眾愈有意願採取環境友善

行為。

研究問題二檢視了框架如何透過相關性、負面情感而對行為意圖所產生的

間接效果，也就是情緒導向因應路徑。為了測驗此中介效果，本研究採用 Hayes 

(2013) 所發展的「PROCESS」巨集，來檢驗變項間的中介關係。Hayes 等人提倡

使用拔靴法（bootstrapping）來分析中介關係，認為該方法比起傳統的 Sobel Test

有更多好處 (Hayes, 2009; Preacher & Hayes, 2004)。例如中介效果經常不是常態

分布，但 Sobel Test 卻有常態分布的預設，拔靴法則無。此外，Sobel Test 需要計

算間接關係的標準誤，作為評估迴歸係數顯著與否的參考，但標準誤如何計算仍

有爭議；而拔靴法則能夠透過多次建立重複樣本（resample）計算出信賴區間，

作為顯著性判斷的依據，省去計算標準誤的步驟。同時，傳統中介分析規定自變

項與依變項必須先有顯著關係，也就是總效果要顯著，但使用拔靴法估計間接效

果時，並不需要此一前提。更重要的是，此方法容許研究者同時考慮兩個以上的

中介變項，使得間接關係的檢驗更加細緻。

根據表 1 的模型 1 ~ 3，框架對於行為意圖的間接影響主要透過兩條路徑，

在地框架一方面藉由提升議題相關性而增加民眾的行為意圖（β = .1423），另

一方面，相關性的提升也增強了民眾的負面情感，進而使其更有意願採取行動 

（β = .0964）。

研究假設二認為自我效能感、回應效能感及集體效能感皆和環境友善行為意

圖有正面關係，為了檢驗此一假設，本研究使用 ANCOVA 建構了三個模型，此

三模型皆以行為意圖做為依變項、兩個實驗因素做為自變項，而三類效能感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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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做為共變項。結果顯示，自我效能感（β = 1.68, SE = 0.35, p < .01）、回應效能 

（β = 2.57, SE = 0.35, p < .01）、集體效能感（β = 0.94, SE = 0.30, p < .01）三者

皆和行為意圖有顯著的正面關係，因此研究假設二受到支持。

研究假設三檢視行為提示是否可以增進民眾的行動策略知識，ANOVA 結

果指出觀看不同行為提示的受試者的確在行動策略知識上有所差異（F(2,205) = 

19.96, p < .01）。透過 Scheffé 事後檢定法，本研究更進一步發現個人提示（M = 

4.22, SD = 0.82）、集體提示（M = 4.42, SD = 0.94）的行動策略知識都比無提示 

（M = 3.66, SD = 0.85）的組別高，但個人提示、集體提示兩組之間則無顯著不同。

研究問題三則探討了行為提示如何透過行動策略知識、三類效能感間接影響

行為意圖，也就是問題導向因應路徑。同樣利用 Hayes (2013) 中介分析法，但因

為行為提示屬於三個組別的類別變項，在迴歸分析中需拆解成兩個虛擬變項，本

研究因此以「無提示」為參照組，分別創立了「個人提示」與「集體提示」兩個

雙元變項，並在分析中分開處理。結果顯示（表 1 之模型 4 ~ 6），個人行為提

示可以先後增加行動策略知識與自我效能感，進而提升行為意圖（β = .1982）。

同樣地，此間接效果路徑在回應效能感（模型 10，β = .2657）及集體效能感（模

型 14，β = .0875）的情境之下也達到統計顯著性。 

上述結果顯示，行動策略知識無法直接影響行為意圖，必須經由各種效能

感中介；而個人行為提示也無法直接提升不同的效能感，必須經由行動策略知

識中介。在集體行為提示部分，此類提示能夠增加受試者的行動策略知識，進

而提升自我效能感以及最終的行為意圖（模型 8，β = .2742），此間接效果路徑

在回應效能感（模型 12，β = .3675）及集體效能感（模型 16，β = .1211）的情

境之下也都成立。值得注意的是，集體行為提示會透過自我效能（模型 9，β = 

- .2609）及集體效能（模型 17，β = - .1547）分別對行為意圖產生影響，且此間

接效果為負向。

研究問題四探討負面情緒和三種不同的效能感是否有交互作用關係，為了檢

視此關聯性，本研究使用階層迴歸分析，將模型分為四層。第一層為實驗組別，

包括框架與行為提示；第二層為訊息反應，包括相關性、行動策略知識與負面情

緒；第三層為三種效能感；最後第四層為交互作用變項，交互作用變項中的個別

組成概念在相乘前都先經過標準化，以避免共線性問題。根據表 2，負面情緒對

於行為意圖的效果，會因為回應效能（β = - .19, p < .01）及集體效能（β = - .13,  

p < .05）程度的高低而有所不同。 

詳細來說，負面情緒對行為意圖的效果，僅存在於低回應效能的民眾之間（請

傳播研究與實踐7(1)-02 施琮仁.indd   22 2016/12/20   下午 09:28:51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7卷 第 1期．2017年 1月 23

間接效果係數 拔靴後標準誤 信賴區間

1. 框架→相關性→行為意圖

.1423 .0960 .0120 ~ .4142*

2. 框架→相關性→負面情感→行為意圖

.0964 .0581 .0150 ~ .2593*

3. 框架→負面情感→行為意圖

- .1637 .1329 - .4837 ~ .0573
4. 個人提示→行動策略知識→行為意圖

.1353 .2454 - .3097 ~ .6625
5. 個人提示→行動策略知識→自我效能→行為意圖

.1982 .0822 .0787 ~ .4281*

6. 個人提示→自我效能→行為意圖

- .2176 .1376 - .5537 ~ .0037
7. 集體提示→行動策略知識→行為意圖

.2141 .2253 - .2039 ~ .6914
8. 集體提示→行動策略知識→自我效能→行為意圖

.2742 .1062 .1143 ~ .5517*

9. 集體提示→自我效能→行為意圖

- .2609 .1474 - .6072 ~ -.0163*

10. 個人提示→行動策略知識→回應效能→行為意圖

.2657 .1070 .1096 ~ .5413*

11. 個人提示→回應效能→行為意圖

- .4161 .2118 - .8914 ~ - .0488
12. 集體提示→行動策略知識→回應效能→行為意圖

.3675 .1278 .1683 ~ .6817*

13. 集體提示→回應效能→行為意圖

- .3182 .2245 - .8375 ~ .0622
14. 個人提示→行動策略知識→集體效能→行為意圖

.0875 .0420 .0284 ~ .2084*

15. 個人提示→集體效能→行為意圖

- .1126 .0924 - .3589 ~ .0273
16. 集體提示→行動策略知識→集體效能→行為意圖

.1211 .0561 .0407 ~ .2796*

17. 集體提示→集體效能→行為意圖

- .1547 .1031 - .4355 ~ - .0051*

表 1：中介分析結果─框架及訊息提示對於行為意圖影響之雙重因應路徑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註：1. 表格中的迴歸係數為非標準化迴歸係數。
　　2. 框架共有兩組，為二分變項，在此分析中，非在地框架為參照組。

3.  行為提示共有三組，為類別變項，故在迴歸分析中需區分為兩個虛擬變項，以無提示的組別
作為參照組。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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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圖 1）；經過統計檢驗，對於高回應效能的民眾來說，負面情緒和行為意圖並

無關聯，雖然高回應效能感的民眾整體而言比較可能採取行動。同樣地，負面情

緒對於行為意圖的正面影響，也僅發生於低集體效能的民眾之間（請見圖 2）。

值得注意的是，在負面情緒較不明顯時，擁有較高集體效能感的民眾較可能採取

行動，而隨著情緒反應增強，低集體效能感的民眾反而有較高的行為意圖。

伍、討論

環境友善行為是普遍認為能減緩氣候變遷影響的關鍵因素，近年來許多研究

也都致力於找出能夠促進此類行為的原因，但這些研究大多考慮個人背景或對自

身的認知，較少把氣候變遷放在集體危害或集體行動的脈絡下討論，也就是考量

個人對「他人」的認知如何影響行為。本研究採用以解決集體問題為目的的雙路

Zero-order Before-entry Final β
階層一：實驗組別

框架（1 = 在地） .03 .03 - .03
個人提示（1 = 有） - .01 - .01 .08
集體提示（1 = 有） .09 .09 .12
Incr. R2 1.0

階層二：反應

相關性 .29** .31** .07
負面情緒 .40** .40** .21**

行動策略知識 .19** .18* - .00
Incr. R2 -19.4**

階層三：效能感

自我效能 .32** .17* .14
回應效能 .46** .35** .32**

集體效能 .21** .08 - .05
Incr. R2 10.1**

階層四：交互作用

負面情緒 * 自我效能 - .03
負面情緒 * 回應效能 - .19**

負面情緒 * 集體效能 - .13*

Incr. R2 4.9**

Total R2（%） 35.5

表 2：實驗組別與雙路徑模型因子對行為意圖之影響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p < .05,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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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模型，並結合框架理論與恐懼訴求理論，希望瞭解何種訊息能增進環境友善行

為，以及背後的心理機制。

首先，本研究發現將氣候變遷包裝成在地議題有助於相關性的認知，而相關

性的提升會導致較高的行動意願，此發現和 Shih & Lin (2016) 的研究結果一致。

另一方面，民眾認為氣候變遷和自身相關後也會產生負面情緒，並提升行動的

意願。過去許多學者認為情緒是行動的泉源 (Loewenstein, Weber, Hsee, & Welch, 

2001; Slovic et al., 2004)，本研究的發現支持這樣的說法。

其次，本研究也發現在風險訊息中提供因應策略的提示能夠增進民眾的行動

策略知識，而民眾在瞭解如何面對氣候變遷後，又會形成不同的效能感，進而增

圖 1：負面情緒和回應效能感對行為意圖的交互作用影響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圖 2：負面情緒和集體效能感對行為意圖的交互作用影響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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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為意圖。值得討論的是，Shih & Lin (2016) 在其研究中發現訊息提示會影響

行動策略知識，但行動策略知識卻和行為意圖無關。本研究補充了一個失落的環

節，也就是效能感。本研究之結果顯示，行動策略知識和三種效能感都有正面關

係，而在分別考量的情況下，三種效能感也都各自會增進行為意圖，如表 1 所示，

這些中介路徑都達到統計顯著水準。上述有關中介效果的發現具有重要意涵，首

先是現有研究雖然已開始注意到效能感的作用，卻鮮少討論可以影響效能感的前

置因素，本研究發現若民眾知道該做些什麼（行動策略知識），則各種效能感都

可以獲得提升。第二，上述發現也指出不論是框架或行為提示本身對於民眾的行

為意圖都沒有直接效果，而是必須透過某些中介的認知或情感因素才能發揮作用。

本研究另一有趣的發現，是集體提示會透過自我效能及集體效能的中介，

而對行為意圖產生負面影響（如表 1 模型 9 與模型 17），這和理論上的假設有

所差異。可能的原因之一，是集體提示「提醒」了民眾氣候變遷是個牽涉廣泛的

嚴重問題，因此反而降低了對自己和他人能夠解決此一危害的信心。為了加以驗

證，本研究在中介分析中加入「嚴重性感知」6 變項作為控制，結果顯示模型 9

與 17 兩條間接路徑皆變為不顯著，對上述假設提供了部分證據。

此外，本研究發現負面情緒與效能感具有交互作用關係，此結果也值得討

論。如前所述，負面情緒的作用對於具有低回應效能感、低集體效能感的民眾較

為顯著，負面情緒甚至讓集體效能感較低的民眾比較高的民眾更願意採取行動，

這和延伸平行模式的假設不同。這樣的差異可能從以下幾個角度來理解，第一，

回應效能感較低的民眾反而較有意願行動的原因可能在於天花板效應，如圖 1 所

示，那些回應效能感很高的民眾原本採取環境友善行為的意圖就較高，因此即便

負面情感提升，其行為意圖也無法更加提高。第二，本研究也發現，在負面情緒

較高的情況下，集體效能感較低的民眾比集體效能感高的民眾更有意願採取行

動，這可能反映了「搭便車」的現象。Lam (2006) 在其研究中也觀察到類似現象，

他認為更多民眾的參與無疑能加強集體行動成功的機會，但卻同時也降低了個別

民眾行動的必要性。

第三，從理論的層次來看，延伸平行模式是承續恐懼訴求的脈絡而來，而

恐懼訴求大部分是為瞭解決或避免與個人健康相關之風險 (Witte & Allen, 2000)。

相較之下，氣候變遷的成因、影響與解決方式都牽涉到集體行為 (Lubell et al., 

2007)，因此造成延伸平行模式較不適用。第四，從測量的角度來看，本研究對

6 「嚴重性感知」的測量是透過詢問受試者「請問您覺得全球暖化的問題嚴不嚴重？」回答選項為
五點量表，從「非常不嚴重」至「非常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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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意圖的操作化方式，是請受試者以現有的行動為基礎，衡量未來採取行動的

可能性（更有可能、差不多，或更不可能），也就是說，本變項某種程度控制了

過去的行為，並非單純的可能性預估。因此，效能感較高的民眾可能因為原本就

已經很頻繁地採取減緩行為，故更高情緒刺激所能提升的行動意圖較為有限。雖

然如此，但本研究對行為意圖的操作化方式除了更準確測量此概念，更把民眾放

在不同的基準點，因此對於效能感的影響有更深入的發現。

在敘述研究貢獻之前，有必要先說明一些在解讀本文結果時所需注意的事

項。首先，本研究雖然發現閱聽人在解讀風險訊息時能透過兩種不同途徑，但無

法得知閱聽人究竟只能單獨採取一條訊息處理路徑，還是能夠同時運用雙系統，

甚至此二系統的啟動是否有會有先後次序。雖然過去研究傾向認為人們在面對威

脅或恐懼訊息時，情感系統的啟動會早於分析系統 (Slovic et al., 2004)，但並不清

楚當訊息所包含的恐懼元素較低時，閱聽人會如何反應，未來的研究可針對不同

的風險訊息特性，檢視可能的影響。

其次，本研究將訊息區分為在地框架與非在地框架，但此區別雖然能夠造

成民眾對議題關連性有不同的認知，卻無法進一步影響行為意圖。可能的原因是

在地框架係以臺北、高雄為遭受氣候變遷影響的情境，而受試者可能不見得來自

此二城市，使得心理距離感無法拉近。未來研究可考慮納入地方依附感（place 

attachment）的概念，Scannell & Gifford (2013) 已經發現人們對某地區的依附感

愈強，行為意圖也愈強。

第三，對於集體效能感的促發，本研究的操弄方式是提供已採取各項減緩

行為人數的百分比。然而，此數據提示可能讓受試者產生「搭便車」的心態，而

非形成集體效能感。未來研究在進行實驗操弄時，除了強調他人已在努力之外，

可更加著眼於通力合作的必要性，以及個人在集體行動中的貢獻 (van Zomeren et 

al., 2010)。

此外，本研究對於行動策略知識的測量僅使用單一變項，可能在信度與效

度上不如使用多變項組成的構念為佳。值得注意的是，根據表 2，行動策略知

識和自我效能、回應效能、集體效能皆有統計上顯著的正向關聯性，和理論及

過去的研究發現吻合，此一致性也說明了此變項具有一定之構念效度（construct 

validity）。然而，未來研究仍可參考周儒等（2013）的測量方式，將行動策略知

識分為說服、生態管理、消費主義、法律及政治五個面向，以便更完善地測量此

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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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氣候變遷的負面影響能否減緩，很大一部分取決於人們能否實踐環境友善

行為。本研究在如何設計風險訊息以增進民眾行為意圖方面，具有豐富的參考價

值，在此將針對本研究之理論貢獻及相關實務意涵進行詳細闡述。

第一，現階段許多媒體文宣都著重於告知民眾應該採取何種行為，但幾乎

沒有研究檢視這樣的傳播方式是否能夠有效增進行為意圖；若有效，又是經由何

種機制？本研究指出此類文宣無法直接提升民眾解決問題的信心，但能夠透過增

加行動策略知識來發揮效果。也就是說，民眾的效能感之所以提升，是因為他們

覺得自己已經知道怎麼減緩氣候變遷的威脅。未來的文宣在設計時除了告知行動

策略，還應該強調民眾也能執行訊息中所建議的行動，以讓訊息能直接影響效能

感。有鑑於楊意菁、徐美苓（2012）發現多數臺灣民眾一方面肯定全球暖化的嚴

重性，另一方面又覺得在處理該風險的過程中有許多限制，在溝通訊息中強調民

眾解決問題的能力實為必要之手段。

第二，雖然學者已體認到效能感對促進行動有所幫助，但相關實證研究的數

量仍然稀少，且主要著重於自我效能感。本研究是少數同時考慮不同種類效能感

作用的論文，結果也指出，除了自我效能感外，其他種類的效能感（例如回應效

能感及集體效能感）也和民眾的行為意圖息息相關。因此，未來政府或科學家在

進行氣候變遷相關風險溝通時，除了強化個人信心之外，還應說服民眾訊息中所

建議的行動真的能有效減緩負面影響，以及氣候變遷是需要全體共同付出才能解

決的集體環境風險。

第三，本研究發現民眾在面對氣候變遷風險訊息時，可能透過情感或效能感

兩條不同途徑，支持雙路徑模型的說法。本研究也發現兩種因應模式雖然各自對

行為意圖有不同的影響，卻也同時具有互動關係。值得注意的是，在考慮負面情

緒之後，效能感的作用會變得非常不同，當民眾的負面情緒被促發、感受到處理

風險威脅的必要時，那些擁有低回應及集體效能的民眾反而更有行動的意願。因

此，未來傳播訊息的設計應考慮效能感的侷限，以及適用的群體範圍，而非無差

別地增強效能感。

第四，現階段媒體在呈現氣候變遷相關影響時多強調其戲劇性及災難性，導

致民眾雖然負面情緒被引發，卻不知如何因應，故有學者認為風險訊息中同時也

應提供解決問題的方式（徐美苓、楊意菁，2011；楊意菁、徐美苓，2012）。然

而，本研究發現負面情緒和自我效能並無交互作用關係，亦即縱使民眾具有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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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的需求，也相信自己可以處理該威脅，行動意圖仍然不會有顯著的增加。雖

然此發現看似和延伸平行模式的預測相左，但該模式所著重的大多是個人層次的

威脅，而非如氣候變遷這種牽涉到集體行為的共同風險，故本研究實則對延伸平

行模式的適用性提供了良好的參照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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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ther the negativ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can be effectively mitigated 

depends heavily on degree of individual engagement in environmental-friendly 
behaviors. This study draws on the dual pathway model, which emphasizes the role 
of negative emotions and different forms of efficacy, to investigate how to facilitate 
mitigation actions. Through an experiment involving 211 people recruited at a large 
public university in northern Taiwan, this study found both emotion-focused coping 
and problem-focused coping to be possible pathways leading to mitigation actions 
related to climate change. Regarding emotion-focused coping,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framing climate change as a local issue increased its perceived relevance, which, 
in turn, stimulated negative emotions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On the other hand, 
providing action cues in messages increased knowledge of action strategies, and so 
triggered different forms of efficacy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a case of problem-
focused coping. The results also indicate that negative emotions interacted with various 
forms of efficacy to shape intentions. The effect of negative emotions was stronger for 
people low in response efficacy and collective efficacy, suggesting the role of efficacy 
may not be monotonous.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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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旱災被視為是一種緩慢開展風險，其影響層面深遠且具有日常性，本研究在

2014 ~ 2015年臺灣「十年大旱」背景下，以質量並行的語料分析方法探討臺灣

平面媒體如何再現旱災。研究發現平面媒體再現的旱災多半強調「水的供給面」

論述，這類供給面論述也偏好連結到對自然降雨的期待、及對水庫短期蓄水量變

化的關切。旱災被再現成一種「必須對抗的戰爭」、而不是視為長期風險而與之

共存，氣候變遷及旱災風險的長期論述幾乎在相關的報導中消失不見。本研究顯

示臺灣媒體旱災再現需調整角度關注較多需求面節水問題，同時在論述上應多朝

向視旱災可能是未來臺灣常態的氣候現象之一，而非短時間的異常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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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4 年末到 2015 年中旬，臺灣面臨嚴重乾旱，這場旱災被以「十年大旱」

形容，引發了臺灣對降雨、氣候變遷、水資源分配及日常用水討論，並持續半年

多時間，2015 年中旬因梅雨及續颱風帶來雨水，嚴峻缺水情況暫告段落。

本文以「十年大旱」作背景，蒐集《聯合報》、《蘋果日報》及《自由時報》1

三份臺灣主要報紙旱災期間報導，以語料分析（corpus analysis）技術探察旱災報

導字彙使用及論述，本研究試圖回答核心問題是：媒體如何再現旱災及其帶來的

風險？

旱災常被視為是一種「緩慢開展的危害」（slow-onset or slow-moving 

hazard），因缺水不似洪水、地震等帶來即刻的災難，但隨時間推移乾旱會逐

漸影響日常生活，釀成災難 (Sonnett, Morehouse, Finger, Garfin, & Rattray, 2006; 

Ward, 2005)。旱災所牽涉課題包括氣候變遷影響、水資源運用管理、災難回應與

解決等，都是媒體關注的公共議題，媒體也是民眾獲得旱災資訊、政府各項因應

措施主要來源 (Hurlimann & Dolnicar, 2012)，但國內外媒體如何「再現旱災」或

「論述旱災」的相關研究屈指可數，使得此一主題成為有待開發的研究面向。

旱災作為一種災難具有多重特徵，首先，旱災是緩慢進展風險型態，長

期並直接影響到大眾日常生活經驗（用水），因此旱災經驗具有「日常性」

（everydayness）特徵 (Shove, 2003)；其次，旱災也是「水文氣候風險」（hydro-

climatic hazard），乾旱多因降雨或水源缺乏，常被納入氣候環境因素一併討論 

(Ruiz Sinoga & León Gross, 2013)；再來，旱災是包含多重現實（reality）的情況，

除氣候、水文、環境外，旱災問題融合社會經濟、文化實踐、及政治政策等層面，

是一種社會環境現象（social-environmental phenomena）的綜合問題 (Anderson, 

2014; Wahlquist, 2003)。

2014 ~ 2015 年旱災在 2014 年末引起關注，經濟部水利署在 2014 年 12 月 1

日提出預警，該年 10 月到 11 月降雨創下氣象局自 1947 年設置平地雨量站以來

歷史最低紀錄，各主要水庫供水量遠低於預期，是 1978 年以來最嚴重「旱災」

（經濟部水利署，2014b 年 12 月 21 日）。在此之前，水利署因「水情趨緊」（經

濟部水利署，2014c 年 11 月 20 日），採取連串限水、農田停灌休耕、及民生工

業限水措施（經濟部水利署，2014a 年 12 月 25 日）。但是 2015 年 5 月間進入

1 此三份報紙已經占臺灣讀者閱報率的 90%以上，因此本研究未將四大主流紙媒中的《中國時報》
納入語料分析的選取樣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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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雨季節旱象獲紓緩，同年 5 月 25 日經濟部發布乾旱解除訊息（經濟部水利署，

2015a 年 5 月 25 日）。

2014 ~ 2015 年旱災普遍被認為是受到氣候變遷帶來的影響，官方指未來

極端氣候將成常態，同時將臺灣乾旱和氣候變遷連結（經濟部水利署，2015b

年 3 月 5 日）。其實，近年許多研究早已經將旱災列為氣候變遷導致結果之

一 (Risbey, Karoly, Reynolds, & Braganza, 2003)，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委員會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簡稱 IPCC）指出，在暖化趨勢下，

全球乾旱將會頻繁發生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2007: 5)，某

些不常發生旱災的地區也會出現乾旱，且 21 世紀旱災發生次數將超越 20 世紀 

(Wade, Jones, & Osborn, 2006)。上述討論顯示，當代論述旱災問題無法忽略氣候

變遷因素，這也是本研究將氣候變遷納入媒體再現旱災討論原因。

本文的「再現」指的是以語言、影像或不同媒材建構事件意義過程，並涉及

「指意」及符號系統運用與實踐 (Hall, 1997)。而語料分析焦點則是「新聞報導中

的語言文字運用如何被用來再現旱災」，這個主題也被歸屬於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方法 (Baker & Ellece, 2011)。此外，語料分析方法在意義上也兼具對文

本詞彙使用的數量探索、及文本論述的意義詮釋與解析，兼具量化與質化的分

析型態 (Baker, Gabrielatos, Khosravinik, Krzyżanowski, McEnery, & Wodak, 2008; 

McEnery & Hardie, 2011; Tognini-Bonelli, 2001)。

整體來說，本文目的在探尋旱災報導中主控論述（dominant discourse）為何？

氣候變遷及風險等概念在旱災報導中又如何被論述？根據 van Dijk (1996) 關於社

會主控意識形態及團體的討論，本文將「主控論述」定義為：對某些議題及行動

的普遍性或支配性說法與詮釋，這樣的詮釋可能是基於社會上某些被認為是合理

的或是道德的觀點。新聞報導中經常存在對某些議題的主控論述，透過文本論述

分析可有效探詢這些主控論述如何被植入新聞報導，進而瞭解事件或議題如何被

媒體理解及再現。

貳、文獻回顧

過去研究顯示，有關乾旱或缺水問題發生之際，民眾難以憑下雨及用水經

驗感知情況，媒體仍是民眾獲得乾旱資訊主要來源，且影響公眾如何理解及因應

旱災 (Dessai & Sims, 2010; Hurlimann & Dolnicar, 2012)。許多關於水的議題都會

關注乾旱討論、並擴及乾旱相關議題。Hurlimann & Dolnicar (2012) 分析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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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報紙、廣播及電視 1,253 篇關於水資源報導，發現乾旱是最常見的議題（占

56%）、其次是海水淡化（27%）及限水（17%）。乾旱資訊和媒體報導關係密切，

媒體呈現甚麼樣的乾旱現實及論述，因此成為本文研究焦點。

一、旱災、氣候及其論述

媒體的旱災再現首先觸及的問題是「旱災如何被定義」，此一問題涉及

多層面考量，澳洲是乾旱經驗最豐富國家之一，其經驗被許多國家引為借鏡。

Anderson (2014) 在《持續忍耐：澳洲乾旱故事》（Endurance: Australian Stories 

of Drought）一書中強調，乾旱除了是人類實際體驗外，也涉及文化論述概念。

異常（aberrance）是當代西方文化在處理乾旱問題時慣常的思維邏輯模式，從長

遠歷史角度來看，乾旱被視為一種「謎」（enigma），而氣候異常成為理解乾旱

的框架之一。West & Smith (1996) 指出，多數旱災都被媒體報導描述為不正常、

超自然、威脅社會的現象，不是「正常氣候情況」，旱災因此習慣性地被建構成

一種大自然給人們的「無預警」且「空前絕後」的挑戰。異常論述使得早期旱

災都被認為是「神的旨意」、且「施行於毫無受到保護的人類身上」 (Anderson, 

2014)。

抗旱也常和「英雄主義」及「國族精神」的象徵連結，Sofoulis (2011, 2005) 

指出，20 世紀澳洲為抗旱廣泛建立水庫等大型公共建設系統，確保公眾用水無

虞，這些建設受到澳洲人「英雄式」歌頌，也強化了澳洲人國族主義。水壩代表

一種解決乾旱的「鉅水」（big water）論述，這種論述結合澳洲「巨型水壩」建

構史，串連起澳洲人抗旱、英雄主義及國族認同的意識形態。Anderson (2014) 則

認為抗旱建構了「白色澳洲人神話」，其論述及意象是「受苦難的大地及掙扎」，

激起了澳洲人抗爭的特質。

不過，旱災異常論述及鉅水論述後來逐漸轉化，1990 年代澳洲政府鼓勵

農民節水對抗旱災，政府將旱災從一種自然災難論述，轉化成為「正常的商業

風險」，澳洲農業生產者必須在其商業計畫中將旱災列為事先預期且考量變數 

(Anderson, 2014; Ward, 2005)，不過澳洲媒體似乎並未跟隨著政府政策論述移轉，

仍偏好旱災是異常災難的論述模式 (Ward, 2005)。

本文將旱災視為一種「緩慢進展危害」，相關定義在此需先釐清。危害

（hazard）、風險（risk）及危機（crisis）意義實際上有差異。「Hazard」本文譯

作「危害」，指一切可能引發災害風險因素。Singer & Endreny (1993: 6) 將危害

定義為「對人類及其珍惜之物的威脅」，如有毒廢棄物、貧窮、風災、瘧疾、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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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等。本文中「缺水」或「旱災」就是一種可能引發災難風險的危害；「Risk」

通常譯作「風險」，其定義為「任何和危害相連而對財產可能的損害、導致的疾

病、受傷或死亡」 (Singer & Endreny, 1993: 6)，從這點來看，危害是具體可能損

害人們財產或生命的事與物，其可能引發的變化程度稱為風險，這種變化通常是

具負面結果 (Singer & Endreny, 1993)。「Crisis」譯為「危機」，指正在發生且可

能導致或已產生傷害及損失的事件。Coombs (2010a: 19) 定義危機是「對於一個

未預期發生事件的知覺，該事件威脅利益者的預期、同時可能產生負面結果」。

風險和危機之間具有不可分關係，風險是潛在尚未發生的災害，而危機則是風險

發生後形成的事件 (Coombs, 2010b: 56)。Coombs (2010b) 指出，風險可能會發展

成為危機，許多風險管理者都尋求在其轉變成為危機前，先標示或指出潛在風

險，而危機處理也將事前風險評估作為重要指引 (Williams & Olaniran, 1998)。

二、媒體及旱災再現

旱災牽涉到文化建構的概念，媒體則成為建構旱災論述及意象的一環。過去

研究指「媒體的真實是建構的真實」 (Adoni & Mane, 1984; Tuchman, 1972)，媒

體報導的旱災真實則涉及媒體如何看待旱災、及如何論述旱災。考察過去媒體及

旱災相關研究，有以下特徵：

第一，旱災媒體報導多數集中在呈現問題及供給面解決方式。Paneque 

Salgado & Vargas Molina (2015) 分析西班牙安達露西亞（Andalusia）地區 2004 ~ 

2005 年及 2011 ~ 2012 年兩個時期乾旱報導發現，媒體呈現問題包括水的價格、

對社會經濟影響、及水資源政策等。Russell-Verma, Smith, & Jeffery (2015) 分析

英國媒體網站中關於旱災調適（drought mitigation）報導發現，旱災調適報導集

中在「管制用水」及「使用再生水及節水的獎勵措施」兩個面向，供給面報導（如

海水淡化、興建水庫等）引發網民較為激烈討論，反觀需求面調適（如節水獎勵）

討論不多。Sonnett et al. (2006) 分析美國亞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兩地區的旱災

報導則發現，旱災報導問題面角度強調旱災的發生、危害、及危機；解決面角度

則強調減少用水、調適及責任歸屬。而地區性政治、文化及基礎建設程度差異致

使旱災報導角度也不同，供水基礎建設較好地區，旱災報導強調缺水警訊，並且

傾向以長期問題態度定義旱災；反觀基礎建設尚在發展地區，旱災被視為是一種

緊急問題，且急迫的要求政府提出短期解決方案。

第二，旱災報導通常會強調「戲劇性」、同時存在偏見。澳洲乾旱報導常

出現乾枯大地、枯死植物或牲畜乾枯屍體等強烈畫面意象 (Hurlimann & Dolni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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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但 Wahlquist (2003) 指出，早期旱災在澳洲是一種普遍經驗，1990 年代以

後多數澳洲人生長於都市及基礎設施完善的環境，逐漸失去旱災警覺，媒體報導

旱災多認為只會影響農民，媒體偏好受旱災折磨且絕望的新聞素材，而不強調旱

災理性科學的討論，因強烈意象畫面比較符合「新聞價值」，其實乾枯大地這種

旱災意象，實際上已經不是現代多數澳洲人的生活經驗。相反的，農業地區的媒

體傾向鼓勵農民對抗旱災，例如 Campbell, Smith, & Siesmaa (2011) 分析澳洲維多

利亞省報紙報導 2009 年旱災發現，當地旱災新聞傾向正面、且具有教育性的故

事，以激勵當地農民及農業組織士氣。

第三，旱災論述從供給面轉為強調需求面。早期針對《紐約時報》1949 年

到 1995 年旱災報導時序分析發現，媒體對旱災解決論述從早期供給面的擴張水

庫水源方案，1980 年代後逐漸轉為討論家戶節水或解決輸送漏水問題等需求面

方案 (De Gaetano, 1999)。許多媒體旱災論述也開始轉為和氣候變遷連結 (Risbey 

et al., 2003; Sofoulis, 2011)，氣候變遷引發的旱災主要是水的供給減少，加上興建

水庫、尋找新的水源等這類解決水荒的供給論述在環境保護意識抬頭情況下面臨

挑戰，旱災問題解決論述逐漸從「供給面」轉換到「需求面」。如 Sofoulis (2011) 

指出，19 到 20 世紀中興建水庫解決乾旱模式是「供給面論述」典型，屬於歌頌

「偉大政府」（興建水庫被視為是偉大基礎建設工程）及「英雄主義」的菁英觀

點，市民用水行為被「一視同仁」看待，成為統計上「均質」使用者（average 

users），忽略了用水需求面差異。在全球氣候變遷及不正常降雨情況頻傳，加上

無法興建新的水庫後，對旱災解決論述轉至討論水資源管理，並兼顧環境保護及

生物多樣性的目標，旱災解決被認為需要新框架，如環境的規範、土地使用計畫、

生態保護等 (B. W. Head, 2010)。

從上述文獻檢閱顯示，媒體再現旱災基本上充滿了不同程度爭議及關於旱災

各種面向的論述爭議，據此，本文試圖回答以下幾個相互關連的研究問題：

（一）旱災期間報紙相關報導如何再現旱災？其主控論述又是甚麼？

（二）旱災報導中旱災的風險和危機概念如何被再現與論述？

（三）旱災報導中氣候變遷因素如何被再現與論述？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取語料分析方法，該方法以大量電子化文本資料為基礎並輔以

軟體程式分析，目的在找出文本中語言運用規則及模式，分析文本中字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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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所構成論述。語料分析方法和內容分析及質性文本分析方法不同，語料分析直

接探討文本字彙構成意義，不採取內容分析類目建構及人工編碼方式；除此，語

料分析兼具量化字詞統計及質化論述分析，比起傳統文本論述分析則具有更多的

資料作為論證。

一、語料分析方法簡介

語料分析方法在本文意義在於，過去臺灣媒體再現旱災研究不多，語料分析

有助研究者發掘研究者未能憑簡單觀察獲知的語言現象 (Baker, 2005)，在臺灣旱災

媒體再現的相關研究缺乏下，語料分析極有助益。本研究主要語料分析方法包括：

（一）詞頻統計分析（frequency list）：統計語料文本中各字彙出現頻率，詞頻

可代表語言生產者語言使用偏好及某些新聞文本的特徵 (Baker, 2005)。

（二）併置詞分析（collocation）：以 T 值檢定（T-score）方式探哪些字彙經

常伴隨出現 (Sinclair, 1991)，T-score 檢測某一樣本分布平均數和整體分

布平均數間差異否具有統計上顯著意義，本文預設將 T 值顯著水準設為

99.99%（p < .001），達到此一顯著程度字彙才會被列出討論。

（三）共詞句分析（concordance）：共詞句分析將觀察字彙置於文本的脈絡中

心，探詢其意義，又稱為「脈絡中的關鍵字彙」（key word in context，簡

稱 KWIC），是語料分析中作為論述分析方法的基礎。「論述」在本文中

指涉的是「一種使用語言或其他符號系統，在某些情況下所進行的賦予意

義的社會行為」 (Lemke, 1995: 6)，論述範圍可指某一種文類如「新聞論

述」，也可以指特定主題如「氣候變遷論述」、「旱災論述」等 (Bevitori, 

2010)，本文所分析的論述既是新聞論述的一環，同時也涵蓋特定旱災相

關主題論述。

本研究以 Wordsmith 6.0 軟體 (Scott, 2010, 2012) 輔助分析，程序是先進行

斷詞，再以詞頻統計探詢旱災文本字彙出現頻率，稱為「以語料為基礎」分析

（corpus-based analysis）。本研究斷詞軟體採用中研院發展的斷詞系統，斷詞準

確率 96%。中研院中文斷詞系統詳細介紹見可參考相關網頁（http://ckipsvr.iis.

sinica.edu.tw/）；本研究接著從詞頻基礎進一步分析併置詞及共詞句，稱為語料

驅動分析（corpus-driven analysis）(Tognini-Bonelli, 2001)。

詞頻統計結果通常會獲得龐大數量的字彙結果，本文參考過去作法，選擇出

現次數在前 100 字彙討論 (Bevitori, 2010; McEnery & Hardie, 2011)。而前 100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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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頻字彙選擇作為後續分析標準是：（一）出現頻率排名較前且跟旱災相關的主

題字彙；（二）跟本研究主要問題相關字彙，例如氣候變遷、風險等；及（三）

依據過去研究文獻討論，而擷取出相關字彙作為分析，例如過去文獻關切旱災的

需求面及供給面問題，研究者再從字彙中擷取出代表這些面向字彙進行分析。

二、語料資料的建構及分析過程

語料分析必須先建立分析的目標語料群集，再經過相關整理，方能以軟體程

式輔助分析。本研究以關鍵字搜尋國內主要報紙資料庫方式建構分析的語料，建

構語料使用的搜尋字彙，係根據以下原則選取：（一）旱災文獻中的搜尋字彙；

（二）旱災發生期間每週隨機抽取一天，檢視報導標題用字做為文本搜尋字彙參

考；及（三）本文的某些核心問題如「氣候變遷」或「風險」等字彙並未納入搜

尋字彙，主要考量研究目的在瞭解旱災和上述議題的關係，以這兩個字彙搜尋將

出現單純討論風險或氣候變遷、但與旱災無關文章。據此，本文以下列字串作為

語料搜尋關鍵字包括：旱災、供水、抗旱、省水、限水、降雨、下雨。搜尋搭配「or」

指令，具有上述任何字彙報導均會被納入搜尋結果。搜尋日期範圍設定為水利署

發布第一階段限水、到經濟部結束抗旱應變工作為止的月分，搜尋三家國內主要

報紙，其中《聯合報》資料庫為聯合知識庫；《自由時報》及《蘋果日報》則透

過慧科大中華新聞網蒐集，實際搜尋時間為2014年11月1日到2015年5月31日。

總計本研究搜尋文章總計為 3,192 篇，剔除不符本研究宗旨報導後共計納入

941 篇報導（納入比率 29.47%），各月分搜尋及納入文本篇數統計見表 1，從該

表可發現各報旱災報導都隨著旱災嚴重程度逐漸增加，在 2015 年的 3 月和 4 月

分旱災最嚴重時期報達到最高峰，但 2015 年 5 月分梅雨季節帶來雨水後，旱災

報導的篇數急速下降。

本文以關鍵字搜尋到旱災相關文本僅有約三成納入分析語料之中（表 1），

主要是逐一檢視搜尋文本後剔除不符合研究主題的報導，剔除原則包括了：（一）

重複文本；（二）主題並非旱災的文本（如廣告或只是將旱災當成附屬內容的文

本）；及（三）氣象或缺水簡訊，內容僅有一兩句資訊，未涉旱災論述內容。

不同媒體間報導篇數有不小落差，主要是部分報紙偏好整合報導（如《蘋果日

報》），致報導量偏少，但語料分析因注重整體語料文本的情況，因此單一報紙

篇數較少不影響分析。

傳播研究與實踐7(1)-03 郭文平.indd   44 2016/12/21   下午 04:23:11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7卷 第 1期．2017年 1月 45

肆、研究發現

本研究以 941 篇關於旱災報導進行語料分析，總計語料蒐集文本總字數為

26 萬 1,815 字，詞頻統計總計列出 2 萬 8,204 個字彙。

一、旱災：媒體語料的字彙運用

字彙頻率統計呈現了「甚麼字彙在旱災報導中「經常出現」或「常被運用」，

詞頻也代表特定新聞議題分布趨向，頻繁出現字彙反映媒體關切議題焦點，研究

者根據高頻率出現字彙可進行「字義歸類」（semantic category），查探整體旱

災新聞報導特徵。

表 2 為詞頻統計結果後的前一百大字彙，除了屬於句子聯繫字彙外，主要旱

災相關字彙（稱為內容用字）可區分為以下幾類：（一）描述旱災整體情況及反

應的字彙最多，如「水情」、「缺水」、「旱象」、及「影響」等，符合旱災期

間對「缺水」問題關切；（二）「水庫」一詞是出現頻率最高字彙，相關字彙包

括表示水庫位置（例如「石門」、「桃園」等因位於水庫集水區而頻繁出現）、

「萬噸」、「蓄水量」等也經常出現；（三）水的運用字彙如「用水」、「省水」

等也因為乾旱限水成為高度被關注字彙；（四）政策限制用水的字彙如「限水」、

「供水」、「停水」等，因和民眾日常用水息息相關而頻繁出現；（五）區隔水

資源運用的用字如「工業」、「民生」等，這些字彙代表了誰用水？甚麼類型用

水？（六）表示社會行為者及引述意見的用字，包括「水利署」、「經濟部」、

日期
自由時報／篇 蘋果日報／篇 聯合報／篇

篩選前 篩選後 篩選前 篩選後 篩選前 篩選前

2014 年 11 月 108   20 31     3   94   18

2014 年 12 月 155   61 55   10 168   37

2015 年 1 月 106   40 24     4 124   31

2015 年 2 月 137   67 33   10 115   42

2015 年 3 月 335 129 64   22 292   93

2015 年 4 月 327 119 88   31 312   87

2015 年 5 月 286   67 84   21 243   26

各報分析篇數 503 101 337

總計分析篇數 941

表 1：語料資料搜尋結果及篩選結果篇數統計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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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字彙 次數 % 編號 字彙 次數 % 編號 字彙 次數 %

1 # 8,485 3.29 34 就 661 0.26 67 休耕 419 0.16

2 的 5,074 1.97 35 來 648 0.25 68 進入 412 0.16

3 水庫 2,720 1.05 36 水利署 644 0.25 69 至 411 0.16

4 用水 2,212 0.86 37 昨天 615 0.24 70 用水量 406 0.16

5 限水 1,781 0.69 38 節水 614 0.24 71 讓 405 0.16

6 也 1,475 0.57 39 已 607 0.24 72 仍 402 0.16

7 在 1,442 0.56 40 影響 581 0.23 73 可能 399 0.15

8 有 1,258 0.49 41 實施 572 0.22 74 毫米 395 0.15

9 供水 1,212 0.47 42 蓄水量 569 0.22 75 下 391 0.15

10 表示 1,172 0.45 43 臺南 555 0.21 76 每天 375 0.15

11 是 1,151 0.45 44 措施 548 0.21 77 第三 374 0.14

12 為 1,126 0.44 45 了 547 0.21 78 和 373 0.14

13 說 1,099 0.43 46 水位 545 0.21 79 以 372 0.14

14 但 1,094 0.42 47 停水 539 0.21 80 經濟部 371 0.14

15 都 972 0.38 48 再 539 0.21 81 持續 368 0.14

16 水情 923 0.36 49 缺水 539 0.21 82 使用 364 0.14

17 會 909 0.35 50 高雄 530 0.21 83 多 363 0.14

18 地區 894 0.35 51 工業 518 0.20 84 若 354 0.14

19 等 885 0.34 52 水 510 0.20 85 公尺 348 0.13

20 石門 853 0.33 53 對 503 0.19 86 雨量 348 0.13

21 到 849 0.33 54 要 499 0.19 87 有效 345 0.13

22 階段 847 0.33 55 水量 497 0.19 88 新竹 343 0.13

23 降雨 816 0.32 56 抗旱 496 0.19 89 年 340 0.13

24 於 813 0.31 57 臺灣 474 0.18 90 自來水公司 339 0.13

25 與 806 0.31 58 今年 473 0.18 91 第二 338 0.13

26 不 784 0.30 59 可 472 0.18 92 由 335 0.13

27 約 769 0.30 60 旱象 472 0.18 93 僅 332 0.13

28 及 765 0.30 61 省水 468 0.18 94 時 331 0.13

29 後 744 0.29 62 民生 455 0.18 95 水資源 331 0.13

30 萬噸 728 0.28 63 從 449 0.17 96 或 326 0.13

31 桃園 725 0.28 64 指出 441 0.17 97 立方公尺 318 0.12

32 目前 708 0.27 65 民眾 430 0.17 98 減少 316 0.12

33 月 667 0.26 66 大 427 0.17 99 較 312 0.12

100 因應 298 0.12

表 2：旱災報導語料前 100 大詞頻統計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註：#代表語料中的阿拉伯數字，軟體程式自動設為同義的字彙。

傳播研究與實踐7(1)-03 郭文平.indd   46 2016/12/21   下午 04:23:12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7卷 第 1期．2017年 1月 47

「自來水公司」或「民眾」等。官方單位成為旱災報導最常出現的行為者，另外

引述用字如「表示」、「說」和「指出」，則因為新聞報導屬於經常引用消息來

源的文類（news genre）而經常出現；（七）旱災行動的整體用字，「抗旱」一

詞是出現最多的字彙；（八）指涉與量的用字如「降雨」、「雨量」等，顯示旱

災期間對該問題的關切；及以（九）新聞的時間用字，如「目前」、「月」及「昨

天」等。

詞頻字義歸類過程中，部分文法字彙如「的」這類用字出現次數很多，但和

旱災內容無直接關聯，故不討論；此外，部分字彙跨越不同語意使用領域字彙，

則以併置詞分析來判斷其最常出現情況作為歸類依據。

詞頻統計初步呈現幾個旱災報導特徵：首先，旱災報導主要關切仍以「供給

面」論述居多，「水庫」一詞成為出現頻率最高的內容字彙便可看出。如本文的

文獻部分討論，水庫代表一種「鉅水論述形式」 (Sofoulis, 2005, 2011)，同時包

涵對社會技術系統（sociotechnical system）的景仰與孺慕，除此，水庫的興建也

象徵人類奮鬥對抗自然的偉大表現 (Sofoulis, 2005)。做為某一時期旱災解決模式

的主控論述，水庫功能論述特別強調水的量化層面，加上歌頌水庫興建偉大的意

識形態根植人心，使得在旱災期間水庫蓄水量成為整體社會關注焦點。相對表意

供給面的字彙，需求面字彙在詞頻統計中整體出現情況較不頻繁，雖然許多需求

面字彙出現頻率仍在前 100 名內。需求面字彙通常連結對旱災問題的因應和解決

方法，包括「省水」、或「休耕」等，都代表站在需求面觀點討論旱災情況。不

過，某些字彙出現代表著從供給面著手的政策性限制用水需求，如「限水」、「階

段」（限水）、或「停水」等。

其次，「抗旱」一詞頻繁出現，可視為是媒體（或媒體所反映）對於旱災

的整體論述觀點之一，這種對抗意識形態暗示「旱災如同作戰」必須要對抗。

Wahlquist (2003) 指出，媒體報導旱災時候偏好用戰鬥隱喻，旱災報導往往不著

眼於「如何與旱災共存或適應」，而是一種持續的對抗。和「旱」這個字相連的

動詞還有「解旱」、「耐旱」、「防旱」、「救旱」，這些字彙出現低於 20 次，

整體來說引用情況不如「抗旱」一詞普遍。

第三，社會行為者字彙在詞頻統計中出現「水利署」、「民眾」、「經濟

部」及「自來水公司」等，這些字彙涵蓋了官方機構、用水供應機構、及指涉一

般大眾的語言表意。從整體併置詞來看，社會行為者字彙都經常和「話語權」

（discourse authority）相關字彙（包括「表示」、「說」及「指出」）併置使用，

如「水利署」一詞和前述話語權的三個字彙總計連用 139 次、「民眾」為 5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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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44 次、自來水公司 55 次，這些社會行動者都是在旱災報導中跟話語

權字彙連用最多的主詞字彙。

本文將話語權的三個字彙出現次數合併後分析這類字彙和甚麼樣的社會行為

者連用。分析結果顯示，和話語權字彙連用達到顯著水準字彙中，最頻繁的是「水

利署」（n = 139, t = 11.216, p < .001），其次依序是旱災期間的經濟部次長兼任

水利署長的「楊偉甫」（n = 10.695, t = 9.792, p < .001）、南區水資源局副局長「連

上堯」（n = 79, t = 8.794, p < .001）、石門水庫管理中心主任「王瑋」（n = 77,  

t = 8.67, p < .001）、氣象局（n = 72, t = 8.18, p < .001）、自來水公司各管理處 

（n = 72, t = 8.31, p < .001）、及民眾（n = 53, t = 6.66, p < .001）等。

上述結果意義是，旱災期間具有高度話語權社會行為者，是官方機構人員及

其相關單位，整體顯現出媒體在旱災期間一定程度上依賴官方訊息或呈現更多官

方詮釋觀點。水的供給單位（如水庫、自來水公司）及氣象單位則因為缺水、限

水及降雨問題而成為旱災期間中經常被引述的來源，單一民眾說法也會被引用，

但整體而言比不上官方及水的供給單位。

詞頻統計顯示出哪些「經常出現」於旱災文本中的字彙，相對而言，「有哪

些字彙是不常出現」或「消失」在媒體論述中同樣值得探討，這些「消失字彙」

有時更具有分析意義 (van Dijk, 1998)。本文關切的「氣候變遷」一詞僅出現 25

次（類似的「氣候異常」一詞出現 5 次）、「風險」出現 29 次、「危機」則出

現較多 146 次。必須說明是，這些字彙並未列入語料建構的搜尋字彙，主要是研

究者希望瞭解「旱災報導中這些字彙呈現情況」而非「該時間整體新聞對於這些

字彙」的狀況，在這裡的結果顯示，旱災文本中這些字彙出現情況不多，而非旱

災期間整體的其他新聞這些字彙出現情況，這些字彙或許在其他新聞類型中出現

頻繁，但此非本文討論重點。

整體而言，氣候變遷、風險或危機這類字彙幾乎是消失在旱災報導當中，也

顯示旱災報導中並未特別重視及強調這類議題。另一個情況是話語權的併置詞彙

分析發現，學者專家被引述的次數基本上不多，「教授」一詞和話語權字彙連用

次數只有 19 次，顯示旱災報導中極少引用學者專家說法。

二、旱災報導的主軸論述

前述詞頻統計呈現字彙出現頻率，接續將分析這些字彙被擺在論述脈絡中如

何形成意義，並反映旱災報導論述主軸。從詞頻統計出發，本文進行前述提出的

「語料驅動分析」，方法包含前述的併置分析及共詞（論述）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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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庫成為旱災期間媒體主軸論述

旱災期間除「水庫」一詞成為詞頻統計最高頻率出現字彙外，其相關字彙如

「水位」、「蓄水量」等，也成為旱災報導中頻繁出現字彙網絡，一定程度上可

視為媒體對旱災報導主軸論述之一。針對水庫一詞頻繁出現，研究者好奇的問題

是：究竟「水庫」在旱災時期如何被論述？又是透過甚麼樣的字彙組成被論述？

本文查探「水庫」和哪些字彙一起連用，以分析水庫及併置字彙如何形成具

有意義的字彙群組（lexical unit）。統計分析發現，「水庫」一詞常和特定水庫

名稱連結，包括「石門」、「曾文」、「南化」、「明德」、「翡翠」等字彙，

反映了媒體再現的缺水區域地理分布情況，大致上符合缺水區域情況。

水庫另一類經常連用字彙類型則是強調「供給面」字彙類型，包括了水庫

的「水位」（n = 268, t = 16.02, p < .001）、「蓄水量」（n = 308, t = 17.20, p < 

.001）、「供水」（n = 141, t = 10.79, p < .001）、「進帳」（n = 153, t = 12.19,  

p < .001）、「水情」（n = 142, t = 11.10, p < .001）等，這些字彙和水庫連用符

合前述指出媒體在旱災時期，對於水庫「供給面」的關切。

從字彙連用來看，水庫供給面問題常被以「進帳」來形容，進帳顯示一種計

算用語，通常用於計算金錢，用於水庫描述時形成一種對水庫量化的「競賽式」

及「比較計算」論述方式，以下共詞句子（concordance line）呈現了「水庫」和「進

帳」兩個字彙之間的論述模式（粗體字部分為中心字彙，為本研究者標示強調，

非原文格式，以下共詞句做法相同）：

南化水庫在農曆春節期間的一波雨水，曾進帳約50萬立方公尺（粗

體字為作者所加）。（聯合報，2015 年 3 月 7 日，第 B2 版）

鋒面雖帶來降雨，但對各水庫進帳有限，其中水情最糟的石門水

庫降雨量僅十三點八毫米、預估入流量約二百萬噸（粗體字為作者所

加）。（蘋果日報，2015 年 3 月 12 日，第 A3 版）

這波雨勢讓水庫進帳三百萬噸水量，目前水位是二百七十二．九四

公尺，有效蓄水率廿八．五 %，蓄水量則是三千二百八十九噸，離滿

水位約八公尺。以每天出水量約五十二萬噸計算，若不下雨，大概還

能撐六十三天（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自由時報，2015 年 5 月 13 日，

第 A14N 版）

水庫集水區平均降雨量一百二十三毫米，水位上升約五公分，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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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中心預估昨天約可進帳八百七十萬噸，目前每天出水量約五十五萬

噸（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自由時報，2015年 5月 21日，第A14N版）

上述摘出的新聞文本中，「水庫」和「進帳」的共詞句可看出，水位數字在

這些句子中都是論述核心、句子都包含「進帳」一詞。這些句子論述都和不同程

度的數字化水量計算單位結合，如「進帳多少萬噸」等，有時候甚至強調水位上

升「幾公分」，顯示在旱災期間討論水庫問題時都以一種量化計算的方式被論述。

這種對於水的「量化關切」原本就是旱災期間常見的模式 (Jeffries, 2003)，也成

為臺灣旱災報導中的常態。

前述的共詞句摘要中也可看出，臺灣媒體在旱災期間，偏好以短期計算方

式報導水庫的庫存水位、水位的增加與減少等變化，這些論述時間上都是「短期

的」、「以日計算」的水位變化，如論述中出現「每天出水量」、或是「大概還

能撐六十三天」等的說法，都顯現了媒體旱災期間關切這種短期水位變化的態度。

（二）旱災報導中的對抗論述

詞頻計算發現「抗旱」一詞成旱災報導中頻繁出現字彙，語料中其他「旱」

的相關字彙包括：「旱災」、「大旱」、「旱象」、「乾旱」等，所有的「旱」

的詞彙合計總出現頻率達到 1,439 次，顯示媒體在這段期間普遍認知缺水現象已

是一種屬於「旱」的現象。

「抗旱」一詞是旱災期間較為具體的「行動字彙」之一，該字彙的併置詞分

析顯示，「抗旱」最常和「會議」這個字連用（n = 100, t = 9.96, p < .001）；其

次是「節水」（n = 45, t = 6.53, p < .001），第三是「市府」（n = 38, t = 6.07, p < 

.001），其所顯示的意義是，媒體中抗旱常出現在會議層次、或被置於地方政府

行動之中；其次，「節水抗旱」或「抗旱節水」這樣的用法也經常出現。以下摘

要的抗旱共詞句，顯示抗旱一詞論述的型態：

為降低乾旱造成的損失與衝擊，水利署除展開抗旱，已完成地面

人工增雨相關整備工作（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聯合報，2014 年 11

月 19 日，第 B1 版）

氣候變遷，水資源更形珍貴，就算平日都不能浪費，何況是抗旱

非常時期（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自由時報，2015 年 2 月 10 日，第

A14N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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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減供幅度，各工業「用水大戶」抗旱如抗戰，桃園、新竹科

學園區日前與北水處達成協議（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自由時報，

2015a 年 3 月 11 日，第 AA1 版）

對於旱象短期仍難解決，經濟部明天將召開抗旱會議，盤點各區

水情（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蘋果日報，2015 年 4 月 9 日，第 A9 版）

上述「抗旱」一詞的共詞句摘述，可看出旱災不但以「對抗」的邏輯來被理

解、同時也以戰爭的隱喻來框架，這樣的論述策略（discursive strategy）使媒體

報導旱災時會出現「抗旱如抗戰」、或「抗旱是非常時期」這類戰爭描述的用語。

當旱災被視為是「非常時期」，其意義是和「日常」形成對比，旱災仍被視為是

一種異常的情況。其次，抗旱在許多論述中一如前述併置分析結果顯示，都和「官

方的事務」或「相關會議」連結，如上述抗旱共詞句中提到了「抗旱如抗戰，園

區和北水處達成協議」、「經濟部召開抗旱會議」、「水利署展開抗旱」等。

「抗旱」也常跟「節水」或「省水」兩個字彙連用，這種節水抗旱的論述也

經常訴諸於「民眾」或「全民」，如以下共詞句摘要：

馬英九總統昨日視察時呼籲全民節水抗旱，經濟部並規畫，除部

分地區工業大戶減少供水外，節水大計已指向民生，將拉長民生用水

夜間減壓時間（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聯合報，2015 年 3 月 8 日，

第 A2 版）

水情仍相當艱困，目前蓄水量僅廿五．八 %，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抗旱節水（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自由時報，2015 年 3 月 14 日，第

A14N 版）

上述包含抗旱及省水的共詞句中，大多指涉民生的或全民的，如「呼籲全民

節水抗旱……節水大計已指向民生」或「希望大家繼續努力抗旱節水」。

這種全民的抗旱論述在某些時候也將民眾的抗旱和商業活動連結，部分抗旱

及省水的共詞句，基本上被置於商業的脈絡討論，例如以下的共詞句：

抗旱帶動節水商機，居家生活賣場特力屋表示，因省水議題發燒，

省水相關商品業績成長 3 成以上（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蘋果日報，

2015 年 4 月 4 日，第 E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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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抗旱」；居家賣場近兩周的省水、儲水設備，明顯成長 2 ~ 

3 成，尤其儲水桶（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聯合報，2015 年 4 月 8 日，

第 C7 版）

購物中心推出省水大作戰特販區，相關節水商品如水桶、省水閥、

礦泉水、乾洗手等，一律祭出全民抗旱價；飯店則關閉游泳池（粗體

字為作者所加）。（自由時報，2015 年 4 月 29 日，第 A14K 版）

這些抗旱共詞論述可以看出，媒體將全民抗旱置於商業的脈絡中，同時也將

「省水行為」商品化，抗旱或省水被帶入一種關於商機的討論之中。

（三）旱災、風險、危機及媒體論述

本文關切主題之一是旱災報導中的「風險」及「危機」面向如何被再現？「風

險」一詞在旱災語料中僅出現 29次 2，「危機」一詞出現較多，有 146次。「危機」

或「風險」兩個字在媒體運用程度上都不及強調供給面的水庫及其相關字彙、或

強調面對旱災態度的抗旱等字彙。就語言運用來看，旱災作為一種風險或危機的

意義在旱災報導中一定程度上被「語言化排除」（linguistically exclusion）。

本研究就「風險」及「危機」二字彙如何被論述進行併置詞分析，結果發

現「缺水」和「風險」兩字彙最常一起連用，達到顯著水準（n = 12, t = 3.44, p < 

.001）；其次是「天氣」和「風險」連用（n = 7, t = 2.64, p < .001），這並不易

意味著天氣變化被視為一種風險，實際對內文檢視，天氣和風險事實上是指「天

氣風險管理公司」，兩者顯著被連用主要因旱災期間媒體報導天氣情況多引用該

公司分析所致。

「危機」一詞同樣和「缺水」最常連用（n = 76, t = 20.478, p < .001）；其次

是「限水」和「危機」連用（n = 20, t = 4.24, p < .001）；第三個和「危機」經常

連用是「水庫」（n = 13, t = 3.179, p < .001）。無論「風險」或「危機」兩個字

彙都未顯著和「氣候」或「氣候變遷」連用，一定程度顯示了氣候或氣候變遷問

題在旱災報導語言運用觀點下很少被視為是一種危機或風險。

再以本文語料中的風險一詞的共詞句進行分析可以發現，旱災期間提到乾旱

風險問題的預警對象大多不是考量一般民眾的日常用水風險問題，反而絕大多數

是針對企業或是相關產業。如以下風險共詞句（《蘋果日報》的「風險」一詞在

旱災期間全數都指「天氣風險管理公司」，故未列出該報）：

2 部分字彙因為出現次數太低，因此Wordsmith軟體主動剔除百分比計算，只列出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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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農曆年前後的水情，看來真的不太樂觀，建議竹科、中科和

南科需水性較高等產業，需要把缺水的風險考慮進去，一般民眾真的

要開始節約用水（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自由時報，2014 年 11 月

29 日，第 AA2 版）

連續多天大雨後，股價被打回原形，儘管長線水資源仍是不可忽

略的課題，但臺灣的水資源概念股投資風險相對偏高（粗體字為作者

所加）。（自由時報，2015 年 3 月 30 日，第 C02 版）

缺水問題迫在眉睫，CDP 的水專案，是讓企業提供水資源數據，

透過行動減少水資源危機，CDP 則運用企業用水數據來建議企業缺水

所帶來的風險與機會（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聯合報，2015 年 4 月

1 日，第 AA2 版）

台積電中科十五廠為例，四條生產線就投資近六億元，回收水每

度成本約廿元，納入風險考量，比沒水可用還划算，目前限水措施對

台積電影響微乎其微（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聯合報，2015 年 4 月

10 日，第 A1 版）

上述共詞句可看出媒體預警風險的對象，如第一個共詞句中提到「臺灣水資

源概念股投資風險相對偏高」針對的是投資人；二到四句中提到「回收水每度成

本約廿元，納入風險考量」、「CDP（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中文譯為「碳

揭露專案」，屬於一個非營利組織）則運用企業用水數據來建議企業缺水所帶來

的風險與機會」（句中括號內文為本文作者加入非原始文句）、及「竹科、中科

和南科需水性較高等產業，需要把缺水的風險考慮進去」等幾句論述的對象都是

科技產業或企業。

部分風險論述表面上提到了民生用水問題，但其論述內在意義也非對於一般

民眾的示警，例如以下兩段風險共詞句：

毛揆既然要求閣員換腦袋，就應該要求他們以新的思維與做法，

來因應臺灣經常面臨缺水的風險，光靠宣導、道德勸說、限水，無法

解決日益嚴重的缺水難題（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聯合報，2014 年

12 月 27 日，第 A18 版）

新加坡同是缺水國家，卅年前就開始推動再生水，更將再生水回

注水庫稀釋，供民生使用。但考量水質風險等因素，未來我將僅限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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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藥品的工業用水（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聯合報，2015 年 2

月 28 日，第 A8 版）

上述兩個共詞的論述句中都提到了再生水運用及其水質問題，但在論述實際

指涉上，第一段是討論再生水用於「非民生的用水產業」；第二段則引用當時行

政院長毛治國談話，點出未來臺灣可能面臨缺水風險，但其論述指示對象則是內

閣官員面對缺水風險的態度。

「危機」一詞的共詞句雖然也常和「缺水」及「限水」等字彙連用，但時間

上都短期的措施或是活動，如以下危機的共詞句：

冷空氣來襲，挾帶水氣，各界本來期待可解除缺水危機，但可惜

水氣不夠充沛，水庫進帳有限（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自由時報，

2015 年 3 月 25 日，第 A09 版）

因應限水，再加裝兩個各一噸的水塔，估計可以渡過限水危機，

孩子們如廁也改用水盆裝水，再以酒精消毒，維持清潔（粗體字為作

者所加）。（聯合報，2015 年 4 月 9 日，第 B1 版）

缺水危機讓洗車業者盡量用濕布擦車，加油站、汽車保養廠的自

動洗車機停止營業（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聯合報，2015年4月26日，

第 B2 版）

面對缺水危機，高雄地區相關產品也持續熱銷……（粗體字為作

者所加）。（蘋果日報，2015 年 4 月 29 日，第 A2 版）

替臺南帶來 1,000 萬噸水量，可多撐 12 天民生用水，但 2 水庫

有效蓄水率仍各只有 13% 左右，限水危機仍未解除（粗體字為作者所

加）。（蘋果日報，2015 年 5 月 24 日，第 A10 版）

上述危機共詞句可看出，該詞彙的用法在意義上被置於較短期、或更多以

「日常」觀點的缺水問題解決論述，這顯示危機被認為是「已發生」或「正在發

生」且必須要盡速解決的情況，彰顯了媒體認為該段期間旱災已造成某種程度損

害。例如上述句子中出現「冷空氣來襲夾帶水氣……水庫進帳有限」、或是「降

雨替臺南地區帶來水源供給，可支撐 12 天民生用水」，兩個論述都將缺水危機

置於短期氣象變化脈絡中討論；另外的論述句中則出現「缺水危機讓洗車業者盡

量用濕布擦車……」、「度過限水危機，如廁用盆裝水」或「缺水危機……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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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熱銷」等，這類論述則是將缺水危機因應方式置於那些屬於「過渡時期的」、

或「日常小撇步」的論述型態之中。

反觀前述風險共詞句子的論述中，多數時間指涉都是較長期問題解決脈絡，

這可能和風險被視為一種潛在會發生情況有關，例如在前述的風險共詞句中，會

出現包括「長線水資源仍是不可忽略的問題」（自由時報，2015 年 3 月 30 日，

第 C02 版）、「考量水質風險……未來我將僅限非食品」（聯合報，2015 年 2

月 28日，第A8版）、「道德勸說、限水，無法解決日益嚴重缺水難題」（聯合報，

2014 年 12 月 27 日，第 A18 版）、「明年農曆年前後水情」（自由時報，2014

年 11 月 29 日，第 AA2 版），這些論述在風險的論述脈絡中，強調了「未來」、

「日益」、「明年」等，都顯示媒體報導對風險問題有較長時間感知，提及的解

決方案也著眼於中、長期方式。

（四）旱災報導中的神旨論述

無論旱災或其他相關災難研究中，自然現象經常都被連結到「神的旨意」、

「天意如此」或「上天的懲罰」這樣的字眼，這是媒體歸因旱災常見的論述 (Singer 

& Endreny, 1993)。本研究旱災語料中神旨相關字彙群集合計共出現 111 次（包括

了「老天」、「老天爺」、「天公」、「上天」及「天威」等），其中「老天」

和「老天爺」兩個字彙被使用最多，顯示臺灣旱災報導中這一部分論述占有一定

的位置。

併置詞分析發現「老天」和「下雨」（n = 15, t = 3.861, p < .001）及「希望」 

（n = 8, t = 3.298, p < .001）連用情況最多；而「老天爺」一詞也和「下雨」（n = 9, 

t = 2.99, p < .001）、「幫忙」（n = 6, t = 2.44, p < .001）及「希望」（n = 6, t = 2.43, 

p < .001）等經常連用。

從包含「老天」或「老天爺」的共詞句論述可以看出，媒體運用「老天」或

「老天爺」兩字彙進行論述時，多半採用祈求語氣。如旱災論述中會出現以下的

論述共詞句子，這些論述一方面將「水」視為是神的賜予之外，同時也將降雨問

題「神聖化」，使得論述中出現「幫忙」、「祈求」、「寄望」等被動且顯示敬

畏的用字：

要供給用戶 100 多萬噸原水，還是要寄望老天爺下雨才能解渴（粗

體字為作者所加）。（聯合報，2015 年 2 月 28 日，第 B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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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的水位直直落，如果老天爺再不幫忙，恐怕很快就會面臨缺

水（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自由時報，2015年 3月 12日，第A14M版）

馬達抽水，也增加電費成本，往後只能乞求老天下雨賞飯，早日解

除旱象（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聯合報，2015 年 3 月 15 日，第 B1 版）

降雨為南化水庫帶來不少水量，希望老天爺「帶雨不帶災」，保

持一定強度的雨（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自由時報，2015年5月24日，

第 A11 版）

部分祈求老天下雨的論述中還包含「（無奈的）責難」或是「天意如此」的

意味，例如報導出現：

集水區累積雨量僅約二毫米，「老天爺下雨又下錯地方了！」（粗

體字為作者所加）（自由時報，2015 年 3 月 7 日，第 A09 版）

楊姓住戶說，旱象持續、用水相當節制除濕機所產生的水都用水

桶承接留用，「老天爺遲不下雨，不省一點水怎麼可以」（粗體字為

作者所加）。（自由時報，2015 年 5 月 3 日，第 A14D 版）

上述論述顯示媒體的旱災論述中帶有「天命難違」的色彩，這類論述顯示媒

體旱災論述在語意上都期待「自然變化解決問題」優先於人為的措施。再如旱災

論述句中強調「每週二、三停水，期間老天爺若下雨，停水仍有討論空間」（粗

體字為作者所加）（自由時報，2015 年 4 月 29 日，第 A14K 版）；或前述的「寄

望老天爺要下雨才能解渴」（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聯合報，2015 年 2 月 28 日，

第 B2 版）等，意義上都顯示媒體旱災論述多數時候都是期待旱災解決方式要靠

被動的「老天爺降雨」為前提。

媒體將降雨的問題神聖化的論述模式，可能出於媒體報導中一種對「自然力

量」隱喻用法，並不見得是媒體果真認定降雨問題是「神的旨意」，但在其語言

運用上，這樣隱喻式論述透過媒體報導輸出，其隱含的意識形態無形間可能強化

或暗示旱災解決問題方式，最終情況仍要靠自然力量扭轉。

（五）旱災報導中的氣候變遷論述 

氣候變遷被認為是導致 2014 ~ 2015年臺灣旱災主要因素，不過語料統計「氣

候變遷」一詞僅出現 25 次，顯示旱災報導脈絡中並未無太多氣候變遷問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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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旱災報導中出現的「氣候變遷」一詞的共詞句字可以看出，整體而言旱災

期間氣候變遷成為不少旱災論述的前提（presupposition），語意上暗示氣候變遷

是缺水問題的另一項歸因（attribution）。因此氣候變遷「之下」、或「影響下」

這樣類型句子會出現在相關論述中，例如「在全球氣候變遷的影響之下，降雨天

數逐年降低，暴雨集中且強度越強、乾旱更長」（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蘋果日

報，2014 年 12 月 30 日，第 A15 版）；「花蓮多颱風、多地震，再加上氣候變

遷帶來的強降雨，讓各種災害帶來的生命財產損失加劇」（粗體字為作者所加）

（自由時報，2014 年 11 月 19 日，第 A14R 版）；或「氣候變遷下，不見得年年

都是翡翠（水庫）豐沛，水的使用必須區域調度」（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自由

時報，2015 年 4 月 13 日，第 A07 版）等。這種「氣候變遷影響（之下）」作為

論述旱災歸因前提方式，符合相關科學研究及各界認定旱災發生成因的說法，惟

整體旱災報導中氣候變遷和降雨變化的討論整體說來數量並不多。

旱災報導中部分論述提及對「氣候變遷導致降雨分布不均」情況的可能解決

方案，例如論述中會提到「制定用水零成長政策」（自由時報，2015年 4月 13日，

A07）、「水的使用必須區域調度」（自由時報，2015 年 4 月 13 日，第 A07 版）、

及「CDP 多年來致力改變全球企業經營方式」（聯合報，2015 年 4 月 1 日，第

AA2 版）等。

不過，多數提到氣候變遷的論述基本上都是「呈現問題」，例如論述句中

會有如：「原本預估氣候變遷趨勢導致豐水期降雨會爆量，枯水期更乾旱，現在

卻是豐水期可能都不夠多，未來缺水可能是常態」（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聯合

報，2015 年 4 月 16 日，第 A6 版）；或「臺灣降雨日數持續下降，百年來已減

少四十天左右；此趨勢可能持續，氣候變遷帶來的乾旱威脅嚴峻」（粗體字為作

者所加）（聯合報，2015 年 4 月 24 日，第 A16 版），如果將整體涉及氣候變遷

的論述的 25 個論述句子進行分析，僅有七個關於氣候變遷的論述句提到相關缺

水的解決方案。

（六）旱災的需求面論述

雖然本文在先前分析指出，旱災報導偏好強調「水庫情況」這類供給面報導，

但需求面字彙在旱災文本中仍一定程度上被討論與報導。究竟這些需求面報導如

何被再現與論述？是本文最後要討論問題。

從前述詞頻統計顯示，旱災報導中關於水的需求面論述基本上將用水分為

三大區塊：「民生」、「農業」及「工業」都屬於頻繁出現字彙，將三個字彙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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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和「用水」進行併置統計，工業和用水共同出現 376 次、民生和用水一起出現

364 次、農業和用水一起出現 155 次。這樣的次數統計概略的顯示了媒體在報導

用水區塊的情況，其中關於農業用水出現較少。

工業用水及民生用水兩字彙是討論較多的需求面向，而併置詞分析發現「工

業用水」常和「民生」一詞併置成為「民生及工業用水」（n = 63, t = 7.88, p < 

.001），這種兩字彙經常伴隨出現形成一種字彙綑綁（lexical bundle）的情況，

暗示文本生產者在處理問題時的歸類，工業和民生用水會一起被討論，農業用水

則是不同範疇；工業用水一詞也經常和「大戶」（n = 58, t = 7.58, p < .001）及「減

供」（n = 61, t = 7.77, p < .001）兩字彙連用，這顯示工業用水被認為是最需要減

少用水的需求區塊。民生用水經常一起併置使用的字彙則是「水庫」（n = 45, t = 

6.243, p < .001）、「供應」（n = 44, t = 6.60, p < .001）、以及「限水」（n = 36, 

t = 5.804, p < .001）等，這點並無意外；在農業用水方面，則是和前述的「工業」

及「民生」兩字彙最常連用。

上述各區塊用水字彙的運用來看，無論是民生及工業用水，媒體關注的是以

「減少供給」來抑制需求的手段，不過工業用水經常討論的是「大戶」的用水減

供，反觀民生的用水則是關切水庫的儲水量及限水的措施，在語言使用意義上工

業用水區隔出了「大戶／非大戶」，民生用水的討論則經常以整體集合名詞形態

出現。比較值得注意是，從字彙使用情況來看，農業用水不是經常被排除在工業

及民生用水討論之外，就是在討論時被和民生及工業用水並列討論。

為進一步瞭解三區塊用水在旱災報導中被論述的方式，本文將三個用水的詞

彙進行共詞分析。結果顯示，工業用水論述都伴隨著「解決方案」，例如以下的

工業用水共詞句論述，就包含了「水車購水」、「滯洪池抽水」或「中科廠水塔

儲水」等具體方案：

由於廠商都建置回收處理設備，今起二階段限水，工業用水只減

供 5%，不至於影響廠商營運……一旦旱象進一步惡化，水車購水可能

再度重演（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蘋果日報，2015 年 2 月 26 日，第

B3 版）

未來若持續惡化，還有滯洪池水源可供使用，抽取滯洪池水源澆

灌廠……或作為嚴重缺水時部分工業用水的緊急補充水源（粗體字為

作者所加）。（聯合報，2014 年 12 月 9 日，第 B2 版）

中科廠商的水塔可儲水二、三天，中科管理局則是三個水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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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水量約七萬五千噸，三個水塔可使用三、四天……。（自由時報，

2014 年 12 月 31 日，第 A14J 版）

反觀民生用水論述，則多數寄望「水庫儲水增加」、「增加降雨解決問題」

或「祈求老天能降下大雨」等，在語意上也不是論述主體，而是做為描述降雨、

水庫情況的附屬，例如以下關於民生用水的共詞論述：

讓石門水庫集水區降雨量累計約四．七毫米，換算約三十六萬噸

的水量，僅是每日民生用水約四分之一的量……將視情況實施人工增

雨，祈求老天能降下大雨（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自由時報，2015b

年 3 月 11 日，第 A14 版）

曾文集水區昨累積雨量約 61 毫米，南化約 45 毫米，替臺南帶來

1,000 萬噸水量，可多撐 12 天民生用水（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蘋

果日報，2015 年 5 月 24 日，第 A10 版）

工業用水在許多論述中含有對工業用水的辯護或對缺水後果的憂慮、同時也

暗示工業用水減供具有「極限」，如以下論述中：

若進入第二階段工業用水減供五 %，廠商們可能將會有影響（粗

體字為作者所加）。（自由時報，2014 年 12 月 31 日，第 A14J 版）

由於廠商都建置回收處理設備，今起二階段限水，工業用水只減

供 5%，不至於影響廠商營運……（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蘋果日報，

2015 年 2 月 26 日，第 B3 版）

經濟部次長楊偉甫說，祭出節水措施以來，工業用水可壓縮空間

已經不大，但民生用水還有空間。以石門水庫為例，每天民生用水的

出水量達一百四十到五十萬噸，但全臺三大科學園區每天的用水量已

壓縮至四十萬噸（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聯合報，2015 年 3 月 8 日，

第 A2 版）

上述論述中，包括引述官員的談話指「工業用水可壓縮空間已經不大，但民

生用水還有空間」，或強調「工業用水只減供 5%，不至於影響廠商營運」、「工

業用水減供5%，廠商們可能將會有影響」等，都隱含對於工業用水的關切及辯護。

傳播研究與實踐7(1)-03 郭文平.indd   59 2016/12/21   下午 04:23:13



JCRP, 7(1), January 201760

反觀農業用水論述在旱災報導中被報導次數不如民生及工業用水，但媒體在

選擇論述農業用水的再現時，都隱含著「農業用水」是被「犧牲」的一環，例如

以下關於「農業用水」的共詞論述：

臺灣生態學會雲林工作站主任陳清圳表示，水利法第十八條明

確規範用水順序為家用及公共用水、農業用水優先，工業用水在後…

不應每次都先犧牲農業與農民（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自由時報，

2014 年 12 月 27 日，第 A10 版）

……需水孔急，此時台塑六輕的用水幾乎全數得移撥農業用水，

失去灌溉水的農民，如果想要耕作，只得抽取地下水，造成惡性循環

（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蘋果日報，2014 年 12 月 30 日，第 A15 版）

昨天以水資源為題開講，多人發言，認為政府逢乾旱，就以工業

優先，以工業用水犧牲農業用水的思考，應該檢討（粗體字為作者所

加）。（聯合報，2015 年 1 月 4 日，第 B2 版）

上述的論述顯示，農業用水在旱災報導中都強調是被犧牲的區塊，同時也暗示

政府的政策失當，以及工業對於農業用水的侵害，雖然農業用水被提起的次數上雖

處於弱勢，實質論述型態反而比起工業或民生用水更具有主動發聲及反動的意義。

伍、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以語料分析方法探詢 2014 ~ 2015 年臺灣旱災期間報紙媒體報導對旱

災、風險及氣候變遷等面向的再現與論述，本節討論本研究主要發現、價值及對

未來研究建議。

一、旱災報導多著眼短期風險

整體而言，本研究貢獻了以語言論述觀點，且結合了質、量分析方法的媒體

旱災再現研究。研究發現臺灣媒體再現的旱災偏好「強調水的供給面論述」，然

而這些供給面論述多數情況下被連結到對自然降雨的期待、及對水庫短期蓄水量

變化的關切。旱災被認為是一種「必須對抗的戰爭」，而不是視為「長期風險而

與之共存」，即使部分媒體報導指出了臺灣未來可能的旱災隱憂，但氣候變遷及

旱災風險論述幾乎在旱災報導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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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提出了多個研究問題，首先是關於媒體再現旱災的主控論述，從字彙

分析顯示，臺灣旱災報導集中在對水庫水情及存量變化面向上；除此，媒體的旱

災報導也常以「老天爺」、「老天」這類「神格化」或隱喻的用法來對於旱災問

題進行歸因，也連結對旱災問題的解決方法，包括了在報導中經常以「老天下雨

才能解決旱象」這樣觀點進行論述。

就旱災本身而言，媒體的另一個主控論述是對旱災的「對抗」。「抗旱」

一詞成為媒體報導中另一個慣常使用字彙。對抗的論述型態顯示一種將旱災視為

「戰爭」的狀態，這種旱災等於作戰的論述，對照的是沒有旱災的日常生活，媒

體的旱災報導的論述呈現出一種「旱災 vs. 沒旱災」、「戰爭 vs. 日常」、「正

常 vs. 異常」的觀點暗示。

究竟該如何「定義」旱災的正常或異常，是本研究發現之下值得深思議題。

Anderson (2014) 指出，「異常」是當代西方文化中思考乾旱的主流思維邏輯，旱災

往往被再現成為一種「短暫的驚嚇」（temporal shock）或是一種「恐怖的異象」

（horror alienation），不過當澳洲媒體經常把旱災視為是異常現象時，其實根據統計，

澳洲沒有乾旱的時間其實並不長，整體說來「旱是日常」、反而「不旱是異常」。

就上述觀點來看，思考臺灣乾旱問題的本質是因應旱災的第一步，本文先前

指出，整體社會對災害的風險與特質，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建構特質」。長年以

來臺灣秋冬季節缺水似乎是一種常態，2014 ~ 2015 年旱災期間也有分析指出氣

候變遷導致的枯水期拉長情況可能會變成一種「常態」，因此定義何種情況是正

常、何種是異常，將直接影響到對旱災的因應與對策。

本研究第二研究問題是：旱災風險和危機概念如何被媒體論述？就字彙觀點

來看，旱災報導中的「風險」一詞雖然在整體報導中出現次數不多，但當風險一

詞被擺在報導論述中，提及對象卻極少是社會中的全體民眾，反而多半是農業、

企業或是「非人」的水庫。本研究中旱災報導中使用「危機」一詞頻率超過「風

險」，或許是分析文本選擇旱災發生期間，媒體多半認定旱災是即將迫近的危機，

而非未來可能發生的風險。論述分析發現「風險」一詞經常被用於旱災長期論述，

而危機則是著眼於短期的問題解決論述，當媒體在使用危機一詞頻率上超越了使

用風險一詞，所隱含意義是媒體對旱災問題偏向呈現「短期問題」，而非討論「長

期變化的調適」。

本研究第三個研究問題是：氣候變遷的因素在旱災報導中如何被再現與論

述。研究發現相較於對水庫水位的關切，旱災報導中討論氣候變遷數量幾乎是付

之闕如。考察出現次數不高的氣候變遷一詞論述發現，旱災期間報導固然視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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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遷是旱災發生的主要原因，不過媒體討論很少進一步的解釋、或呈現更多的氣

候變遷問題，這使得氣候變遷在旱災報導中經常成為一種「被視為理所當然」的

背景資訊，缺乏更多解釋。

二、乾旱報導觀點：異常或日常？

總結來說，媒體再現旱災多數仍隱含一種短期的、下雨就可解決、及非正常

情況危機的觀點。當代氣候變遷研究已強調，旱災未來可能是許多地區經常會出

現的情況，乾旱應納入日常生活風險的一環，並且進行風險預防與規劃，不過臺

灣媒體報導似乎缺乏此一論述觀點。事實上，強調供給面的水庫思維，在旱災期

間也被部分媒體或學者指為不適合臺灣旱災問題解決的模式，因為臺灣的水庫目

前大多有嚴重淤積問題，國外旱災頻傳地區也一改水庫論述而積極從需求面節水

及省水等著手 (Sofoulis, 2005, 2011)，但本研究分析發現，關注「水庫」這種鉅

水思維仍然是臺灣媒體在旱災期間最常出現及關切題材。

此外，本研究凸顯了旱災的一些本質上問題，缺水在氣候變遷的情況下可能

成為「常態」，那麼異常、緊急措施的論述就不應該是解決臺灣缺水問題的主要

思考方式；而期待老天下雨解決問題的思維邏輯也必須重新思考，這點也是基於

臺灣在水的供給面上，是否仍然要視為是一個水源供給充足的國家已經可能出現

疑慮，那麼在水的需求面上就應該要有不同的思維與實踐。

如何在旱災的報導中融入日常生活，本研究的幾項結論可以做為借鏡。首先，

旱災屬於一種緩慢進展風險，加上未來氣候變遷導致旱災幾乎成為常態，媒體應

將焦點擺在深入報導並討論長期的旱災因應方式，而非將焦點放在水庫短期水位、

或短期省水商品銷售。對氣候變遷帶來的旱災風險，媒體報導也應該要有更多具

有科學性的關注，以喚起民眾在旱災預警外的其他時間，也能夠具有節水意識。

其次，整體而言媒體在 2014 ~ 2015年旱災期間仍然大篇幅關注供給面問題，

從水庫問題被大量關注可見一般，在需求面的節水問題上，媒體關注焦點多半是

政策性的減少供給（如停水、減供），其餘如日常生活中的用水文化等問題，媒

體多半很少關注，澳洲在討論旱災因應時關注的面向相當多元，包括了以家戶為

基礎的節水的科技是否真的可達到節水目的、家戶中用水設施（如水塔）如何影

響用水、家庭裡的各種和用水相關的實踐活動如何回應節水與省水、回收水的蒐

集和使用、乃至農業或工業用水型態如何因應整體氣候變遷、及更大的政府水資

源管理政策等問題，都是可以更深入探討及著墨之處。L. Head (2012) 就認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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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必須要扭轉的是都市中人們的「水文化」，而非單純的在每一次旱災發生時才

思考節水問題，但從本文資料蒐集趨勢可見，媒體旱災報導在降雨解決了用水供

給面（水庫）的問題後，旱災相關報導數量大幅減少，顯然在媒體在新聞價值的

考量下，僅關注旱災最嚴重時期的情況，而不是穩定且長期的旱災因應及措施。

三、研究建議和研究限制

媒體旱災再現分析的角度相當廣，本研究中仍有許多層面基於篇幅關係無法

觸及討論，包括需求面的水價、節水、省水；以及媒體對水資源、水的直接論述

等，未來相關研究或可從這些面向著手。

此外，本研究在語料分析的基礎上進行旱災報導的論述分析，其中作為分析

起點的詞頻統計，在部分字彙的選擇分析上，憑藉是研究者根據研究意旨的主觀

考量，詞頻統計已可看出字彙運用趨勢，後續研究者可嘗試以其他統計方式，如

「詞頻－逆向文件頻率」（term frequency-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TF-IDF）

方法分析選擇字彙的合適性；或是以關鍵性（keyness）統計方法，獲得「文本比

較關鍵字」，進一步檢視分析字彙的內涵與合適性，惟本研究分析焦點並非語料

分析相關技術，在此一部分無法更多著墨，是本研究的另一項限制。

最後，過去臺灣基本上極為缺乏媒體如何再現及建構旱災的相關研究，

若未來氣候變遷導致的降雨不均成為常態，那麼建立長期的、時間序列的

（diachronic）的旱災再現分析，瞭解旱災論述變化，包括了對氣候變遷及旱災

的關係、旱災的風險論述、或旱災的問題解決論述等，都是未來研究者可進一步

深化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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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ought is seen as a slow-onset or slow-moving hazard. The impacts of drought 

are obtrusive and link to our everyday experience. This paper adopts the corpus 
method to investigate how three major Taiwanese newspapers represented drought 
during Taiwan’s most serious drought of the past decade, occurring from late 2014 to 
mid-2015. Nine-hundred and forty-one drought reports are collected to create a small 
corpus for analysi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newspapers tend to focus their drought 
coverage on the supply side, specifically on short term changes in the water levels of 
major reservoirs and on rainfall. Metaphors of battle and war are frequently used in 
drought reports, particularly the term “drought-proofing,” which implies that societies 
must fight drought, instead of presenting drought as a long term risk to which societies 
should respond by seeking methods of co-existence or adaptation. Terms such as 
climate change and risk perception usually appear only in the background of drought 
reports, making them nearly invisible. The study suggests Taiwanese media should  pay 
more regular attention to the demand side aspect of water management, including water 
saving practices. Moreover, media reports should treat drought as a normal climate 
phenomenon rather than an aber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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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分別以縱貫面（1997年 ~ 2014年）與橫斷面（2014年），探討風險溝

通與媒體再現企業與環境相關新聞之間的問題。縱貫面的報導量分析（67,098則

新聞）顯示，與企業相關能源議題在 2008年達到報導量高峰，《經濟日報》為

報導數量最多之媒體。橫斷面內容分析總共分析了 279則百大企業之新聞樣本，

企業溝通主題以「生產低碳以及節能產品」為最多，與「氣候變遷」相關新聞最

少。新聞報導的能源以「傳統能源」為最多，主要消息來源以「企業人士」為主。

整體框架則以描述能源新產品及科技創新的「商業綠色」框架為最多，較少報導

企業責任以及環境保護的「環境綠色」框架。由此可知，企業溝通能源議題，仍

以商業利益為主要考量，卻忽略溝通企業對整體環境與能源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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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氣候變遷為環境風險的重要議題之一，近年來也受到全世界各國的注目，儼

然成為全球化之環境風險議題。而其之所以受到嚴重關切，即在於同時影響人類

生活與環境存續，不少如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簡稱 IPCC）、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簡稱 UNEP）等國際組織設立專責機構，評估氣候變遷造成的影

響，進而致力於溫室氣體排放減量以及調節影響（蔡振興，2012）。從現實觀

點來看，唯有透過能源使用效率的提升以及新科技的發展，才能解決溫室氣體

排放問題，因此進一步研議氣候變遷的調適及減緩策略也就顯得相對重要（楊純

明、張致盛、陳駿季，2011）。面對氣候變遷議題的討論，已從議題的實質衝擊

（impact）1，階段性地過渡到議題的適應（adaptation）與緩解（mitigation）2，

氣候變遷與節能減碳、能源使用、能源效率、甚至能源科技產生了不可脫勾的關

聯性。

越來越多企業領悟到地球氣候變遷，如暴雨、乾旱等風險都會增加企業面

臨危機，進而增加成本與聲譽的損害，於是不少企業開始回應於環境改變，如減

少排放溫室氣體，改善能源運作以及供應鏈之效率 (Smith, 2013)。而世界上溫室

氣體的排放量，一部分可以歸因於直接或間接的企業活動，越來越多的公司已定

下目標，並採取措施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Sullivan & Gouldson, 2013)。特別是國

際組織（如 IPCC）與政府壓力，以及大眾媒體的關注提升，皆讓企業瞭解到面

對環境風險的所作所為，如何讓社會大眾瞭解，已是當今企業溝通不可忽略的問

題。而近年來企業公民以及企業社會責任意識的興起，也讓企業瞭解到其與社會

之間的關係，已不再侷限於商品消費的經濟意涵，更多是企業與環境永續的共生

之道。《遠見雜誌》報導推廣節能不遺餘力的工研院服科中心經理王茂榮透露，

相較以往，工研院最近接獲的節能技術服務案子倍數成長。各大機構爭相投入，

只因全球暖化嚴重，「透過節能減碳不僅善盡企業公民責任，為環保盡一份力，

也同時減少能源成本支出，利人又利己」（范榮靖，2008：94）。企業開始自動

投入於環境議題以符合社會需求，並強調企業與社會大眾之間的溝通與對話。因

1 實質衝擊意指氣候變遷造成的影響，包括自然生態的破壞、天氣異常變化、傳染病的增加等。

2 「適應」意指任何調整，在自然或人為系統中，以減緩傷害或尋找有利的機會，因應實際或預期
的氣候變化與影響。「緩解」意指人為干預，以減少人為干擾氣候系統（柳中明，2008年 10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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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風險社會的環境下，企業回應於氣候變遷以提倡節能減碳，已成為企業溝

通的重要內涵。而企業如何經由媒體中介，進而與社會大眾溝通環境風險議題，

更是學術研究值得探討的主題 (Hori, Shinozaki, Nogata, & Fujita, 2014)。

新聞報導向來都是公眾接觸企業訊息的主要管道，近期對於企業與媒體之間

的研究則多從議題設定的角度，探討企業議題設定與媒體報導之間的關聯（何榮

軒，2012；Carroll, 2010; Carroll & McCombs, 2003）。這些論文雖未聚焦媒體對於

企業的態度，也未特別指出企業與媒體之間的關係，卻點出了媒體在企業傳遞訊

息過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再加上公眾對企業的態度、信仰、能力及機會的認知，

都受到媒體報導的影響 (Sabeh, Flora, & Khairan, 2000)，因此企業開始瞭解到如何

透過新聞媒體與他們相關公眾進行溝通，特別是對外溝通企業對環境的責任。

過去對於媒體如何呈現氣候變遷的相關論文已不勝枚舉，但媒體如何呈現企

業環境新聞方面的研究並不多見 (Meijer & Kleinnijenhuis, 2006)。換言之，新聞

媒體如何報導企業因應氣候變遷或是如何推動節能減碳方面的研究更是少見。另

外，Smith (2013) 的研究指出，企業的永續努力主要聚焦於氣候變遷所造成的直

接衝擊，意指企業如何改善本身對環境所造成的衝擊，並透過新聞報導其努力改

善環境作為（如能源購買、改善建築物與減低交通工具的排放）的好新聞（good 

news），建立企業良好聲譽，卻不會溝通那些發生於供應鏈造成的間接衝擊之環

境風險問題，亦即企業並未向社會溝通如何改善供應鏈所造成的環境風險（如咖

啡連鎖大企業即應思考咖啡豆來源以及外帶紙杯供應商與環境風險的問題）。於

是，企業如何因應氣候變遷，進而溝通環境與能源相關議題，以及媒體又是如何

框架企業推動節能減碳等相關環境議題，的確值得風險溝通與傳播學術研究進一

步探討。

因此，本研究目的即從企業環境風險溝通的角度，剖析報紙新聞報導如何

再現企業與環境及能源相關內容。而現代社會中，冷門的環境議題若能受到媒體

關注，自然能影響一般民眾對環境問題的關心。但環境議題長期以來並非經常受

到媒體的關注，因此本研究將分別從縱貫面與橫斷面探討媒體再現企業溝通環境

議題的問題，亦即前者以新聞資料庫搜尋關鍵字的方式，剖析媒體對於企業與環

境相關議題報導的數量變化，進而瞭解企業溝通環境議題受到媒體關注的變化；

後者則以內容分析方法，並將焦點聚焦於能源等環境相關議題，探討最近一年

（2014 年）臺灣的報紙新聞如何再現與百大企業相關之能源等環境議題，藉此

釐清企業溝通環境風險的深度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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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氣候變遷與企業節能減碳

面對氣候變遷問題，世界氣象組織（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簡

稱 WMO）與 UNEP 於 1988 年建立了 IPCC，除定期對氣候變化的現狀進行評估，

也致力於全球的減排協定，以期減低氣候變遷風險帶來的威脅（吳榮華，2010

年 2 月 3 日；Gore, 2006 ／張瓊懿、欒欣譯，2007）。該組織提供了全方位科學

評估結果的因應方案，並針對氣候變遷的潛在影響，制定可行的調適策略或緩解

策略。各國或各地區規劃人員可參照 IPCC 的建議方案，再依據全球暖化的可能

發展、衝擊大小等，自行研擬合適的調解與緩解策略。故部分已開發國家倡導節

能減碳以求緩解氣候變遷的時程，重視食物哩程的能源消耗及碳排放，更推廣所

謂「碳足跡」制度，以控制生產過程中的碳釋出與排放，或是「水足跡」標示，

以管制食物哩程中所消耗的水資源（楊純明等，2011）。

身為生態環境下重要角色之企業，開始思考因應氣候變遷的相關對策。大型

企業每年能源消耗量大，目前已雇用能源管理者來控制他們的能源消耗 (Hilliard 

& Jamieson, 2011)。英國提出自願性碳標章（carbon labeling）方案，由碳信託以

及碳地區（Carbon Trust & Carbon Zone）共同研擬草案標準。連鎖賣場巨頭特易

購（Tesco）、馬莎百貨（Marks & Spencer）、博姿連鎖藥妝（Boots）、和沃克

斯洋芋片（Walkers Crisps）率先響應，前述特易購也在 20 項產品貼上碳標籤，

表示要讓七萬多項產品貼上標籤。全球零售業巨人沃爾瑪（WalMart）宣示要做

到「碳揭露」，戴爾（Dell）電腦則信誓旦旦要在 2008 年年底邁向「碳中和」。

IBM 從 1990 年到 2002 年期間減碳措施所改善的商業流程，更為 IBM 省下了超

過近八億美金的成本支出。當全球知名企業紛紛揭櫫其節能減碳的措施時，更著

眼於其帶來的品牌利益、競爭力與龐大商機，節能減碳不僅可以降低成本、增進

效率，更讓企業備具競爭力（呂春慧，2008 年 12 月 8 日）。

Hori et al. (2014) 針對泰國與越南兩個亞洲國家的企業，進行能源節約行動

調查，其節能行動指標不外乎包括不用電時關掉電壓器與電器產品、調整與設

定空調溫度、控制空氣加熱氣、降低壓縮機溫度與壓力、改變適當的電子稅率

（tariff）、設備週期性保養、用燃燒乳化燃料（burning emulsion fuel）取代燃燒

石油（burning oil）、改變燈光系統、降低鍋爐容器（boiler vessel）的熱氣消失

以及投資鍋爐（boiler）自動化系統、新科技取代舊設備等等。幾位學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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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指出，泰國企業因為對於企業社會責任的認知較高，高達 70% 的泰國企業

進行社會及環境的節能行動，但胡志明市則只有半數公司推動節能行動。

而臺灣本身也因應國際能源價格上漲及全球暖化等議題發酵，經濟部委託財

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執行 103 年度提升中小企業節能減碳能力輔導計

畫。其中即有不少成功案例於改善廠內用電與高耗能設備利用離峰時段生產節省

成本、產品碳足跡宣告、溫室氣體排放查證、加強蒸氣輸送管線保溫及改善蒸氣

乾度、染色機裝設冷凝水回收系統（中小企業節能減碳資訊網，2014）。面對氣

候變遷議題，連向來是「排碳大戶」的臺灣水泥公司也投資碳補捉技術，利用二

氧化碳養藻並從中提煉化妝品原料，不但減碳也打造了新商機（呂國禎、劉光遠，

2015 年 12 月 22 日）。同樣，香港商界為了因應氣候變遷風險，投入「商界減

碳建未來」計劃，旨在鼓勵和支持企業透過進行碳審計及減少碳排放工作，為

香港塑造一個低碳的未來及促進相關環保產業的發展（盈臻環創科技有限公司，

2016）。由此可知，企業面對氣候變遷風險，節能減碳與能源使用已成為企業必

須積極處理的問題。

二、企業溝通與環境責任

Ihator (2004) 反思 20 世紀企業溝通的變化與問題時提出，企業聲譽溝通已成

為組織存在的重要因素。但回推 20 世紀初期，企業並不瞭解如何與社會大眾有

效溝通，因此企業與公眾溝通的概念在早期並不盛行。自從企業受到新聞扒糞者

（muckrakers）不斷挑起企業不公平以及不負責任之事蹟，造成企業形象受損。

於是二次大戰企業公關盛行後，企業才開始視傳播媒體為公眾溝通的重要工具，

只不過經常傳遞的是資本主義的經濟觀點。但近年來教育普及，也出現了第三部

門，不同團體展現出各種觀點，當愈來愈多公民開始要求社會改革與正義時，企

業正視到對外溝通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性 (Sabeh et al., 2000)。企業因應利益關

係人需求，主動展現回應於環境，亦可強化他們的生態效益、利益及聲譽 (Insch, 

2008)。企業透過對內／外的溝通，建構符號語藝的社會角色，進而影響社會大

眾對組織的認同 (Ashforth & Mael, 1989)。因此，環境風險成為企業對外溝通的

重要概念，並透過媒體報導建立社會大眾對企業的形象認知。

由於企業社會責認強調企業積極投入於社會以及環境，Regester & Larkin 

(2005) 對於尋求企業社會責任轉型的企業提出一些指導原則，譬如尋求新的實

踐、產品、服務和技術，在最小的物質和能源的使用上滿足人們的需求，並且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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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生活品質（牽涉到提高產品的功效和耐用性、循環再用）、把管理、研發的焦

點從勞力的節省轉到資源的節省（避免產生廢物、資源回收與再使用）、對所有

利益關係人在環境與社會影響上作全面而透明的報告、甚至確保供應商、轉包商

採取同樣高水準的環境和社會標準。此概念也回應了企業公民與生態創新，社會

責任和政治責任息息相關，因此企業如何與社會大眾溝通其對環境之責任與風

險，也就顯得相對重要。

以美國的情況為例，風險溝通始於私部門組織未能適當地表現出良好的企

業社會責任，以及未能針對企業相關活動進行風險控制（如 1984 年在印度發生

的化學事故）。為此，美國國會通過了一系列法規，旨在減少災難性化學和其他

生產事故的可能性和後果 (Belke, 2000; Palenchar & Heath, 2007)。超級修正案再

授權法案（Superfund Amendments and Reauthorization Act，簡稱 SARA, Title III, 

Section 313）於 1986 年要求企業與公眾共享有關化學物質的排放信息 (Palenchar 

& Heath, 2007)。臺灣社會也因近年來環境公安以及食安問題頻頻發生，政府部

門開始訂定嚴格的法規以防範企業對社會與環境造成風險，例如《溫室氣體減

量及管理法》終於在 2015 年 6 月三讀通過，除明定我國 2050 年總排放量至少

比 2005 年總排放量減半的長期減碳目標，並授權環保署參考《聯合國氣候變

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簡稱

UNFCCC）等相關國際公約，實施總量管制及碳交易制度，而該法案對於企業

造成不少壓力，特別是石化業者（蘋果日報，2015 年 6 月 16 日）。換言之，企

業在面臨企業社會責任、強大政府法規要求、以及社會公民風險意識興起的壓力

下，進行風險溝通已無可避免。而此也道出了面對氣候變遷重大環境議題，企業

如何有效傳遞因應環境風險之道，乃不可忽視的重要問題。

三、環境議題的媒體再現與框架建構

（一）媒體關注與環境議題―媒體報導量理論

最能充分說明新聞媒體對公眾意見產生效果的就是議題設定理論，新聞

媒體或許無法成功於告訴人們該怎麼思考，但他們卻成功於告訴人們可以聯想

什麼 (McCombs & Shaw, 1972)。因此，任何議題若能受到媒體的關注（media 

attention）以及透過媒體的大量報導，才能成為人們心目中（包含了政策制定者）

最重要議題。報導量理論（quantity of coverage theory）即根基於議題設定理論與

媒體關注理論，藉由探究媒體長期報導，進而瞭解議題變化與公眾認知，該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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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應驗在不少環境與社會議題研究 (Andrews & Caren, 2010; Brulle, Carmichael, & 

Jenkins, 2012; Corfee-Morlot, Maslin, & Burgess, 2007; Mazur, 2016)。

媒體報導量多寡及媒體關注會影響議題倡議組織對於策略選擇以及人員的招

幕，也會影響政治議題與政策。更重要的是，媒體關注可以影響民意及社會大眾

對於社會問題瞭解的廣泛論述 (Andrews & Caren, 2010)。Mazur (2016: 208) 認為

媒體報導量理論適用於探討能源或環境危害之議題，其理論主張為：

1. 人們通常不會注意新聞版面的詳細內容。

2. 相較於細節內容，人們比較會受到版面報導量的影響，特別是重複的單

一影像勝過詳細內容。

3. 公眾對風險、對抗性活動以及政府所採取的防範措施之考量，會隨著新

聞版面的報導量以及顯著性而有所升降。

4. 新聞報導環境風險議題的版面報導量，是由「外部因素」來決定的，例

如新聞議題本身的顯著性及新聞記者與他們消息來源之間的關係。

5. 大部分國內或國際領域的環境風險議題主要是藉由較大的新聞組織（像

是主要報紙、通訊社以及電視網絡）向外（中小型、地方的新聞組織）

延伸，並且藉由政府與環境發言人等重要消息來源，來獲得媒體的廣泛

注意。

6. 因此，普遍公眾對議題關心的程度以及政府的動作，皆受到主要媒體版

面報導量的起伏影響。

7. 美國主要新聞媒體給予高報導量的風險議題，經常會讓其他國家的新聞

媒體採用，反之則不然。

雖然媒體報導量理論也受到一些批評，比如 Gutteling (2005) 認為媒體報導

量理論隱約具有媒體直接效果的思維，忽略公眾面對爭議性科技議題，也會用多

元及平衡的認知來理解事件。但若從媒體關注角度來看該理論，的確可以瞭解到

爭議性議題或環境科技與媒體關注之間的關聯。再者，Mazur (1998, 2016) 認為

媒體報導環境議題的數量（報導量理論），亦即其報導的顯著性，比內容還要重

要，因為大多數的閱聽人比較容易被媒體訊息量影響，而不是被內容所影響。這

樣的概念指出，在現代社會中，冷門的環境議題若能受到媒體關注，自然能影響

一般民眾對環境問題的關心。此外，媒體報導量的分析，亦即從長期時間的觀點

探討媒體報導量的變化，更能有效探究議題的趨勢與變化，對於近年來才稍為受

到媒體關注的環境風險議題，則能更有效地瞭解環境風險議題如何受到社會脈絡

的影響，因此仍不失為瞭解環境議題是否受到關注的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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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媒體報導量理論常被應用在環境議題上，Andrews & Caren (2010) 的研

究發現，比較有資源的環境組織長期受到媒體注意，但對抗性以及倡議新議題

的環境組織則較少受到媒體關注。Mazur (2016) 探討水力壓裂法（fracking）爭

議在 2010 ~ 2012 年之間報導量的變化，研究發現該議題的報導量在幾個重大事

件中，如 2010 年的災難事件，特別是反對水力壓裂法紀錄片在 2011 年獲得奧斯

卡提名，推升了該議題在媒體的關注度，獲得了媒體較大量的報導。Brulle et al. 

(2012) 以 2002 年到 2010 年，從氣候事件、運動倡議以及媒體報導量等角度探討

氣候變遷議題的民意變化，其結果發現媒體報導扮演影響民意認知最重要因素。

同樣，Corfee-Morlot 等學者（Corfee-Morlot et al., 2007）從報導量理論探討氣候

變遷議題在媒體公共領域的變化，研究結果顯示氣候變遷的新聞逐年增加，特別

是 1997年《京都議定書》、2001年美國退出議定書以及 2005年美國卡翠納颶風，

皆讓報導量顯著升高。由此可知，媒體報導量的分析實可用來瞭解媒體再現環境

相關議題的長期趨勢與變化。

（二）新聞再現環境與能源相關議題

Teräväinen (2014) 的研究指出，1997 年至 2001 年期間，氣候變遷與科技發

展在媒體上是分別處理的問題，但自從 2000 年以後，兩者之間的連結已強化在

國家政策上，能源政策更是國家報紙報導的重要焦點。由於碳收集及封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簡稱 CCS）為氣候變遷緩解策略的重要內涵，亦有一些學

者將探討聚焦在媒體報導與 CCS 科技之間的關係，例如 Feldpausch-Parker et al. 

(2011) 的研究指出，新聞報導 CCS 科技經常與工作機會、政策發展、該科技發

展的限制以及新科技測試的爭議有關。因此，科技發展與能源政策成為媒體經常

報導的重點。也由於氣候變遷議題的探討已從衝擊影響漸漸轉向強調面對氣候

變遷的調適與減緩，相關傳播研究也將焦點轉向替代能源以及節能減碳方面。於

是，企業本身的減碳作為、低碳產品經常也是媒體報導的主題。

Batta, Ashong, & Udousoro (2015) 於文獻中指出，能源可被分類為兩種：一

種是從地底下化石燃料與核礦石導出的棕色能源，另一種則是取自於自然環境的

綠色能源。三位作者即以乾淨能源／再生能源以及非乾淨能源／非再生能源分

析奈及利亞三家報紙，研究結果指出報紙普遍忽略報導再生能源。不過，Haigh 

(2010) 研究美國九家報紙如何報導替代能源議題指出，2004 年時總共只有 25 則

替代能源相關新聞，到了 2008 年增加到 163 則。Haigh 進一步指出，95% 有關

替代能源的報導，都出現在新聞的商業版面，替代能源與商業的關係，反而大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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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環境以及科學的關係。國內學者則從媒體建構的角度探討臺灣替代能源在媒體

呈現的樣貌，研究發現媒體報導最多的是核能與太陽能，風能及生質能等再生能

源被報導的比例不到一成（徐美苓，2015）。於此，本研究除了將核能、風能獨

立出來，亦將能源種類分為傳統能源（非替代能源）以及其他替代能源。

此外，與企業相關的能源議題，除了企業本身減碳作為、低碳產品、能源

新科技的發展、以及政策問題外，由於氣候變遷的風險對於企業供應鏈影響層面

大，根據碳揭露專案（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簡稱 CDP）研究指出，30% 的

企業表示其供應鏈受到氣候因素影響而遭到破壞，1,864 家的供應鏈也表示未來

五年受到氣候變遷所造成的成本提高 (Smith, 2013)，因此企業溝通氣候變遷與能

源相關議題，也必須溝通如何改善供應鏈之效率。

至於不同產業在媒體再現其環境議題溝通方面是否有所差異，過去並無相關

文獻探討，但過去探討不同產業與企業公民溝通的研究中，卻發現企業屬性的不

同，對於媒體再現其企業公民內涵即有所不同。例如最常被商業雜誌報導的產業

以電子科技業為最多，比例約三成七，其次被報導的服務業，比例則下降至約一

成六（楊意菁，2015）。因此，本研究亦將探討不同產業溝通環境相關議題，是

否在媒體報導上有所差異。

（三）企業溝通能源與環境議題的消息來源與框架建構

新聞媒體是組織最重要的溝通對象，其重要性遠超過其他的利益關係人，亦

即組織是否能夠成為新聞消息來源，也影響著新聞框架的走向，因此媒體與消息

來源之間的互動更是許多學者研究探討新聞報導的重要範疇。一般來說，廣義的

環境新聞研究，經常指出新聞報導環境風險時，較常依賴政府官員、業界發言人、

或環保團體代表為主要消息來源（Trumbo, 1996，轉引自徐美苓，2015：26）。

Culley, Ogley-Oliver, Carton, & Street (2010) 分析媒體報導核能議題，研究發現新

聞報導透過消息來源的選擇，傾向支持核能利益，並強調核能發展有益於經濟利

益。臺灣學者研究傳統媒體與另類媒體對於替代能源的媒體建構，研究指出，新

聞報導傾向採用中央政府單位、學術研究或專業代表及民間利害代表的發言（徐

美苓，2015）。而 Curtin & Rhodenbaugh (2001) 從公共關係與新聞來源的角度探

討媒體如何設定環境議題，結果指出，政府依然是主要消息來源，其次是貿易代

表成員，第三則是環境組織團體，教育組織以及企業本身的比例並不高。雖然企

業消息來源比例不高，但作者進一步說明，貿易組織成員作為主要消息來源，也

點出了商業集結勢力在環境議題設定所展現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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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從什麼角度與社會大眾溝通環境風險，或是社會大眾從什麼角度瞭解企

業如何因應環境議題，媒體框架扮演著重要角色。框架的功能在於提供對於某項

問題、事件角色的詮釋，而其經常伴隨著道德判斷，甚至提供情緒效果 (Entman, 

Matthes, & Pellicano, 2009)。因此框架意味著事件、議題的真實選擇與強化，

並且提供詮釋、評估以及解決的觀點，更具有新聞敘事的意味 (Entman, 1991, 

2003)。但 Entman (2003) 表示，框架也有著其文化與社會意涵，越具備文化迴響

（resonance）以及強度（magnitude），其框架越能觸動廣大閱聽眾的想法與情感，

因此，框架一直都是傳播研究關心的課題。回顧過去相關環境與能源議題框架的

研究，Haigh (2010) 研究指出，報紙喜歡強調與汽車產業相關的替代能源解決方

案，並傾向以「國際貿易」、「美國經濟」以及「政治策略」的角度來說明替代

能源，卻較少從「倫理」、「科學的不確定性」以及「公眾參與」的角度來框架

替代能源。Wright & Reid (2011) 探討媒體再現生化燃料能源（biofuels）的問題，

報導內容反映了經濟發展（生化能源是有利潤的）、環保（可以降低溫室企體排

放）以及國家安全（降低美國對外國能源的依賴）三個主題。

Boyd & Paveglio (2014) 分析了加拿大四家主流與地方媒體報導碳封存議題，

報導量很明顯地在 2009 年以後增多，整體的新聞以正面新聞居多，較常出現的

正面新聞框架包括「CCS 可以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CCS 可以降低環境破

壞」、「CCS 可以降低氣候變遷的破害」等等，較常出現的負面框架則是「CCS

花費太高」等。而 Hart & Feldman (2014) 探討美國電視新聞對氣候變遷報導的研

究則指出，能源有效性的報導，正反面意見呈現相當，而新聞報導傾向傳遞氣候

變遷的威脅，且主要被框架為環境結果。但其中針對能源有效性（efficiency）的

報導，則大多強調政府對於能源因應的有效性行動，如政策制定等，卻較少報導

有關個人能源有效性（個人行為改變）或是商業以及科技能源有效性。

Nijkrake, Gosselt, & Gutteling (2015) 探討企業溝通與媒體報導框架時，分別

從「人情趣味框架」（該框架從情感、個人的角度對事件陳述）、「責任框架」（強

調事件的責任）、「衝突框架」（該框架強調個人，團體或組織之間的衝突）、

「經濟後果框架」（強調對個人，團體，組織或地區的經濟後果與問題）、以及

「道德框架」（將新聞故事置於道德規範的脈絡下）來探討媒體對於企業危機的

框架報導。研究結果指出，媒體報導比起企業本身的訊息溝通，採用較多元的框

架來報導企業新聞，而不論是媒體或是企業溝通皆喜歡採用「人情趣味框架」，

但是媒體報導比起企業溝通本身，更喜歡採用「衝突框架」來報導新聞事件，但

媒體卻很少從「道德框架」報導企業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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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美苓（2015）探討替代能源的媒體框架指出，報導批評政府作為或不作為

的「政府作為」框架比例最高，「經濟發展」框架其次，最少從「減碳」以及「環

保生態」框架報導替代能源議題。Batta et al. (2015) 從科技科學、商業經濟、政

治、健康安全、環境、以及法律犯罪框架探討能源議題，高達 64.08% 的新聞從

商業角度報導能源議題。謝君蔚、徐美苓（2011）的文章探討基因食品的新聞框

架，研究指出，基因食品報導框架經常強調「經濟掛帥」與「天然最好」框架的

新聞論述，其實是透過經濟數字、科學與科技的發展，包裹著明顯的商業利益，

因此經濟利益框架在探討企業商業新聞當中，實為不可或缺之重要框架。另外，

Foerstner, Humphreys, & Shearer（2013，轉引自 Batta et al., 2015: 46）也從科技的

科學框架、強調對人類影響的人類利益框架、以及強調衝突的政治框架，探討媒

體報導能源議題的框架主軸。由此可知，科技框架為能源報導不可或缺之主題，

不過本文考量科技／科學包含科學創新以及科技風險兩個層次問題，能源風險大

多因科技所引發，因此，另外將「科技創新」訂定為能源風險框架之一。

有關媒體報導企業能源框架的論述相當缺乏，經由上述企業溝通框架、企業

環境溝通訊息、商業訊息、以及環境與能源框架的文獻探討，訂定本文的框架分

析角度，包括「企業經濟利益」、「科技創新」、「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利

益衝突」、以及「能源風險」，再加上近年來風險溝通強調公眾參與的重要，因

此本文另加入「公眾參與」框架。Feller (2004) 強調，1980 年代以來，綠色消費

成為一些企業走向綠色經濟的驅動力，這種趨勢導致了兩種新的敘事。第一種敘

事是政治綠色敘事（political green discourse），包含「生態敘事」（ecospeak）或「綠

色敘事」（greenspeak）的意涵，著重於對各類議題的討論，並持續針對環境和污

染辯論。第二種敘事是商業綠色敘事（commercial green discourse），包括各企業

所產生推銷其新的綠色產品的文本，以創造環境保護的企業形象。而 Frandsen & 

Jonansen (2011) 剖析氣候變遷論述與企業認同管理時指出，企業建立了兩種氣候

變遷論述，一是政治的綠色論述，包含所有對於生態、環境以及污染爭辯的論述；

二是商業綠色論述，企業透過行銷綠色產品以便建立環境友善之企業形象。由此

可知，「政治綠色」與「商業綠色」的敘事已成為近來企業經常採用的溝通框架。

另因能源相關議題原本即與環境保護有關，因此，本研究進一步將各細項框架歸

納為「政治綠色」、「商業綠色」以及「環境綠色」三大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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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問題

綜合以上討論，本研究欲探討的研究問題可彙整如下：

一、媒體再現與企業相關之環境議題在數量上的趨勢變化為何？

（一）企業與環境相關的議題在不同時間下所呈現的報導數量變化為何？

（二）企業與環境相關的議題在不同報紙下所呈現的報導數量變化為何？

二、新聞媒體再現百大企業溝通能源相關議題的內涵為何？

（一）新聞報導再現企業溝通能源相關議題的主題與能源類別為何？

（二）不同新聞媒體對於報導主題與能源類別的新聞再現是否有所不同？

（三）不同產業情況下，新聞媒體對於報導主題與能源類別等內容是否有所不同？

（四）新聞報導再現企業溝通能源相關議題的框架、消息來源與立場為何？

（五）不同新聞媒體對於報導框架、消息來源與立場的新聞再現是否有所不同？

（六）不同產業情況下，新聞媒體對於框架、消息來源與立場等內容是否有所不

同？

肆、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說明

本研究重點主要是從縱貫面以及橫斷面角度，剖析媒體報導與企業溝通能源

相關議題的關係，因此縱貫面部分根據媒體報導量理論，本文從資料庫搜尋長期

數量資料，進行新聞報導量的趨勢分析；橫斷面的分析，則採量化內容分析方法，

藉此瞭解媒體再現的相關問題。而兩者都以平面報紙（《中國時報》、《聯合報》、

《自由時報》、《蘋果日報》與《經濟日報》）報導為主要研究對象。

二、研究對象與樣本

本研究採用媒體報導量分析以及內容分析方法剖析報紙新聞，平面媒體將以

閱報率高並有完整線上資料庫的新聞媒體為主。由於本研究焦點在於企業溝通環

境風險，而企業新聞與經濟屬性較有關聯，因此除了選定四家一般報紙外，另增

加選擇一家財經報紙。根據世新大學 2013 年臺灣民眾媒體大調查，《經濟日報》

為全臺灣民眾最常閱讀之第 6 名報紙，也是唯一一份進入前 6 名之財經報紙（世

新大學，2013），因此本研究立意選取《經濟日報》為研究對象。五家報紙媒體

分別是：《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與《經濟日

報》。新聞樣本的搜尋方式，依據研究目的分為縱貫面與橫斷面兩方面。

傳播研究與實踐7(1)-04 楊意菁.indd   82 2016/12/20   下午 09:45:39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7卷 第 1期．2017年 1月 83

縱貫性的資料搜尋，由於 1997 年《京都議定書》奠定了限制排碳減緩全球

暖化的論述基礎，以及氣候變遷議題在經歷卡翠納颶風、高爾《不願面對的真相》

紀錄片的發行、國際氣候會議的宣示之下，氣候變遷議題開始受到媒體以及社會

的關注 (Boykoff, 2007)。因此本文以 1997 至 2014 年 18 年的時間，從報紙資料

庫輸入關鍵字，如「企業」與「氣候變遷」、「企業」與「能源」、「企業」與

「節能減碳」或是「企業」與「環保」等幾個與環境相關的關鍵字，尋找這些關

鍵字每年新聞報導的數量，新聞總數量為 67,098 則新聞。此部分將單純進行報

導量分析，不進行深度的內容分析，其目的是為了系統性地瞭解與企業有關的環

境相關議題，在媒體報導的長期趨勢與數量變化。

橫斷面的新聞搜尋，為了進行深度的內容分析，本文以研究進行前的最近一

年（2014 年）3 時間為主，進行樣本搜尋。由於大企業經常是媒體喜歡報導的對

象，再加上百大企業對於環境責任更是責無旁貸，因此本研究將以百大企業名單

做為依據。本研究以《天下雜誌》2014年大調查臺灣百大企業為對象，並以其「服

務業」、「金融業」以及「製造業」三大產業各取前 50 大企業（共 150 家企業）

做為關鍵字取樣對象，分別輸入「XX 企業」與「氣候變遷」、「XX 企業」與

「能源」、「XX 企業」與「節能減碳」或是「XX 企業」與「環保」，搜尋後，

有的企業可能一則新聞皆無，但有的企業則可能一年出現數個樣本。如此搜尋方

式，可以避免單純輸入「企業」與「能源」等關鍵字，卻搜尋到大量不相關之新

聞，例如政府表示企業應該重視能源議題，這類的新聞同時提到了企業與能源，

但實際上卻只是政府的政策或呼籲，並非是企業本身作為及溝通。最後，搜尋出

來的新聞再經人工比對是否與企業溝通能源相關議題有關，進一步排除不適用之

新聞，最後樣本數為 279 則新聞。

三、分析單位與類目建構

本研究的分析單位為每「則」新聞，主要分析新聞的文字部分，圖片則不納

入分析類別。本研究亦根據前測結果，作為類目建構與修訂之參考依據。此部分

內容分析只分析以橫斷面（2014 年）搜尋到 279 則新聞樣本，內容分析之類目

包括以下：

3 橫斷面的時間選擇，本文考量以最近期的時間點為主，而非以重大事件發生為考量，一方面可呈
現較新的媒體再現資料，二方面也避免因重大事件而誤現了一般時期媒體再現企業風險溝通的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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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資料與報導方式：包括媒體別、企業產業別（製造業、服務業、金融

業）等。

（二）新聞報導的內容主題：提及企業氣候變遷能源議題的面向，包括節能減碳

作為（企業本身作為，如溫室氣體排放／能源使用與效率）、能源新研究

與新科技（非企業相關產品的科技發明，如智慧電網或碳封存技術等）、

低碳產品／環保產品（與企業相關產品，推出節能汽車／智慧電網／投資

太陽能廠，或是相關活動有利於企業本身）、能源政策（能源政策討論與

配合政府能源政策／核能政策討論／核能爭議）、舉辦能源減碳活動、改

善供應鏈之效率（提及上下游廠商運輸過程減碳或相關問題）、未明確說

明與減碳、節能或能源之間的關係、以及其他。

（三）能源類別：新聞報導何種能源問題。包括核能、太陽能、風能、其他替代

能源（生質能／潮夕發電／廢材發電）、傳統能源（石油／火力發電）、

其他、未談到能源問題。

（四）消息來源：新聞引用的來源。引述消息來源則包含企業人士（CEO、企業

主管、員工）、政府機構人士（經濟部／環保局／能源局等）、能源專家

（其專長為能源、氣候變遷）、非能源專家（一般專家及名人）、環保團

體與非營利組織、其他企業人士、一般民眾、其他（或無消息來源）。

（五）新聞報導的內容框架：參考 Haigh (2010)、Feller (2004)、Wright & Reid 

(2011)、Frandsen & Jonansen (2011)、Nijkrake et al. (2015) 以 及 徐 美 苓

（2015）的研究內容，本研究將新聞提及企業溝通相關能源議題的框架角

度為：1. 企業經濟利益與發展（新節能產品）、2. 科技創新與進步（碳封

存／減碳技術）、3. 企業社會責任（道德倫理、企業對環境的責任、社會

教育環保活動）、4. 環境保護（對環境有利，此一做法真的對環境有利，

企業作為直接回饋到環境）、5. 能源風險的不確定性（能源本身的爭議）、

6. 政治爭議與衝突（政策面的爭議）、7. 公眾參與、8. 其他。以上 1.、2. 

牽涉到商業利益，即便是科技創新亦包含了可能的商業利益，合併為商業

綠色框架、3.、4. 屬於企業整體對環境應有的道德與責任層次問題，合併

為環境綠色框架、5.、6.、7. 屬爭議、衝突與公眾參與層面，由於能源本

身的風險爭議經常是政治爭議與衝突的源頭，故合併為政治綠色框架。

（六）報導立場：針對氣候變遷能源議題之報導立場，包括鼓吹（認同企業溝通

的能源問題，並以正面角度報導）、質疑（批評企業溝通的能源問題，並

以負面角度報導）、中立（或無立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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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所有內容分析編碼的資料，將輸入電腦，以 SPSS for Windows 進行頻

率百分比與卡方檢定。

四、前測信度分析

建構完內容分析編碼表後，本研究先進行前測，二位編碼員 4 的相互同意度

達到標準後再進行正式內容分析。本研究從分析樣本中抽樣檢驗類目建構的信

度，依照 Wimmer & Dominick (2006) 所說，信度檢驗必須抽取總樣本的 10.0%

至 25.0% 之間來進行抽樣分析。由於本研究以 279 個樣本中隨機抽樣選取 40 則，

符合信度抽樣比例原則。依據 Holsti (1969) 的信度公式計算，本研究的總相互同

意度為 84.51%，信度為 91%（0.91），以 Wimmer & Dominick (2006) 所建議的 

.9 才合乎標準。本研究信度 91%，符合一般信度認定標準。

伍、研究發現

一、媒體再現與企業有關環境議題的長期性分析

長時間的樣本選取，除了較能系統性地描繪企業環境議題與風險溝通的內

容，更能釐清社會（甚至是國際）重大環境議題對媒體報導的影響，進而影響公

眾對議題的關注。本研究問題一從媒體報導量以及媒體關注的角度，探討 1997

年至 2014 年，媒體報導企業溝通能源相關議題的報導量變化。從圖 1 顯示，在

這18年當中，「企業」與「環保」是媒體報導最多的新聞，其次則是「企業」與「能

源」，這兩條線所呈現的趨勢變化差不多。「企業」與「環保」以及「能源」之

間的新聞報導，從 1998 年開始的反核運動，以及全國能源會議的召開等事件（同

上引），皆讓新聞在 2000 年與 2001 年出現了第一次的小高峰。其後報導量下降，

直到 2005 年（「企業」與「能源」新聞則在 2004 年）後又開始往上爬升，同時

在 2008 年達到了高點，其後再緩慢下降。而 2008 年國光石化爭議、1206 抗暖

化遊行、總統大選與環境政策、全國 NGOs 環境會議以及蘇花高等環境議題（臺

灣環境保護聯盟網站，2015），皆讓「企業」與「環保」以及「企業」與「能源」，

同樣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

「企業」與「氣候變遷」則出現最少的新聞量，只有在 2006 年開始到

2010 年期間稍為增多，但在 2010 年後，整個媒體報導量並未明顯增加或減少。

4 二位編碼員為傳播科系碩士班學生，並修習過研究方法等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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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期間包括 2005 年高爾《不願面對的真相》紀錄片的推出、2007 年英國第四

頻道推出的《全球暖化大騙局》紀錄片、2009 年的哥本哈根會議以及氣候門

（Climategate）事件，都讓氣候變遷受到媒體較多的關注。Mazur (2016) 研究指

出，水力壓裂法在紀錄片《天然氣之國》（Gasland）推出後，加上這部影片受

到名人的支持，也讓媒體報導聲量增加。因此，環境議題若要受到媒體關注，除

了重大會議外，紀錄片的出現也成為重要推手。

「企業」與「減碳」在這幾年當中的新聞量也不多，但很明顯的，自從

2006 年開始緩步上升，到了 2010 年到達了高峰，整體報導量明顯多於氣候變遷。

換言之，企業面對氣候變遷議題的討論，也從議題的實質衝擊，階段性地過渡

到議題的適應與緩解，企業與「節能減碳」相關的新聞反而多於企業與「氣候變

遷」。

至於不同媒體報導量方面，由於《經濟日報》屬財經媒體，故不論是哪一組

關鍵字，整體新聞量都是明顯多於其他四家。反之，《蘋果日報》則是明顯報導

量最少，但是《自由時報》的新聞報導量也不多。非財經報紙方面，以《聯合報》

報導的新聞數量最多，《中國時報》其次。幾組關鍵字來看，五家報紙中，除了

《蘋果日報》，都是以「企業」加「環保」此一組關鍵字獲得最多的報導量，其

次則是「企業」與「能源」（只有《蘋果日報》最多的是「企業」與「能源」，

第二高的是「企業」與「環保」），再其次則為「企業」與「減碳」，最後才是

圖 1：企業溝通環境相關議題的媒體報導量分析（1997 ~ 2014）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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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與「氣候變遷」。由此可知，不同報紙媒體長期以來對於企業與能源相

關議題的報導關注的確有所不同，《經濟日報》在報導環境與能源方面議題，的

確比較會從企業的角度加以報導，因此報導量最多。而向來對於環保議題較為關

注之《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對於企業環境溝通方面的新聞報導量，明顯也

多於《自由時報》與《蘋果日報》（如圖 2）。

二、媒體再現百大企業溝通能源相關議題的內容分析

橫斷面的內容分析方面，本研究分析了五家報紙共 279 則新聞。由於《經濟

日報》的財經屬性，故其報導企業與能源溝通相關新聞顯得較多（占 34.8%），

其次則是《聯合報》（26.2%），第三名的《中國時報》報導比例降至16.1%，而《蘋

果日報》則報導最少（10.0%），《自由時報》報導也不多（12.9%）。

新聞報導企業的產業別方面，雖然當初抽樣是根據三大產業各取前 50 大做

為抽樣來源字，但抽樣結果，以服務業最常在新聞報導上呈現與能源相關的議題

報導（51.3%），其次則為製造產業（45.5%），財務金融業相對較少（3.2%）。

（一）新聞媒體再現企業溝通能源議題的主題與能源類別

新聞報導如何再現企業溝通能源相關議題的主題與能源類別，以及不同媒

圖 2： 企業溝通環境相關議題在不同媒體的報導量分析（1997 ~ 2014, N = 
67,098）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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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與不同時間下，新聞再現是否有所差異，為本研究問題二之（一）探討的重

點。一如表 1 所示，本研究發現報紙新聞最常以「低碳產品／環保產品」（占

25.4%）做為新聞報導的主題，其次也有不少新聞與能源或節能減碳無直接關係，

這類新聞並未進一步說明企業在能源或減碳方面的問題，占比 19.7%5。接下來企

業溝通能源相關主題，也會觸及到能源政策（19.4%）以及企業本身節能減碳作

為（17.2%），較少新聞說明企業舉辦的能源或減碳相關活動（3.9%），以及說

明企業如何改善供應鏈效率的問題（4.7%）。

至於新聞報導企業溝通能源議題的能源種類，主要仍以火力、石油等傳統能

源居多（48%），太陽能源占比降至 14.3%，核能以及其他他替代能源則分別占

比 11.5% 與 11.1%，未明確談到哪一種能源種類的新聞，則有 34 則（12.2%）。

研究問題二之（二）另外探討不同新聞媒體對於報導主題與能源類別的新聞

再現是否有所不同。為避免卡方分析細格樣本數少於 5 比例過高，本研究合併相

關主題，新的主題內容參見表 2。本研究發現，不同報紙強調的新聞主題不盡相

同，卡方分析達顯著差異（χ2(12, 279) = 34.282, p < .01）。《聯合報》較常報導

與企業相關之「節能減碳作為、活動及改善方法」新聞；《中國時報》經常強調

與企業相關的「能源政策」以及「節能減碳作為、活動及改善方法」新聞主題；

《自由時報》、《蘋果日報》與《經濟日報》則喜歡報導企業與「新科技與低碳

5 例如新聞報導交通部特別選定世界讀書日為「交通部漂書日」，交通部長葉匡時有感於爭議不斷
的核四議題，特別捐出《大災變》與《臺灣軟實力》，盼大家透過科學知識，理性看待能源與環
境變遷。而此新聞當中，該活動並非中華電信所舉辦，中華電信為活動配合單位，且文中未提及
任何有關能源或減碳的作法（中國時報，2014年 8月 22日，第 AA1版）。

報導主題 次數 百分比 能源類別 次數 百分比

節能減碳作為 48 17.2 核能   32   11.5

能源新研究與新科技 25   9.0 太陽能   40   14.3

低碳產品／環保產品 71 25.4 風能     1     0.4

能源政策 54 19.4 其他替代能源   31   11.1

舉辦能源減碳活動等 11   3.9 傳統能源 134   48.0

改善供應鏈之效率 13   4.7 其他     7     2.5

與能源／節能減碳無關 55 19.7 未談到能源問題   34   12.2

其他   2   0.7

總和 279 100.0 總和 279 100.0

表 1：報導的主題內容與能源類別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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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主題新聞。《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對於企業溝通能源議題的報導較

為聚焦，最少出現與能源無關的主題。而《自由時報》、《蘋果日報》以及《經

濟日報》三家報紙，相對較少討論「能源政策」主題，特別是《自由時報》的比

例最少（8.3%），而其探討與能源無關新聞主題也不少，比例高達 30.6%。

不同報紙報導企業溝通的能源類別，一如表 2 所示，經卡方分析也達到了顯

著差異（χ2(12, 279) = 31.262, p < .01），幾家報紙最常強調的能源種類雖然都是

傳統能源，但在比例上仍有差異，《自由時報》的比例最高（61.1%）、《蘋果

日報》比例最低（35.7%）。而《聯合報》相對於其他報紙，比較喜歡報導與企

業有關的「核能」議題。另外《蘋果日報》與《經濟日報》在新聞中未明確指出

為何種能源類型的新聞也較多（28.6% 以及 22.7%）。

此外，不同的企業屬性，對於溝通能源相關議題也有不同的溝通重點，因

此研究問題二（三）進一步探討不同產業情況下，報紙新聞與報導主題以及能

源類別之間的異同。根據表 3，此部分的卡方檢定皆達到顯著差異（χ2(6,279) = 

12.668, p < .05; χ2(6,279) = 34.589, p < .001）。研究結果指出，新聞報導較常呈現

製造產業以及服務業在「新科技與低碳商品」（分別占 34.6%，35.0%）的主題

報別

主題內容
聯合報 中國時報 自由時報 蘋果日報 經濟日報 總和

節能減碳作為、活動及改

善方法
38.4 31.1 22.2 16.5 25.8 25.8

新科技與低碳商品 21.9 27.7 38.9 40.2 34.4 34.4

與能源／節能減碳無關或

其他主題
13.7 11.1 30.6 27.8 20.4 20.4

能源政策 26.0 31.1 8.3 15.5 19.4 19.4

總和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χ2 (12, 279) = 34.282, p < .01

報別

能源類別
聯合報 中國時報 自由時報 蘋果日報 經濟日報 總和

核能 21.9 15.6 8.3 7.1 4.1 11.5

新興與替代能源 26.0 20.0 22.2 28.6 28.9 25.8

傳統能源 46.6 55.6 61.1 35.7 44.3 48.0

未談到能源及其他 5.5 8.9 8.3 28.6 22.7 14.7

總和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χ2 (12,279) = 31.262, p < .01

表 2：不同報紙與主題內容及能源類別之交叉分析（%，N = 279）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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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財務金融業在溝通能源相關議題時，則經常出現「與能源無關」的主題。

而報導的能源類別，製造業最常溝通「傳統能源」（48.0%），「新興與替代能

源」的比例也不少（35.4%）。服務業明顯溝通「傳統能源」（49.7%），其他能

源種類的新聞比例則差不多。而新聞報導財務金融產業方面的新聞，出現了較多

「未談到特定的能源」（55.6%）的新聞，且沒有任何新聞論及「核能」問題（詳

見表 3）。

（二）新聞媒體再現企業溝通能源相關議題的框架、消息來源與立場

媒體再現新聞的內容與消息來源有著密切關係，也影響媒體報導的立場與

框架角度，因此本研究問題二之（四）探討新聞再現企業溝通能源議題的框架、

消息來源與立場結果。由於本文探討以企業溝通能源議題為主，因此研究結果指

出，新聞報導最常引用「企業人士」作為主要消息來源，比例高達 55.9%，其次

依序為政府人士（20.1%）、非能源專家（10.0%），環保團體等組織（5.4%）、

能源專家（3.6%）、其他企業人士（1.8%）、一般民眾（1.8%）以及其他（1.4%）。

新聞立場以中立居多（77.4%），鼓吹立場則為 15.1%，較少是批評企業溝通能

源的問題，或以負面角度報導質疑立場（7.5%）。

企業業別

主題內容
製造產業 服務業 財務金融業 總和

節能減碳作為、活動及改善方法 29.9 22.4 22.2 25.8

新科技與低碳商品 34.6 35.0 22.2 34.4

與節能減碳無關或其他主題 20.5 18.2 55.6 20.4

能源政策 15.0 24.5 0.0 19.4

總和 100.0 100.0 100.0 100.0

χ2(6,279) = 12.668, p < .05

企業業別

能源類別
製造產業 服務業 財務金融業 總和

核能 3.9 18.9 0.0 11.5

新興與替代能源 35.4 17.5 22.2 25.8

傳統能源 48.0 49.7 22.2 48.0

未談到能源及其他 12.6 14.0 55.6 14.7

總和 100.0 100.0 100.0 100.0

χ2 (12,279) = 31.262, p < .01

表 3：不同企業別與主題內容及能源類別之交叉分析（%，N = 279）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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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框架方面，報紙最常從「商業綠色」框架角度報導企業溝通能源新聞，

亦即新聞較常呈現與企業商業利益有關的產品開發與科學創新，這類新聞框架的

比例超過了一半（50.9%），至於報導能源風險不確定性、政治衝突以及公眾參

與的「政治綠色」框架，以及強調企業責任與環境保護的「環境綠色」框架，比

例上分別為 25.5% 及 23.6%。另從細項框架來看，強調「企業經濟利益與發展」

框架角度的新聞報導最多（41.6%），其次依續為「政治爭議與衝突」（14.3%）、

「企業社會責任」（12.5%）、「環境保護」（11.1%）等，但比例都不高，報紙

新聞最少從「公眾參與」（6.5%）、「能源風險的不確定性」（4.7%）的角度來

報導企業溝通能源的問題（詳見表 4）。

接下來本文繼續回答研究問題二（五）：不同報紙媒體對於新聞消息來源、

框架以及立場呈現的異同。卡方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報紙對於消息來源的引用並

無明顯差異（χ2(8,279) = 23.686, p = .097），換言之，「企業相關人士」都是這

幾家報紙主要的引用來源，其中以《蘋果日報》比例最高，《中國時報》最低。「政

府人士」與「能源與非能源專家名人」都是第二與第三引用來源，但《中國時報》

引用的比例稍高。新聞框架角度經由統計檢定則顯現差異（χ2(8,279) = 21.082,  

p < .01），雖然不同報紙都以呈現「商業框架」為最多，但《蘋果日報》比例最

高。除了《聯合報》與《經濟日報》，其他幾份報紙其次皆以「政治綠色」框架

為報導角度，唯獨《聯合報》傾向從「環境綠色」，也就是強調企業責任以及環

境保護的角度來報導企業溝通能源相關議題。立場方面，不同報紙的立場也不盡

相同（χ2(8,279) = 16.272, p < .05），《經濟日報》完全沒有質疑的立場，《聯合報》

從質疑立場報導的比例最多（15.1%），《蘋果日報》次之（10.7%）（詳見表 5）。

研究問題二之（六）探討報紙報導不同企業別對於企業溝通框架、消息來

整體框架 細項框架 次數 細項百分比 整體框架百分比

商業綠色 企業經濟利益與發展 116 41.6

科學創新與進步 26 9.3 50.9

環境綠色 企業社會責任 35 12.5

環境保護 31 11.1 23.6

政治綠色 能源風險的不確定性 13 4.7

政治爭議與衝突 40 14.3

公眾參與 18 6.5 25.5

總和 279 100.0 100.0

表 4：媒體再現企業溝通能源議題的框架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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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以及立場是否有所不同？研究結果指出，媒體再現不同企業別的立場有所不同

（χ2(4,279) = 22.264, p < .001），三種企業別當中，雖然皆以中立角度呈現的新

聞最多，但媒體對於「服務業」比較常從質疑的角度報導企業溝通能源議題，

「製造業」則獲得較多的鼓吹正面肯定的新聞，「財務金融業」則只有呈現中立

的新聞。消息來源方面，報紙報導不同企業別也有不同的溝通樣貌（χ2(4,279) = 

19.317, p < .05），「企業相關人士」雖然是所有企業溝通最常出現的消息來源，

但服務業的比例較低，其次引用的消息來源則較為不同。製造業其次喜歡引用

「政府機構人士」，服務業則喜歡引用「能源與非能源專家名人」，「政府人士」

以及「一般民眾」同為財務金融業其次引用的消息來源，但完全未引用「專家名

人」以及「環保組織」的觀點。而不同產業別在溝通能源相關議題時，其框架角

度則沒有顯著差別（χ2(4,279) = 7.949, p = .093），若以百分比差異來看，媒體傾

報別

立場
聯合報 中國時報 自由時報 蘋果日報 經濟日報 總和

鼓吹 16.4 11.1 19.4 10.7 15.5 15.1

質疑 15.1 8.9 8.3 10.7 0.0 7.5

中立 68.5 80.0 72.2 78.6 84.5 77.4

總和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χ2(8,279) = 16.272, p < .05

報別

消息來源
聯合報 中國時報 自由時報 蘋果日報 經濟日報 總和

企業相關人士 56.2 40.0 58.3 71.4 62.9 57.7

政府機構人士 17.8 31.1 16.7 21.4 17.5 20.1

能源與非能源專家名人 12.3 20.0 11.1 3.6 15.5 13.6

環保與非營利組織 6.8 2.2 11.1 3.6 4.1 5.4

一般民眾與其他 6.8 6.7 2.8 0.0 0.0 3.2

總和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χ2(16,279) = 23.686, p = .097

報別

新框架
聯合報 中國時報 自由時報 蘋果日報 經濟日報 總和

商業綠色 37.0% 40.0% 55.6% 71.4% 58.8% 50.9%

環境綠色 34.2% 20.0% 16.7% 10.7% 23.7% 23.7%

政治綠色 28.8% 40.0% 27.8% 17.9% 17.5% 25.4%

總和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χ2(8,279) = 21.082, p < .01

表 5：不同報紙與媒體報導立場、消息來源以及框架交叉分析（%，N = 279）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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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從「環境綠色」框架報導製造業，從「政治綠色」框架報導服務業，只是以上

的說明並沒有達到統計顯著性（詳見表 6）。

陸、討論與結論

一、重要發現與討論

（一）企業溝通環境相關議題之媒體報導量整體趨勢增加

對於以碳為基礎材料、能源來源之依賴性、以及對溫室的氣體排放，已經

被認為是 21 世紀企業面對的主要問題 (Hoffmann & Busch, 2008)。Kolk, Levy, & 

Pinkse (2008) 探討 FT500 大企業與碳揭露計畫之間的關係，從 2003 年開始，企

業回應於 CDP 的比例增加了很多。從 2003 年 227 家企業（46%），到 2007 年

企業業別

立場
製造產業 服務業 財務金融業 總和

鼓吹 20.5 11.2 0.0 15.1

質疑 0.8 14.0 0.0 7.5

中立 78.7 74.8 100.0 77.4

總和 100.0 100.0 100.0 100.0

χ2(4,279) = 22.264, p < .001

企業業別

消息來源
製造產業 服務業 財務金融業 總和

企業相關人士 63.8 51.0 77.8 57.7

政府機構人士 23.6 17.5 11.1 20.1

能源與非能源專家名人 7.9 19.6 0.0 13.6

環保與非營利組織 2.4 8.4 0.0 5.4

一般民眾與其他 2.4 3.5 11.1 3.2

總和 100.0 100.0 100.0 100.0 

χ2(8,279) = 19.317, p < .05

企業業別

框架
製造產業 服務業 財務金融業 總和

商業綠色 52.8 47.6 77.8 50.9

環境綠色 27.6 21.0 11.1 23.7

政治綠色 19.7 31.5 11.1 25.4

總和 100.0 100.0 100.0 100.0

χ2(4,279) = 7.949, p = .093

表 6：不同企業別與媒體報導立場、消息來源以及框架交叉分析（%，N = 279）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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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達 383 家公司（77%）回應於 CDP。換句話說，越來越多企業努力回應於溝通

氣候變遷的相關問題。也因如此，媒體報導呈現企業溝通能源相關新聞量也日益

增多。

從媒體長期報導量的變化可以得知，社會環境事件以及氣候變遷重要會議，

都會影響新聞報導量的消減或增長，如同 Mazur (2016) 的研究指出，美國主要

的新聞組織早期對於水力壓裂法議題只付諸少量的關心，但發生在 2010 年 4 月

的離岸深水地平線災難，促使《紐約時報》大量報導，並指出用來提取頁岩層天

然氣的水力壓裂法所存在之潛在風險。而隨著反水力壓裂法的紀錄片《天然氣之

國》宣傳成功，伴隨名人效應，使其在 2010 上半年的日舞（Sundance）電影節

贏得了影展獎項，接著於 2011 年獲得奧斯卡提名。這些事件成功建構了水力壓

裂法危害環境的有效形象，也讓該爭議在 2012 年獲得了所有美國新聞組織之廣

泛注意，更激起公眾高度關注水力壓裂法的潛在風險與利益。同樣的，國外學者

探討瑞士地熱能源與媒體長期報導量分析指出，該風險議題受到地震事件以及政

治選舉投票而提升了報導量，反對地熱能源的聲量也因此提高，因此媒體對於地

熱能源議題報導量的多寡以及正反意見的消長，影響了民眾對於議題重要性以及

贊成與否的認知 (Stauffacher, Muggli, Scolobig, & Moser, 2015)。換言之，媒體關

注以及報導量分析並非是要探討競爭論述的有效性，而是藉由聚焦於不同面向的

議題，如何在主要新聞媒體獲得大量報導，進而解釋公眾對於風險訊息關心程度

的起伏 (Mazur, 2016)。

本研究發現，從 1997 年至 2014 年 18 年期間當中，「企業」與「環保」是

媒體報導最多的新聞，其次則是「企業」與「能源」，這兩條線所呈現的趨勢變

化差不多。但「企業」與「氣候變遷」則出現最少的新聞量，只有在 2006 年開

始到2010年期間稍為增多。但在2010年後整個媒體報導量並未明顯增加或減少。

「企業」與「減碳」在這幾年當中的新聞量也不多，但很明顯的，自從 2006 年

開始上升，到了 2010 年到達了高峰，整體報導量明顯多於「企業」與「氣候變

遷」。

藉由長期分析企業溝通能源與環境相關議題的報導量，本研究指出了「能

源」、「環保」與企業之間的議題，長久以來，一直是企業著力對外溝通的焦

點，但最根本的企業與「氣候變遷」議題，也是企業與目前整體大環境之間的共

生共存問題，卻是企業較少著墨溝通的內容。其原因有可能新聞經常從自然環境

的變化與衝擊，報導氣候變遷議題（如乾旱、暴風雨以及極端氣候等） (Mazur, 

2009)，較少從責任角度探討氣候變遷，特別是從企業課責的角度報導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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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於企業也較少回應於氣候變遷的風險溝通。但隨著氣候變遷論述從強調成

因、衝擊，轉變到調適與緩解，企業近年來也開始致力於「節能減碳」的議題溝

通。由此可知，企業對外溝通主要還是呼應於整體氣候變遷論述的變化，以致於

強調緩解作法的「節能減碳」論述隨之增加，但對於企業與氣候變遷巨觀層面的

整體環境論述仍顯得較為貧乏。

（二） 媒體再現企業溝通能源議題以低碳環保產品主題以及傳統能源類別

為主

一般而言，企業進行能源減碳的方式相當多，如生產設備節能效率、溫室

氣體排放、綠色產品、生產低碳化等問題進行診斷、諮詢輔導，提供生產效率、

減碳量、耗能量改善建議及資訊（經濟部中小企業節能減碳資訊網，2014）。而

本研究發現，報紙新聞最常報導企業溝通「低碳產品／環保產品」（25.4%）主

題，這也應驗了能夠創造企業商業利益的「低碳產品／環保產品」，仍然是企業

面對氣候變遷環境問題時，最喜歡對外溝通的主題。相對的，企業對外溝通的新

聞當中，較少說明企業舉辦的「能源或減碳相關活動」（3.9%），以及說明企業

如何「改善供應鏈效率的問題」（4.7%）。Hoffmann & Busch (2008) 於研究中說

明，對許多公司來說，從自身業務當中而導致的排放量，比起在整個價值鏈中，

亦即從上游或下游而來的排放量，是小巫見大巫的，但無論是上游或下游產業的

排放，對於一般企業的碳排放量，都不會被列入考慮。因此，如何改善供應鏈效

率的問題，對於企業對外溝通能源相關問題來說，自然也就顯得較不重要。也難

怪 Smith (2013) 會認為，企業對於改善環境表現通常是孤立的，比較是從單一層

面活動（project）著手，而非從企業整合著手。雖然供應鏈的問題並非個別企業

所能獨立改善之事，但供應鏈畢竟是永續經營裡的一個重要環節，風險大多就是

忽略供應鏈的問題，大企業即須擔起更大的社會責任，扮演帶領供應鏈一起因應

環境風險的責任，因此企業實應強化這方面的對外風險溝通。

至於新聞報導企業溝通能源議題的能源種類，主要仍以火力、石油等傳統

能源居多（48%），太陽能源占比降至 14.3%，核能以及其他替代能源則分別占

比 11.5% 與 11.1%。換言之，即便因應氣候變遷，替代能源成為國家相關政策大

力推行之解決方法，但在企業方面，經常與其相提並論的仍舊是傳統能源居多，

其中原因或許是因為選樣當中的百大企業，有關石化燃油的企業新聞不少（如中

油），較少企業與替代能源的投資、使用或是開發有關，因此造成企業溝通替代

能源的新聞顯得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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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業人士為主要消息來源、商業綠色為主要媒體再現框架

由於本研究以企業為主要探討對象，因此，「企業人士」是新聞報導最常引

用之消息來源，其次為政府人士，較少引用非能源專家以及環保團體等組織的觀

點。新聞立場以中立居多（77.4%），鼓吹立場則為一成五左右（15.1%），較少

是批評企業溝通能源的問題，或以負面立場報導（7.5%）。因此，整體而言，媒

體對於企業溝通能源相關問題，仍是以正面肯定與鼓勵立場居多。

整體框架方面，報紙最常從「商業綠色」框架角度報導企業溝通新聞，亦

即新聞較常呈現企業商業利益有關的產品開發與科學創新，這類新聞框架的比例

超過了一半（50.9%），其與 Stauffacher et al. (2015) 研究結果類似，幾位學者發

現工業團體傾向使用「科技技術與能源改革」來框架地熱能源風險議題。至於

報導能源風險不確定性、政治衝突以及公眾參與的「政治綠色」框架，以及強

調企業責任與環境保護的「環境綠色」框架，比例上分別為 25.4% 及 23.7%。幾

家報紙當中，又以《聯合報》報導「環境綠色」框架的新聞最多，此結果或許與

過去多項研究指出傳統媒體，如《聯合報》、《中國時報》與《自由時報》對於

環境議題報導較為重視有關（林佳弘，2013；林義晃，2003；徐美苓、楊意菁，

2011）。而徐美苓、楊意菁（2011）分析平面媒體全球暖化報導品質時，訪問了

幾位環境記者，不少記者反映《聯合報》與《中國時報》早期培養了不少資深環

境記者，雖然有些記者後來離開報社成為獨立記者（如《聯合報》朱淑娟），但

兩家報紙對於環境議題仍然顯得較為關心，而此或許能說明《聯合報》在環境議

題上為何較能跳脫商業框架的思維。

另從細項框架來看，強調「企業經濟利益與發展」框架角度的新聞報導最

多，其次依續為「政治爭議與衝突」、「企業社會責任」、「環境保護」等，但

比例都不高；報紙新聞最少從「公眾參與」、「能源風險的不確定性」角度來報

導企業溝通能源的問題。Pompper (2004) 探討美國報紙報導環境風險公共政策的

議題框架，其指出，能源議題為美國經濟條件帶來沉重的問題，因此，能源發電

議題在近十年來受到顯著的媒體關注，而電力與能源發電主題及框架，幾乎是完

全由政府菁英人士和工商界消息來源來推動的，傾向以經濟問題探討能源議題。

Gauthier (2010) 探討食品風險議題報導時也發現，強調經濟方面損失的損害框架，

被用來描繪說明企業在此議題中成為受害者（以及所遭受到的經濟損害），而戰

爭框架則用來說明企業能夠根除／解決食品中細菌的能力，兩者框架皆以企業利

益為主。上述這些研究道出了，風險議題與商業及經濟利益，仍是媒體報導的重

要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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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對外溝通低碳產品，不但反映企業力行環保，又能回饋至企業利益中，

而這也就是為何「商業綠色」成為報紙媒體最常再現的訊息框架。新聞訊息框

架影響人們如何定義問題的方式、引起問題、責任歸屬、以及解決問題的方法

（Cooper, 2002，轉引自 Nijkrake et al., 2015: 81），最終更會影響公眾的看法。

不過可惜的是，企業對於環境責任相關的「環境綠色」框架論述，卻鮮少著墨。

如此一來，或許也會間接影響民眾認為綠色產品才是解決企業與環境之間的最有

效方法，卻忽略了綠色產品之外，企業對於整體環境與能源應負擔之責任。

（四）不同報紙以及企業屬性，呈現企業溝通能源相關議題的內容有所不同

不同報紙報導企業溝通的能源種類，經交叉分析，達到了明顯差異，《自由

時報》報導傳統能源的比例最高、《蘋果日報》比例最低。而《聯合報》相對於

其他報紙，比較喜歡報導與企業有關的「核能」議題，此一結果或許與《聯合報》

曾經製作一系列核能議題專題報導有關。另外《蘋果日報》與《經濟日報》在新

聞中，報導「新興替代能源」以及未明確指出為何種能源類型的新聞也較多，由

此可知，除了核能類別，《蘋果日報》對於能源種類報導的比例差距不大，《聯

合報》則相對給予企業與核能較多篇幅的報導。

不同報紙媒體對於新聞消息來源的引用並無明顯差異，也就是說，「企業相

關人士」都是這幾家報紙主要的引用來源。不同報紙對於新聞框架的呈現亦有所

不同，雖然不同報紙都以呈現「商業框架」為最多，但《蘋果日報》比例最高。

除了《聯合報》與《經濟日報》，其他幾份報紙其次皆以「政治綠色」框架為報

導角度，唯獨《聯合報》傾向從「環境綠色」，也就是強調企業責任以及環境保

護的角度來報導企業溝通能源相關議題。另外，本研究發現，「商業框架」的差

異並非存在於傳統一般報紙（《中時》、《聯合》等）與財經報紙（《經濟日報》）

之間，反而出現在《蘋果日報》與其他報紙之間，也就是說《蘋果日報》更傾向

以商業角度報導環境議題，而此研究發現也確認了，《蘋果日報》的媒體屬性在

報導新聞或是環境議題方面，的確與傳統一般紙媒有所不同。

此外，不同的企業屬性，對於溝通能源相關議題也有不同的溝通重點，新聞

報導較常呈現製造產業以及服務業在「新科技與低碳商品」的主題新聞；財務金

融業在溝通能源相關議題時，則經常出現「與能源無關」的主題。而報導的能源

種類，製造業與服務業最常溝通「傳統能源」，財務金融產業則呈現較多「未談

到特定的能源」的新聞，且未有任何一則新聞論及「核能」問題。由以上結果可

知，財務金融企業對於能源環境議題的溝通較無明確的主題或能源類別，不知是

傳播研究與實踐7(1)-04 楊意菁.indd   97 2016/12/20   下午 09:45:42



JCRP, 7(1), January 201798

否因為其他產業對環境衝擊較大，還是因為財務金融業忽略本身與環境能源之間

的可能關聯，或許須要未來更進一步瞭解。

消息來源方面，「企業相關人士」雖然是相關新聞最常出現的消息來源，但

財務金融業引用的比例較高，相對較少引用其他消息來源。製造業其次喜歡引用

「政府機構人士」，服務業則喜歡引用「能源與非能源專家名人」，「政府人士」

以及「一般民眾」。Pompper (2004) 指出，引用企業消息來源經常是為了確認或

是反駁企業的所作所為，而本研究結果在新聞立場方面也以鼓吹及正面居多，再

加上企業經常成為主要消息來源，因此就企業環境風險溝通言，企業組織成功地

掌握了訊息溝通的主要內容，但從另一方面來說，新聞媒體似乎缺乏以不同消息

來源或觀點報導新聞。而媒體再現不同產業別的能源與環境相關議題時，其框架

角度則沒有顯著差別。

至於報紙報導不同業別對於企業立場方面，研究結果指出，媒體再現不同企

業別的立場有所不同，三種企業別當中，雖然皆以中立角度呈現的新聞最多，但

媒體對於「服務業」比較常從質疑的角度報導企業溝通能源議題，「製造業」則

獲得較多的鼓吹正面肯定的新聞，「財務金融業」則只有呈現中立的新聞。Kolk 

et al. (2008) 指出，CDP 試圖幫助制度化碳信息披露可以成為一種常規做法，而

曾參與 CDP 的投資者幾乎都是金融機構。以上的說明或許可以解釋金融產業迅

速回應於相關議題，使得財務金融產業並未獲得媒體的負面報導，不過本次研

究，金融產業的樣本數相對較少，故這樣的推論仍有待進一步的驗證。另一方面，

向來被認為與能源使用或排放大有關係的製造業，與其他產業相比，卻獲得最多

正面新聞報導，由此可知，製造業對外溝通環境議題，算是比較積極與成功的。

二、研究限制與建議

對於企業來說，氣候變遷不只是環境領域的議題，更與經濟、政策以及科技

創新有關，能源科技被認為不只是氣候與能源政策工具，也是主動於詮釋政策討

論的社會建構過程 (Barry, 2001; Teräväinen, 2014)。因此企業組織不能忽視媒體的

存在，與其可能發揮的效益或影響。但回顧過往文獻卻幾乎沒有研究聚焦於企業

環境溝通與媒體報導，因此，本研究從企業風險溝通角度探討媒體再現企業溝通

能源相關議題，突破以往氣候變遷風險溝通的研究視野，除了提供學術界觀看風

險溝通的完整面貌，也能釐清企業在風險溝通中所應扮演的重要角色，研究結果

應能豐富氣候變遷以及風險溝通學術內涵。

本研究企圖從縱貫面，亦即從長期的報導變化來瞭解企業與環境及能源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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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受媒體關注之程度與變化，的確提供傳播研究瞭解環境議題與媒體關注之間

的變化關係，但因長期報導量的樣本搜尋僅就關鍵字本身進行樣本搜尋，故僅能

解釋相關報導的數量增減，無法指出新聞內容是否明確對應企業溝通能源問題，

以致於無法顯現深度內容意涵，為研究上之限制。另外因媒體報導量理論並未提

及究竟要多大的報導量才是分析最佳依據，因此不同期間的選擇，其結果（或說

媒體關注）或許有所不同，因此未來研究或許可以從不同時間點，或是幾個不同

時間點，甚至是不同國家媒體在同一段時間點，媒體對於環境議題的報導量分

析，應能更全面瞭解社會趨勢變化、文化背景差異與媒體關注環境議題之間的相

關問題。

而本研究結果指出了企業習慣從「商業綠色」框架角度對外溝通能源相關議

題，點出了企業與商業利益之間無法脫勾的問題，也是企業進行風險溝通值得探

索的問題。但這次研究只能就媒體報導層面來說明該現象，無法深度瞭解企業如

何建構綠色論述。Feller (2004) 即指出，氣候傳播和環境傳播都是象徵性的行動，

其中語言和其他形式的象徵行動創造了意義，並促成人們對大自然結構的認知。

而 Feller 甚至認為企業敘事從涉及市場行銷功能的綠色行銷敘事，已漸漸轉移到

以企業規劃和管理過程（包含企業品牌、企業社會責任和人力資源的施行策略）

的藍色企業敘事。因此，未來研究可以從論述建構的角度，探討企業溝通環境風

險，在媒體上所呈現的論述意義。

由於企業風險溝通道出了企業責任與環境之間的重要關係，《遠見雜誌》曾

經專欄報導企業進行節能減碳的企業公民行為，像是味全企業成立節約能源服務

團、中華汽車執行責任與專案控管以因應能源問題、中國人壽則舉辦環保競賽進

校園，進行節能減碳提案競賽（范榮靖，2008）。而這類企業推動氣候變遷與節

能減碳相關議題，藉由媒體報導，除了具有傳遞環境風險教育知識意涵，亦有善

盡企業社會責任之意義。因此未來研究，實可探討企業環境溝通與企業公民的相

關問題。

最後，由於網路不同於傳統媒體，可以提供人們立即最新的資訊，並且方便搜

尋，亦能提供與公眾互動對話的機會。時至今日網路已成氣候變遷議題傳散的重要

場域，不論是政府組織、環保團體或人士、以及反氣候變遷團體者，皆可以在網路

找到發聲的管道與機會，也成為社會公眾接受氣候變遷訊息的主要來源之一（楊意

菁、徐美苓，2010）。因此未來研究可以探討企業網站如何傳遞氣候變遷與節能減

碳，以及如何揭露風險等訊息，以完善企業溝通與風險溝通研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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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porate risk communication,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corporations communicate messages on environment related issues. This paper 
respectively adopted a longitudinal approach (1997 ~ 2014) and the cross-sec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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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1年 11月媒體報導蘭嶼核廢料貯存場附近檢測出鈷 60和銫 137。本文結

合環境正義和科技與社會理論觀點，探討蘭嶼核廢料風險評估與管制爭議中，公

民行動如何挑戰官方科學論述和環境不正義問題。蘭嶼個案凸顯風險資訊與知識

的鴻溝、居民承受多重不公平的交錯、及「應做卻未做的科學」。蘭嶼部落不同

世代的反核行動者與反核團體以多元行動表達其訴求，並挑戰官方的輻射管制標

準與監測方式。核能管制與研究機構間複雜的共生網絡弱化了科學知識生產的可

信度和釋出的風險資訊。本文建議在制度設計上必須強化資訊透明、地方參與和

課責性、納入預警原則，並賦權地方族人在風險評估科學知識產製和核廢料治理

上扮演關鍵角色，重構部落族人的環境健康風險與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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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蘭嶼貯存場遷移問題 1 與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選址多年來懸宕未

決，正當經濟部重申妥善進行核廢料後端處理，台電委託中研院進行的檢測報告

意外在 2011 年底曝光。學者在 2008 年到 2010 年連續三年於蘭嶼貯存場外潮間

帶與潮池中的泥沙中檢測出銫 137 與鈷 60 人工核種。原能會表示：鈷 60 可能是

蘭嶼貯存場進行廢料桶檢整作業 2 產生的飛灰飄到場外；台電則回應：「低於標

準值」，不會對人體造成危害（劉力仁、林毅璋、張存薇，2011 年 11 月 29 日）。

台電強調偵測到鈷 60 的量遠低於標準值，「不能稱之為『外洩』，只能說是『微

量外釋』」。「因為把壕溝的上蓋打開，送進處理中心處理，打開門的時候，有

少量的粉塵被吹出去」到潮間帶。但有日本學者攜帶儀器測量蘭嶼輻射，發現有

十個點有異常的輻射值，超過背景環境值 10 倍，有外洩疑雲（孫窮理，2012 年

2 月 24 日）。

前立委鄭麗君拿出台電處理破碎核廢料桶的照片，發現處理過程中，有些

工人使用鏟子、有些竟徒手將廢棄物放入桶內，完全不是台電所說的負壓封閉

空間。但台電回應表示現已改善。立委質疑核廢管理鬆散安全問題，迫使台電

道歉（壹電視，2012 年 10 月 25 日）。外洩事件引起蘭嶼達悟族人高度不滿，

在 2012 年 2 月 20 日發起「220 驅逐蘭嶼惡靈」反核廢料運動。達悟人聚集在貯

存場表達他們的憤怒，他們往貯存場丟棄發霉的芋頭，象徵要台電把帶來的垃圾

（核廢料）帶回去。他們高喊：「核廢滾蛋、永不續租」，最後將象徵核廢料的

桶拋向大海，代表他們永不要核廢（林詩嵐、簡毓群，2012）。2012 年 8 在立

委協助下，部落文化基金會邀請日本學者中生勝美、加藤洋調查環境輻射汙染，

發現島上有多處異常輻射熱點，迫使原能會推動第三方監測（黃淑鈴，2015：

27）。

原能會與台電的回應與處理呈現當前核廢料處置中資訊與知識的不對等、風

險溝通的鴻溝以及管制科學等問題。官方與傳統主流的量化風險評估未能涵蓋在

地文化與生活方式差異，以及核廢料輻射對於敏感和易受傷害群體（例如：孕婦

1 蘭嶼核廢料貯存場自 1982年起暫時貯存低放射性廢料。根據原能會和台電的說法，原本規劃將
核廢料拋入蘭嶼外海海溝，但在 1980年代初國際海洋公約規定禁止傾倒有毒廢棄物到海中，故
將低放核廢料暫存蘭嶼。儘管原能會與台電強調整個過程沒有欺騙或隱瞞地方居民。然而，當地
達悟人口表示，當初核廢料貯存場興建時，台電說是要蓋罐頭工廠，增加族人就業機會，並未充
分告知核廢料輻射風險。蘭嶼反核廢料運動自 1987年解嚴後持續進行，迫使政府在 1997年停止
運送核廢料並承諾遷廠 (Fan, 2006, 2009)。

2 針對蘭嶼貯存場核廢料桶鏽蝕破損問題，台電於 2007年 12月展開檢整重裝作業，歷經四年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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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嬰幼兒）的影響。核廢料貯存場的爭議對傳統社會文化與地方發展造成極大的

衝擊，引發居民在健康風險與生態環境的疑慮，更牽涉環境正義與永續性的問題。

環境正義研究關注在環境風險分配不公平的問題，以及如何／為何會造成少

數人不公平地承受環境污染。現代工業體系高度仰賴科學和專家，科學家對地方

環境條件缺乏全面性的認識，將可能做出錯誤的假定。專家權威與社會政治結構

彼此交互作用，衍生更複雜的爭議。科學知識常被視為是靜態且穩定的，然而科

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簡稱 STS）學者認為科學與技

術具動態性，官方和主流的環境風險評估往往忽略文化生活形式差異和地方條件

的特殊性，以致於低估當地少數具有文化差異群體的環境風險暴露。美國的環境

正義運動帶動政治的轉變，以往被視為弱勢的少數群體，透過環境正義行動者與

科學家間持相互結盟創造形塑環境管制體制以及改變科學實作的機會，成為爭議

中的積極的參與者 (Cohen & Ottinger, 2011)。

環境正義文獻較少以變動的科學的角度切入檢視科學爭議，且較缺乏關注科

學家的實作與行動。另一方面，倡議科學或科技民主文獻對於公平或差異的議題

較缺乏關注 (Cohen & Ottinger, 2011)。既有蘭嶼核廢料研究多數是在蘭嶼貯存場

輻射外洩事件發生之前，研究分析的焦點包括：達悟族所承受的環境不正義問題

（紀駿傑，2006；黃之棟、黃瑞琪，2009）、核廢料議題牽涉多元的環境正義價

值觀點和衝突 (Fan, 2006) 以及核廢料貯存場鄰避困境的紓解（余鎮宏，2007）；

蘭嶼特殊系絡下跨文化風險感知的差異，以及達悟族人對核廢料風險的感知如

何有別於社會主流的看法 (Fan, 2009)；蘭嶼反核廢料運動的資源動員（劉嘉偉、

張玉佩，2012）；新聞媒體如何「再現」達悟族人反核廢料的抗爭運動（王嵩

音、1998）；蘭嶼的另類媒體與發聲（郭良文，2010）；蘭嶼社區健康和安全

評估之前導性研究。以上研究呈現對於原住民的弱勢處境和環境不正義問題的關

懷，但對於蘭嶼環境監測與風險管制問題較欠缺細緻的科學爭議分析（江宏哲，

2015）。

晚近一些研究指出居民反對污染設施的設置和運轉並非出於狹隘的自私心

態，地方論述往往呈現較廣的環境和社會考量或基於多重價值立論。將地方抗爭

描繪成鄰避現象很可能會加劇衝突並讓風險承擔者感到怨憤。在促進各方對話和

風險溝通的過程中，協調者必須讓各方參與者感到其觀點有受到尊重，並避免

使用鄰避的用語（范玫芳，2014；Burningham, 2000; McClymont, 2008）。框架

（framing）和論述（discourse）乃是風險管制不可忽略的重點。管制的過程以及

規則制定牽涉國家和多元政策行動者之間相異的需求和知識宣稱的相互競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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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什麼知識以及誰的知識在管制風險上被視為是相關的，乃是一種轉譯、協商與

權力鬥爭的社會過程（范玫芳，2014；Lidskog, Soneryd, & Uggla, 2010）。

日本福島核災後引起國內多元的社會行動者對核能議題之關注，被視為反核

運動的復興 (Ho, 2014)。原本從事核能研究的專業者轉而參與民間反核行動，出

現新的專家─行動者（experts-activists）。蘭嶼部落不同世代的反核行動者透過與

反核團體、跨領域科學家及福島核災後投身於反核行動的核工專家合作，形成新

的異質性反核聯盟。黃淑鈴（2015）指出自 2011 年起部落文化基金會結合各種反

核勢力，將反核廢從「族群正義」導向「環境權」議題，從殖民和滅族等文化論

述轉向透過「建立事實經驗的可信度來支持其主張」。然而該文主要聚焦在反核

廢運動「框架」（frame）移轉的過程，分析蘭嶼反核廢運動的框架設定如何受到

世代間的競爭、原運與反核運動的消長以及蘭嶼的社會經濟結構變遷這三大因素

的影響。針對輻射外洩事件衍生的環境監測和健康風險爭議，有必要更深入的檢

視專家的科學知識宣稱（knowledge claims）及部落風險論述的知識基礎和社會脈

絡間的關係，以及以往研究較忽視的核能設施臨時工的勞動健康風險問題。

本文嘗試結合環境正義與 STS 的理論觀點，探討蘭嶼核廢料的風險與管制

爭議，以及公民行動如何挑戰官方的科學論述和環境不正義。研究問題包括：蘭

嶼居民如何感知和回應核廢料貯存場的風險以及官方「沒有超標就是安全」的宣

稱？蘭嶼居民、地方團體、反核專家和官方在風險論述及知識宣稱有何差異？針

對和環境輻射監測爭議，民間反核團體如何發展對抗性論述並採取行動挑戰官方

科學實作？

本研究採取文獻分析法、深度訪談法與焦點座談。文獻資料分析方面，主要

檢閱相關的期刊文章，輔以核廢爭議的新聞報導、會議資料及環保團體的文宣等。

在深度訪談部分，本研究在 2015 年 7 月至蘭嶼進行訪談，以立意抽樣方式選取當

地居民（包含達悟族第一代反核廢行動者、達悟族反核中生代和青年、移居蘭嶼

的臺灣本島人、在貯存場工作的族人）、當地關注核廢料議題的非營利組織成員

和積極參與反核廢料的行動者。本研究也針對投身於民間反核行動的核工專家、

輻射防護與健康領域專家、北海岸反核團體成員進行訪談，共計有15位受訪者（詳

見附錄一訪談名單）。訪談大綱分以下四個面向：一、風險感知；二、核廢料輻

射管制；三、反核廢料行動；四、貯存場遷場及最終處置選址爭議。此外，本研

究在 2014 年 7 月舉行「核廢料管制與監督機制專家焦點座談」，邀請不同領域的

學者專家以及曾任職在原能會的官員參與對話，藉以瞭解立場相異的專家論述和

立論依據，共有六位學者專家與會（見附錄二與會者名單）。四個討論議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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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蘭嶼核廢料貯存場外潮間帶檢測出人工核種的意外事件之看法；二、現行

核廢料處置的相關法規、管制標準以及實務運作之研討；三、核廢料管制問題的

公民參與機制；四、歐美國家在核廢料管制與監督的經驗和借鏡。

在介紹理論觀點後，本文根據研究問題意識，首先探討居民、反核專家和官

方在風險論述及知識宣稱的衝突，並凸顯風險資訊與知識的鴻溝和「應做卻未做

的科學」（undone science），以及居民承受多重不公平交錯的問題。接著，本文

討論環境輻射監測與管制爭議、蘭嶼反核廢行動者和民間反核團體如何挑戰官方

輻射管制標準和監測方法，並進一步反思當前由上而下的參與困境和可能出路。

貳、科學的變動和環境正義

科技與社會研究將科學視為鑲嵌於文化的社會動態系統，且往往是因應特

定的政治及社會爭論而生產出來，而非單一線性發展的展示；換言之，由於科

學及技術的本質是動態的（dynamic），科學與技術其實是被主動製造（actively 

produced）出來的，並會在文化轉移（cultural shifts）中不斷進行重製（re- 

made）而展現其動態過程；另一方面，其本質也是可轉變的（transformable），

轉變往往發生在社會結構出現斷裂（disruption）時，這樣的斷裂為社會行動製造

出更多空間，讓新的組織規範及知識的共識在當中逐漸浮現，例如新興領域的基

因毒理學及保育生物學（conservation biology）都是被社會價值引導其發展方向；

永續科學（sustainability science）則是另一個例子。環境正義運動關注科技製造

出的不平等，倡議常民的在地經驗知識具有轉變科技知識的豐富潛能，有助於催

生出更公平的科學技術及政策 (Ottinger & Cohen, 2012)。

早期環境正義研究主要關注的問題為環境風險分配不公平的問題，亦即是否

因種族與階級因素造成環境污染或危害暴露的不平均分配？近期環境正義的研究

逐漸將不公平的問題放置在較廣的社會結構與政治經濟以及資本主義的運作過程

來討論，並延伸關注原住民受壓迫、社會差異（例如貧窮、年齡與性別差異）與

不公平分配問題間的相互關聯（范玫芳，2012；Ishiyama, 2003）。值得關注的是，

專家也被視為一種新的階級。現代工業體系高度仰賴科學和專家，使得專家知識

權威整合到既有造成環境不正義問題的社會政治結構中彼此交互作用，衍生更複

雜的爭議。不公正的分配結果往往牽涉缺乏對文化多樣性和地方知識的肯認，同

時和被排除在決策程序之外的問題彼此相互糾結。環境正義問題包含分配面、差

異肯認與程序面 (Schlosberg, 2004, 2007; Walker, 2010)。Sen (2009) 提出了能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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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途徑（capacity approach）的正義觀，認為公平享有能力去達成個人具價值性

的運作功能（the capability to achieve valued functionings）乃是分配正義的核心。

具價值性的運作功能包含了個人生活重要層面，例如足夠的營養、免於疾病、能

參與在社群生活事務以及具有尊嚴。

當前官方體制的風險評估程序傾向於將複雜的環境社會問題簡化成數量，並

將政治與價值上的爭議轉化為科學爭議，進而造成許多公民（特別是文化少數族

群）對這些議題變得難以接近（inaccessible）。科學和政府體制往往扮演重要角

色去建構人們所知道和不知道的環境風險分配的差異，這些「已知」（knowns）

和「未知」（unknowns）進而形塑科學、政治以及公眾對環境不正義的關注。官

方體制的風險評估與溝通途徑常看不清（blindness）種族、階級和文化脈絡和分

配上差異，使得外界面對無形的（invisible）環境健康風險時也看不見這些風險

承擔者 (Powell et al., 2011: 149)。

環境正義運動挑戰官方風險評估對於族群文化差異的漠視，質疑量化的風

險評估將所有樣本的基準設立在 70 公斤住郊區的白人男性，忽略都市中的少數

移民與原住民可能以捕魚為生或因與水有關的文化儀式而更易於暴露在污染中。

官方對於魚類消費（fish consumption）標準的錯估，將嚴重低估污染暴露在文化

族群間的差異，尤其一些低收入社區的少數族裔慣於在受污染的水中捕魚與大量

攝食而產生毒性物質超高暴露量問題。環境正義運動促使科學家注意到少數族群

的特殊生活型態，而修正了評估風險的方法，尋求更具代表性及參與性的替代方

案 (Ottinger & Cohen, 2012: 160)。政治與組織壓力往往會造成結構性的知識間隙

（knowledge gap），尤其是在敏感的環境健康問題爭議中，稱為「系統性不製

造資訊」（systematic nonproduction of knowledge），是屬於「應做卻未做科學」

（undone science）(Frickel et al., 2010; Ottinger, 2013)。相關知識並非僅僅是被掩

蓋的問題，有時相關資訊與知識根本不存在。STS 觀點認為當居民面臨潛在環境

危害的程序正義問題時，需要執行更嚴格的告知同意標準，必須設法認定與弭平

與決策相關的知識缺口，而填補知識缺口的相關研究必須在人民行使同意之前進

行 (Ottinger, 2013; Ottinger & Cohen, 2012)。

環境正義行動者並非以製造科學知識為第一要務，科學在行動者眼中並非堅

實的證據角色，而被視為更進一步政治行動的工具。這是一種行動取向（action-

oriented）的新作法，創造了新空間及帶來新的、更符合正義的科學出現之可能性。

一個好是例子是基於社區基礎參與研究（community-based participatory research, 

CBPR）的生物偵測（bio-monitoring），使得不只是社群，個人也可得知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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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的暴露量。環境正義也生產出了更公平的科學，例如：可攜式空氣偵測器

（portable air monitor）的發明，配置（bucket）此利器能即刻掌握空汙數值，而

非只是長時段的平均值，這可促成及時的政策行動（timely policy action），使管

制單位更注意監測，可更進一步對企業課責（accountability）。環境正義行動者

也挑戰官方證據的標準，這也製造了另一個斷裂。如可攜式空氣偵測器可提供每

5 分鐘的空汙數據，對比於 8 小時或 24 小時的標準數值，可作為政策行動的驅

動器（trigger）。相較作出致病率提高的統計數據，科學家改採「公眾健康顯著

值」（public health significance）作評估，可決定何時介入受汙染社群 (Ottinger & 

Cohen, 2012)。

美國原住民族在 1990 年代開始表達對於環保署政策與科學實作上的擔憂，

而環保署則在 1999 年 5 月組成了原住民科學委員會（Tribal Science Council，簡

稱 TSC），以讓部落能夠結構性地參與在環保署的科學評估。TSC 是一個讓原住

民族能夠直接提出其疑慮的平臺；其由部落代表與環保署代表共同組成，主要工

作為促進部落與政府間彼此利益上的互動，以及支持印地安族群物質、文化以及

儀式生活的保存，以及永續健康環境的安全使用。TSC 還是有一些貢獻，如讓環

保署和讓全國各地的原住民研究人員開始思考原住民社群適用的潛在暴露途徑的

風險評估模型 (Johnson & Ranco, 2011: 184-187)。TSC 於 2002 年提出健康與福利

典範（health and well-being paradigm），旨在讓各個族群能夠依據自己的傳統文

化定義健康，並依其定義發展其健康管理計畫；這個機制從頭促進了全面的族群

參與。進一步來說，強調不同文化的差異，讓原住民族能夠依據其自身傳統文化

定義「健康」，並讓其自行發展維護該健康環境的標準與行動計畫；包含瞭解健

康風險的不同知識形態，並提倡不同的科學生產程序來保護原住民族文化（同上

引：187-192）。然而這個機制並非全然沒有缺點，衍生的問題包括：一、此機

制翻轉了科學事實建立的通常程序，這可能會讓環保署失去管制的基礎；二、環

保署成為各種政治與科學利益的協調者，而逐漸喪失專家機關的色彩；三、環保

署有權力決定能被納入此政治過程的人跟議程。此外，對於包含美洲原住民在內

的環境正義運動者來說，儘管參與表達意見的機會變多了，由於其他具有強大力

量與具有不同政治利益的團體加入這個角力場，他們對政策的影響可能會同時下

滑（同上引：193）。

環境正義運動的核心價值進入科技中挑戰了傳統狹窄定義的「好科學」

（good science）。管制單位在評估風險時開始認為社區參與度也是一個重要

因素，環境正義運動也與其他運動結合，價值永續、健康、在地性，也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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滲透影響了科學實作 (Ottinger & Cohen, 2012)。環境正義運動展現轉變政治

（transformative politics）的特性，深切影響了個人、社群及環境政策，它運用

以下四種運作方式帶來轉變：一、重視文化多樣性（cultural diversity）與差異，

促成科學社群採用新科學方法進行研究；二、環境正義運動者主張有效地在實

作中生產出可供使用的環境知識；三、為顧及環境議題的急迫性，必須重新思

考科學證據的官方標準是否適用；及四、提倡正義、永續及健康，使這些價值

被納入科學技術生產活動之中，進而催生出更公平的科學技術。環境正義運

動有效地擴展了科學與技術得以轉變的可能空間。利用在科技實作中製造斷裂

（rupture），斷裂提供了空間，藉著與富同情心（sympathetic）的科學家合作，

將保護性（protective）、預警性（precautionary）、干預等原則，帶入研究相關

的策略中（同上引：159）。

參、風險知識的鴻溝

官僚體系與專家往往依賴統計模型和量化指標進行風險的界定和詮釋，並強

調「已知」的和可控制的部分，而輕估科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的不確定性和「未知」

的影響。技術的風險管理模式具有侷限性，包括：化約論的問題、經濟學的限制、

文化理解的限制和缺乏道德可責性 (Jasanoff, 2010)。Wynne (1996) 指出科技專家

在核電爭議中經常言過其實的保證安全且不正面承認錯誤或承擔責任，過於樂觀

和傲慢的態度動搖了公眾對專家系統的信任。技術官僚傾向於將民眾建構為知識

欠缺且需要更多宣導和教育。但實際上民眾並非要求「零風險」或確定性的保證，

而是對技術專家一再保證安全或缺乏證據的宣稱抱持懷疑，認為技術專家不應否

認自身缺乏掌控問題複雜性的能力。輻射研究和流行病學界逐漸面臨到科學本身

侷限性的挑戰，無法用科學來消弭不確定性與無知（ignorance）。常民在地知識

和專家知識並非截然二分或對立，而是在爭議中相互依存。風險脈絡化有助於吾

人理解風險建構過程中諸多的不確定性。

一、不確定性與未知：官方和民間論述的衝突

官方和台電強調蘭嶼核廢料的輻射監測符合管制標準，儘管被檢測出放射性

核種仍低於標準值。前原能會官員認為長期低劑量的輻射暴露是否絕對有害還有

待更明確的科學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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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知道它到底是有害還是無害 ? 難以用科學做一個結論，因

為高劑量的輻射對人體絕對有害，但低劑量是否絕對有害，這不見得。

比如像喝酒，喝過量的酒也會有影響，但每天喝一杯葡萄酒，大家都

說對身體有益，所以大量跟小量對人體的影響是不一樣，輻射也是一

樣的情形，大量的絕對不好，那少量到底好還不好？這種情況之下有

兩種反應，第一個是：我不知道它到底有沒有害，我就盡量避免；另

一個是既然不知道有沒有害，那可能還可以勉強接受，所以我們對輻

射的爭議就是在這兩種心態裡面。蘭嶼的部分是說我們不知道是否有

害，所以我就盡量避免，但是就政府的標準，你無法證明它有害。（專

家焦點座談，與會者 G1）

然而，民間反核團體和擔任民間組織顧問的核工專家指出核廢料的影響是長

遠的、全面性，且具有科學不確定和未知：

放射性不分高低，對人體都會產生傷害，只要高出自然背景值的

放射性，尤其是人工核種都應避免。所以在低放射性核廢料處理過程

中，要非常的謹慎，尤其是這些輻射傷害多在五年至二、三十年後發

生。（受訪者 E2）

我想那個東西、輻射，你知道它不是馬上發生的。不像傳染感冒，

我們馬上就發現了。它可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一百年，我想

這種東西你不要說沒有，沒有都騙人的。對蘭嶼造成什麼影響，那個

影響我可以說無限啦、什麼時候發生不知道。因為什麼時候、或是它

現在已經在地底或生態鏈產生問題了，我們不知道。（受訪者 NGO1）

長久居住在蘭嶼的達悟族耆老基於身體感官經驗觀察表達核廢料貯存場設置

後對土地及農作物生長的影響：

因為輻射是無色、無味又沒有形狀，那怎麼去影響你都不知道。有

很多老人家說，我們的土地變了。因為這些老人家親自用手去耕作，他

直接去觸摸土壤，他不知道什麼是輻射但是他知道我們的土地已經產生

變化，我們的感覺就是，這些變化一定跟輻射有關係，比如說農作物很

容易就爛掉啦，這一些現象在研究裡面都是看不到的。（受訪者 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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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的風險感知除了建立在所獲得的外界資訊和在科學知識上，對於科學的

理解同時受到過去的生活經驗以及價值世界觀所影響。居民指出核廢料貯存場設

置後對居民健康造成影響，甚至危及後代子孫，表達對政府作為和台電管理措施

的不滿，以往負面經驗和對官方的不信任直接影響他們對官方說法和數據的理解：

因為不是會痛會臭的東西，它放在這邊我們不知道它會怎麼樣，

但廢料放在這裡之後很顯然地有很多奇怪的病，像癌症的東西越來越

多，所以我們就認為專家所說的這個危害地區是有直接的關係，我們

是聽到的是有良心的外面的人知道這個東西是非常不好的東西，不是

幾年就消除的輻射東西，它永遠會在這土地上，會殘害你們的孩子或

後代，我們知這是有毒的東西，我們不會相信他說那些都安全，我們

不會認同他的安全標準，我們相信是有輻射傷害我們的身體，但是我

們又能跑到哪裡？（受訪者 L2-2）

儘管居民和民間團體的核工專家顧問聲稱曾在貯存場工作過的達悟人有不少

人罹癌，但卻無法證明兩者間的因果關係：

因為其實很多蘭嶼人去裡面工作，得癌症的很多都過世啦，可是

這個東西你沒辦法去證明，這無色無味的東西你根本不知道。但曾經

在那裡工作過的人得到癌症又不便去透露他自己的一些說法，也很難

得到幫助，所以他在醫療上產生很大的困擾。（受訪者 L6）

那以他們說健康上的確有影響，那可是政府通通把它推到他們吃

檳榔、抽菸。沒有錯、檳榔跟抽菸、喝酒這是一個 factor，但是這些因

素掩飾了輻射的危害。而且沒有辦法證實。我個人認為天底下沒有那

麼巧的事。（受訪者 E2）

二、「應做卻未做的科學」

核廢料的管制呈現了「應做卻未做的科學」問題。環保團體以核電廠為例，

指出冷卻水滲漏對海洋的影響缺乏相關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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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就我講的：那個很多你看不到的，怎麼洩漏的你也不知

道。譬如說核一廠之前那個冷卻水滲漏，那個影響有多大？底下你看

得到嗎？但是在臺灣誰去做了這個調查？包括海洋的沉積物誰去做了

調查。因為國家不補助這樣的調查，包括地方的北觀處做了什麼？它

頂多做了潮間帶的調查，海洋沉積物才是問題。不論落塵或沉積、或

在河流內、一定可以測得到，但是誰做？誰會去做？沒有人。（受訪

者 NGO1）

蘭嶼居民指出居民疾病和核廢料貯存場的設置和輻射異常意外之間的關連，

但卻缺乏長期的調查研究：

因為我們觀察到我們自己族人的一些健康的問題，有一些疾病的

罹患率會慢慢變高，比如說罹患甲狀腺癌的人越來越多，原因卻沒有

人去探究。因當我們看到自己的族人生這些病的時候，我們就會聯想

到跟核能廢料有關係。但是政府並沒有做相關的研究。（受訪者 L5）

有蘭嶼居民認為蘭嶼核種外洩是檢整作業的疏失，懷疑貯存槽的廢水可能外

漏來，若外漏很容易會汙染到地下水，但卻未能有進一步相關的調查研究（專家

諮詢會議，與會者 NGO2）。擔任民間輻射安全促進會理事的公共衛生領域學者

指出，目前無法掌握蘭嶼輻射污染和暴露的全貌，礙於經費和人力，仍還有很多

科學工作應該做：

我們要算曝露評估，風險評估第一個要曝露評估，曝露評估本身

不完整，你只看 1997 年，1999、2000 年我們做了一部分，沒有很完整

的，因為沒有錢，無法做得很完整沒有辦法瞭解整個蘭嶼島輻射污染

的情形到底怎樣 ?，後來台電重新委託中研院的扈治安教授去做研究，

在 2008 到 2012 年間發現許多異常的輻射、環境的污染，整個蘭嶼島，

因為牽涉到人的居住、飲水範圍、生活環境等評估，現在沒有辦法做

風險評估。另外一種風險評估就是以個案方式進行，觀察有多少癌症、

有多少先天畸形與臺東做比較，但這有個困難，是傳統的流行病學研

究沒有做得很好。（受訪者 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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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風險評估途徑及官方「符合標準」的宣稱並無法涵蓋到核廢料對居民造

成心理和精神上的負面影響，尤其是孕婦或父母親關注輻射對嬰幼兒健康的影響：

我在懷孕第一胎深怕這個孩子到蘭嶼會受輻射影響，我哭了一個

晚上很緊張都睡不好，很討厭政府把核廢料放在這個小島。（受訪者

L2-2）

我會對台電的說法不信任。你講一些專業的東西，一般的老百姓

本來就不是懂很多，只是心理層面會覺得這種東西你應該更嚴格的把

關，被報導出來後……它是低於數值，但我們怎麼會覺得放心呢？（受

訪者 L8）

族人都知道核廢料這三個字是一種會傷害人體的東西，因為這些

東西看不到也聞不到，它是無形的，它所產生的危害，是一種很恐怖

的事情。核廢料的影響是相當深、相當全面的。（受訪者 L5）

對當地居民來說，核廢料造成的影響是全面性的：身體的疾病和心理、精神與

社會文化上的衝擊乃是交互影響的，官方風險評估並無法回應當地居民的風險認知

和情境特殊性。媒體對於放射性物質外洩的報導，造成族人社會心理上的衝擊：

蘭嶼他是一個少數民族，我們講健康是指生理、心理、社會這三

個，生理就是我們會不會得病？他很焦慮，然後晚上睡不著，可是他

心跳跟血壓都正常。另外問題是，小孩子不敢嫁人或人家娶到就說你

們那邊有廢料，這三個層面都不健康嘛。……這牽涉到低劑量輻射，

尤其是核廢料貯存場，中、低階核廢料貯存場產生的低劑量的輻射的

影響，這整個鏈就蠻難釐清的，以過去事件我們多次有證據說明異常

的外洩，但核廢料貯存場沒有任何要搬遷的打算，那我想這三個心理、

生理、社會三個層面，大概很難得到平安、健康的概念。即使輻射量

可能只有一點點。（受訪者 E1）

核廢料貯存回饋金政策以貯存桶數量為計算基礎，部落間對於回饋金所代表

的意義以及如何分配使用有不同的看法。少數在貯存場工作的部落族人，不反對

核廢料貯存場，認為貯存場遷移會影響原本在貯存場工作族人的工作機會。族人

間彼此立場上的對立，也衝擊傳統部落人際關係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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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核廢料這個東西背後的誘因出來的時候，會使……民族性

的思維變質……像以前傳統的、人與人互助的精神會被慢慢侵蝕。（受

訪者 L8）

以上顯示目前管制科學（regulatory science）的侷限性。國外環境正義運動

和原住民參與社區環境監測的案例顯示鑲嵌於原住民信仰文化的豐富知識型態，

能夠在環境污染爭議中提供建設性意見，進而弭平知識的缺口、促成科學的改善

或減害。換言之，原住民知識在面對外來專家時，具有點出「應做卻未做的科學」

在哪個領域或層面「未做」的能力。在 2012 年蘭嶼野溪整治工程的爭議中，反

對政府水泥化整治工程的達悟族人實際勘查整治工程如何破壞溪邊護岸的原生植

被以及固床工如何威脅魚蝦的生存、引用既有研究報告強調蘭嶼物種的多樣性和

獨特性，並在說明會上向工程單位說明族人的風險觀和蘭嶼的傳統工法，迫使主

管單位暫緩東清村的整治工程（范玫芳、張簡妙琳，2016）。達悟族人的社會文

化生活跟所居住的蘭嶼島上自然環境有著密不可分的相互依存性和連結性，尤其

河流與水具有傳統文化意涵和重要功能。主流的風險評估未能納入族人特殊的生

活型態以及潛在的危害暴露管道，例如捕魚、潮間帶撿拾貝類、農耕和使用地下

水的方式和食物來源。當危害物質污染了水、土壤、空氣和植物等，污染物會經

由飲食、接觸、吸入等多重途徑最後累積在人體。當前管制監測標準和科學運用

未能涵括達悟族人對於風險的不同詮釋，有必要進一步瞭解當地族人的環境觀、

健康觀和身體觀等，並結合當地原住民知識改善既有風險評估的不足，進而找尋

健康促進的行動計畫。

肆、多重環境不正義的交互作用

蘭嶼核廢料爭議除了凸顯達悟族人所承擔環境風險的分配不公平，同時也

牽涉文化差異缺乏肯認以及程序和參與面向的環境不正義。缺乏對文化尊重與肯

認與被排除在政策制定過程密切關聯，往往帶來不正義的分配結果 (Schlosberg, 

2007)。研究指出在核電工作的員工承受高於一般人接觸的輻射風險，這些核電

廠的勞工通常處於社會經濟的弱勢地位，成為環境不正義的受害者。勞工不僅賠

上健康的代價，甚至可能誘發輻射相關的基因不穩定性（genomic instability）而

影響到後代子孫的健康。儘管此些勞工可能被告知輻射暴露的風險，但他們可能

因生計考量被迫去接受高風險的工作 (Shrader-Frechette, 2012: 135)。對於檢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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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引發的爭議，有蘭嶼居民認為台電將風險資訊隱匿，間接影響工人防護作業的

警覺性，台電管理上的疏失造成工人暴露在輻射危險中：

是台電的教育訓練不夠確實，不然可能是不想透露立即性危害的

事情給工作的作業人員，若是知道有立即性危害的話，怕會有更反抗

的聲音。（受訪者 L1）

台電的委託廠商管理上一個非常大的疏失。工人要去濠溝工作的

時候，基本要穿戴好防護衣及配戴輻射偵測器。若到了濠溝下面後輻

射偵測器叫，就表示這輻射劑量達標，工人原應該要上去休息、換其

他的人。問題是根據在那邊工作過的工人，有的人未把輻射偵測器帶

至濠溝內。根本就不知道接收的輻射劑量到底是多少？所以很多人就

是身體有產生一些狀況，甚至發生沒有穿防護衣下去工作，這個部分

就是廠商為了節省人力及經費支出，在應該要輪替的時候不換人，還

是用同一批人去那邊工作，所以造成工作的工人曝露在過高的一個輻

射值下面，對身體就有傷害。（受訪者 L5）。

有學者專家和居民指出台電輕忽低估檢整作業的風險，質疑防護資源分配不

足，認為官方和台電在蘭嶼貯存場的監督和管理比不上本島核電廠管制的嚴謹：

我覺得台電是草率，他可能低估了這件事情的重要性，工程發包

說不定也砍價……聽說包的是臺灣的公司，就找了一些人，但這些人

也沒有 codify（系統化的分類管理），那邊很熱，整個衛生條件不是很

好，做的時候就很容易出問題。（受訪者 E1）

在整檢過程裡頭的ㄧ些汙泥，或是混雜的ㄧ些東西，連工作人員

也都沒有戴整個防護，在蘭嶼的整個核廢料的安檢並沒有像核ㄧ、核

二廠用的那麼嚴謹，因為它這是一個臨時的處置廠，所以基本上那種

整個編列預算的配置上的器材，沒有那麼多安全考量的處理。（受訪

者 L6）

從事檢整作業的工人，多半處於經濟上弱勢，當有人不幸罹患疾病後，家庭

更陷入經濟上的困境。部落地方組織正持續關注整檢作業工人所承擔不公平的健

康風險和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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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個學生家長，年紀比我還要小，他曾經就是參加過這個檢

整的工作，我不知道他的檢整工作時間是多少，應該是超過一年以上。

他今年年初就被發現罹患血癌。血癌是長期曝露在有輻射下會得到的

一個病。所以到現在，他雖然換了骨髓，但是到後面到 6 月時，他已

經住到安寧病房。這是一個案例，曾經做過這一些檢整工作的這些人，

他後面的身體狀況到底有沒有人去關心他？到目前為止沒有人去關心

這將近一百多個人到兩百個人的身體健康，沒有人去照顧，所以在這

個部分，媒體報導的是確實的，那是真實的。其實我們一直在觀察這

群人，他到後來、他們的身體狀況是怎麼樣？我們會持續去追蹤。（受

訪者 L5）

目前蘭嶼回饋金的利用主要由蘭嶼鄉公所提出經費計畫，並送回饋金管理委

員會審議通過（張存薇，2009 年 6 月 27 日）。回饋金傾向用以補貼族人生活所

需與公共建設，卻未有充裕的經費使用在居民健康風險的長期評估與調查研究，

以及環境輻射檢測以及環境問題的改善。整檢作業造成放射性物質釋出，專家學

者質疑缺乏課責性，而達悟族人和地方組織也表示台電應該要負起責任，並在事

後採取改善環境污染的補救措施：

民眾會有疑慮這樣的事情都沒有人負責，那下一件更大的事情我

要相信誰？人力是無法監督到台電檢整的，處分也只有開罰單，民眾

就無法相信這個體制能為他們爭求權益。他們找永樂公司來做維修，

後來因時程的延宕要趕工，原能會是說因為永樂公司的經驗不夠，這

麼重大的事情，在發標的時候你找一個經驗不夠的人來做，但我們大

眾都不知道也沒有說話的權利的時候，那要民眾接受是微量釋出的結

果，那心態上是否能夠接受？（專家焦點座談，與會者 P2）

台電沒有盡到監督的一個責任，他要做這個工程的時候，他沒有

去監督他委託的廠商，其實他們在作業的時候，東北季風很大，會把

一些粉塵就往外吹。所以會在朗島這比較高的那個一些輻射塵，那就

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們在檢整過程當中因為作業的疏忽，讓這些核種

外洩，其實台電應該要負責去做除污的工作。（受訪者 L5）

達悟族核廢料整檢作業臨時工的健康權益受限於政治動員權力和資源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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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結構系統性地忽略。體制若不能尊重部落價值並真實地承認部落特殊處境，

則分配正義、和矯正正義的概念是無法整合到法律、政策與方案中。部落的處境

特殊性（situational particularity）係指部落文化的差異、殖民經驗、治理能力以

及政治地位，亦即部落的主權和早先於殖民政權的生活模式（lifeways）。肯認

面向的正義需要管制政策和措施將受影響群體的文化、價值和處境納入 (Whyte, 

2011: 200)。既有研究印地安部落環境正義問題的文獻發現，標準化的環境正義

指標無法一體適用在印地安部落。部落健康概念難以概念化操作，不同部落族

人之間文化的差異、生活以及自我認同方式的不同，也使得研究途徑難以直接

適用。印地安部落的環境正義研究不斷地挑戰傳統西方概念對於科學和健康的定

義，並主張將其差異反映在政策制定與管制標準上。部落主權和自治地位的確立

使得美國原住民部落能在其領土上建立其環境管制規定。以 Pueblo of Isleta 部落

為例，基於主權運作和考量部落族人在日常飲用乾淨的水質以及文化儀式的用水

需求，而訂定比新墨西哥州政府更嚴格的水質標準（water quality standards，簡

稱 WQS）。儘管州政府考量到該部落位於水源下游而提出州對下游的水質管制

標準，但部落仍認為這不足以回應部落的關切問題和需要，美國環保署必須履行

部落所訂定管制標準的執法 (Vickery & Hunter, 2016: 40)。美國印地安部落長期遭

受到諸多環境不正義問題，經過部落間長久抗爭迫使聯邦政府將印地安部落的環

境正義定位為聯邦的信任責任（federal trust duty），讓印地安政府和部落居民有

對等的權力和美國環保署就污染問題和健康風險進行談判和協商，而非一味地由

環保署主導。環保署與印地安部落以政府對政府的基礎上談判，達成污染整治的

協議共同合作進行環境不正義的矯治 (Zaferatos, 2006)。印地安部落在環境正義

的奮戰經驗以及聯邦政府肯認部落自決，以及在環境管理和標準制定的主體化過

程，值得國內進一步的深究。

伍、環境監測的科學爭議

STS 研究領域認為科學與技術是社會性的活動，換言之，社會、意識形態與

各種價值並非在科學與技術之外，而是蘊含在其本身。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簡稱 SSK）研究取徑認為科學知識並非單純地反映自然

或是客觀存在，社會文化因素諸如利益、權力和意識型態不僅會影響科學家的活

動，且是科學知識生產過程的決定性因素。科學乃是社會與制度性建構的過程，

「事實」是在特定脈絡與情境所建構（Sismondo, 2004 ／林宗德譯，2007）。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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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將探討環境檢測的爭議、民間團體如何挑戰官方科學實作以及彼此相互抗辯的

過程。

一、檢測數據與科學知識可信度

核廢料貯存場的風險並非「顯而易見」地被感知，反核廢運動轉向主動尋求

科學證據支撐。正如 Yearley (1992) 所言：環境運動具有一種特殊的矛盾情結，

環運人士須仰賴科學證據支撐其論述的正當性，但另一方面，環運人士也必須對

科學權威甚至是科學推論提高警覺。即便科學事實確立，其所代表的意涵不見得

能獲得一致共識；既然科學事實只是暫時性的事實，連帶地「觀察」也並非是毫

無疑問的。科學知識的證成更會受到各自判斷和詮釋所影響。

反核廢團體主動進行環境輻射檢測，並質疑官方測出的數值遠低於民間測出

的數值。監測數值爭議實際上牽涉到測量點的選定、如何檢測、如何取樣等（受

訪者 E2）。擔任民間團體顧問的核工專家質疑官方公布的檢測數據為何在有核

能設施的地方檢測出的輻射值都偏低，其中背景輻射值最低的依序是蘭嶼、石門

和金山，認為官方將檢測儀器設在距離貯存場過遠的距離而影響檢測結果：

把偵測儀擺在 11.5 公里外面。……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不管國

家訂的有多嚴格那就是政策，政府說蘭嶼的背景輻射值是全國最低的，

但在座的各位有人相信嗎？（專家焦點座談，與會者 A1）

量測方法的問題，就像空汙跟水汙一樣，要從那裡去做檢測？如

果在廢水前端做量測，那一定超毒，所以這本身就有很多爭議性，民

間跟政府的絕對都對不起來，因為是量測點的問題。（專家焦點座談，

與會者 P1）

除了測量點的選定，不同的檢測和取樣方式也會產生不同的測量結果。蘭嶼

反核廢組織和反核團體曾尋求國外環保團體援助進行檢測，在 1990 年代末期在

貯存場廢水排放口附近測出人工核種，引起民眾質疑蘭嶼低放貯存場是否混雜了

中高階放射性廢料：

所謂的用一個政府的標準來講，對民眾是不是會產生健康風險，

我覺得太簡單了啦！在 1996 ~ 97 的時候吧，蘭嶼的郭建平去找國際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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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和平組織來測量，測量真的有就有，一直到郭建平找出來，這樣才

會進入一個討論，就是說：核廢料貯存場，外面的排放口的汙染，會

不會造成蘭嶼居民的健康影響。（受訪者 E1）

鈷 60 這些不可以出來的，這是高階的廢料才有，所以他說對人體

沒有影響那是一派胡言，他測到鈷、銫 139、銫 137，這些都是高階的

輻射線耶，所以它放在這邊的很顯然不是低的……銫 137，好像就是超

過這個數字。（受訪者 L2-1）

檢測數據和結果的不一致又牽涉到如何解釋科學數據和潛在的影響，環保團

體以核電廠之前發現壁雕魚為例，指出官方和民間團體間對於核電廠排水口和淨

水口設施造成的環境影響存在歧見，如何解讀污染又須顧慮到對當地漁業的衝擊：

在 1997、1993 年老前輩發現的秘雕魚，地方還送去廣島的研究室

做檢測，確實有啊！銫 137，確實有那個東西鈷 60。但官方版說不是、

他說是因為熱水，所以魚缺少維他命C，我們沒有餵水果，所以秘雕魚，

很多問題、那一種、其實都還在辯論中。當然擁核的一直在說沒有證

據，我們就一直在找有證據啊！我其實不太願意談污染，因為就居民

立場談污染是不是地方漁民不用生存，誰要來這邊吃？後來我們著重

淨水口吸魚事件，把魚卵吸進去、甚至在 2001 年 7 月分我們發覺 5 分

鐘吸進去 40 公斤的魚，他們（台電）再去山上挖壕溝掩埋、都有證據

啊，我們偷偷去跟拍。進水口對生態的破壞比排水還要嚴重。但是排

水不是溫度高就沒事了，我們也有一個朋友他潛水下去看，出水口的

那個都是蛤蠣的墳場。珊瑚都死光。（受訪者 NGO1）

面對民間檢測和官方數據的落差，台電則質疑民間儀器是否符合。民間團體

認為政府打壓民間說法，日本學者同樣也檢測出人工核種（受訪者 L6）。同樣

的儀器，但測出來的結果就是偏高，應該要社會大眾一個合理的理由（專家諮詢

會議，與會者 NGO2）。民間團體進一步質疑管制單位與台電和研究單位間形成

複雜的共生網絡（專家諮詢會議，與會者 NGO2），而組織利益混雜的文化弱化

了科學知識生產的可信度：

講該說的話，那他們退休了通通到這些地方，尤其是民營電廠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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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總經理，那待遇當然是台電兩、三倍。那官員像原能會、原

能所，他們退休都到台電支持的核能資訊學會啊，你上網一查，董事

長是誰？他原來是原能會當過主委。也很多這個台電投資的、或者台

電捐助的所以你聽話，就一路一直幹，而且那個沒有年齡限制，你可

以幹到七十歲、八十歲都沒人理你，這就形成整個核電文化……像核

研所有拿台電的研究經費，在做核能的評估都是核研所在跑，還有清

華大學，怎麼會公正 ?（受訪者 E2）

在官方與民間團體的檢測論戰中，又衍生出公正第三方如何產生以及其監測

結果如何能獲得認可的政治問題：

A1：我們都有去做監測，蘭嶼每一小時有 3.92 毫西弗，1 毫西弗

是 1,000 個微西弗，他（官方）公告的是 0.043 微西弗。

G1：你自己測的也不能算數，我們現在最好的做法是同一個地方

取樣取 3 份，政府分析一份、民間團體一份，如果中間兩者有不一樣，

就把第 3 份送國外分析。

A1：我們把樣本送到日本做檢測，結果外交部去函抗議日本干涉

內政。（摘錄自專家焦點座談）

以上顯示科學不純粹是事實性知識，同時具有政治性。Yearley (1992) 認為科學

專業和科學實作從來就不是無私利性的（disinterested）。在環境運動過程中，科學

事實、科學證據和論證被當成一種大眾組織動員的「資源」，科學證據的提出和援

引形成一種攻防對抗，如何導向正面的協商以及信任關係的重建則是重要的課題。

二、科學管制標準的變動性和灰色地帶

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研究途徑將科學知識視為是有限性與暫時性的。科學的不

完全性（incompleteness）可以指「缺乏知識」、「不知道事實」、「（證據）不

能提供或證明合理性」、「經驗現象的易誤性」、「有限的可觀察性」等 (Yearley, 

1992: 518)。儘管官方強調符合標準，但民間團體認為核廢料對環境與健康影響

是無法用一次性的標準來判斷。核輻射標準值的訂定有特定時空背景，管制標準

乃是片斷且變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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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是人訂的，標準在制定的時候，有它的時空背景發展，原能

會定的標準，要看過去歷史，以前臺灣有核能作業 30 幾年，最主要的

就是核能電廠，後來有廢棄物、環境的輻射暴露的汙染情形，所以這

個標準也會隨著時間而演進，任何國家都是這樣，但他不會是同步的，

有些人會快、有些人會晚一點。（受訪者 E1）

學者專家指出臺灣的管制標準遠落後國際的參考標準值，需要檢討標準值如

何訂定以及所依據的標準為何的問題：

原能會的標準都落後 10 幾年……。國際專業團體訂下來的當然比

較可靠，國際訂的標準牽涉到我們的敏感度跟需求度，因為我們是核

能密集的國家，在國際標準上應該及早要有一些應對。國內所謂環境

輻射防護的法規至目前來講都還遠遠落後國際的參考標準值。因此，

某些政府單位他所講的標準，應要懷疑他確認是國際標準，還是自己

訂的標準。（受訪者 E1）

國際上有國家將核廢料區分為高階、中階和低階放射性廢棄物三類，我國僅

區分為高階和低階放射性廢棄物。核廢料科學定義上存在灰色地帶，產生核廢料

經過不同科學實作的處置後如何歸類以及如何管制的模糊空間：

所謂低放射線的定義是什麼有沒有混那個輻射流出來的水、那個

抹布？那個抹布你去擦了、拖把擦了，那個水是低放嗎？不見得。像

那個三個核電廠的燃料池漏得蠻嚴重的，甚至監察院還提出糾正喔，

水漏出了，他那個水漏出的輻射線很高。還有發生空輻，那地面有集

塵灰，有一次核一廠一公分的灰在地面，那件事情都有披露出來。那

麼厚的一層灰一定是抹布去擦、拖把去擦的嘛。擦完以後那拖把，裡

面到底低放還是中階。國外是分成高中低。就是這個界線很難分，高

就直接指核燃料，中就是指那個銅管，是指那些設備器具。那低是指

衣服帽子口罩。但那個水怎麼算？那個水其實很嚴重、滲水二十四小

時不停的漏，雖然有用杯子、桶子去收集，可是並沒有說收集以後怎

麼弄？像現在不是燒核廢料嗎？一燒那裡面那個渣，像聚寶盆一樣是

濃縮的，那到底是叫中還是叫低？（受訪者 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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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環境運動者是科學家或與科學家結盟，也會面臨許多「務實上的不確

定性」（pragmatic uncertainty），當團體與團體間進行科學事實與論證的競爭，

涉及對特定事實的證明與需要時，表面健全的科學知識也會成為不確定的來源 

(Yearley, 1992)。民間反核廢核工專家對於核廢料分類與管制標準的疑問，挑戰了

所謂科學權威，既有的國際標準是否適用於蘭嶼的特殊處境有待商榷，需要行動

者持續揭開核廢料科學與技術的黑盒子。

陸、由上而下的參與困境

科技風險溝通為風險分析的重要環節，同時涵蓋以下三個論辯層次：第一、

實際證據與科學發現；第二、個人與體制的判斷以及過去相關經驗；第三、個人

的價值與生活方式。第一個層次的辯論焦點並不限於科學技術的考量，往往轉移

到風險與利益的分配以及該計畫或解決方案的社會與經濟面之妥適性。涉及價值

信念與世界觀的爭論，必須藉由開放性的對話並邀請民眾參與決策過程，以尋求

或建立在風險管理上的共享意義或共同立足點 (Renn & Levine, 1991)。針對科技

爭議涉及價值的衝突，溝通與協商是達成環境議題的共識與制定永續發展決策的

要素 (Drevenšek, 2005: 71-72)。族人在核廢料管制政策上的參與仍受限於由上而

下的協商平臺和被動地受邀在環境監測。在福島核災後新一波的反核運動中，蘭

嶼反核廢料組織與北海岸和其他反核團體結盟，形成「四地核廢災民」共同向政

府抗爭。2013 年 4 月核廢災民於行政院與院長江宜樺會談，促成民間與官方核

廢料處置協商平臺，在 2013 年的 7 月 29 日由當時擔任行政院長的江宜樺召開的

第一次協商會議。民間行動促使政府首次將核廢料議題提升到行政院跨部會協商

層級，每三個月召開會議。然而，反核廢團體對政府回應不滿，退出協商平臺，

促使政府檢討現有核廢處置政策的缺失，採納反核廢組織的意見，規劃以行政法

人成立專責機構，推動核廢處置相關業務（受訪者 L5）3。在「四地核廢災民」

協商平臺的參與管道中，不易呈現出蘭嶼達悟族人的處境特殊性，而弱化了族人

傳統文化和原住民知識在制度和知識生產上的建設性角色。

輻射外洩事件後原能會物管局在蘭嶼推動環境平行監測作業，強調「落實資

訊公開、民眾參與及第三者驗證取樣偵測分析」，邀請蘭嶼當地民眾、民間團體

及地方政府相關代表，會同進行蘭嶼各村落環境取樣及輻射偵測作業。原能會指

3 目前行政院提出的「行政法人放射性廢棄物管理中心設置條例草案」已送入立院審議，但版本內
容仍引起不少民間團體質疑。詳見全國廢核行動平臺（2015年 5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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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在「每個部落進行偵測及取樣作業前，除先向參與者說明輻射偵測儀器之使

用及採樣方式外，均由各村落村長或參與民眾指定其輻射偵測及取樣地點」。同

時強調「以校驗合格之輻射偵測儀器進行量測」、各項採樣分析工作委由經全國

認證基金會認證，並核發證書之實驗室─國立清華大學原科中心執行，對外公布

各部落的環境偵測並未發現有輻射異常（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2013 年 10 月 2

日）。

但官方推動的環境平行監測作業，仍未能取信於蘭嶼地方反核廢組織，受訪

的族人質疑第三者驗證機構的獨立與公正性：

其實環境偵測是定點，其實到後面也會有一種作法就是平行監測。

就是他們請我們當地的居民或者是民意代表跟著他們去採取一些物件，

就是採取蘭嶼的農作物，或者是土壤，然後去運送到臺灣的實驗室。

至於他們送到什麼實驗室，我們不知道。我們希望的是能夠由第三方

那個實驗室跟台電、跟經濟部沒有關係的。但是臺灣核能這一塊的圈

子太小，都有一些師生的關係。一直以來他們說的數據都是說安全、

安全。我們就會不太信任。其實你看日本人一來，有一些比較跟政府

比較沒有關係的人來測，用他們的儀器去測，就會測到一些不一樣的

數據，我們當地人起一些疑心，為什麼這些人測得到數據永遠都是安

全的。（受訪者 L5）

政府所強調的資訊公開與民眾參與的概念顯然跟族人對於民主參與的想像，

以及安全家園的需求有很大的落差。原民在制度和機制的參與上自主性不高乃是

重要的問題。當前居民在一種由上而下執行的機制過程中一直還是處於被通知、

告知、被動參與的角色，政府宣稱資訊公開且邀請居民參與，但真正的參與式環

境監測是從在地出發。根據 2015 年修正通過後的原住民基本法第二法規定，為

促進原住民族部落健全自主發展，部落應設部落會議。族部落會議具備公法人的

地位，賦予部落集體在法律上的權利。條文中所謂原住民族的同意或參與概念，

在風險評估和管制標準設定上如何實踐，正是部落關注的議題。不少主張回到部

落會議去決定部落公共事務，但以最近的屏東三地門反濫挖祖靈墓遷葬事件 4 為

例，儘管行政程序上部落會議同意，但被族人質議資訊不透明公開、缺乏尊重和

4 該事件詳細報導請見林倩如（2016年 1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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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溝通、部落文化遭剝奪和違反程序正義。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權利下放至部落

會議，開發單位甚至是公部門可能持漢民族文化霸權或科學主義至上主義而否認

傳統文化觀，或還是採取一些方式引導居民因應問題，這引發到底什麼樣的參與

機制才適切的問題。

參與主動性則來自於人及地方能動性的脈絡，而能動性的產生脈絡，不同族

群及部落皆有差異，一種是從部落內部，另一種則是從部落外部去組織並建立參

與機制。以宜蘭縣寒溪部落的水源頭被侵占的問題為例，長久以來部落原有的水

源頭被公部門強行使用，過程卻沒告知部落。部落青年注意到此議題，聯合耆老

組織行動，這樣的組織行動一直延續至今，延伸關注到鄉公所農地灌溉水設計不

良，導致部落村民用水分配不均，由宜蘭縣崗給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以下簡稱

崗給協會）主動一戶一戶調查部落用水需求，召開用水戶大會並選出委員參與，

每次會議皆邀請鄉公所出席或呈會議紀錄至公所。在 2016 年 1 月 8 日第四次寒

溪巷灌溉水保育管理委員會指出：第五次會議務必請鄉長來參與，並要求灌溉水

管線的施工設計人員同來與用水戶一同討論如何設計更適切的灌溉水管線。而宜

蘭寒溪部落在另一個長期照護議題上參與的主動性更為強烈。2015 年三讀通過

的長期照顧服務法涉及到原鄉老人照顧的問題，崗給協會在 2014 年開始辦理論

壇活動邀請地方長照工作者及專家學者參與，並在 2014 年 10 月與專家學者、原

住民青年、長照工作者組成「原住民族長期照顧修法聯盟」，希望在長期照顧政

策裡面被能夠有原住民參與的聲音。崗給協會除了主動籌組及參與外部修法聯盟

的行動之外，更與大同鄉其他部落在從事照顧工作的在地組織，共同發起大同鄉

長期照顧委員會，試圖讓由部落組成的委員會在未來地方的長照資源分配及服務

上能發揮重要的諮詢及參與的功能。

以上寒溪部落的經驗顯示參與機制的設計上，不是制式的由政府主導由上而

下的納入村民或徒具形式的部落會議參與，而是賦權（empower）地方讓長期運

作且具能量的在地組織居於更重要的參與位置，才能慢慢捲動整個部落的參與，

而這過程牽涉到如何引發在地的能動性，並非每個原住民部落或組織都具備這樣

的主動性，需要創造條件及脈絡，但值得注意的是具能量且主動性的組織，通常

是有部落青年參與並策劃行動。黃淑鈴（2015：39）指出蘭嶼反核廢料運動從

「反殖民」的論述轉向「愛蘭嶼」的論述，從負面的抵抗轉為積極的行動，以往

傳統上各自為政的六個部落逐漸形成一個社區的概念，並取得主體性，其中的原

因也包括蘭恩文教基金會長期從事社區營造、蘭嶼居家關懷協會投入在居家醫療

照顧。未來蘭嶼核廢料貯存場的風險治理可以朝向社區參與式的環境監測。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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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部落全體主動參與則是理想的狀況，需要奠基於長期的草根組織工作。擴大

參與主動性乃是透過地方團體跟青年團體共同組織，外部組織則是扮演協力的單

位，例如輻射知識和監測出來的結果分析，對族人來說是難以親近的，環保團體

可以扮演語言轉譯的角色或致力於地方環境監測人才的培育 5。

柒、結論

蘭嶼核廢料貯存場爭議凸顯風險資訊與知識的鴻溝以及居民承受多重不公平

的交錯，既有輻射監測與官方論述呈現窄化的風險評估，未能涵蓋全觀的健康和

福祉概念。當地族人的風險認知、論述與觀點根植於達悟民族特有的社會生活差

異，呈現文化理性（cultural rationality）。在福島核災以及檢整作業引發輻射外

洩爭議後，蘭嶼居民更加積極採取多樣形式的反抗核廢料行動，向外界表達其訴

求和價值主張。年輕一代的蘭嶼達悟族人透過網路與媒體傳遞核廢資訊與反核活

動，表達其心聲與訴求。蘭嶼部落不同世代的反核行動者與北海岸反核居民、主

要反核團體、跨領域的反核科學家以及福島核災後投身於反核行動的核工專家合

作，形成新的異質性反核聯盟，透過共同的行動，強化反核陣營的凝聚力。反核

聯盟質疑官方的輻射管制標準與監測方法並挑戰官方科學的可信度，也反映了民

間對核能管制文化的不信任。

針對不同的文化群體各自擁有非常不同象徵系統，存在著不可共量

（incommensurability）時，如何處理溝通問題？ Collins, Evans, & Gorman (2007) 

指出人類學家發現即便在巨大的差異存在時，兩個群體看似缺乏明顯的互動而可

能無法穿越彼此，但兩個群體可以互相同意交換的規則，即使他們對所交換的物

體歸諸於完全不同的意義，他們也可能不同意交易的過程的意義。交易的雙方可

以設計出一種「局部協調」（local coordination）。當社群間存在很深的溝通上

問題時，彼此之間持續的互動，透過某些混雜的語言，例如洋逕濱語（pidgin）

來橋接不同領域的專門術語（jargons），而發生了信念與行動的在地協調，此

一象徵性和空間性的動態互動地點（locations），被稱為「交易圈」（trading 

zone）。交易圈的概念提供了跨學科的合作和信念與行動的協調之理論基礎。「交

易圈」的形成或新的跨領域工作乃奠基於「互動型的專業知識」（interactional 

expertise）。以愛滋感染者團體行動為例，行動者習得醫療的語言，提出論述挑

5 感謝崗給協會總幹事宋聖君提供寒溪部落地方參與經驗和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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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既有實驗設計與規則的不適切，引起科學家與研究者的關注，進而與統計學者

結盟，開展跨領域的合作關係，對愛滋病的科學研究提供具「貢獻性的專業知識」

（contributory expertise）。不同文化價值群體的交易圈形成，除了群體中有成員

獲得其他群體世界的「互動型的專業知識」，或可透過第三方來協調，而第三方

需同時具備接近於兩個群體各自語言的能力和兩群體進行對話。

反核廢料運動展現跨領域與跨文化的持續互動和學習過程。反核立場的核工

專家擔任環保團體的顧問，在反核行動中過程中有關科學爭議釐清上扮演重要的

角色，提供具有「貢獻性的專業知識」。而長期從事輻射健康風險評估的專家，

在投身於研究的過程中持續不斷地與核工領域的專家對話與互動，經常被質疑：

「你不是做我們這一行的，然後你怎麼懂我們做的呢？」，為了「瞭解他們在講

甚麼話」，因此開始學習累積核工專業知識：「我們也要從他們那邊學，為什麼

他們的看法會不一樣？也就是說工具不太一樣，像我就是學生物醫學，他們是學

物理的，但是我也要知道他們在想甚麼？希望他們知道我們在想甚麼，為什麼我

們的價值體系不一樣？是來自於我們依據的東西是不同」（受訪者 E1）。輻射

健康風險評估的民間專家，不僅具備醫療專業並習得核工領域的專業知識，嘗試

透過蘭嶼部落組織與族人對話並學習「互動型的專業知識」。輻射健康風險評估

的民間專家基於過去在蘭嶼執行研究經驗，試圖理解族人所說的負面影響，進一

步將居民陳述的直接的感官經驗，轉化成醫療健康專業領域的術語。目前正嘗試

在科學研究進行過程建立與蘭嶼居民的合作與和信任關係，試圖「解決族人所面

對的不確定因素」（受訪者 E1）。陳政亮（2011）提出「公民／科學的運動聯盟」

的策略，鼓吹科學研究者與受害者合作，在研究中帶入受害者的身體經驗和其身

上所銘刻的社會經濟歷史，從而「重新調整其理論、假說、統計方法、收集資料

與推論的方式」，將有助於形塑出新的政治／知識形式並處理「應做卻未做的科

學」。在不同價值體系下，並沒有所謂最佳的組成跨領域和跨文化合作之方式，

需要長時間和心力投入，並在過程中保有彈性，尋求彼此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

面對蘭嶼核廢料處置的高度複雜性，顯示出科學知識的侷限，仍有許多不

可控制的因素。科學和社會不再是可以清楚切割，而是相互滲透和共同演化的 

(Nowotny, Scott, & Gibbons, 2001)。處於當代社會科學和研究的動態性，知識生

產乃基於應用的脈絡，具跨科技性、高度異質性並擴大利害關係人參與評估知識

的品質 (Gibbon, Limoges, Nowotny,  Schwartzman,  Scott, & Trow, 1994)。長期以來

原住民部落的真正需求跟聲音缺乏一個機制被納入公共決策中。當前民間參與仍

面臨核能權力結構和封閉的專家體系之限制。儘管官方在環境監測採平行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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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主導性的作法與可信度仍受到族人質疑；政府成立的核廢料處置協商平臺，仍

屬於諮詢性質，呈現「由上而下」的決策模式和參與困境。國際上社區環境監測

科學的推動和參與式的社區研究之實作經驗值得學習，將有助於賦權在地居民和

能力（capacity）的建立，透過不斷地互動與協商的過程，產生具「社會厚實性

的知識」（socially robust knowledge） (Nowotny et al., 2001)。而 Moore (2006) 認

為值得思考的是參與式科學（participatory science）畢竟仍須仰賴專業者的執行，

儘管科學可能真的能幫助地方居民，但參與者大多數還是處在知識的下游和被幫

助者的角色，或對特定環境議題運動者來說，「是否該進入科學研究」本身便構

成行動策略上的問題。

本研究呈現既有管制科學與監測標準與達悟族人風險詮釋之間的落差，並

指出目前管制科學知侷限，以及「未做」的科學研究應做的必要性。環境正義的

實踐奠基在資訊公開透明、地方參與和課責性。在面對科學證據不充分和諸多不

確定性，核廢料風險治理體系有必要納入預警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

建立完善的風險分析機制，並研析如何具體應用在輻射安全管制。制度變革的推

動必須賦權地方族人在風險評估的科學知識產製和核廢料風險治理上扮演關鍵性

的角色，透過由下而上途徑和局部協調，整合原住民知識和在地科學論述，並重

構蘭嶼族人的環境健康風險與福祉。本研究關注蘭嶼達悟族不同世代反核廢行動

者的風險詮釋和反核廢論述聯盟，未能剖析蘭嶼島上族人間對核廢料風險感知和

論述的異質性和動態性，以及當時雇用在核廢料貯存場從事檢整作業的達悟族臨

時工的風險觀和身體感，未來需要更多跨領域合作投入在原住民面臨的環境和科

技爭議之風險溝通、治理與參與式研究，以及原住民環境正義的政策和法制面研

究，並發展兼顧文化理性和公平性的解決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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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訪談名單

訪談對象 代碼 訪談日期 受訪者背景

北海岸反核組織代表 NGO1 2015 年 5 月 15 日 長期投入反核運動。

輻射防護與醫學專家 E1 2015 年 7 月 8 日 長期投入反核運動。

民間組織核工專家 E2 2015 年 5 月 14 日 曾任核能研究所，福島核災後投入反

核行動。

在蘭嶼生活的臺灣人 L1 2015 年 7 月 14 日 在當地人民宿長期打工換宿的臺灣

人，多次參與過反核廢運動。

蘭嶼達悟族第一代反核

廢人士／宗教組織領袖

L2-1 2015 年 7 月 15 日 達悟族年長者、牧師，為早期第一代

的反核廢料英雄人物之一。在當地有

相當聲望，並曾多次擔任部落會議的

主席。

蘭嶼達悟族第一代反核

廢人士／宗教組織領袖

L2-2 2015 年 7 月 15 日 達悟族年長者，為上述牧師的妻子（師

母）。

在蘭嶼生活的臺灣人 L3 2015 年 7 月 14 日 在蘭嶼生活 5 年的臺灣人，從商，立

場上較不反對蘭嶼核廢貯存。

蘭嶼達悟族反核廢青年

／在地反核廢 NGO 人士

L4 2015 年 7 月 14 日 達悟族青年，目前經營民宿，為在地

青年反核 NGO 的核心人物之一，並

積極公開表達其與組織的立場。

蘭嶼達悟族反核廢中年

人／在地反核廢 NGO 代

表

L5 2015.07.16 達悟族中年人，目前於蘭嶼公家機關

服務，並為在地主要反核廢 NGO 組

織的代表。

蘭嶼達悟族反核廢青年 /
在地反核廢 NGO 人士

L6 2015 年 7 月 15 日 達悟族青年，目前經營特色餐飲業，

為在地青年反核 NGO 的核心人物之

一，並提供空間作為反核廢料以及其

他社會議題之交流討論平臺。

在蘭嶼生活的臺灣人 L7 2015 年 7 月 14 日 在蘭嶼生活 11 年的臺灣人，藝品店老

闆，平時積極關注核廢料以及環保議

題。

蘭嶼達悟族反核廢青年

／在地反核廢 NGO 人士

L8 2015 年 7 月 13 日 達悟族青年，目前經營民宿，並且為

在地青年反核 NGO 的核心人物之一，

並積極公開表達其與其組織的立場。

蘭嶼達悟族反核廢青年

／在地反核廢 NGO 人士

L9 2015 年 7 月 13 日 達悟族青年，目前經營民宿以及休閒

餐飲業；為在地青年反核 NGO 的核

心人物之一，並且積極吸收思考關於

核廢料的相關知識。同時與當地重要

政治領袖有密切關係。

服務於核廢料場的蘭嶼

達悟族中年人

L10 2015 年 7 月 14 日 達悟族中年人，在核廢料場上班，立

場上較不反對核廢料的貯存。

在蘭嶼生活的臺灣人 L11 2015 年 7 月 15 日 在蘭嶼生活了 4 年的臺灣人，目前服

務於蘭嶼公家機關。曾擔任某媒體就

核廢料相關議題的獨立記者。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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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核廢料管制與監督機制專家焦點座談」與會名單

與談者 代碼

前原能會官員，現任職於核能研究所 G1

擔任民間組織顧問之核工專家 A1

環保 NGO 律師 NGO2

環保 NGO 研究員 NGO3

法律學者 P1

政策學者 P2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2014年 7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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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新聞攝影」？― 
以「洪仲丘事件」中 Facebook 粉絲頁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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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群媒體是當代大眾媒體以外的重要影像傳播場域，但社群媒體上大量現場

影像是否可能改變我們對「新聞攝影」的理解？本研究以 2013年「洪仲丘事件」

的臉書粉絲頁為例，擷取「讚」數最高的十幅影像進行分析。研究發現，與傳統

新聞攝影強調「決定性瞬間」等邏輯相比，社群影像具有主觀參與特色，更是要

喚起社群連結。本文提出社群影像可提供有別於大眾媒體的現場資訊，但新聞媒

體要如何運用這些不一定以「新聞」為目的的影像也是挑戰。另外，粉絲頁管理

者在影像傳播活動中扮演了從上而下發揮影響的角色。在多對多的連結中，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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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適合拍照和連結的情境。網路作為另一個資訊傳播場域是否真的更民主與

多元，值得更多分析。

關鍵詞：新聞攝影、大眾的自我傳播、公民影像見證、社群媒體、臉書

壹、前言：另一種「新聞見證」？另一種「新聞攝影」？

「一張照片勝過千言萬語」之說法雖然經常會被質疑，但攝影（錄影）影像

在新聞中扮演的重要見證角色，卻又總被強調（Wang, Lee, & Wang, 2013; Zelizer, 

2007）。在當今媒體技術改變著「新聞」產製方式引起大量實務與學術研究者討

論時，新聞攝影所受到的影響是本研究的問題意識。這或許可從圖1這張照片談起：

2013 年夏天，臺灣發生了「洪仲丘事件」，引起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7 月

20 日遊行當天，社群媒體 Facebook 上出現了一張名標題／圖說為「一早看到這

堆水，哭了！」的照片，得到了超過二十多萬的按「讚」（like）數以及兩千多則

的「留言」（comment）。以傳統「新聞攝影」之角度來看，這張看似隨意拍攝，

構圖不精緻，不符「專業」標準的照片，若粗略地以電視收視調查機構 AC 尼爾

森的公式來換算，其「收視率」達到 1 個百分點，也就相當於臺灣有線新聞臺重

點時段（例如：晚上六點）「整點報導」的收視率數字了 1。當然，這照片之拍攝

與傳播目的似乎不是為了「新聞」，其圖說也非為了「報導」，但當學術研究者

探問新媒體科技如何改變著「新聞」的樣貌時，類似「一早看到這堆水，哭了！」

的這種網路上大量流傳並描繪了某「現場」情境的影像，卻可能有值得探討的「新

聞」內涵。在當今媒介技術情境中，能「目擊」並把「目擊」轉化為攝（錄）影

影像的人已不再只有攝影記者：「一般人」（先不論他／她是新聞事件之參與者

或「剛好」在場的人）也能以數位相機或智慧型手機拍下照（影）片，並能上傳

網路，甚至可以即時傳播。Zelizer (2007) 提出，「見證」（eyewitness）是新聞學

（journalism）的關鍵字。而本文所要探討的正是當新聞現場「見證者」與製作「新

聞」影像者已不再局限於媒體記者時，「新聞攝影」是否會有新的樣貌？

Zelizer (2007) 論述「見證」和新聞學關係時，把西方新聞業發展分為不同

1 當然，如何將網路點閱率與電視收視率進行比較，可能是另一個研究題目了（其中，包括「讚」
與「留言」應算作同一種點閱方式，或應該給予不同的權重？）。另，關於電視收視率調查之計
算方式，可參考林照真（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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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見證」階段：「見證作為報導」（eyewitness as report）、「見證作為角色」

（eyewitness as role）、「見證作為科技」（eyewitness as technology），以及新

聞機構將「見證」外包（outsourced）給在場目擊者之階段。在「見證作為報導」，

大約在 19 世紀，記者所描述的內容主要不是親身見證，而是把他人之見證（例

如，旅人、商人、軍人，或探險家）寫成報導。到 19 世紀中期「見證作為角色」

階段，記者開始被視為「報章之眼」（the eye of the paper），作為媒體代表親臨

現場，把所見證的重要事實「生產出來、說出來、寫下來」（Dana, 1937，轉引

自 Zelizer, 2007: 410）。在 20 世紀，隨著傳播科技發展（例如，攝影、電影、電

報、傳真、電視、衛星技術等），「在場報導」（on-the-scene-reporting）發展為

除了以「人眼」見證，還以媒介技術來進行；「現場」除了變成可被再次看見的

攝（錄）影像，還甚至能即時傳輸，同步被看見。到當代，傳播技術門檻降低，

更讓新聞見證不再被「專業」新聞記者壟斷，一般民眾或「業餘者」也能透過各

圖 1：一早看到這堆水，哭了！

資料來源：截圖自 https://www.facebook.com/504590332928183/posts/50792452259476450459033292
8183_507924522594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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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家用攝影器材，參與新聞見證之生產 2。Zelizer 提出，這是新聞機構把見證「外

包」（outsourced）給民眾的新聞見證新方式（Zeilzer, 2007: 412-424）。本文認為，

近年網路上傳播的大量現場見證影像，除了是新聞機構必須影像見證「外包」出

去，以解決新聞事件發生時，新聞記者「來不及」在場的難題外（例如，風災），

實際上更反映了主流媒體記者不再是現場影像唯一生產者，而新聞「版面」也不

再是現場影像流通的唯一空間。主流媒體之地位受到挑戰。當然，對傳播研究者

而言，這不是太新鮮的事，近年諸如「公民記者」之論述就呼應類似說法。例如，

Hartley 提出「代議式新聞學」（representative journalism）已經過時，現在到了

一個「新聞」是一種全民權利，人人都可以是「記者」的時代。他認為，我們過

去所熟悉的「新聞」概念只是一種發展了四百多年，但實際上仍在改變的「過渡

形式」。以往的「新聞」產製只是一種「代議式新聞學」類型，是受到歷史情境

和技術條件限制而讓特定的人能代替其他人行使新聞資訊傳播的樣態，而這樣態

已逐漸被打破（Hartley, 2009 ／鄭百雅譯，2012：207）。

就臺灣目前情形來看，「公民記者」至今仍是熱烈討論議題，但「人人都是

『記者』」是否成真卻尚待釐清。但主流媒體的確受到挑戰，要如何進行轉型也

成為近年學界與實務界的重要議題。其實 Zelizer 所提出的見證「外包」就可被

視為一種主流媒體之應變方式。而就新聞攝影而言，da Silva & Queiroga (2010) 

也提出新聞攝影組織可與民眾合作，發揮「集體智慧」，發展「協作式新聞攝影」

（collaborative photojournalism）。他們認為，在過往大眾媒體為主「一對多」的

傳播環境已經轉移為當前「多對多」並且「離心化」（centrifugal）的傳播情境時，

影像的拍攝與集結也並非如同過往由大眾媒體所集中生產與分配。此外，社會的

視覺系統（the system of visibility）正逐漸擴大，傳統媒體記者必須發展更多新的

能力，來面對與處理影像細節更豐富、流通速度更快、形式更多元，以及報導內

容多軌發聲（multivoicing）的新傳播情境。他們建議媒體記者要與民眾們共同協

力，製作出更全面和多元的視覺報導 (da Silva & Queiroga, 2010: 106-113)。

但對本文來說，更進一步的問題是：「協作式新聞攝影」真能完成？該如何達

成呢？以臺灣為例，在報導中翻拍網路影像或以「業餘」素材作為報導材料就等於

是「協作式新聞攝影」嗎？其實，da Silva 和 Queiroga 也提醒，表面上使用了「多

2 這些「業餘者」可能是因為剛好在新聞現場，目睹突發新聞事件之發生，以家用 DV攝影機、數
位相機、智慧型手機，或車上的行車記錄器記錄了關鍵的新聞畫面，最後被主流媒體「發現」，
使用於新聞報導之中（例如，2013年 8月 31日基隆八斗子滾下來的大石塊）；他們也可能是主
動地拍攝具新聞價值之影像素材，參與新聞製作（例如，風災中民眾主動提供給電視臺的災情畫
面，或各種消費與社會「踢爆」新聞）。有研究者提出，「一般人」的目擊影像幫助新聞機構解
決了時空上的「物理距離」與拍攝者與被攝者之間心理上的「攝影距離」，因此使得更多現場能
有機會被轉化為「新聞現場」（區國強，201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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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多」或「協作」之報導形式，不一定就等於真正達到「多對多」之實質目標；

「技術」（technological）之匯流也不一定等同於「意念」（conceptual）上的匯流 (da 

Silva & Queiroga, 2010: 115)。例如，集體或網絡（network）的邏輯與大眾媒體的有

所不同，前者強調連結、充滿人際互動，後者則是「一對多」的傳輸。因此，儘管

在產製（production）階段進行「協作」，其發行（publication）與流通（circulation）

未必達到「多對多」之方式。另外，大眾媒體始終具有商業利益考量，「協作式新

聞攝影」作為創新的新聞影像產製模式與新的商業安排之間有著含混（ambiguities）

之處；大眾媒體的商業身分與「協作式新聞攝影」理念可能會有矛盾 (da Silva & 

Queiroga, 2010: 113-116)。以本文的角度來看，實務中的「協作式新聞攝影」是否真

能回應或解決大眾媒體在當前傳播情境之中的合法性問題（儘管先以新聞影像之角

度來看）實際上仍有待釐清。新聞影像見證要如何「外包」也尚待探討。

本文認為，在探討如何達成「協作新聞攝影」之前，要先針對網路平臺上大

量傳播的現場影像進行分析，瞭解內容與形式上的特色，包括「見證」的動機等，

才能進一步探討如何發展結合集體力量與智慧的「協作新聞攝影」。當然，若跳

脫大眾媒體之位置，更值得關心的將還包括新聞攝影是否會出現新樣貌？網路上

大量傳播的新聞現場影像是否隱含了另一種新聞攝影之可能？或，這些影像會擴

大我們對新聞攝影之定義與理解？作為網絡上主流媒體之外新聞現場影像活動的

初探性研究，本文以「洪仲丘事件」中社群媒體平臺的影像活動為對象，透過傳

統新聞攝影作為參照點，嘗試探討媒體攝影記者之外的人所製作的新聞現場見證

影像之特色與「新聞攝影」內涵。

貳、新聞攝影與「決定性瞬間」

沒有攝影術的發明，就不會有新聞攝影；新聞攝影從一開始就跟技術發展關

係密切。當然，新聞攝影之技術議題除了攝影術本身外，其實也包括了攝影術外，

諸如傳輸等技術議題。本文關注網路上大量傳播的現場影像，正也是要處理網路

與社群媒體出現後對新聞攝影之影響。簡單來說，新聞攝影首先可分為「再現」

與「複製」兩層面；前者與攝影術本身之進展關係密切，後者則更有關傳輸方面

的相關技術 3。

除了「再現」與「複製」之技術議題外，新聞攝影也是有關「新聞」的

攝影活動。或者說，新聞攝影是一種以攝影工具進行新聞報導之行為。新聞攝

3 當然，「再現」與「複製」之間並不能完全切割；例如照相技術「數位化」就同時有關「再現」與「複
製」技術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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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不只是「攝影」而已，更有關何謂「新聞」或什麼是值得被「再現」與被

報導。Caple (2013: 38) 分析新聞攝影的圖文關係，歸納了十種「新聞價值」

（news value），包括：包括負面性（negativity）、時間性（timeliness）、鄰近

性（proximity）、顯要性（prominence）、共鳴性（consonance）、影響性（impact）、

新奇性（novelty）、激烈程度（superlativeness）、個人化（personalization）與

審美性（aesthetics）。而新聞照片則可因圖文關係分為「圖像作為核心」（image 

as nucleus）（也就是照片優先、文字為輔）、「圖像作為附屬」（image as 

satellite）（文字優先，照片為輔）與「序列圖像」（sequences of images）（諸

如圖片故事等序列照片）三種（同上引：122-200）。總之，在主流媒體實務中，

新聞攝影有關新聞訊息之傳達；「新聞價值」決定了什麼是新聞攝影的內容。

但除了內容外，Caple 也強調新聞攝影的形式或美學價值作為新聞攝影的重

要組成部分 (Caple, 2013: 91)。攝影記者除了是記錄／見證新聞事件和歷史，也

以某種美學價值來完成他們的工作。當然，拍新聞不是為了拍「美麗的照片」，

「真實」仍是前提，訊息傳達才是重要目的（閻凱毅，1981：5-9）；而突發新

聞由於事發突然而導致搖晃激烈、影像模糊的直擊影像也被視為具有強烈臨場

感和視覺衝擊力的「第一人稱」的攝影美學形式 (Andén-Papadopulos, 2013: 761; 

Mortensen, 2015: 35-36)。但在大部分情形中，專業攝影者極力以具有美學形式

的構圖方式來掌握最能表現新聞事件的一剎那，來進行其「新聞攝影」。Caple

從完形心理學（gestalt psychology）之角度探討影像構圖形式，包括黃金分割

（golden mean）、攝影對象數量、視覺元素位置配置等；她認為，攝影記者除

了要捕捉發生中的新聞事件之關鍵時刻（critical moment），也要透過構圖力量

（compositional power）去吸引和留住（to attract and hold）觀看者的注意力，來

形成一種就算文字內容已被遺忘而影像仍被留存的記憶（memory）(Caple, 2013: 

118)。她說，這就是攝影家 Cartier-Bresson 所描述的「決定性瞬間」（decisive 

moment）：「照片中所有元素配置一起，共同形成具有心理與視覺衝擊的陳述」

（one in which all the elements come together to form a compelling psychological and 

visual statement）（Rosenblum, 2007，轉引自 Caple, 2013: 118）4。

4 「決定性瞬間」作為 Cartier-Bresson的「名言」其實已經被不同世代不同攝影者與理論家以自己
理解的方式採用，經常有著不一致的說法、定義，或「合理化」理由。就 Cartier-Bresson本身來
說，「決定性瞬間」實際上還有關影像元素搭配之幾何形式，或以繪畫形式論述攝影構圖之議題。
不過，Cartier-Bresson也強調「攝影是唯一可以凝固特定瞬間的」，而攝影者必須把握「正在消
失的東西」，在短時間內對「現實向我們提供的大量訊息」進行分割、簡化、掌握攝影機快門，
注意構圖，完成照片之拍攝。Cartier-Bresson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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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決定性瞬間」作為新聞攝影判準是受到質疑的（例如，郭力昕，

2013：20-23）。攝影記者在實務中也不總是拍攝「決定性瞬間」的照片（參考

黃義書，2004：162）。但對本文而言，新聞攝影強調掌握抓取新聞事件的關鍵

時刻以及注重景框之內的視覺元素組合，可以說是傳統新聞攝影的重要特質。圖

2、3、4 是「洪仲丘事件」中《蘋果日報》的新聞照片，以「決定性瞬間」作為

參考點，很容易看以看出《蘋果日報》照片與「一早看到這堆水，哭了！」照片

之間的差異。就形式上來看，前者構圖仔細、平衡、視覺重點明顯、視覺元素之

間主從分明，紀錄內容上既有表情，也有動作，屬重要時刻的重要畫面，並非「隨

意」的一刻 5；後者則相對缺乏構圖，也非除了當下此刻外就無法捕捉到的「決

定性瞬間」。

當然，本文並非要將「決定性瞬間」作為新聞攝影的唯一標準（包括，作為

「好的新聞照片」之標準），而是要提出，傳統新聞攝影強調瞬間時刻與影像構

圖可以說是其明顯特色，因此可作為一個參照點與起點，來觀察網路上「一般人」

所拍攝的現場影像。或者說，當傳統新聞攝影要求製作出具「決定性瞬間」的照

片時，網路上的現場影像的內容又是什麼，如何被拍攝？

在觸發快門的那一刻我們已經本能地固定下一些幾何般精確、嚴格的位置，不會產

生毫無個性和沒有生氣的照片。構圖是始終應該注意的事情之一，但在拍攝的那一瞬間
只能憑直覺行事，因為在我們拍攝的瞬間所有的關係都正在發生改變，機會稍縱即逝。
（Cartier-Bresson, 1996 ／趙欣譯，2013：19-24）

 Cartier-Bresson也這樣闡述過「決定性瞬間」：

一張獨一無二的圖像，構圖上具有如此的力度與豐富性，如此將內涵向外散發，讓
這張單一圖像本身就表現出一個完整的故事。（轉引自 Bate, 2009 ／林潔盈譯，2012：
85）

 另外，延百亮（2005：43）曾分析世界攝影比賽（World Press Photo）的得獎要素，提出「現
場抓拍」為絕大部分獲獎作品中所共享的元素，是「圖片新聞對事件概括性的瞬間表述」。延百
亮之描述可以被看作是「決定性瞬間」在新聞攝影論述中的典型描述：

說到底，圖片新聞攝影就是在按下快門那「一剎那」決定一切！那麼，一個新聞事
件存在形象情節，每一情節又有諸多像瞬間，那一剎那才是能夠反映事物本質，可以表
徵折射整個事件（組照需要多個關聯主題的情節）的決定性瞬間呢？這一瞬間比任何形
象瞬間都具有新聞價值，都有說服力。但它潛在在一個事件中，懂行的攝影師都知道，
要想獲取它，必須用雙眼緊盯每一形象細節，一旦這一瞬間閃現，攝影師就毫不猶豫地
將其鎖定。（延百亮，2005：98）

5 換個方式來說，若攝影記者沒有在當下一刻拍到此照片，就可能再拍不到了（「拍不到」可以指
影像內容，也可以關於構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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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013 年 8 月 4 日《蘋果日報》「凱道 8 月雪 25 萬人送仲丘」

資料來源：攝影：《蘋果日報》，趙元彬，圖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
headline/20130804/35197794/。

圖 3：2013 年 7 月 21 日《蘋果日報》「仲丘犧牲喚醒正義 5 千人燭光伴淚光」

資料來源：攝影：《蘋果日報》，陳國楨，圖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
headline/20130721/35165191/仲丘犧牲喚醒正義 5千人燭光伴淚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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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大眾的自我傳播」中的影像見證活動

若「決定性瞬間」相對屬於「再現」層面之議題，那網際網路與社群媒體則

是有關攝影圖片如何被「複製」之問題。雖然主流媒體以外有關新聞事件的影像

傳播活動可能不只在網路上進行，但網路卻可能是有史以來大眾媒體外最龐大的

訊息流通空間。我們可以想像，若「一早看到這堆水，哭了！」這張照片是網路

出現前拍攝，除非被主流媒體轉載，否則似乎難以在一天之內被 20 多萬人所「看

見」。因此，除了「再現」之外，網路與社群媒體平臺對影像「複製」之影響也

值得注意。

網路與社群平臺又有何特質呢？ Castells (2007, 2009) 提出，網路、行動傳

播（mobile communication）、數位媒體，與各種社群軟體工具（tools of social 

software）之結合造就一種新的媒介現實（media reality），促成了一種連結了在

地與全球、提供互動傳播形式的橫向網絡發展。這種橫向連結的媒體網絡中以

「大眾的自我傳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為特質，也就是「在眾多（個人）

圖 4：2013 年 8 月 4 日《蘋果日報》「凱道 8 月雪 25 萬人送仲丘」

資料來源：攝影：《蘋果日報》，余志偉、趙元彬、侯世駿，圖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
appledaily/archive/2013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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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眾多（個人）之傳播中，內容是自己生產的、散布是自己指向的，而接收也是

自己選擇的」 (Castells, 2007: 248)。透過網路與行動傳播工具之使用，人們可以

把影音上傳到網路、寫作部落格，或開啟網路聊天室，來發展與其他人形成橫向

連結的網絡；或者說，每個人都可以建立自己的大眾傳播系統，成為大眾媒體以

外的另一個重要的傳播管道（陳韻如，2013：7）。對 Castells 來說，「大眾的自

我傳播」具有重要政治意義；它是相對於主流媒體所形塑的媒體和政治景觀之反

向力量（counter-power）6。Andén-Papadopoulous (2013) 延伸「大眾的自我傳播」

概念，提出當今社群網絡與可攝影手機（camera-phone）普及後，新聞影像見證

到了「攝影中介大眾的自我出版」（camera-mediated mass self-publication）時代。

尤其在 YouTube 等影音分享平臺以及具備攝影功能的智慧型手機之出現後，網路

成為了大眾媒體之外的另一個「見證場域」（field of witnessing），大量「我親

眼所見」（I-witness）影像被生產與傳播，並經常成為公民或異議人士用以對抗

國家政權並召喚行他人行動的說服活動。在「大眾的自我傳播」中，見證影像的

生產與散布已成為社會視覺經濟（visual economy）和視覺戰爭（image wars）的

重要環節 (Andén-Papadopoulous, 2013: 755-756)7。

6 另外，Castells提出，「大眾的自我傳播」不只改變一個國家的政治景觀而已，還改變著全球政
治之樣貌。特別是對社會運動者而言，網際網路、社群媒體，以及行動科技提供了他們用以同時
對抗主流媒體和政權，並進行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之媒介（medium）。在即時、靈
活、媒材彈性高與多樣化的「大眾的自我傳播」活動出現後，什麼是能被看見、聽見、接觸到的
意見、資訊，與影像，已不再是主流媒體和國家政權（不管它是「民主」或「專制」政權）所能
完全掌控的事。網路社群媒體對真實社會的體制與運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促成新型態且多樣化
的「公民參與」（citizen participation）模式（翟本瑞，2011），包括近年「茉莉花革命」（Tunisia’s 
Jasmine Revolution）與「阿拉伯之春」（The Arab Spring），改革者如何透過網路社群（以
Facebook與 Twitter為主）反抗既有的政治體制，並成為全球媒體景觀之一部分，成為了許多傳
播研究者的研究主題（例如 Khondker, 2011; Skinner, 2011）。

7 在 Andén-Papadopoulous (2013) 所討論包括緬甸、伊朗、埃及、利比亞，以及敘利亞的案例中，
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公民媒體見證經常連結或產生出「烈士」（martyrdom）的概念，或簡單來說，
這些見證影像素材往往在抗爭現場中，由倖存者（survivor）所拍攝關於某些犧牲者之死亡／受難
情景。Andén-Papadopoulous把這樣的媒體見證連結到的宗教上的烈士傳統（martyrology），
提出這些見證影像之所以具備強大的道德和說服力量，正是來自於那些受苦和遭遇死亡的身體景
象；受難影像一方面確立了見證的真實性（authenticity），另外一方面賦予了這些見證難以被
反駁的正義（righteousness）。Andén-Papadopoulous分析 2009年伊朗德黑蘭發生的反政府
抗議中少女 Neda Agha-Soltan之死亡事件，以及記錄了其死亡情景的手機之散播，認為這些見
證影像透過再現（re-present）事件的暴力與傷痛，形成了受難者、觀看者，以及影片拍攝者互
為主體（inter-subjective）的關係。或者說，肉體死亡之媒體見證不只是「見」而已，更是形成
包括觀看者之主體參與到見證現場的苦痛經驗中 (Andén-Papadopoulous, 2013)。「『再』現」
（re-present）不只是呈現而已，還包括重新再場與體驗。Andén-Papadopoulous也舉美國 911
事件的在場者的拍攝經驗為例，在某些難以言說的苦痛經驗過程中，攝影或錄影行動或許是一種
Marianne Hirsch (2003) 所說的「沒有理解的看見」（to look without understanding）；或者說，
以攝影／錄影來進行見證不必是有目的或為了產生理解的行為，而純粹是一種身體「在場」的經
驗而已。如同一位拍攝 911攻擊事件情景的目擊者所說：「我其實並不知道自己經驗了什麼。實
際上我是把自己隱藏在我的照相機背後。是我的照相機承載了見證。」（Zelizer, 2002: 706，轉
引自 Andén-Papadopoulou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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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文來說，Castells 與 Andén-Papadopoulous 的說法一方面強調了傳播活動

中「技術」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也讓我們注意到影像見證同時有關「再現」

與「複製」8。事實上，新聞攝影史從不只是「再現」（或拍攝）技術發展而已，

更有關「複製」技術之突破。Cruz & Meyer (2012: 215-217) 以 iPhone 手機為例，

提出近兩百年來攝影技術之演變除了是製造照片（making of images）方式之改

變外，更同時關於「影像處理」（processing of images）和「影像展示／流通」

（showing/distribution of images）。他們認為，智慧型手機開啟了攝影史的新紀元；

「智慧型手機攝影學」（iPhonegraphy）之「移動性」（mobility）與「便易性」

（ease-of-use）特質，將「連結性」這種新元素加注在傳統的攝影實踐之中。以

本文的角度來看，影像之流通技術表面上雖不是「攝影」本身的事，但卻是哪些

影像會變成大量被看見的「新聞影像」之關鍵 9。實際上，新聞影像之所以有價

值，除了因為有某個攝影記者拍下重要的新聞畫面而已，更是這些畫面能大量被

複製在報紙、雜誌，或電視中，被許多人所看見。McLuhan（1964 ／鄭明萱譯，

2006：36）認為「媒介即訊息」，也提出「媒介作為其他媒介的內容」。對影像

傳播或新聞攝影研究者而言，當攝影總非單獨被使用時，要真正理解新聞攝影便

不能只談「再現」或「生產」，更必須顧及影像之展示、流通，與「複製」之層

面；或者說，當攝影術成為了網路之內容時，「複製」或「流通」方式之改變所

對新聞攝影的影響。

某種程度來說，本文嘗試一種新的新聞攝影研究典範。有別於過往研究者

大多從「攝影」談新聞攝影，本文則以什麼樣的新聞現場影像會被複製、接收、

消費，與賦予意義，也就是從「複製」或「什麼樣的影像會成為『新聞影像』」

之角度，來探討那有別於主流媒體視覺系統的另一種（可能的）「新聞攝影」。

這除了因為在「大眾的自我傳播」中，「攝影」者也可能是影像的「複製」或傳

播者 10；更是因為在網際網路與社群平臺上，影像的「複製」可能與「再現」扮

演同樣甚至可能更重要的角色。若「再現」主要有關影像之「內」視覺元素（包

括視覺元素之間的配置）、新聞現場，與新聞意義之間的關係；那「複製」更有

關影像之「外」，影像如何被連結、複製、賦予新聞現場意義與重要性的過程。

8 另外，兩人的論述也同時關注到新媒體技術之政治影響，這也提醒了我們注意大眾媒體以外影像
見證活動的政治意涵。

9 其實以此角度思考，文字內容（相對於影像）也可能有類似情形。但初步來看，影像之複製特質
似乎又與文字有所不同，這將牽涉到更深入有關文字與影像媒材之比較與分析。

10 這也是近年引起許多討論的「使用者產製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或「創用者」
（produser）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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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 Dijck (2010: 402-411) 在討論 Flickr 照片分享平臺時，提出網路上的社群媒體

文化是一種「連結的文化」（culture of connectivity）。使用者在其中與他人分享

內容、對話，參與某種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和連結式經驗（connective 

experience）11。本文也想像，當新聞攝影的傳播活動並非透過大眾媒體管道而在

網路空間中進行時，或者說，當有關新聞或公共事件之影像傳播並不是以縱向的

方式播送，而是以橫向的方式進行連結時，新的傳播方式是否會對人們透過影像

理解與認識新聞事件造成什麼影響？攝影「再現」與影像「複製」之間是否會有

新的方式、關係，與結果？

肆、分析對象：「洪仲丘事件」Facebook 粉絲頁

准此，本文以新聞攝影的角度，分析網路上「一般人」或非專業者所進行的

現場見證影像活動之樣態。

本文作為一個初探性研究，希望找出這些影像之特性，並進一步進行新聞

攝影理論層次上的對話。本文以新聞攝影作為立場與觀點也是一種觀察與分析策

略，因為若新聞現場之見證影像之所以具有重要性，往往因為它和「公共」有關；

那新聞攝影作為一種關於公共事件影像之產製活動，或許可作為一個有效的觀察

和比較起點。另外，這也是以「新聞學」作為關懷重點的研究角度。在觀察資料

過程中，本文將聚焦以下三項：

一、 與新聞攝影比較，網路上有關公共或新聞事件之現場影像有何內容與形式上

的特色？

二、 從「複製」與「連結」之角度來看，這些影像有何特質？

三、 對新聞攝影而言，這些現場見證影像有何理論上的意涵或啟發？

在開啟研究之際，本研究首先會面臨研究方法上，包括研究對象、範圍，以

及資料蒐集等技術上的挑戰。首先，與具有特定時間、範圍或「版面」的大眾媒

體不同，網路上的影像傳播活動範圍相對難以掌握 12。若以特定網路或社群平臺

11 不過，van Dijck也提醒，表面上開放的網路空間和社群媒體中，可能存在研究者注意的某種「技
術無意識」（techological unconscious）；也就是說，人們並不需要，也不需自覺專業知識就能在
這持續發展的數位環境進行合乎個人目的的社群互動和連結行為，但在這些社群媒體平臺背後卻
可能存在某種運作機制，或如同 Beer所說的「演算法的力量」(van Dijck, 2010: 403)。van Dijck 
舉 Flickr上的「標籤雲」（tag cloud）和熱門排行機制等為例，強調社群媒體的設計和架構可能無
聲無息地影響了使用者的社群參與行為。或者說，「連結」（connectivity）不必或不一定等於是
真正意義上的「集體」（collectivity）。對本文來說，當我們以集體見證之角度觀察和分析社群媒
體上的連結活動時，或許也需要注意社群媒體平臺的特性對連結行為和影像見證活動之影響。

12 儘管是主流媒體在網路上的「版面」，除了「官方網站」外，也可能有建立在社群媒體平臺上的
粉絲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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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資料，仍會遇到不同平臺（例如，部落格、BBS、微網誌，以及社群平臺）

上可能有不同樣貌的影像傳播活動，並且也可能由於使用者組成和使用方式之差

異而有不同的資料樣態。另外，對傳播研究者來說，蒐集與整理大量網路資料也

是技術上的難題，涉及大量傳播學以外的技術與知識。因此，本文事實上也是一

個跨領域研究之嘗試，希望透過傳播與資訊科學研究者的協力，蒐集社群平臺上

的大量資料，來進行傳播現象與新聞攝影理論之間的對話。

作為起步，本文以臺灣最多人使用的社群平臺 Facebook（財團法人資訊工業

策進會，2012）作為觀察對象。基於資料撈取範圍的可行性和資料本身的穩定性

等考量，本文以 2013 年臺灣「洪仲丘事件」中 Facebook 上兩個最重要的粉絲頁面

─「聲援永遠的好朋友─洪仲丘 請大家幫忙替他找出真相，不要讓他白白犧

牲，讓他繼續發光發熱」（ID: 504590332928183）與「還仲丘公道！─公民 1985

行動聯盟」（ID: 306729736131098）（後粉絲頁改名為「公民 1985 行動聯盟」）」

─自 7 月 11 日（「聲援永遠的好朋友」粉絲頁成立日）至 8 月 11 日（凱道紀念

活動後一週）為止的所有公開資料 13，包括貼文、留言，與按「讚」數等。以這兩

個粉絲頁的資料來觀察網路平臺的影像傳播活動，也是呼應 Castells 所說，「大眾

的自我傳播」是相對於主流媒體所形塑的媒體和政治景觀反向力量之說法；本文好

奇，若這種反向力量真的存在，那又將如何反映在見證影像之內容與形式上？

截至 2013 年底，該兩個粉絲頁分別有 17 萬和 26 萬人次按「讚」14。初步

統計從 7 月 11 日至 8 月 11 日期間兩個粉絲頁合共 24,001 篇貼文，其中有照片的

貼文共 2,428 篇，有影片的則有 894 篇，共占全部貼文 13.84%（見圖 5）。但值

得注意的是，若以按「讚」數作為 24,001 筆貼文的排行標準，按「讚」數量最

高的前 10 篇貼文都是具有照片的貼文。在「讚」數量排行前 100 篇貼文中，有

照片或影片的共占了 54 篇（見圖 6）。如果再以所有貼文總按「讚」數與照片

的按「讚」數比例來看，更會發現照片的按「讚」數（1,876,117）占有所有貼文

總按「讚」數（3,067,988）的 61.16%。換句話說，在本文蒐集的資料中，照片

雖只占全體貼文數量的 10%，但這些貼文的按「讚」數卻占了所有按「讚」數量

的 61%（見圖 7）。當然，若要仔細追究照片與「讚」數之間的相關性，還必須

13 在 Facebook平臺中，粉絲頁貼文與回應欄位屬「公開資料」（public data），意即當註冊使用
者登錄並連結至該粉絲頁頁面後，便可瀏覽其上之所有貼文與回應資料。但由於相關資料涵蓋大
範圍頁面與多樣化欄位，無法單純以人工方式逐一擷取。據此，可選擇透過 Facebook所提供之
Graph API功能，透過粉絲頁 ID設定即可進行粉絲頁公開資料之查詢及蒐集動作。在 Facebook
平臺所有註冊使用者及粉絲頁均以唯一之 ID為辨識基礎；透過 ID指定，即可查詢相關公開性資料。
本資料撈取時間為 2013年 8月 19日。

14 在 Facebook中，按「讚」是加入公開性粉絲頁並「追蹤」相關訊息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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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全部貼文比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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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讚」排名前 100 比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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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更仔細的研究設計與分析，例如，去辨認到底是因為照片，還是照片旁的文

字描述引起了按「讚」數。但無論如何，就初步來看，在這兩個社群平臺粉絲頁

面中，影像扮演了重要角色，參與了大量被按「讚」的貼文之傳播活動。

伍、 分析一：以影像見證「報導」新聞現場 vs. 以影像見

證「參與」活動

在大量的影像傳播活動中，哪些又是特別被注意和流傳的照片呢？和傳統的

新聞照片比較又有何特色？本文以下將從資料裡所有貼文中「讚」和「留言」數

量對多的影像來開始討論。事實上，本文開首提到的「一早看到這堆水，哭了！」

的照片也是兩個粉絲頁貼文中按「讚」數量最多的圖片（共有 381,387「讚」）15。

15 「一早看到這堆水，哭了 !」同時出現「公民 1985行動聯盟」和「聲援永遠的好朋友」兩
粉絲頁上，並同時是該兩個頁面上按「讚」數最高的貼文。也因此會兩個網路連結 https://
www.facebook.com/504590332928183/posts/507924522594764 和 https://www.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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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所有按「讚」數量比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傳播研究與實踐7(1)-06 區國強.indd   155 2016/12/21   上午 10:41:46



JCRP, 7(1), January 2017156

但，以「專業」之角度來看，這是一張「新聞照片」嗎？就「新聞價值」而言，

儘管支持者送水也具有新聞資訊上的意義，但這意義似乎不足以讓它成為一張重

要的新聞照片（最多可能只是「花絮」而已）。另外，若就形式上來看，它沒有

要捕捉新聞事件最精彩瞬間、不講究視覺元素搭配、重點也不突出 16（可再次比

較《蘋果日報》攝影記者拍攝的照片）。從「專業」來看，此照片非常「業餘」。

不過，正因為此照片不夠「專業」卻更值得討論；因為當「專業」攝影記

者意圖以更精準的視覺元素配置構圖去捕捉新聞事件之重點時，「一早看到這堆

水，哭了！」這照片卻讓我們看見另一個被「專業者」忽視，但卻引起許多人關

注的現場場景。當新聞攝影強調「決定性瞬間」能吸引觀看者目光時，「一早看

到這堆水，哭了！」這照片卻也引起了 38 萬人的點閱。當然，到底是這影像貼

文的影像還是文字描述引起了大量連結仍是值得探討的事，但非「決定性瞬間」

的「業餘」照竟能被大量觀看，卻也衝擊了我們對何謂「新聞影像」的想像。其

實，在所有按「讚」數排名前 10 名的貼文中 17，許多照片都和傳統新聞照片之內

容與形式有很大不同。除了兩張以類似的高角度拍攝 8 月 3 日晚上大量群眾集結

凱道形成「十字形」（圖 8、9）圖案的照片與傳統新聞照片比較接近外，其他

八張大量按「讚」數的照片都大多不是專業攝影記者會捕捉的場景與時刻，以及

會採用的構圖形式。其中有兩張是拍攝 7 月 20 日遊行結束後沒有垃圾的乾淨現

場（圖 10、11）18、一張是視覺重點不明顯的集會現場人群背影（圖 12）19，另

外兩張則比較像是參加遊行者的「紀念照」（圖 13、14）20。若有限版面的媒體

com/306729736131098/posts/308894605914611。本文在分析部分，各圖的按「讚」數目均為「公
民 1985 行動聯盟」和「聲援永遠的好朋友」兩個「粉絲頁」於 2013年 8月 19日資料撈取時之
累積「讚」數。在這兩個粉絲頁面上，經常會出現同樣的貼文或照片，並同樣引起大量的「讚」
或「留言」。但目前尚無足夠資料確認，兩個粉絲頁管理員之間是否有合作或互動關係。本文中
以「總『讚』數」描述者，均為此類同樣出現於兩個粉絲頁中的照片之加總。另外，由於本研究
撈取資料和網路截圖時間並非同一天進行（也就是說，在資料撈取後，仍有社群媒體使用者對這
些照片按「讚」、「分享」或「評論」），因此截圖中的「讚」數會和原撈取資料的有些微差距。
本文各照片圖說中的「讚」數，均指資料撈取時後設資料中的「讚」數。除此之外，為保護使用
者隱私，本文引用 Facebook網路截圖時，均對使用者名稱與頭像（包括照片中的人臉） 加上馬
賽克。

16 例如，以「專業」角度來看，該照片除了留言的紙張與其後面的水外，包括建築物的欄杆與只看
到背面的人，都以說是「多餘」的。

17 圖片旁引號中為原本 Facebook上標題。

18 我們可以想像，對「專業」攝影記者來說，也可能會拍攝類似的主題；但他們可能會選取民眾「撿
垃圾」的動作，或用更富有構圖感的方式去表現出「萬人上街不留垃圾」的「乾淨」。

19 同樣以「專業」角度來想像，攝影記者可能必須拍出現場氣氛，包括抓取抗議民眾的表情等。

20 再次說明，以「專業」的眼光只是用作觀察與分析照片之參照點，並無貶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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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立即修法、終結黑幕！！冤案重審、還原真相！！（晚間 20:00 空拍照，

感謝 XXX 攝影，鄉民 XXX0000 於 ptt 提供連結）

資料來源：截圖自 https://www.facebook.com/306729736131098/posts/315347458602659。
註：「讚」數：142,240。

圖 9：沒有真相，沒有原諒！（感謝鄉民 XXX 提供）

資料來源：截圖自 https://www.facebook.com/306729736131098/posts/315341031936635。
註：「讚」數：6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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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萬人上街不留垃圾！這就是我們的公民素質

資料來源：截圖自 https://www.facebook.com/306729736131098/posts/309132185890853。
註：總「讚」數：215,095。

圖 11：公民水準這麼高，政府水準這麼低！

資料來源：截圖自 https://www.facebook.com/306729736131098/posts/315408655263206。
註：「讚」數：96,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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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不到 5:00 主席就已經宣布，現場人數已經超過 2 萬人！！（感謝網友

XXX 上傳照片）

資料來源：截圖自 https://www.facebook.com/306729736131098/posts/315294965274575。
註：「讚」數：52,589。

圖 13：公平正義～緬懷仲丘燭光晚會。臺灣加油！！甲中團永懷你～仲

丘！！！

資料來源：截圖自 https://www.facebook.com/504590332928183/posts/508097342577482。
註：「讚」數：51,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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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某些新聞價值只拍攝與傳播了非常少數的現場影像；那在相對沒有版面限制

的社群平臺空間中，這些「很難上版面／上不了版面」的現場影像卻得到了被看

見的機會。這些看似不「專業」的「業餘」照片，實際上得到了 90 萬個按「讚」

數！它們不一定關於「決定性瞬間」，但引起了 90 萬次的觀看與連結，被大量

複製，以另外一種方式進行另一種新聞現場的見證活動。

進一步來看，這些照片反映出同樣是「在場」的「見證者」，但所見證的內

容與形式是可以非常不同。當媒體攝影記者透過使用攝影工具掌握新聞現場重要

瞬間拍出具有「新聞」內涵與視覺元素恰當配置的新聞照片時，社群平臺使用者

所關注的「現場」往往很不一樣。若新聞現場大多具有「高潮點」或精彩瞬間，

而這也經常是「專業者」所關注之時刻（對攝影記者來說，這也是最能表現「新

聞性」的時刻）；那對非專業新聞人員而言，「高潮點」之外（包括新聞事件「發

生之前」與「發生之後」）的時刻也可能具有重要性。當然，這必非指「專業」

觀點一定「不對」；但卻不是「完整」的新聞現場。也當然，新聞現場發生的每

樣事情不可能都會變成新聞記者的對象，但如果說主流媒體之現場影像構築了新

聞事件的影像樣貌，那社群媒體上的影像的確挑戰著主流媒體影像景觀。當然，

本案例兩個 Facebook 粉絲頁不只是「一般」的粉絲頁而已，其粉絲頁之成立就

是要進行抗議活動，但透過隨身攝影工具與社群媒體平臺，抗議者的確有能力與

圖 14：本版管理員為仲丘的大甲高中好友，我們從北中南各地親上火線，晚

上六點我們立法院見！！！

資料來源：截圖自 https://www.facebook.com/504590332928183/posts/508003879253495。
註：「讚」數：48,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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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以自己的方式與觀點建構其抗爭活的影像樣貌。實際上，回顧臺灣政治與傳

播史，例如解嚴前專門以「黨外」角度紀錄與傳播「黨外」活動的「綠色錄影小

組」，就曾以 ENG 攝影機衝擊著大眾媒體對「黨外」活動所形塑的影像樣貌；

不過，在當時，能拍攝影像者（包括有能力購買與操作 ENG 攝影機）仍限於非

常少數的人，建構抗爭影像景觀之方式也只能透過少數場合或方式（例如，販售

VHS 錄影帶）（官鴻志，1987：46-55），可以說是一種「小眾媒體」對抗「大

眾媒體」之做法。「一般人」尚難以（並且是即時地）參與到影像與其意義之建

構過程中。但現在，「一般人」也有機會透過拍攝、分享影像、按「讚」，或「留

言」參與到建構抗爭事件或新聞現場的影像景觀過程中；以「社群」（相對於「小

眾」）或集體連結方式扮演「媒體」角色 21。無論如何，媒介技術發展提供了新

的影像見證與影像景觀之可能性，對亦認為自身是要紀錄歷史的新聞攝影記者具

有挑戰的意味。

另外，延伸來看，以影像見證之過程來看，這反映了新聞記者與「一般人」

各自和新聞現場之間有著不同的關係，也讓見證到的內容與形式非常不同。兩者

雖都「在場」，但「專業」攝影者卻比較是扮演「在場的局外人」之「旁觀」角

色，以完成新聞照片之心態，設法把看見到的現場視覺元素構築出一張新聞內容

與影像形式合一的影像。至於「非專業者」（他們往往也是新聞事件的參與者），

其在新聞現場中有著相對「主觀」與「個人」的位置 22，是從自身經驗與參與者

角度「在場」與「見證」新聞現場 23。兩者之間對於什麼是重要的、值得拍下來，

與該被他人 24 看見的影像，可能會有著非常大的差異。但這樣的情形也展現了新

聞現場的影像見證之複雜性。Mortensen (2015: 31) 認為，尤其在衝突的新聞事件

中，非新聞專業人員的「在場者」進行影像見證時，有著同時作為紀錄者與新聞

事件參與者之雙重角色；新聞現場對他們來說有著和新聞人員不同的「旨趣」

21 我們可以大膽地想像，若 1986年許信良「闖關」回國時已經有智慧型手機與社群媒體的發明，
臺灣政治發展是否也會有所不同呢？其實，有關「黨外」時期「小眾媒體」發展到當前「社群媒體」
後，抗爭現場影像會有什麼改變或是否有不同的影像特色，也是一個值得延伸研究的問題。

22 在此，「主觀」與「客觀」是指攝影者與新聞現場之間的關係和位置；無關其產生出來的知識或
資訊是否「客觀」。

23 以圖 12、13與 14為例，參與者正視鏡頭的集體照事實上就強烈地展現了一種「我（們）在場」
的參與者位置。而幾幅只拍到前方的人背面，看似沒有視覺重點之照片，則可被視為「主觀鏡頭」，
突顯了親自在場並參加著抗議活動的參與者視角（因為在人群之中，除非刻意轉身過來，否則前
方視線正是其他人的背面）。另外，在圖 11下方，亦可看到拍攝者和同行者反射在地上的影子；
這對「專業」攝影記者來說，除非有特定的構圖或新聞意義，否則多會避免「自己」成為畫面中
的視覺元素。

24 當然，專業者與活動參與者所想像的「他人」是誰，也可能會對什麼影像會被生產有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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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因此，我們其實要從「參與新聞事件」而非「報導新聞事件」之角

度來理解其新聞現場的影像見證行為。但這代表這些影像沒有「新聞」意義嗎？

事實上，本文認為若我們能跳脫「專業」角度來思考，這些非專業者的影像其實

提供了「旁觀」的專業者所無法提供的許多新聞現場相關資訊；例如，當專業者

以某種常規方式尋求新聞事件的「高潮點」或視覺重點時（例如，重要人物登場、

激烈的現場者反應、具象徵性的視覺符號），活動參與者所拍攝與分享的影像則

讓我們另外一個充滿主觀並帶有主觀情感的現場（例如，「市井小民」的參與和

感動、集體散發的「公民素質」，以及「一起參加」訴求公平正義的集體情感）。

若專業攝影人員總必須保持「客觀」的位置從「外」觀察與見證新聞事件，那在

場參與者的影像則提供另一種「主觀」、從「內」觀察、感受，與見證新聞事件

之視角。當然，再延伸一步來看，這牽涉到新聞攝影或新聞的「客觀性」問題，

但若我們願意先接受「客觀性」並非新聞之唯一判準，或許能從這些非新聞專業

者之影像取得對新聞現場和新聞事件更多的理解。此外，若我們又超越「實體」

新聞現場才是「新聞現場」之思考方式，那社群媒體平臺上的現場現象活動或許

也可被視為另一個具有重要「新聞價值」的現場，一個專業者過去所忽視、無法，

或沒能力去「看見」和「報導」的另一個「新聞現場」。

另外，以傳統新聞攝影作為參照點，我們更可進一步發現新聞攝影專業人員

與現場參與者之影像的「見」和「證」，有著不同的比例與特色。Peters 提出，

見證本身其實包括了「被動地看」（passive one of seeing）與「主動地說」（active 

one of saying）兩個部分，也就是對事件的經驗（experience）與產生該事件的論

述（discourse）是構成見證的兩大元素 (Peters, 2009: 709-710)。那對新聞攝影專

業人員來說，其旁觀的觀察位置與主動地採用現場視覺元素來構成新聞照片的行

為，其實反映出他們在「看」與「說」之間的微妙游移。一方面，他們被期待（被

要求？）是被動的目擊者，另外一方面又必須主動地透過自身攝影位置、鏡頭選

取，與快門和光圈等技術操作，掌握現場視覺元素，構圖取景。其實，在最嚴格

的意義上來說，他們的「旁觀」其實並非絕對的「旁觀」，因為就算能保持被動

地「看」，但「說」和「證」始終具有主動的選擇。至於現場參與者作為新聞事

件的一分子，其「看」與「說」之間的關係則顯得含糊，也難以保持被動，因為

他們正是新聞現場景觀的構成者之一；他們所「看」見的影像正包含了其主動參

與，其所「說」與「看」也都同時是經驗和論述；他們一方面主動地（以影像）

「論述」其「經驗」，另一方面主動地「經驗」著其（影像）「論述」。事實上，

參與者的影像見證已經是新聞事件之一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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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分析二：再現「決定性瞬間」的影像空間 vs. 喚起情

感／認同／參與的「連結」行動

如果我們把照片即時上傳網路以及其後的按「讚」與「分享」等行為也考

量進去，將會進一步清楚地看見新聞事件參與者的影像見證之「行動」與「時

間」特質。如果說傳統新聞影像是要以影像來「再現」新聞現場，或是要在二維

影像空間中表達新聞事件的相關資訊（也就是把三度的現場空間轉為二度影像平

面），那本案例中大量被流傳的社群平臺影像則除了二度影像平面之製作外，更

包括由圖片的傳播而引起回應、分享，和連結的時間性活動。或者說，它們是要

透過見證式影像與文字圖說的結合，產生社群之中人們之間的連結活動。其中，

圖說 25 與影像之間的關係值得討論。傳統新聞影像也有圖說，或我們平常接觸到

的各種影像（不管是新聞影像、廣告影像、生活影像等等）也經常是搭配文字來

一起閱讀／觀看 26，但在傳統新聞影像中，圖說或「圖—文」之間的關係主要有

關新聞資訊的傳達與新聞意義的詮釋 (Caple, 2013: 122-174)，但以本案例流量最

高的照片來看，「圖說」不只是「說圖」而已，更隱含了該圖片應該引起什麼樣

的回應，例如激起觀看者對圖片中所描述的事件之關注與參與 27。如果說傳統新

聞照片是以「再現」為主要目的，那社群平臺影像則更有關「人際」或使用者之

間的互動。從一些按「讚」數超過 10 萬的照片來看，包括「一早看到這堆水，

哭了！」（見圖 1）28、「立即修法，終結黑幕！！冤案重審、還原真相！！」（見

圖 8），和「萬人上街後不留垃圾！這就是我們展現的公民素質！」（見圖 13）

幾張的標題來看 29，我們可以看出，這些照片之所以大量被複製與連結，除了照

25 精確一點來說，在 Facebook上的圖說應指使用者上傳照片時的「在這照片寫點相關內容⋯⋯」。

26 影像與文字之間的關係有許多值得探討的地方，例如 Berger提出，照片與文字存在著相互關係；
文字作為一種概括（generalization）的符號，經常完成了照片等待被詮釋之任務；而反過來說，
由於照片「無可駁斥的存在感」，也賦予了這些詮釋或概括一種特殊的「真實性」（authenticity）；
「照片與文字共同運作時力量強大，影像中原本開放的問句，彷彿已被充分地被文字所解答完成」
（Berger & Mohr, 1982 ／張世倫譯，2007：97）。

27 事實上，這些照片出現大量的按「讚」數，到底是由於照片或文字內容所引起，是值得更深入探討。
但換一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想像若這些文字缺少了照片，仍能有那麼大量的連結數量嗎？

28 該照片內文字內容為：「我是一個每天為生活擺攤的市井小民為了生活我無法參與你們的活動 這
是我昨天擺攤賺得的錢 買的水 我能深深體會仲丘的苦 希望真的能讓此事件得到真樣 你們辛苦了 
加油！！！」

29 事實上，其他按「讚」數前十名的照片貼文，也幾乎是使用類似的圖說方式，例如，「公民水準
這麼高，政府水準這麼低！」、「沒有真相，沒有原諒」、「不到 5:00主席就已經宣布，現場人
數已經超過 2萬人！！」，和「公平正義∼緬懷仲丘燭光晚會。臺灣加油！！甲中團永懷你∼仲
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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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本身內容，更可能是來自「圖說」（或標題）。但更重要的是，社群平臺上大

量進行的傳播活動雖然見證了某新聞現場，但見證與再現卻並不一定是最主要目

的，而呼喚行動、認同與情感支持似乎更明顯。以「一早看到這堆水，哭了！」

下 2,600 多則「留言」中詞頻最高的一些字詞來看，包括「哭」（79 次）、「大

家」（299 次）、「我們」（218 次）、「感動」（294 次）、「真相」（344

次），和「加油」（971 次）等，都反映了這些照片所引起的反應 30。另外，儘

管標題為「立即修法，終結黑幕！！冤案重審、還原真相！！」（見圖 8）的兩

張空拍影像在內容與形式上非常接近主流媒體的新聞照片，但在兩張照片的留言

內容中，仍出現大量情感與認同的字詞，包括「感動」（120 次）、「大家」（135

次）、「加油」（174 次）「我們」（246 次），和「真相」（317 次）。原拍

攝者 XXX 也在留言中也說，「我是原攝影者。歡迎大家轉載，讓大家知道有這

麼多人在意這件事」31。總之，就以本案例來看，社群媒體上大量傳播的現場影

像與傳統新聞照片之目的或功能是很不同的，前者更應被視作為了呼喚或引起特

定反映的「行動」。以日常生活溝通作為比喻來說，傳統新聞照片是要被閱讀與

被「看見」，而社群媒體影像則更像是說話或呼喚，其目的更在於被「聽見」、

被「觸動」。

 這種「行動」特色也反映在圖片的時間連結過程上。雖然 Facebook 並沒有

提供貼文被按「讚」的時間 32，但從「留言」之時間分布來看，例如「一早看到

這堆水，哭了！」（見圖 1）這則在 2013 年 7 月 20 日早上 7 點 48 分發布的貼文，

其 2,600 多則「留言」中有 2,152 筆是在 7 月 20 日被寫下的，而在當天早上八點

到中午一點之間，「留言」數就有 1,512 則，占了當天總「留言」數目 70.26%（圖

15）；我們可想像這照片在當天扮演了某種動員或引起粉絲頁追隨者關注當天抗

議活動的角色。也就是說，這照片表面上再現了當天活動現場中熱心民眾捐贈物

資的「資訊」，但它被上傳與加上「圖說」後，卻更要是激起連結、呼喚參與的

行動，在特定時間點上扮演了串聯、動員，與凝聚情感的角色 33。

30 當然，以「留言」內容來推斷按「讚」的原因可能是有問題的，因為與三十多萬「讚」相比，數
目只有兩千多筆的「留言」資料只能是一種很粗淺的推測。但到底能用什麼的材料來作為研究
Facebook上的「讚」，可能仍是目前研究者們要設法解決的問題。

31 截至 2014年 1月 23日為止，XXX這則「留言」也引起了 6,184次按「讚」數和 97則「回覆」。

32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知道哪些人按了「讚」，但卻不知道他／她在哪個時候按「讚」。

33 若檢視該照片貼文下的留言內容會更清楚看到這篇照片貼文所引起的「反應」或「迴響」。例如，
無法到場表示支持：「感動，即便今日不克前往，我白 T出門」、「加油 無法到現場 但 會一直
關注 挺大家 挺仲丘 心與大家同在」、「加油我在上班，但我心與大家同在」；表示將到場參加
活動：「我們這裡有 3個人趕往參加中」、「高鐵前進中⋯⋯即將報到！」、「我住臺中市，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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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以上分析只是反映了大眾媒體和網路社群媒體（以本案例來看，是社

群媒體中有關社會運動的粉絲頁）本來就是兩個非常不同的場域，有著不同的成

員組成和運作邏輯，因此儘管是同樣新聞現場，卻有不同見證影像，不同的內容、

形式，與特質。這，似乎不是太難想像。但是，對本文而言，這對新聞攝影具有

重要含義。首先，大眾媒體的確已經無法壟斷有關新聞現場的影像「再現」與「複

製」；傳統專業者的新聞影像至少在數量上已經受到另一種影像產製系統的照片

之「威脅」。另外，在比較兩種影像產製場域的影像特色時，雖可質疑社群媒體

上尤其是新聞事件參與者的影像之「客觀性」，但若換個角度來看，主流媒體攝

影記者製作新聞現場的見證影像時也是經過主動的選擇，而其影像產製邏輯在新

聞訊息與意義的產生和傳達上其實也有侷限性。例如，郭力昕（2013：20-23）

提出，專業新聞攝影實踐與其美學觀實際上隱含了商業考量，而其實踐方式也暗

藏了倫理與精神上的「暴力」。當然，要如何審視與批判專業新聞攝影實踐並非

本研究最重要問題，但我們卻也提出，「專業者」的影像見證或許只是歷史上其

中一種新聞影像產製模式而已，在當前媒介情境中不只不能壟斷新聞現場影像之

產製，更受到另一種模式的見證影像之挑戰。就以本研究個案來看，當許多不被

溫飽我早上也得工作，但我晚場一定到」；或表示認同並呼籲團結：「相信仲丘一定也會到場聲
援／大家辛苦了／人民必須要團結一致，不要被這種無能的政府和自私的軍方打壓到底了，全臺
灣人民站出來吧！」。

圖 15：「一早看到這堆水，哭了！」7 月 20 日「留言」則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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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者視為「決定性瞬間」的影像也被大量複製，影響非在場者或其他人（甚至

包括在場者？ 34）對新聞現場之理解時，專業者或許也能反思其「決定性瞬間」

到底有多「決定性」？或是以什麼樣的標準來判斷其「決定性」？當然，這也延

伸一個有關新聞攝影的核心問題：什麼才是能更「好」地紀錄、再現、產生「新

聞」資訊或有關「現實」知識的影像？

此外，從社群媒體的案例中，我們會發現現場影像見證有關「再現」，但見

證影像之「複製」，特別是其被大量「複製」之平臺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在本案

例中，二次元的攝影影像透過了時間上持續片刻（而且又是短時間內，例如半天

之內）的不斷連結，從左到右、從下而上地構成了影像之重要性與意義。當然，

傳統新聞影像產製也不只是攝影而已，也包括新聞任務分派、現場拍攝、發稿、

圖片編輯、版面編輯，與定稿等步驟（黃義書，2004：128），再加上發行、被閱讀、

傳散等過程；大眾媒體的新聞影像與其意義也並非攝影記者拍下照片時就被決定

的；「再現」也總和「複製」過程（包括，從作為單張影像被複製在新聞版面中，

以及作為報紙，複製到讀者手中）具有密切關係。因此，當我們要重新思考或定

義「新聞攝影」時，「複製」將是「再現」之外另一重要關鍵字。若更進一步來

看（或預測），當網際網路與社群平臺技術提供了另一種新聞現場見證影像之「再

現」與「複製」模式時，那當前實務界熱烈推動的「即時新聞」報導方式是否又

會產生出另外一種專業模式的新聞攝影呢？

另外，回到本案例社群平臺的影像樣貌，可發現其影像更接近是一種「行

動」。或者說，若傳統新聞攝影是以攝影之行動來產生具有新聞意義的影像，那

本案例的影像產製者更接近是要透過產製現場見證影像來參與到新聞事件中所進

行抗爭之行動。回到「再現」與「複製」之概念來看，若傳統新聞攝影相對屬於

先「再現」再「複製」（雖然更整體的「複製」脈絡，例如新聞組織立場與商業

考量等「複製」因素也會在「再現」之前產生影響），那社群平臺之影像活動更

像是同時進行的「再現」與「複製」行為，或甚至是為了「複製」而進行的「再

現」行動。其實，以此角度來看，我們必須跳脫「傳播學」角度，而以社會學或

政治學角度來看待見證影像產製活動；因為它不只是「傳播」活動，更是指向他

人、指向政治的社會與政治行動；正如以上曾提到，網路或社群平臺其實是另一

個「抗議現場」或「新聞現場」35。

34 其實，社群媒體使用者所拍攝的現場影像，是否即時上傳，是否又被同樣在現場者所閱讀與複製，
也是非常值得探討的事情；因為這可能顯現出一個與新聞現場同時同步建構的影像景觀，甚至應
被視為新聞現場的（虛擬的）一部分。不過，就目前資料撈取技術，我們尚難以針對大量資料來
確認按「讚」者與留言者是否也同時在新聞現場之中。

35 這樣的角度也適用於思考傳統新聞攝影產製 — 究竟以新聞報導作為目的／理由的現場影像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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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分析三：「反向力量」中高同質性的集體連結

 學術研究者在論及新媒體或網路對傳統新聞學之影響時，經常關心像是網

路或社群媒體這樣的場域，是否可能因為有更多人的參與而讓訊息流通變得更

「民主」、「開放」或「多元」。提出「公民記者」或「協作式新聞攝影」等想

法也隱含了這些結合集體智慧的新實踐方式可能能生產出更好的「新聞」或公共

資訊。若以這樣的角度出發，從本案例之資料來看，集體的「連結」讓影像能以

不同於傳統新聞影像產製的方式來形成其影像的重要性與意義；但兩種各有不同

「再現」與「複製」邏輯的影像，真能進行「協作」、共同進行「新聞報導」嗎？

為了參與抗爭而進行的影像「複製」行動，又該如何（以及是否可能）更恰當地

被轉「用」到「再現」新聞現場、傳達新聞意義的新聞攝影之中呢？這些都是以

「協作」作為思考觀點所會遇到的理論上和實務上的難題。

本文認為，與其從「協作」角度切入，不如更可以「競爭」或甚至「抗爭」

的角度對待主流媒體與其之外的網絡社群平臺上的影像見證活動之間的關係。當

然，在理論層面上這又可能延伸另外一個本文尚未有足夠分析資料與理論資源來

解答的問題：我們究竟該把主流媒體與網路（包括社群平臺）的新聞現場影像活

動視為「一個」系統之內的競爭？還是「兩個」不同的視覺系統呢？若以前者作

為觀點，將可能會特別注意（暫時來說仍具有龐大社會影響力的）大眾媒體如何

「收編」網路與社群平臺上的現場影像與訊息，並在視覺系統之內尋求有共識的

現場影像或對現場影像有共識的理解；若以後者為觀點，則可能更注意網路與社

群平臺之「反向力量」與以視覺影像作為抗爭工具之角色，並且也包括使用者如

何反過來採用主流媒體的新聞影像與報導到抗爭活動之中 36。

其實，在本研究案例中有一個「意外發現」，就是根據Facebook的分類，「照

片」（photo）除了是照片外，實際上也包括各種靜態圖像與畫像，而在本研究

所統計按「讚」數前 35 名的「照片」中（「讚」數介於 23 萬多至 1 萬之間）出

現了許多非見證式或非現場拍攝的漫畫、海報，或翻拍主流媒體報導（翻拍報紙

或電視）的圖像 37。這些圖像除了符合了「感動」、「認同」，和「支持」的情

感外，也加上了「惡搞」（kuso）色彩與對政府官員的怒罵與批判。例如，「連

行為，是什麼樣的行動呢？具有什麼的社會與政治意義？對傳播研究者來說，與社會學、政治學
進行「跨領域」的新聞攝影研究，或將傳播學概念連結到社會學與政治學概念中，將是值得期待
的事情。

36 當然，這其中更有一個關鍵問題，就是理論上如何定義「系統」？

37 若以按「讚」前 100名的「照片」來看，有超過三成是屬於「現場」照片以外的各種圖像。

傳播研究與實踐7(1)-06 區國強.indd   167 2016/12/21   上午 10:41:47



JCRP, 7(1), January 2017168

洪舅舅都不認識，你跑去慰問個什麼東西啊！！！！！」（圖 16）與「誰說要

管到底啦！這不就管到底了？」（圖 17）都不是一般所謂的「現場」照片，而

分別是翻拍電視螢幕新聞報導的畫面，以及網路與漫畫家「蟲蟲」對馬英九總統

的諷刺性漫畫作品。在那些包括以影像來作為回應的「留言」內容中，某種集體

批評政府和情緒發洩（情感互動？）成為了這些圖像集體連結出來的主要情境。

這些有別於現場影像之「意外發現」除了呼應了社群媒體平臺作為一種對既有媒

體與政治景觀來說的「反向力量」之說法，更讓我們看到這新的視覺系統中，還

將包括合成圖像，以及被挪用、改造過的主流媒體新聞影像。對「外」反抗與對

「內」凝聚是其重要的特徵，「惡搞」也有許多值得再深入探討的政治意義 38。

另外，就以本研究個案來看，同樣值得注意的還有：外貌上從左到右、從

下到上進行新聞現場影像見證活動的，其每一次的連結是否像是「一人一票」般

讓影像之流通方式變得更民主呢 39 ？「大眾的自我傳播」被視作一種相對於主流

媒體所形塑的媒體和政治景觀之反向力量，其橫向的「連結」是否比傳統媒體縱

向的傳播方式能產生出更豐富意義的訊息或內容？ van Dijck (2010) 曾提出網路

38 其實，本案例中許多圖像使用方式是非常有趣的，這除了包括各種影像、圖說，與「留言」等的
互動關係，以及這些影像也可能透過不同網路頁面之連結（與不斷地再連結）而成為一種持續保
持動態的影像文本（例如，見圖 18）。此外，本次案例中所出現的大量非「照片」的圖像是值得
進一步探討的，因為這些帶有情感、口號，和動員色彩的圖像應該不只是單純地發表「意見」而已，
更反映或構成了粉絲們對事件本身之態度與理解。事實上，這種海報式的影像或版面設計也出現
在近年臺灣主流媒體之中，例如去年「馬王政爭」事件中蘋果日報頭版上漫畫風格的新聞視覺圖
像（見圖 19），可能與本次個案中看到的各種大量被按「讚」的圖像一樣，隱含了某種當代媒體
情境底下的人們理解「新聞」與「現實」的新方法，值得進一步探討。

39 當然，這種「一人一票」等於「更民主」之說法是值得更進一步釐清的事，但本文更關注的是：
連結性是否等於更廣大的參與，或更具「集體性」的意涵？

圖 16：連洪舅舅都不認識，你跑去慰問個什麼東西啊！！！！！

資料來源：截圖自 https://www.facebook.com/306729736131098/posts/315775115226560。
註：「讚」數：39,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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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誰說要管到底啦！這不就管到底了？

資料來源：截圖自 https://www.facebook.com/504590332928183/posts/513596842027532。
註：「讚」數：38,049。

圖 18：2013 國防部隻手遮天！公民挺進凱道大對決！！ 8/3 要真相！要人權！

萬人送行洪仲丘！！

資料來源：截圖自 https://www.facebook.com/306729736131098/posts/312795802191158、https://
www.facebook.com/504590332928183/posts/511940805526469。
註：總「讚」數：23,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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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社群媒體文化是一種「連結的文化」，但也強調「連結」不一定等於「集

體」。以此角度來看本案例資料，也會發現以「連結」作為特色的網路影像傳播

活動並不就完全等於是「集體」。實際上，若進一步整理本研究資料，會看到「公

民 1985 行動聯盟」和「聲援永遠的好朋友」合共超過 40 萬「粉絲」的粉絲頁

中，會引起大量傳播的貼文，其實幾乎是「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和「聲援永遠

的好朋友」兩個管理者帳號所發布的貼文。在所有 24,001 篇貼文中，兩個管理

者帳號共發布了 360 篇貼文，共占所有貼文的 1.5%，但其產生的按「讚」數卻

達 2,999,169 次，占全部按「讚」數的 97.76% ！以「照片」部分來看，兩個管理

者帳號共發出了 104 篇「照片」貼文，其得到 1,854,161 次「讚」，占了全部「讚」

數的 98.8%。換句話說，至少在本案例中，「集體連結」雖然以「多對多」的方

式發生，但引起連結的主導力量可以說是單向，或另一種方式的「從上而下」。

我們可以看到管理者帳號在影像與訊息的「集體連結」過程中扮演了關鍵，甚至

是主導的角色；或者說，訊息或影像之發布仍先以「從上而下」散布，才再以「集

體連結」方式「多對多」進行。這其中隱含了帳號管理者對到底哪些影像該於粉

圖 19：2013 年 9 月 16 日《蘋果日報》頭版「馬冏了，架空王金平可罰 30 萬」

資料來源：取自《蘋果日報》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40319/362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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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頁中被大量傳播的「過濾」或「選擇」；例如，包括「銀十字勳章」（見圖8、9）40

與「不到 5:00 主席就已經宣布，現場人數已經超過 2 萬人！！」（見圖 12）41 這

三篇「讚」數共25萬的「照片」貼文，按照其原標題可發現原為「鄉民」和「網友」

所拍攝的照片，但都是被粉絲頁的管理者所挑選，再被大量連結與看見。當然，

這並非說該兩張照片本身不具備被大量連結的潛能，但這潛能卻可能需要透過粉

絲頁管理者的策動（策展？）而發揮出來。總之，在本案例中，橫向「連結」活

動上，「從上往下」的縱向力量仍扮演重要角色。van Dijck (2010) 提出，社群平

臺後可能存某種運作機制而形成了「技術無意識」（technological unconscious）

的連結行為，那對本文來說，Facebook 之平臺設計以及粉絲頁管理員在其中所被

賦予的角色，則是某種表面上看不見，但實際上卻影響著其中各種訊息傳播行為

之機制與邏輯。當然，這些「技術無意識」也將有關 Facebook 本身的演算法與

程式設計，對使用者每次打開 Facebook 之際，其頁面所能看到的內容之影響與

限制（另外，這也包括使用者比較容易可能看見哪些「好友」的狀態，從而也影

響了社群網路之形成）。就有關新聞或公共事件之影像而言，「技術無意識」是

否形成了某種「物以類聚」之狀態，或總是以特定方式、內容，與形式被生產，

以及也總是被以特定方式來詮釋與複製，值得關注 42。

此外，除了粉絲頁面的管理員帳號之角色外，在本案例大量被傳播的影像貼

文中，可以看到高度同質或相類似的「再現」內容與「複製」情境。或者說，當

「大眾的自我傳播」走進抗爭事件的脈絡時，會出現一種「適合被拍照的」和「適

合被連結／複製」的情境；在本案例中，「感動」、「認同」、「支持」、「惡搞」

與「批評政府」等成為了「再現」與「複製」活動之主軸。當然，換個角度來看，

此主軸為何能在社群媒體或此事件中引起那麼大的迴響是非常值得探究的事，並

牽涉到整體政治情勢之分析。但對本文來說，更重要的是：網路社群平臺上所進

行的影像傳播活動雖然有著「集體見證」的意涵，但更大的目的與效果卻是形成

「集體連結」。與其說人們透過影像的傳播與複製再度見證了新聞現場，不如說

40 原標題為：「立即修法，終結黑幕！！冤案重審、還原真相！！（晚間 20:00空拍照，感謝 XXX
攝影，鄉民 XXX0000於 ptt提供連結）」和「沒有真相，沒有原諒！！（感謝鄉民 XXX提供）」。

41 原標題為：「不到 5:00主席就已經宣布，現場人數已經超過 2萬人！！（感謝網友 XXX上傳照
片）」。

42 另外，網路世界具有冪律分布（power-law distribution）之特色，也就是一般所說的「長尾理論」
或「80-20%」法則，即小部分使用者貢獻大部分的內容或使用量（鄭宇君，2014：73），也是
值得關注媒介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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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群平臺之內，人們透過持續不斷的上傳照片、留言、分享、彼此連結，而讓

這平臺本身成為了另一個「現場」空間。在其中，就以影像傳播活動來說，見證

可能並非最重要的，「感動」、「認同」、「支持」，和「批評政府」才是主軸；

圖像（不管是照片、漫畫，或其他）在是一種展開連結與複製的「觸媒」，點燃

了時間軸上人際之間的連結活動。在此活動中，某種情境被建構起來，影響了人

們拍攝影像，以及詮釋和分享影像之行為。在這種貌似「大眾的自我傳播」中，

「自我」其實受到許多「大眾」的影響。「複製」除了是技術議題，其實也是「適

合被連結／複製」的情境問題。網路與社群媒體雖然一方面以集體力量之連結衝

擊了主流媒體的視覺景觀，但另外一方面也建構了高度同質性的連結情境；在其

中，影像傳播活動既是向「外」發動抗爭的政治／社會行動，也是對「內」凝聚

認同的活動 43，就像是一種宣告「我們是一起／在一起（戰鬥）」的儀式。

事實上，若我們跳脫出攝影者作為影像之唯一產製者的角度來觀察各種類

型的攝影實踐，會發現某種結構或情境總影響著不同領域的人以攝影來對眼前事

物作出（或不做出）特定或類似的反應。對主流媒體攝影記者來說，其背後存在

著組織力量、媒體特性（例如，報紙和電視就有所不同）、媒材種類（例如，攝

影、錄影）、與「專業」的工作模式對「拍什麼」和「如何拍」的認知之影響。

對非專業者來說，其背後存在著社群認同、人際關係、複製技術、談論新聞事件

之脈絡，以及網路平臺的演算法等影響。而對本文來說，若人們對於網路或新媒

體之「集體」或「民主」期待是建立於某種「更多人的參與」會代表了「更多人

主動／能動地分享意見或智慧」的想法上（相對傳統媒體或政治組織中只有特定

的人以從上而下的方式進行決定、分配，或媒體影像景觀之構築），那本研究案

例中仍出現了「從上而下」的重要影響力量。集體連結是否真達到真正意義上「民

主」、「開放」，或「多元」，還要受到質疑 44。

43 例如，在這些大量被複製的照片連結活動中，雖然以目前資料蒐集技術條件來看，我們難以知道
為何「粉絲」會按下「讚」，但那些被大量按「讚」的貼文都存在著類似的主題或訴求；連結後
的結果似乎是頗一致的意義與意見，從影像上傳到連結、留言，和分享，「感動」、「認同」，
或「支持」的情境似乎是很穩定的，並彷彿更像是一場透過集體「連結」而在網路場域上見證某
種認同的儀式。

44 另外，雖然仔細觀察「留言」內容，會發現這些照片的「留言」除了大量的情感認同外，也會
有一些其他的「聲音」或內容，例如在「一早看到這堆水，哭了！」中「留言」內容中，除了
表示支持或認同外，也有批評政府或國防部官員，或討論洪案新聞事件的內容（例如，禁閉室
監視器錄像為何沒有畫面）。但是連結的主軸仍大多於支持和認同為主。與文獻中例如 Andén-
Papadopoulous (2013) 對中東抗爭事件之社群媒體情形比較，犧牲者、肉體痛苦，或死亡的影像
相對地並未出現在本次研究的觀察範圍內。當然，這並非說洪案中不存在犧牲者或死亡元素的影
像，例如洪仲丘本身的 Facebook首頁，就被用作貼文中的「照片」之用途，並得到了 40,000多
個「讚」數（在所有照片貼文中「讚」數第 12名）。不過，我們或許能推論這張發布於 2013年
7月 19日晚上 10點 45分，也就是 7月 20日前一晚的貼文，標題為「感謝。正義。明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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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論

本文以兩個 Facebook 粉絲頁為觀察對象，初步考察網路上社群媒體平臺的

影像傳播活動以及與新聞攝影之間可能產生的關係，但事實上我們引起的疑問比

解答更多。首先，在本文比較少討論的研究方法與技術上，本研究透過資訊科學

方法雖蒐集到大量網路資料，但此「大量」其實只是網路上「鉅量資料」（big 

data）之極小部分而已，不管在樣本數量的代表性以及樣本本身都不能代表「所

有」網路上（儘管就以 Facebook 來說）的影像傳播活動。憑著兩萬多筆資料所

做的結論雖然已比過往許多傳播研究的資料數量來得大，但實際上也只能算是網

路上的特定資料群而已。當然，換個角度來看，這反映出進入網路或新媒體時代

後，尤其對傳播學研究而言，研究者在資料蒐集時遭遇的挑戰：在幾乎沒有「邊

境」的網路空間中，到底如何設定研究問題與資料範圍，以及克服大量／鉅量資

料撈取與整理時所出現的困難，都似乎不是單一領域之研究者所能解決的問題。

對本研究來說，若真要更全面地討論網路上有關公共或新聞事件之影像傳播活

動，那就算只是以「洪仲丘事件」作為對象，並先鎖定於Facebook社群平臺來說，

除了本案例兩個粉絲頁外，實際上還有許多其他的影像傳播行為（這可能發生在

以「網路名人」的個人頁面 45，或廣大使用者與朋友之間的非公開貼文活動中），

但要如何蒐集到這些資料以及如何驗證這些資料的完整性，卻需要更多資訊科學

或其他方面的研究者協助才可能完成 46。

另外，就以本研究所蒐集與整理的資料來看，若要更鞏固本文所提出的推論

和分析，我們還需要包括使用者按「讚」時間、照片貼文的流通與分享路徑，以

及兩個粉絲頁外仍有哪些「洪仲丘事件」的影像被大量傳播在 Facebook 等網路

空間的資料。

此外，對傳播研究者來說，除了關注影像之生產外，也同時關注連結過程

的照片（圖 20），其內容雖然是關於「犧牲」或「死亡」的洪仲丘，但其被運用的方式更在於動
員隔日的遊行。此外，換個角度來看，臺灣「洪仲丘事件」與中東抗爭事件相比，支持民眾在「現
場」與軍警抗爭的衝突情形是相對較少的（當然這也跟該新聞事件中並沒有爆發嚴重警民衝突有
關），所以「犧牲」、「死亡」、「身體痛苦」等元素的影像也可能因此並未扮演最重要角色。不過，
本次蒐集的資料中，「洪仲丘事件」中經常與媒體互動的洪仲丘姐姐洪慈庸，其媒體所拍攝的照
片也被大量流傳，可能是我們探討「犧牲者」影像時可以再進一步探討的情形。

45 例如，九把刀、朱學恆，與五月天等對「洪仲丘事件」一直保持關注，並會在其個人頁面上作出
相關意見的名人頁面。

46 事實上，對資訊科學研究者來說，如何進行更準確與完整的鉅量資料蒐集也是當前有待解決的重
要議題另外，在技術問題上，我們仍缺乏足夠工具驗證撈取到的資料是否具備十足的完整性問題。
例如，Facebook的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與使用者隱私設定
等都可能影響了資料撈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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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影像到底是在何種情境脈絡下被觀看、閱讀與賦予意義；或者說，每一個別的

Facebook 使用者觀看和閱讀（儘管是同一篇）照片貼文時，其觀看情境脈絡是否

會造成影響？就算先不處理使用者使用的裝置（例如，手機、平板電腦、家用電

腦）或在閱讀貼文之場所（例如，在家裡、與朋友一塊，或在新聞現場），使用

者在看見某篇貼文時，其觀看的時間點、當時的按「讚」數、被顯示在網頁上的

「留言」內容 47、「粉絲」 間的社會網絡關係等等，都可能是形成影像「複製」

情境的重要元素，並對影像之「再現」具有影響。本文相信若能蒐集到這方面的

資料，那現象與理論之間的對話將會能更仔細與深入，推論也能更確實 48。除此

之外，本文也主要針對案例中的「照片」進行分析，尚未對同樣能扮演影像見證

功能的「影片」進行研究 49。

47 在 Facebook中， 顯示在網頁上的「留言」內容，有「最新留言」和「人氣留言」。

48 這也包括社群媒體使用者是否以手機進行影像拍攝與傳播的資料（本案例所蒐集的欄位料並無此
資料，亦無影像本身的後設資料）；若有這方面的資料，我們就能更一步地把Curz & Meyer (2012) 
所說的「智慧型手機攝影」加入到研究分析之中，觀察智慧型手機之出現如何形成了另一種隨時
隨地，也即時即地的影像見證活動。

49 但初步以按「讚」數來看，「影片」在本次兩個粉絲頁中造成的連結效果相對比「照片」低。「讚」
最高者（17,590次讚）是標題為「7/20，站出來！！上午九點國防部大門公民教召！！晚上六點
立法院前方紀念晚會！！活動說明⋯⋯」的影片，聲音軌以張雨生「沒有菸抽的日子」作背景音
樂，視覺軌則以Prezi工具做的文字簡報，主要介紹「洪案」案情和疑點，最後呼籲「720，穿白衣，
上街頭，要真相」、「如果你因為各種原因無法到場 請身穿白衣，照張像 上傳到『公民 1985』
FB專頁」、「讓我們攜手一起奪回消失的公平正義」。在「影片」按「讚」數超過 10,000次的

圖 20：感謝。正義。明天見。

資料來源：截圖自 https://www.facebook.com/504590332928183/posts/507773149276568。
註：「讚」數：4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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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本研究以新聞攝影作為參照點與起點，分析了三種社群平臺影像

活動之特色與對新聞攝影之意義：

一、 與攝影記者旁觀且被動地進行觀察，卻又要主動地把新聞現場視覺元素轉化

為內容與形式合一的新聞影像相比，社群平臺上的影像相對不那麼「講究」。

這透露了見證影像的「看」與「說」之間是可以有不同的比例和組合形式，

並可產生出不同目的與功能的見證影像。但無論如何，過往由大眾媒體壟斷

的新聞現場影像景觀已被打破。

二、 主流媒體攝影記者的攝影實踐主要是為了「再現」新聞現場；與此相比，社

群平臺上的新聞現場影像更接近是一種引發影像「複製」來進行連結的社會

與政治行動。而對新聞攝影理論來說，在當前新媒體技術情境下，「複製」

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三、 社群平臺作為一種「大眾的自我傳播」，其外貌上「從下而上」或「從左到右」

的資訊連結方式，經常被賦予「民主」、「開放」、「多元」等想像。但本

案例則出現了高同質性的內容與主軸。另外，粉絲頁管理者也扮演了某種隱

藏的「從上而下」之關鍵力量，透過篩選和發布貼文，以及賦予影像特定標

題或圖說等方式影響了貼文的連結和走向（對本文來說，這不只是粉絲頁管

理者之「人」的問題，還包括社群平臺設計與演算法等技術議題）50。當然，

意見一致或高度相似並不就等於「不／非民主」，但就本案例來看，社群媒

體上的影像活動有高程度的同質傾向。影像見證與其說再現現場或傳達資

訊，不如說更是抗爭與動員行動，以及透過情感互動來凝聚認同之儀式。

最後，回到新聞攝影之層面來看，就本研究案例來說，我們看見了一個有別

於主流媒體的另一個見證影像的視覺系統，並明顯地具有「反向」與「對抗」的

意涵。對希望發展「協作式新聞攝影」論述或實務的人來說，如何與該「反向力

量」進行協力，以及如何從其影像中擷取出「新聞」資訊，仍是有待探討的問題。

例如，要發展見證影像的「群眾外包」前，似乎要先去瞭解這些群眾／社群是否

共有 8部，其中包括大量使用主流媒體影像素材的「懶人包」式影片，值得進一步觀察主流媒體
影像與社群媒體影像之間是否存在某種互動或相互影響。

50 當然，若如同媒體報導所說，兩個粉絲頁中，其中「公民 1985行動聯盟」是由 39名原本素不相
識的志願者合力發起的，那這少數人所引起的龐大網路與社會連結力量，可以說是非常驚人。另
外，或許有人也會提出另一個重要問題：在臺灣社會運動史上，「洪仲丘事件」是否屬於「特例」
呢？而以這個可能是「特例」來探討社群平臺上的影像傳播行為，又會否只能得到片面的理解呢？
再進一步地，只針對社會運動或爭議性事件來探討大眾媒體以外的影像傳播行為，又是否不夠完
整？哪些有關「日常生活」的影像傳播行為也可能同樣具有「公共」或「新聞」的意義呢？本文
認為以上的問題都是必要並且有待探討的重要角度，回答這些問題才能更清楚地理解我們的社會
視覺系統中到底存在著哪些競爭或反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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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參與「外包」的意願，以及其見證影像具有什麼樣的特質。就本研究案例來看，

這些充滿抗爭色彩、情感強烈、主觀的見證影像的確反映出許多主流媒體影像中

看不見的細節，提供了另外一種對新聞現場之意義的理解。不過，基於資料蒐集

技術的限制，本文僅以特定社群平臺粉絲團作為觀察對象，討論案例也侷限在政

治抗爭事件，未有延伸到其他新聞事件類型（例如，在相對沒有抗爭意味的災難

新聞中，「協作」是否比較可能發生？）。我們可以想像，就算只是抗爭類型的

新聞，除了「報導者」與新聞事件「參與者」外，也會有「路過」、「剛好在現場」，

或儘管參與但涉入程度沒有那麼深的另一些「一般人」51，他們也在網路與社群

平臺中進行著影像見證活動；這將又是另一種見證影像，或另一個視覺系統。至

於要如何「發現」他們，討論他們，又將是理論與資料蒐集上的新任務。此外，

本文提出新聞攝影研究要更注重「複製」之角色，也是從過往新聞攝影研究相對

著重討論「再現」之研究轉向，並認為該把新聞攝影研究深入擴展到整體媒介技

術之探討。例如，新攝影技術（例如，智慧型手機）提供了「製造影像」加「處

理影像」再加上「影像展示／流通」之機緣，或者說，讓「再現」與「複製」得

發展為「一件事情」，打破我們過往對「攝影就是拍照」之想像。又例如，就以

本個案來看，時間性值得被視為社群平臺之「空間」元素，包括文字標題、按「讚」

數量、留言內容、超連結，與分享次數等網路平臺元素，都和過往主流媒體「版面」

非常不同 52。延伸 McLuhan 的角度來看，當攝影成為了網路和社群媒體的「內容」

時，新聞攝影也將會有不同的新樣貌、新理論、新定義，和新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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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是將東亞地區（臺灣、南韓與日本）三部紀錄片，包括了《赤陽》、

《漫漫哀傷》與《怒祭戰友魂》，進行一個參照與比較，尤其是它們不僅都涉及到

個體如何因帝國的戰爭而受到身心的創傷，同時，也透過不同的美學實踐，再現了

被壓抑的記憶乃至於尋求療癒的方式，進一步反映出對於殖民主義的不同追問。

在此，紀錄片的文化生產，猶如一場精神分析的對話過程，一方面是透過音像

記錄的自身，再現了創傷及其療癒的方式，另一方面是音像記錄的過程，召喚了過

去的記憶，詮釋著對於當下與未來的認識，並衍生出政治爭議的差異化，而透過此

一參照與比較，本文亦企圖釐清它們可能衍生的啟示與彼此之間的連帶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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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管如何，政治性的暗殺從來都不是個由一個人單幹的事；

即令刺客是有精神病的獨行漢，他的精神病也替現了—將他和被刺

者加以連結的—歷史的和心理的種種更廣泛的勢力。

—Ashis Nandy（1983 ／丘延亮譯，2012：40）

壹、前言

電影作為一種觀看方式，以及精神分析作為一種認識方法，不僅同時地誕生

於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的現代社會，也都同樣地穿越在寫實與虛構、記憶與夢

境、現實與欲望之間，從而使得兩者的發展平行同步卻又交織纏繞（Bergstrom, 

1999; Heath, 1999）。

從精神分析的認識方法來說，人的心理乃是受到欲望與幻覺的驅動，而「夢

是一個（受壓抑的或被潛抑的）欲求的（偽裝的）滿足」（Freud, 1965 ／孫名之

譯，2002：112），「夢有兩個主要特點—欲求的滿足和幻覺的經歷」（Freud, 

1991 ／彭舜譯，2001：105），因此，「夢的解析是通向理解心靈潛意識活動的

康莊大道」（Freud, 1965 ／孫名之譯，2002：371）。

同時，原本屬於個人最私密的想法，可能也是最為所有人共享，也就是說，

內在生活中難以捉模的個人主義，也可能屬於整個文化所共有，「每個人所夢見

的夢境都大致相同，而我們常認為這種夢對每個人而言必定有著相同的意義。這

些典型的夢之所以特別有趣，是因為不論誰作這種夢，大概都出於同一來源」

（Freud, 1965 ／孫名之譯，2002：170）。

此外，「夢主要是以視覺意象進行思維—但也有例外的情形，夢也利用

聽覺意象，在更小的程度上還利用其他感覺的印象」（Freud, 1965 ／孫名之譯，

2002：33），「視覺意象也不是思想轉化的唯一形式，然而，它卻構成了夢的形

成的主要特性」（Freud, 1991 ／彭舜譯，2001：144）。

從電影的觀看方式來說，透過記錄的再現與真實的模擬，電影乃是人類想像

的表現技法，電影的銀幕也被類比作為文化與社會的夢境，夢和電影作為想像的

手段，兩者之間存在著共謀與一致性，它們皆是個人試圖轉換痛苦的經驗，以及

某種（受壓抑的或被潛抑的）欲求的（偽裝的）滿足。

因此，精神分析（慾望）的認識方法，也往往被用以來詮釋電影（再現）

的觀看方式（Metz, 1982 ／吳瓊編譯，2005），例如像是討論電影作為意識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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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具與支持者，而觀眾作為主體在面對銀幕時，把它當作是 Jacques Lacan 的

另一面鏡子，由於認同影像時（認同了觀看一切的攝影機，並把所拍攝的世界加

以挪用及建構）所產生的快感與危險，衍生類似偷窺癖（voyeurism）、戀物癖

（fetishism）的概念（Lebeau, 2001 ／陳儒修、鄭玉菁譯，2004）。

然而，它也易於侷限於文本分析，並較為關注的是電影說了什麼、怎麼說、

為誰說，同時，除了虛構電影（劇情片）的類型之外，紀實音像（紀錄片）的文

化生產，是否能為我們開啟不同的思考與觀點？

紀錄片的文化生產，往往不只是文本的面向而已，它在紀錄的面向（誰是記

錄者、記錄者與被攝者的關係），乃至於觀看的面向（被映演與討論的情境與形

式），具備有更加多元乃至分歧的內涵。

舉例而言，對於具有創傷經歷的被攝者而言，可能表現某種潛意識心理過

程的症狀或反應，症狀或反應又往往具有每種意義並與其創傷的經歷有關，甚至

他們都固著於自己過去的某個特殊階段，彷彿無法使自己從中解脫出來似的，但

是，透過紀錄片的文化生產，可能因此克服並解除被潛抑的阻抗，甚至在消除潛

抑，將潛意識的過程變為意識的過程之中，使其症狀或反應消失（Freud, 1991 ／

彭舜譯，2001）。

換句話說，紀錄片的文化生產，從紀錄、文本到觀看的實踐歷程，有如精神

分析的談話療法，它就像是建立在醫生與病人之間的對話，並不斷地要求被攝者

進行感受的體驗、記憶的回想、言說的描述、表達的治療等等迴圈，從而共同完

成某種創傷的敘事，乃至療癒。

有鑑於此，本文將藉由分析東亞地區（臺灣、南韓與日本）三部與殖民經驗

有關的紀錄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尤其是進入 1940 年代的太平洋戰爭，無

論是日本內地或者作為殖民地的臺灣、韓國，帝國主義透過一個戰時的總體戰體

制，配合各地的精神總動員乃至皇民化運動，不斷汲取資源並動員或徵募人力，

或軍或民，或被迫或自願，幾乎都被捲入到這場漩渦之中。

在《赤陽》（2007）中，陳志和紀錄了遠赴南洋的臺籍戰俘監視員如何淪為

戰犯以及持續追求被承認的境遇；在《漫漫哀傷》（낮은목소리）（1997 年）中，

卞英珠（변영주）紀錄了南韓慰安婦的公開見證、要求道歉賠償與共同生活的過

程；在《怒祭戰友魂》（ゆきゆきて、神軍）（1987）中，原一男紀錄了主角奧

崎謙三不斷追討戰爭真相並要求天皇負責的行動。

參照與比較的目的，在於進一步釐清紀錄片的文化生產，是如何轉化心理

的防衛機制？包括記憶是如何被開啟的，尤其是被攝者原本不能被人所接受的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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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情感和行動，且在不知不覺中潛抑到無意識去以保持心境安定的創傷？包括

感受是如何被言說的，尤其是被攝者能夠將一連串被破壞而斷裂的連結，逐步重

建為一段早已消失的故事？包括創傷是如何被療癒的，尤其是被攝者能夠跳脫過

去的各種羈絆，勇敢地將身體與意識的困擾描述出來？

貳、《赤陽》

（李琳彩遺書）說起此次的事件，令人驚嘆，處在戰爭的嚴苛的

情況下，受上官命令所為之事，竟然戰後全部變成個人的罪過，被宣

判有期徒刑十二年，對家人感到很抱歉，當時臺灣青年的立場，諒大

家都知道，請原諒，可是到當地，被訴以冤罪，被再度付諸國際裁判。

（陳志和，2007，54’30”）

一、臺籍戰俘監視員

從 1937 年的中日戰爭，到 1941 年日本偷襲珍珠港並發動太平洋戰爭，臺灣

作為日本的殖民地，也無法置身事外地被捲入其中，根據初步的調查統計，當時

約有 20 萬 7 千多人，以軍夫、翻譯人員、俘虜看守員、勞工、技術人員、軍屬、

海軍巡查補、看護婦、海軍特遣隊、海軍工員、勤勞特設團等等諸多名目，被動

員投入各地的戰場。

而 1945 年戰爭結束之後，除了總計約有 3 萬多人喪生之外，至少還有 173

人在戰後的軍法審判過程中成為戰犯 1，有 26 人被盟軍判處死刑（或絞首刑），

其餘 147 人各被判處 2 ~ 20 年不等的有期徒刑（BC 級），有一群當時參加戰俘

監視員徵募的臺籍日本軍伕，就在其中（李展平，2005，2007）。

這批臺籍戰俘監視員，都是參加皇民奉公會所招考的戰俘監視員，他們完成

在臺南白河演習所兩週的軍事訓練之後，一部分就被派遣到菲律賓，一部分則於

1942 年搭乘三池丸號從高雄出發，被派遣到北婆羅洲砂拉越的古晉、山打根等

地，幾十名的戰俘監視員管理著幾千名的集中營俘虜。

1944 年，盟軍開始所謂的跳島作戰，在盟軍登陸之後，日軍帶著戰俘監視

1 朝鮮則是有 148人（李展平，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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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與俘虜撤退並往山區行軍，直到終戰投降，但是，臺籍戰俘監視員，由於他們

曾向盟軍俘虜開槍或毆打，導致在戰後的審判過程中，就有 11 人被判死刑、27

人被判 3 ~ 20 年不等的徒刑，並被關押在古晉、納閩、馬努斯、拉包爾等地（李

展平，2005，2007）。

隨著審判的陸續結束，原在各地的戰犯也都送達東京的巢鴨監獄統一監禁，

1958 年，才被釋放恢復自由之身，然而，由於 1952 年舊金山合約生效之日，日本

即宣布「包含居住日本內地的南韓人、臺灣人喪失日本國籍」，而日本後來通過

的恩給法，又把上述的戰犯排除在外，導致他們並未能適用此等特別立法之補償。

除了無法獲得與日本戰犯同等的待遇之外，由於日本又依照國籍法，讓他們

歸屬於中華民國，但當時方才歷經抗日的國民政府，對於這批臺籍戰俘監視員亦

非友善，他們在返臺之後，又往往被視為特定人士來加以監管，《赤陽》所再現

的正是這群臺籍戰俘監視員的故事，以及似乎已被遺忘的創傷。

二、口述歷史的方法

《赤陽》的導演陳志和，是一位高中美術老師，並非有著專業背景的紀錄

片工作者，2004 年，他先因九二一地震而參加了全景基金會的紀錄片培訓班，

2005年，閱讀了李展平關於太平洋戰爭的著作後，才發現到自己的叔公（陳只生）

正是這群臺籍戰俘監視員的其中一位，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林木材，2009；

林琮昱，2009）。

基於記錄的急迫感以及影像化的念頭，尤其是這群人已經都非常年邁了，如

果不馬上記錄下來，這段歷史很可能就會因此消失掉，於是，他開始從自己的叔

公記錄起，並找到作為臺灣聯絡人的柯景星，以及連繫上日本的林水木乃至其他

的戰友們，並走訪日本、婆羅洲等地，尋覓相關的史料與主角。

拍攝《赤陽》時，上述所提及的 173 位戰犯之中，只剩十幾人在世，並且已

經都八十幾歲了，包括了導演的叔公陳只生（1917 年生，刑期 8 年，於 2005 年

去世）；已歸化日本的林水木（1925 年生，刑期 15 年），不僅出版戰爭回憶錄，

也找律師寫訴訟狀；定居在日本的簡茂松（1925 年生，刑期 5 年），常上節目

並接受專訪，籌組臺籍戰犯同志會與發起遊行請願；彰化的柯景星（1920 年生，

刑期 10 年），在臺灣幫忙聯繫與傳遞消息；其餘尚有蔡春心（1924 年生，刑期

3 年）、蔡新宗（1923 年生，刑期 10 年）、許清泉（1921 年生，刑期 10 年）、

連阿木（1923 年生，無刑期）、周慶豐（1925 年生，刑期 15 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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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紀實音像的拍攝過程，大抵是透過口述歷史的方法，讓被拍攝對象依著

時序娓娓道來他們從參加戰爭到回臺生活的生命歷程，包括了每個人參加徵募的

動機、在臺灣受訓的過程、前往戰場的過程、監視俘虜的生活與築路運輸的工作、

盟軍空襲並登陸後日軍撤退往山區的行軍、戰後軍事法庭的審判與被判刑期的原

因、從監視員淪為服刑的戰犯（1946 年在拉包爾、納閩服刑、1950 年在馬努斯

服刑）、1953 年遣返回到東京巢鴨監獄如何受到與日本人不同的待遇、釋放後

每個人的生涯經歷（或者留在日本放棄臺灣國籍取得永久居留權，或者回到臺灣

卻已人事已非）。

也就是說，透過紀實音像的再現真實，尤其是口述歷史的方法，這些經歷

戰爭的臺籍戰俘監視員，因此得以現身並被看見，他們也得以進一步言說其私密

壓抑的身心創傷，包括了這群臺籍戰俘監視員，大多都是為了改善家境與生計因

素而參與徵募（軍人薪水較高），其動機即具備了無知、受騙或被迫的性質，以

及在戰後卻因受命凌辱或槍殺俘虜而導致被軍法審判的無奈（陳志和，2007，

12’30”，19’30”，41’00”）。

除此之外，還包括了權利的受損，當時參加日本軍隊的臺籍戰俘監視員，被

歸化為日本籍，也就是所謂的皇民，他們被帶往婆羅洲等地負責俘虜的管理，又

因服從上級命令虐待囚犯等罪行而被國際法庭審判囚禁而無法歸鄉，從戰俘監視

員反淪為被處罰勞役的戰犯，不僅需要等到服完刑期（日本人戰犯回到東京之後

幾乎都是釋放回家），之後亦未獲得該有的月俸與人權，在日本社會淪為次一等

的殖民地人民，在臺灣與中國社會則是被貼上污名的烙印。

面對戰爭的身心創傷，這群臺籍戰俘監視員，亦採取不同的生活方式與社會

行動，尋求公開、被理解與療癒的可能性，例如已歸化日本的林水木，他積極地

出版戰爭回憶錄、找律師寫訴訟狀、要求日本政府賠償，在 1980 ~ 2006 年期間

就上訴了 58 次，希望能藉由法律途徑討回尊嚴和權利，甚至寫信向李登輝總統

陳情，卻獲致「你已經是日本人，我無法幫你忙」的回信：

我是臺灣出生，做戰爭犯罪者臺灣人，我要爭抗這些事情，不是

我個人的事情，我是 173 名，而且這個殖民地，這個朝鮮的 158 名，

總共 321 位軍屬的戰犯，日本給我們差別待遇，我自己林水木一個人

沒有辦法，拜託你們在後面幫忙一下，歷史是胡扯的，對他們有好處

才有在寫，如果對他們沒好處，他就不理睬你，我的告訴是：同樣是

戰犯，為何日本人有賠償，臺灣人沒有賠償，這是有差別的。（陳志和，

2007，06’25” ~ 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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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未歸化但定居在日本的簡茂松，不僅常上節目接受專訪，並籌組臺籍戰

犯同志會，多次發起遊行請願，透過串連的組織工作，他們要向日本討回公道以

及連帶賠償，尤其是一樣都是殖民地，南韓的戰犯是有賠償的，而臺灣的戰犯卻

是沒有的，他們要求的是公平的對待（濱崎紘一、邱振瑞，2001）。

透過《赤陽》，原本被這群臺籍戰俘監視員視為個人生命史不堪的回憶，

經由口述歷史的影音紀錄，不僅得以公開並現身，尤其是他們十七八歲離家，到

三十幾歲方才返回家門的歷程，也從庶民的觀點重新檢視了歷史的真實，同時也

進一步引出了家國、身分與認同之間的錯綜複雜。

三、解離人格

透過口述歷史的方法乃至影音紀錄的公開，對於這群臺籍戰俘監視員而言，

也是某種療癒的方式，尤其是這段戰爭的創傷，讓他們在日本社會猶如棄兒，在

臺灣社會又揹負污名，這段禁忌的記憶，只能埋藏在心底而無法紓解，這類的

美學實踐，無疑地有助於改變他們噤聲與失憶的困境，例如他們看完影片之後

的感受即是「影片把他們內心的話都吐露出來了」（林木材，2009；林琮昱，

2009）。

在這創傷公開與尋求療癒的影像旅程之中，更因此揭露了殖民主義所遺留下

來的問題，那就是某種身分認同的分歧與錯亂：

他們曾經是皇民，卻在戰時即面臨到差別的待遇，在審判時又因日本長官

推諉卸責而被判刑，在戰後更面臨到與日本人不一樣的待遇（陳志和，2007，

37’10”），過去承受的一切竟不被日本政府承認，許多人的青春就這樣葬送在大

時代下，或者在牢獄裡渡過十餘年載，或者被判絞首刑因此喪命回不了家園。

即便是有幸從日本服刑完後，選擇回到臺灣的他們，正當二二八事件過後

與白色恐怖時期，受到國民政府的監控與騷擾而苦不堪言，導致他們往往被扣

上流氓、思想有問題等等的帽子，一生皆只能以底層勞動維生，並將這段禁忌

的記憶藏在內心的深處，甚至有人因此得了妄想症與強迫症（陳志和，2007，

97’00”）。

在《赤陽》中，有幾段影像是最能洩漏出分歧與錯亂的無意識表現，一段是

談到受絞首刑的李霖彩及其血書，他的血書是用中文書寫，年分、日期與時辰也

是用民國與傳統的天干地支觀念，但是，自稱與歲數又夾雜有日文與中文（陳志

和，2007，56’00”），而他作為一個被處死的臺灣人，又被承認而奉祀在靖國神

社之中（同上引，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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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木三郎

遺衣言

母親大人尊前兒大不孝平常膝下

民國卅五年丙戌歲

九月廿二日子時歸終

二十七才李琳彩血書衣服（同上引，56’20”）

又例如這類身分認同的分歧與錯亂，也出現在這群臺籍戰俘監視員的不同抉

擇，像有人選擇歸化日本籍，也有人選擇沒有歸化日本籍，有人選擇回到臺灣，

也有人選擇回到中國，有人憤慨於日本對待他們的不公平，也有人在言談舉止之

間懷念日本將官與對日本的憧憬，換句話說，他們無論是和日本、臺灣或中國之

間都是充滿矛盾與距離的。

特別是在《赤陽》的最後，記錄著一場終戰60年紀念、祭祀戰時亡魂的典禮，

不僅將兩國的國旗並置（陳志和，2007，94’00”），而當他們穿上海軍的服裝之

後，似乎又重新回到了那個年代，並精神奕奕地唱起日文歌〈海行兮〉，換句話

說，那是對日本及其時代的一種想要貼近、但又因為受到不公平待遇而被排拒在

外的症狀與反應。

這群臺籍戰俘監視員，透過口述歷史的紀實音像，再現了一段臺灣人身分認

同轉換的過程，他們曾經是作為日本人而戰，卻又在戰場上感受到作為受歧視的

被殖民者，而戰後他們想公開被認可為（至少曾經）是日本人，才能以日本國民

的身分獲得戰爭賠償，然而，在當下的教育與史觀面前，卻也可能因此遭到非議

與污名化（朱惠足，2011）。

紀實音像，透過口述歷史的美學實踐，從庶民的身心創傷出發，公開了原本

不為人知、被排除的、自我隱匿的體驗與記憶，進一步挑戰著歷史的客觀與國族

的敘事，從而映射出某種集體性的徵狀 2，至少在身分認同上，就好像一個人的

身體裡，同時住著好幾個靈魂，它們在不同的情境下，分別被召喚出來，有如解

離人格的精神狀態 3。

2 1990年代之後，由於工具、技術與成本的輕便，加上政治、經濟與社會的開放，紀實音像作為再
現真實，也逐漸被用以再現日本殖民時期的真實，例如從《跳舞時代》（耿德華，2008）、《尋
找 1946消失的日本飛機》到《綠的海平線》（張家佳，2008）等等，而在這類口述歷史的影像
書寫當中，某種身分認同的解離人格，都在紀錄片中留下了蛛絲馬跡，而《赤陽》又是其中最能
表現出解離人格的症狀、樣態與表徵。

3 解離（dissociation），「特指一組協調的行動、思想、態度或情緒，據以與這個人人格的其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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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漫漫哀傷》

我們這些人都很老了，但我們住在一起像一家人，日本，我警

告你，別以為砸些錢我們就會讓步，儘管痛苦我們還是會活下去，我

們有決心，每週三的抗議已持續 200 多次，我們會戰到最後一人，我

們會跟日本人戰到底，讓世界知道我們的戰爭，我們不會輕易死亡，

是日本，使我們如鋼鐵般堅強，我們會更加堅強。（변영주，1997，

54’30”）

一、韓籍慰安婦

在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口號之下，原殖民地與東南亞各國也都被席捲其中，

日軍更以欺騙、利誘與強迫的各種手段，將殖民地與占領地區的年輕女性，送至

各地戰場擔任慰安婦工作，在此期間被迫成為慰安婦的各國女性，包括日、韓、臺、

中、東南亞，估計也有數十萬人（賴采兒、吳慧玲、游茹棻、馬聖美，2005）。

當時的日軍為了安定軍心、防止強姦、防治性病等等原因，在亞洲各地遍設

慰安所（軍事慰安所、軍人俱樂部、軍人娛樂所），遍布於中國、香港、菲律賓、

馬來西亞、爪哇、緬甸、新加坡等地，而所謂慰安婦，即是在此被迫為日軍從事

性服務之婦女，甚至被視為一種軍需品與戰略物資（賴采兒等，2005）。

1972 年，南韓女性裴鳳基成為第一位被發現的倖存慰安婦，1990 年，尹貞

玉發表慰安婦文章，1991 年，金學順成為第一位公開控訴的倖存慰安婦，有 158

人出面作證曾為慰安婦，民間團體開始提出訴訟，1992 年，設立共同之家，作

為倖存慰安婦的住所，並發起週三抗議運動，1993 年，日本政府公開承認此一

史實，1995 年，日本政府主導成立亞洲女性基金，試圖以此私下了結，1996 年，

在退村設立新的共同之家，1998 年，建立慰安婦主題歷史館，2000 年，發起女

性國際戰爭法庭（東京大審）。

根據初步的統計，二次大戰期間，八萬名慰安婦中就有六萬五千名是南韓

婦女，而《漫漫哀傷》即是以南韓慰安婦為題材的紀錄片，導演卞英珠，生於

1966 年，1989 年畢業於南韓梨花女子大學法學院之後，就進入京畿道神學院繼

面分離開來並單獨發揮作用的過程（或其結果），⋯⋯因為每一個的分裂了的方面都保持了它的
整合性」（Reber, 1995 ／李伯黍等譯，2003：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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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研習電影，並曾加入女性電影團體「Bariteo」，是 1990 年代南韓重要的紀錄

片導演之一（游惠貞，1996）。

1992 年，卞英珠拍了日本觀光客南韓買春之旅的紀錄片，也因此間接地接

觸到共同之家及其慰安婦婆婆們 4，但婆婆們的反應卻多是冷淡、沈默與疏離的，

婆婆們的反應，其來有自，原來婆婆們自從公開了慰安婦身分後，全球無數媒體

蜂擁而至，採訪的媒體、紀錄片導演不計其數，婆婆們白天接受赤裸裸的訪問，

晚上便會回憶起過去慘痛的遭遇，甚至惡夢連連，加上這些媒體採訪並沒有改善

婆婆們的生活，反而打擾了她們的平靜（游惠貞，1996）。

從一開始婆婆們覺得卞英珠不過是另一個要來問她們問題、為了拍片接近她

們的人，她花了一年半的時間與她們相處，並未拍攝，只是訪問她們，1995 年，

她才開始拍攝以南韓慰安婦為題材的系列紀錄片，花了七個年頭，陪伴並守護著

垂垂老矣卻依舊等待日本政府道歉的婆婆們，完成了慰安婦三部曲，包括了《慰

安婦悲歌》、《漫漫哀傷》及《我的氣息》（游惠貞，1996）。

二、生活、陪伴與合作

生活、陪伴與合作的方法，使得婆婆們能夠敞開心胸，同時也逐漸理解到卞

英珠她拍片的目的並不是想知道 50 年前慰安婦婆婆們發生了什麼事情，而是想

知道這件事為何被湮沒了 50 年？也想知道自從公開之後，婆婆們的生活發生了

什麼事情？

本來慰安婦婆婆們常常覺得羞恥而隱藏自己，但拍完一部曲之後，把自己暴

露出來或講出來的過程中，似乎發現一種新的快樂，甚至有可能在拍片的過程之

中，尤其是卞英珠所採取的一種傾聽的拍攝方式，就成為她們治療自己的過程，

因此，婆婆們甚至主動勸說卞英珠繼續拍片。

例如一位跟她最親的婆婆說：「我有肺癌只剩 3 個月可活，只拍 3 個月應該

不用花太多錢吧」，於是，在婆婆頻繁進出醫院的最後一年半，卞英珠用鏡頭陪

伴她，花了一年半完成了二部曲，之後又進行了三部曲，並採取由其他的婆婆們

自己做訪問的方式，企圖在自然的聊天互動之中，聽到當事人的聲音。

相對於其他慰安婦紀錄片，總是企圖透過當事人口述訪談而作為歷史見證並

4 1992年，卞英珠拍了日本觀光客南韓買春之旅的紀錄片，跟濟州島一個賣春女熟識，女孩說自己
是為了幫媽媽籌手術費才下海，她的媽媽，就是當年被徵召的慰安婦，這個故事深深吸引了卞英
珠，她透過在慰安婦共同之家工作的朋友，到中心參觀，剛開始，婆婆們對她很好奇，但一聽她
是紀錄片導演，婆婆們反應立刻冷了下來，不肯跟她說話、甚至趕她走（游惠貞，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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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控訴，《漫漫哀傷》作為二部曲，卻反倒是採取與婆婆們共同生活、陪伴與

拍攝的再現方法，記錄著慰安婦婆婆們向世人現身並公開發聲之後，長達兩年的

生活紀事，紀錄的對象包括了金信實（南韓受害婦女後援會）、姜德景（69歲）、

尹今禮（77 歲）、金宣卓（77 歲）、金福童（72 歲）、尹圖禮（70 歲）等等。

當然，在共同生活、陪伴與拍攝的過程之中，婆婆們仍然會提到當初是如何

被迫成為慰安婦的，有的是日本老師的命令：

我去的時候 14 歲，我的日本老師送我去的，那是命令，我們經過

大阪到富山，被安置在一個工廠裡，我跟一個朋友一起逃跑，第一次

我們失敗了，第二次當我們跑出來時，被一個卡車司機綁架，我的朋

友不見了，我一個人在卡車裡，那時候我月經都還沒來呢，我什麼也

不懂，那可惡的卡車司機強暴了我，被強暴後一直在流血，然後又被

帶到另一個地方，聽說那裡叫作慰安站，在松代我曾經畫過，每周末

身體都要忍受痛楚，被日本人強暴。（변영주，1997，07’30”）

有的則是被警察強行帶走：

一個日本人拿著槍要我過去，我不知道他是指我，我轉過頭，他

正在對我說話，……所以我用日本話問他，有什麼事嗎，他只是不斷

命令我過去，我怎麼樣也不肯，最後他把我拖過去，我反抗並且大吼

大叫，……我們到了警察局外面，我被拖到裡面去，……一進去就發

現，還有四個年紀跟我相當的女人，我突然瞭解到是怎麼回事，……

我自己被抓了。（同上引，39’00”）

除了言說當時是如何被迫成為慰安婦，以及被安置在慰安站的痛苦經驗，包

括了試圖逃跑、被強暴等等記憶之外，還有就是回家之後所承受的身體病痛與心

理恐懼，無法如其他女性一般正常結婚組成家庭的不幸境遇，乃至於受到社會不

公平的歧視與對待，選擇噤聲或壓抑而缺乏宣洩情緒之管道。

不過，在二部曲裡更強調的是婆婆們在公開見證之後的共同生活，尤其圍繞

著得了肺癌、為了不被遺忘要求繼續拍攝的姜德景，婆婆們與紀錄者陪伴她經歷

生病住院（변영주，1997，11’00”）、出院回到位於退村的新的共同之家（同上

引，15’30”）、在共同之家飲酒作樂、夏日野餐（同上引，20’00”）、從事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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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引，23’00”）、養雞（同上引，33’30”）、互相照顧、定期回診（同上引，

36’00”）、病情惡化到婆婆離世（同上引，48’00”）的點點滴滴。

對於慰安婦婆婆們而言，她們是性暴力的受害者，其創傷包括了經歷身心的

痛苦：

那種日子真可怕，持續大約有一年的時間，我開始酗起酒來，變

得又消沉又墮落，拒絕好幾次的提親，我有很多朋友，但是都是女的。

（변영주，1997，07’30”）

也是某種心理的恐懼：

結婚沒多久，我先生便被徵召，在我從慰安站回來之後，我是逃

跑的，但先生又被拉走，他一年後生病被送回來，是一種傳染病，所

以日本人送他回來，又活了九或十年，他回來時病的很重，警察把我

妹妹也帶走，我們兩個都被帶走，我們全家都被整慘了，我先生也被

抓去當兵，我三十出頭就變成了寡婦，……現在所有的日本人都讓我

不安，有些人是好意，但我覺得心酸。（同上引，14’00”）

更重要的是，慰安婦婆婆們在戰後回歸社會生活之後，仍然必須面對各種歧

視與不平的境遇：

媽媽和妹妹都不相信我，一天裡和幾十個男人睡，她們說我說

謊，我說我沒辦法結婚，媽媽傷心而死，因為她不能保護我，我自己

一個人過了一段時間，但受不了寂寞，所以嫁了個離過婚的男人，我

騙他說以前結過婚，我們沒有小孩，我發現自己不能生育，我姐妹都

有很多小孩，但女人會變得不能生，如果在慰安站待過久。（변영주，

1997，26’30”）

三、性暴力

針對殖民主義及其戰爭創傷，慰安婦問題乃是作為南韓社會主要的關注，它

涉及了性別、社會階級、族群與國家權力的不同面向，然而，慰安婦作為殖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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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及其戰爭創傷的主體，從她們是被如何命名的，就足以進一步透露出其所象徵

的意義及其背後的意識形態（Soh, 2000, 2008）。

首先是「慰安婦」，乃是站在法西斯主義觀點的命名，也就是將其視為類

似新娘或妻子的禮物，用以安慰皇軍讓他們奉獻並贏得戰爭，它意味著女性是順

服的，然而，如此的意涵也非常容易被置放在國仇家恨的單一視框之下，也就是

說，被殖民主義所強暴的慰安婦婆婆們，往往被隱喻為自身的母國、土地乃至母

親（motherland）的被糟蹋，因此，在戰爭中男性對於女性的強暴並將其視為非

人化的軍需品，就意味著是對於整個民族的強暴，從而簡化成為單一的國族仇恨

及其對抗（Yang, 1997）。

其次是「挺身隊」，則是站在父權沙文主義觀點的命名，也就是將其視為某

種自願參戰的身分，它意味著這原本就是被許可的賣淫，只是現在被當作是帝國

主義對待殖民地的方式乃至軍事的物資，由於它隱藏著女性乃是男性的所有物，

是傳宗接代的容器，因此，我們也可以發現到，殖民地的父權傳統與重視貞操，

往往也可能作為幫兇（為了改善家境或被賣掉），而回歸社會的慰安婦婆婆們，

更因此不被接納，或者選擇噤聲（Yang, 1997）。

最後是「性奴隸」，因此，站在女權運動的觀點，即主張女權就是人權，

也就是認為強暴是侵犯女性身體的暴力犯罪，施加於女性的性暴力，就是違背人

權，而在戰時由軍隊所犯下的強暴，就是某種戰爭犯罪（Soh, 2000, 2008）。

回到紀實音像而言，當然，它作為紀錄片的題材並不少見，而透過私密創傷

的進入公共領域，見證的敘事也可以作為療癒的場景，包括透過創傷敘事的公共

化衍生社會支持的效應乃至心理創傷的療癒（彭仁郁，2012）。

然而，正如前面所提及的，對於慰安婦婆婆們而言，這類私密創傷的公開化，

可能只是暫時性的或局部性的療癒與復返，尤其是由於媒體往往關注並再現的的

是當時發生了什麼事，並用以比對文件紀錄之類的客觀事實真相，慰安婦婆婆們

作為女性主體的生活經驗與生命存在，往往就被邊緣化了（Yang, 2008）。

透過女性導演卞英珠，以生活、陪伴與合作的美學實踐方法，進一步完成的

慰安婦三部曲，在《漫漫哀傷》的二部曲裡，我們還看到的是某種紀錄者與被攝

者透過紀錄片文化生產的對話過程與互動關係，甚至是化被動為主動的角色互換

（변영주，1997，17’00”，29’00”）。

也就是說，在《漫漫哀傷》這部慰安婦紀錄片中，著重的卻早已不是婆婆們

的口述如何作為公開見證的歷史文獻，也並非是創傷經驗的激烈控訴，更重要的

是，透過一種生活、陪伴與合作的美學實踐，它再現了另一種慰安婦婆婆們在日

常生活中如何不斷地召喚記憶、言說創傷與表達感受的療癒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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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紀錄片中，主要是以罹癌的姜德景作為被攝對象，包括她如何透過

自己的繪畫，還原過去的經驗，並抒發身心的創傷，同時，婆婆們也透過共同之

家的互相照顧，她們共同生活在一起，或者喝醉酒、或者互開黃腔與男人的玩笑，

甚至是一起面對自己與同伴的死亡。

又如，在《漫漫哀傷》這部慰安婦紀錄片中，生活、陪伴與合作的拍攝方法

（변영주，1997，18’00”，30’00”，50’00”），也逐漸使得拍攝紀錄片及其過程，

成為某種療癒的方法，藉此，慰安婦婆婆們希望不被遺忘，主動要求拍攝，直到

生命盡頭，甚至可以一起聊著來世的夢想，有的希望能好好讀書當教授，有的戲

稱想投胎當男人，有的想好好結婚懷孕生子（同上引，56’30”）：

我一直想著這部影片，或許會有很多人看，我祈禱大家都來看，

我希望很多人注意到它，可能會有人受到感動來幫助我們，那是我最

大的希望。（同上引，50’00”）

綜而言之，透過生活、陪伴與合作的方法，紀錄者不再是外來的、優越的或

高高在上的，被攝者也不再是弱勢的、無力的或需要照顧的，《漫漫哀傷》再現

了慰安婦婆婆們在公開證言之後於共同之家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她們互相照顧、

扶持、面對疾病、死亡、分享記憶、創傷的最後旅程。

進一步言之，它不僅因此翻轉了慰安婦婆婆們只是國仇家恨的象徵，更加凸

顯的是，她們是殖民主義、父權體制與性暴力的多重壓迫之受害者（Soh, 2000, 

2008），也落實了慰安婦婆婆們作為殖民主義及其戰爭創傷的主體及其主體性，

在此，翻轉了女性作為影像的客體，不只是為國仇家恨而存在，也不只是被父權

體制所觀看與想像。

肆、《怒祭戰友魂》

對各位而言，所謂國家或許是很重要的吧，但是，就我的人生經

驗來說，日本和世界上所有所謂的國家，都是造成人與人之間疏離、

阻礙人類融合的最大障礙，國家，甚至家庭，都是讓所有人疏離斷絕

的一道牆，這是違反了神的法則，今後我會更加激烈地去攻擊。（原

一男，1987，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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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籍參戰老兵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除了前述的臺籍戰俘監視員、韓籍慰安婦涉入其中之

外，作為帝國內地的日本人，當然也脫不了干係，紀錄片《怒祭戰友魂》的主角

奧崎謙三，當時就是跟著所屬的獨立工兵第 36 連隊，出征到印尼的西新幾內亞

作戰，這個部隊原本有同僚 1,300 多人，但是，最後生還回到日本的卻僅剩 100

餘人。

然而，更為駭人的是，這個部隊的成員他們大多都不是因為戰鬥而死亡，卻

是因為食物缺乏而飢餓致死，奧崎謙三本人是在日本投降前一年就先被俘虜，因

此躲過了飢餓致死的境遇，但也就是在約莫昭和 19 年（大戰結束前一年），在

印尼西新幾內亞的叢林中，他的大部分同僚卻逐漸被逼入於沒有食物只好吃人肉

的慘況，甚至在日本已宣布投降的 23 天之後，還發生長官以逃兵罪名槍殺同僚

的事件。

戰後奧崎謙三回到日本之後，即因上述的戰爭經驗而從事反體制運動，甚至

因曾在天皇誕辰拿彈弓向天皇攻擊的暴力行為，而被稱之為「用小鋼珠（彈弓）

射擊天皇的男人」，透過這部紀錄片及這麼一趟追尋戰時真相之旅，他似乎也因

此找到了具體的對象，甚至將言語化為行動，後來更因攻擊這位中隊長的長子而

入獄 12 年（Spinks-Hvas, Kazuyuki, & Yoshio, 1997）。

《怒祭戰友魂》的導演原一男，1954 年，出生於山口縣，1965 年，進入東

京攝影技術學院，一年後即輟學離校，1972 年，成立疾走工作室，儘管，從他

的創作年表來看，紀錄片的作品看似少量並不多產，但是，幾乎每一部作品都能

引發社會的爭議，甚至是不斷挑戰著美學的界線（Spinks-Hvas et al., 1997）。

尤其是處在日本社會已經高度資本化的年代，他拍攝紀錄片的創作態度，

和前一代的小川紳介、土本典昭有所不同，他往往是藉由一個特定個體的紀錄，

尤其是較為禁忌的話題，來探討社會的問題與事件，而與被拍攝對象之間的強烈

碰撞，更是企圖突顯任何人在攝影機前面呈現的行為都是虛構的觀念（湯禎兆，

1996）5。

5 例如《再見 CP》（1972年），疾走工作室與智障者協會組織青芝的橫田弘、橫塚晃一合作，
探討腦性麻痺者的生活、家族、婚姻與性，他細細拍攝扭曲的肉體，逼視身障者身體的禁地，甚
至衍生了與緊密跟隨的攝影機之間的衝突，以及對象的妻子對導演及對象的不信任。例如《戀情
一九七四》（1974年），則是他私生活的剖析，並被視為是日本私紀錄片的濫觴，本片由他的現
任妻子小林佐智子協助錄音製作，紀錄導演與前妻武田由紀美之間，既親密又激烈的關係，從私
密的、個人的紀錄，逐步帶出了沖繩獨立運動、政治行動主義與女權主義等等社會關注的議題。
例如《全身小說家》（1994年），則是描繪一位戰後文學作家知名小說家井上光晴，尤其是其充
滿虛構謊言的人生，導演不僅大膽插入虛構的戲劇情節，並再現傾慕者與作家之間精神戀愛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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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怒祭戰友魂》，則是從 1982 年開拍，迄 1987 年才完成，導演先找到

上述部隊約 30 位的倖存者並進行初步訪談，之後導演透過參與觀察的方法，跟

拍奧崎謙三如何採取神風特攻隊式的突擊行動，一一尋訪二次大戰期間的部隊同

僚，以試圖找出真相，甚至回到仍處於內戰的新幾內亞（影片被沒收半年後才取

回），最後是由鍋島惇後期剪接完成。

二、參與觀察的行動

回到《怒祭戰友魂》，一開始的片頭即是對於奧崎謙三這個影片中的主人翁

作一介紹，包括他今年 62 歲，從事中古車修理的工作，和妻子、一條狗居住在

神戶市兵庫區荒田町，以及他為同是反體制運動者的朋友作媒、主持婚禮並發表

感言，以及他如要離開前往東京必須向轄區警備課長報備。

而從字卡的奧崎謙三大事記中，也可以粗略瞭解到他並不屬於任何組織卻從

事和天皇制度對抗的運動，包括 1956 年因殺害某不動產業者而被判拘役 10 年、

1969 年因在新年皇宮慶典用彈弓射天皇而被判拘役 1 年 6 個月、1976 年因散布

天皇的色情傳單而被判 1 年 2 個月、1981 年因策劃殺害田中角榮而被逮捕但不

予起訴（原一男，1987，04’00”）。

促使他從事反體制運動的原因，即是二次大戰期間的軍旅生活，尤其是跟著

所屬部隊出征到新幾內亞作戰的經驗與記憶，影響最為深遠，於是，導演跟拍奧

崎謙三，開始了一段尋訪部隊倖存同僚之旅，而透過這樣的旅程，戰後選擇從事

反體制的他，與已經回歸平凡的戰友們，也就發生了一段一段身體的與心理的衝

撞過程。

首先，是他前往醫院，探訪原士官的山田吉太郎，並將其多次入院開刀，歸

因為預料中的天譴，認為是戰後的生活態度所導致的結果，尤其是有過戰爭體驗

的人，不應該過著一般人的正常生活，應該出面提出見證甚至進行抗爭（原一男，

1987，07’00”）。

又前往廣島縣江島田町，悼祭在西新幾內亞阿爾所死亡的同年兵島本政行，

告知其母親當時如何埋葬他的遺體，而其他的人都無法入土，並與其母親一同悼

祭，吟唱母親的歌謠，以及前往兵庫縣浜坂町與南淡町，悼祭餓死的山崎豐與被

毒箭射死的田中三郎（原一男，1987，18’00”）。

係，透過作家如何說謊及虛構自己的經歷，進一步探討文學創作與真實之間的關係（Spinks-Hvas 
et al.,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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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為了還原日本宣布投降後 23 天，中隊長古清水正雄槍殺上等兵吉

澤徹之助的事實，他前往岡山縣矢掛町，拜訪原士官高見實（原一男，1987，

26’00”），以及島根縣伯太町，拜訪原士官妹尾幸男，卻因不滿對方的態度而發

生了肢體的衝突（同上引，30’30”）。

又前往拜訪吉澤徹之助之妹崎本倫子，她也認為兄長可能是因為礙了大家的

事而被處刑（原一男，1987，37’00”），於是他、吉澤徹之助之妹與野村壽也（另

一位被處決的士兵野村甚平之弟）開始同行，一起拜訪舊戰友追討戰爭真相。

他們陸續前往東京都世田谷區，拜訪原行刑下士的會川利（原一男，1987，

38’30”），得知妹尾幸男也是行刑的士官之一，以及山梨縣石和市，拜訪原士官

長原利夫，因他欲言又止的態度，更增加了可疑性（同上引，42’00”），以及神

戶市長田區，拜訪原衛生兵濱口政一，才終於瞭解到兩人是因逃兵而被處刑，以

及戰爭期間被迫吃人肉的慘況（同上引，54’00”），以及兵庫縣州本市，拜訪原

軍醫丸山太郎（同上引，66’00”）。

第三，後來因兩位遺族決定不再與他同行，他就請桑田博及自己的太太假扮

成兩位遺族繼續調查真相，前往廣島縣大竹市，拜訪原中隊長古清水正雄，質疑

他未經軍法審判所做的處分，但他辯稱是：兩位吃了土人，且是軍司令部的命令，

執行槍決也不在場（原一男，1987，70’00”）。

一行人又再回到島根縣伯太町，拜訪妹尾幸男，與岡山縣矢掛町，拜訪高見

實，他們的證言才終於逐漸托出當時的行刑情況，包括古清水確實在場並使用手

槍補上一槍（原一男，1987，80’00”）。

最後，他前往埼玉縣深谷市，拜訪已出院的山田吉太郎，這次找了同樣也是

反體制運動者的大島英三郎假扮遺族，進一步追問當時抽籤定生死的事件，彼此

都認為是被當時的領導人影響而捲入這場洪流，但對於如何處理這類創傷卻有著

不同意見（「我有我的供奉、你有你的方法」），也險些發生肢體衝突，更進一

步道出戰時人吃人的真相（原一男，1987，90’30”）。

片尾陳述他前往新幾內亞，但在當地活動的實況紀錄影片，被印尼情報局所

沒收，後來還開槍造成中隊長古清水的長子重傷，逃亡、通緝後被捕，並以殺人

未遂被判刑，他的太太則繼續宣傳他的理念直到她過世。

三、伊底帕斯

對於奧崎謙三及其倖存的戰友們而言，二次大戰期間，遠赴印尼西新幾內亞

的戰爭經驗，乃是猶如人間地獄般的生活境況，這包括了在日本宣布投降後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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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的槍決行刑、食物缺乏導致人吃人才能活下去乃至時時面臨死亡的威脅，

都成為戰後回歸到日常生活裡，不願意再被提起的創傷記憶。

然而，如果大多數人選擇沉默、默默供奉並過著戰後的日常生活，奧崎謙三

卻並不這麼認為：

老天爺讓你活著回到日本，不是讓你過這種生活，……總之，從

那戰爭中很特殊的活著回來，回來的 10 年，卻和一般人生活沒有兩樣，

活著只想自己的事，作了不能太誇耀的事，我認為這種生活態度遭

天譴，……那是因為你活著回來，而別人都死了。（原一男，1987，

119’00”）

因此，他採取了不同的生活態度，並非是潛抑也不是阻抗，或者說是選擇了

不同的療癒方式，他認為正是天皇制度引發了戰爭，並指責天皇乃是發動戰爭、

應受處分的元兇，必須重新思考其爭議和地位，甚至認為他的敵人就是這龐大的

國家體系，他從戰爭中回來，不應該過著戰後的平常生活，而是應該積極地抗爭，

例如他時常於天皇誕生日開著寫滿要求天皇負責文字的車子前去抗議等等：

現在，我奧崎謙三，要在這裡，安慰那些為裕仁天皇而犧牲的人，

為無數犧牲亡靈舉辦慰靈的弔祭，……奧崎謙三在此，在裕仁天皇生

日的今天，要安慰那些因為天皇裕仁，因為在位到 81 歲的裕仁本人，

及他的同夥所害而犧牲掉的無數靈魂，在戰爭時，我屬於獨立工兵第

36 連，在新幾內亞，自連長以下，幾乎全餓死了，……對我來說，偉

大的人物是遵從神的法則，不畏人所訂定的法律。（原一男，1987，

26’30”）

而透過紀錄片的再現真實，他找到了更為具體的對象，尤其是他一一尋訪二

次大戰期間的部隊同僚，無論是動之以情，亦或逼迫威脅，在在都是表達他認為

將戰時經驗與創傷記憶公諸於世，甚至是認罪道歉，才是應該採取的生活態度與

抗爭方法，如此方能進一步凸顯戰爭的責任歸屬：「對我來說，這是一種慰靈的

儀式，我將對兩個不負責任的人，就是帝國軍隊最高統帥，裕仁天皇和古清水」

（原一男，1987，101’00”）。

換句話說，《怒祭戰友魂》讓我們看到了帝國主義的殖民問題，不是只有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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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的殖民地有關，在殖民母國內部也會發生殖民地化的問題，尤其是自殖民地

化裡產生的各種文化與心理病理，它所帶出的各種破壞力，也會在它們自己的內

爆並作用著，使得自身也會受制於殖民意識型態的宰制與影響 6。

而從《怒祭戰友魂》來看，則是充滿了某種伊底帕斯的情結，Freud 以此希

臘寓言來陳述某種子女與父母之間難以割捨、錯綜複雜的關係，從奧崎謙三的療

癒（或者說是爆發）方式來看，戰爭經驗已然成為其自身的創傷記憶，而從他特

地前往悼祭同年兵並撫慰其母親，到對於戰時長官的不斷逼問，並企圖槍殺古清

水隊長的行為，乃至強烈批判日本天皇威權的言語行動，都在隱喻著竭力擺脫來

自家父長的壓力甚至是對於家父長的刺殺（李墨，1988）7。

伍、結語

過去，由於工具、成本與技術的門檻，且因其往往被視為是真實且客觀的並

具有誘導的功能，紀錄片從實況影片（actualities）、科學或教育影片（science & 

education）、風景或旅遊影片（travelogue），逐漸發展為新聞（newsreel）與宣

傳影片（propaganda），紀錄片的再現真實，切合著殖民主義的治理需求。

但在後殖民的時期，伴隨著工具的輕便與技術的普及，紀錄片作為文化生

產，往往也成為再現殖民經驗的方法，尤其是透過它的紀錄、揭露或保存，讓我

們得以見證到殖民主義的真實，乃至進一步產生說服或宣揚、分析或質問、美感

或表達的效果（Renov, 1993），以傳達反（去）殖民的反思。

然而，針對與殖民經驗有關的紀錄片，除了個別社會的關切之外，卻也往往

較為缺乏區域比較的視野，同時，除了被攝對象的殖民記憶是如何作為作者導演

的歷史觀點之外，卻也較為缺乏紀錄片的美學方法，如何作為紀錄者與被攝對象

的對話過程，乃至於可能的療癒行動，並進一步反映並建構著不同社會對於殖民

主義的追問。

首先，上述三部紀錄片雖各來自不同的地域及其社會，但其被攝對象皆是

6 反映在紀錄片的美學實踐上，還包括了大島渚於 1963年製作的《被遺忘的皇軍》，透過在日朝
鮮人老兵的四處陳情與艱困生活，震撼了日本社會並控訴著國家暴力，以及土屋豐於 1998年製
作的《天皇有責》，導演直接把麥克風遞給靖國神社附近的路人，一一詢問他們是否認為日本天
皇應負戰爭責任。

7 伊底帕斯情結（Edipus complex），「指兒童所感到對雙親的愛戀與敵意慾望的組織整體。在所
謂正面形式中，該情結以一如伊底帕斯王故事中所述的方式中出現：希望其對手—同性人物—
死的慾望，以及對異性人物的性慾望。在負面形式中，它出現的方式相反：對雙親中同性者的愛，
以及對異性者的妒恨」（Laplanche & Pontalis, 1981／沈志中、王文基譯，2000：8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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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殖民主義，尤其是因外力的戰爭經驗而在青春時期受到身體乃至心靈創傷的主

角，包括了臺籍戰俘監視員、南韓慰安婦與日本參戰軍人，他們都是作為底層階

級，都因被捲入到殖民主義的戰爭，而承受身心的創傷。

同時，紀錄者也各自採取差異的再現方法與美學實踐，在《赤陽》中，是透

過口述歷史的形式，讓他者作為歷史真實的親身見證，在《漫漫哀傷》中，是透

過陪伴合作的形式，讓他者再現共同生活的身心狀態，而在《怒祭戰友魂》中，

更是透過參與觀察的形式，記錄他者的政治行動。

這類創傷往往難以在短時間內以正常方式排解，甚至形成永恆的困擾或阻塞

的狀態，而透過紀實音像的文化生產，開啟了對話的過程，包括個人私密創傷經

驗的公開化，我們得以認識到殖民經驗中外在創傷事件的暴力性質與殘酷程度，

以及這個創傷如何因其敏感與禁忌，而成為他們長期地所衍生出像是有意識的噤

聲、無意識的失憶乃至偽裝性的滿足等等作為某種潛意識心理過程的症狀或反

應。

其次，上述三部紀錄片，紀錄者都選擇了在當代社會中被視為「他者」的被

攝者或對象，作為被攝者的他者，在這三部紀錄片中，都涉及到因殖民主義的戰

爭，所造成的流離經驗，以及他（她）們作為倖存者，如何隨著帝國主義的瓦解，

回歸社會生活的困境，症狀具有每種意義並與其創傷的經歷有關，甚至他們都固

著於自己過去的某個特殊的階段，彷彿無法使自己從中解脫出來似的，他（她）

們或主動或被動地透過創傷的追問，不斷地在描繪自己的經驗，以建構如何面對

過去，並指出現在所處的位置，以獲得心理的療癒。

在《赤陽》中，是臺籍戰俘監視員從作為日本人而參戰、戰後不被日本所承

認到國民政府懷疑監控的歷程，在《漫漫哀傷》中，是南韓慰安婦從勇於公開見

證、相互扶持共同生活到面對死亡的歷程，而在《怒祭戰友魂》中，是日本參戰

軍人從被徵調從軍、餓死或處死到追求真相的過程。

也就是說，透過紀錄片再現真實的美學實踐，它讓戰爭的創傷經驗得以被看

見，而被看見往往就是形成記憶乃至對抗遺忘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作為被攝

者的他者，他（她）們所選擇去記取的過往並非零散無序，乃是人格的形塑和撿

選的產物，甚至是一個世代、階層乃至文明的共同經歷、集體記憶乃至身分認同

之反射。

第三，如果以精神分析的診斷方法，來閱讀這三部與殖民經驗有關的紀錄

片，藉著影像的再現真實，更加反映出不同的「喻象」及其敘事框架，尤其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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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紀錄片的美學形式，除了創傷記憶的公開化之外，它們的被攝對象也都採取了

不同的療癒方法，進一步凸顯著受創傷的主體如何理解記憶並詮釋經驗？乃至於

如何透過言說與行動去尋求某種療癒的可能及其實踐？ 

在《赤陽》中，透過臺籍戰俘監視員的口述歷史，我們所觀看到的是某種解

離人格是如何逐步形成的，在《漫漫哀傷》中，透過南韓慰安婦的共同生活，我

們所觀看到的是因性暴力受害的女性，而在《怒祭戰友魂》中，透過日本參戰軍

人的追尋真相，我們所觀看到的是伊底帕斯的弒父情節。

換句話說，透過紀錄片的再現真實，受創傷主體的公開記憶、詮釋經驗

乃至尋求療癒，意味著他們是如何想像自己的存在及與他者之關係（朱惠足，

2011），它們反映並象徵著不同地域的社會群體，對於殖民經驗是什麼、為何存

在殖民創傷、如何擺脫殖民主義等等的感知異同。

綜而言之，透過上述分析，本文試圖強調紀錄片再現真實的美學實踐，如何

作為再現一個早期創傷—防衛—潛伏—爆發—受壓抑的復返等等心理歷程，使得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或壓抑或遲發之憂傷，能夠透過聆聽（或者說是記錄）創傷，

轉變了這個循環（Chen, 2005 ／周靈芝、項幼榕譯，2014）。

當然，我們也在討論中會發現到，紀錄作為創傷的療癒，未必就是所有創傷

主角的療癒選擇（例如《怒祭戰友魂》的其他參戰老兵），同時，如果立基於不

對等的拍攝關係或者不適當的製作方法（例如《漫漫哀傷》慰安婦婆婆們過去曾

有的媒體經驗），也有可能只是局部的復返，甚至造成更大的傷害。

但是，它也進一步提示著紀錄片具備去殖民的可能性，尤其是相對於語言或

文字的隔閡（例如口述歷史的文本），影像更能再現共通與共鳴的心理與情感，

透過類似這樣的並置與比較，我們得以跨越國界與國族的敘述，進而真正以社會

的他者之視角，重新建構在所謂歷史客觀與真實之外的邊緣人或被壓迫者，得以

連結起來的動能與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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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representation of the trauma of World War II in three 

documentaries, namely Heat Sun (2007) from Taiwan, Habitual Sadness (1997) from 
South Korea and The Emperorʼs Naked Army Marches On (1987) from Japan, and 
specifically explores how the cultural production of documentaries becomes a he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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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深度訪談 13位曾任職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的南方人發現，《南方周末》與

《南方都市報》所處場域，雖具有相對自由發揮空間，但仍需與當權者持續博弈，

爭取新聞空間。集團領導者多扮演管制者與抗爭者雙重角色，具新聞專業主義精神

的領導者風格為：「舉才不分背景，文才為重」、「保有自由開放思想，爭取新聞

言論空間」、「分層領導，保護記者優先」、「內部競爭機制，彈性獎勵制度」。

造就黃金十年獨有的「289南方大院」組織文化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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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中國大陸對於新聞媒體的管控嚴格，至今仍未鬆綁，不過強大的新聞控制

下，仍然存在一批不同於傳統黨報「喉舌」的媒體。尤以隸屬於廣東省委的南方

報業傳媒集團為代表，集團中最受推崇的兩報一刊為：《南方周末》、《南方都

市報》與《南都周刊》，被知識分子推崇，視其為中國最坦率和敢說話的媒體。

雖然中共對於新聞的管制仍然嚴苛，但由於新聞媒介第三產業屬性，媒體

被要求「自負盈虧」，因此，新聞媒體必須在官方宣傳任務與閱聽眾的需求之

間，尋求平衡點，同時注意新聞媒介的社會、文化、與經濟效益。而中國政府

在政治體制改革下，中央權力下放地方後，地方諸侯經濟坐大，貪腐事件層出不

窮，反貪腐成為政治改革的核心重點。因此，在政治改革支持新聞媒體監督貪腐

事件與傳媒商業化的雙重邏輯下，「新聞輿論監督」（news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在中國大陸的出現，可以被理解為，在對的時機與對的需求點上（王毓

莉，2010：5-6）。

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在國家控制與市場競爭的背景下，也開始尋找新的經濟來

源，子報《南方周末》趁勢從報導娛樂新聞、社會新聞的定位，轉型以新聞輿論

監督為主，主打深度調查式報導（李小勤，2007）。記者們紛紛使用探底線的報

導方式，大打擦邊球，希望在政治箝制與收視市場之間達到最能為組織帶來利益

的平衡。此背景下，以「為民申冤」、「揭黑式」報導形象，快速取得在市場上

的競爭優勢（王毓莉，2010：167）。

然而，由於中國大陸新聞傳媒的特殊角色，除了需遵守商業生存邏輯，因其

產權仍屬於國家，所以，新聞輿論監督的出現，便對政治、經濟、社會三者產生

莫大衝擊，經常需要與商業利益、國家新聞管制，做不同的碰撞與妥協。

南方報業傳媒集團轄下的《南方周末》與《南方都市報》，時常衝撞體制，

遭到當局政府或權力單位整肅。根據張小麗（2004 年 6 月 2 日）研究，2003 年

以後《南方周末》的批評性報導下降，特別是跨地區輿論監督的數量從 1997 年

的 91.5% 降至 2003 年的 28.7%，至 2005 年後，這樣的跨地區報導幾乎已無法執

行。2008 年又面臨汶川大地震發生，《南方周末》探討校舍的豆腐渣工程，引

來當地政府極大的不滿，直指媒體的行為是在為救災「添亂」。之後在 2008 年

這一年，《南方周末》與《南方都市報》都遭到官方緊密的盯梢，報社內部風聲

鶴唳，輿論監督報導難以進行（王毓莉，2010：170）。一直到 2013 年《南方周

末》發生新年獻詞被竄改一事，乃至 2014 年「21 世紀報系沈灝事件」，都顯示

官方對於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的強烈打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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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大陸的新聞研究方面，張小麗（2004 年 6 月 2 日）以《南方周末》

為主體，討論該報的新聞專業主義與自由主義。張志安（2008）嘗試以新聞專

業主義為理論視角，對中國大陸深度報導實踐的軌跡進行回顧與反思。王毓莉

（2012）亦曾以「權力」與「反抗」的角度，探討南方報業集團記者從事新聞產

製時的馴服與抗拒策略。上述研究著重於新聞專業層次的傳播者研究，較缺乏組

織層面的關照。

因此，本研究選擇南方報業傳媒集團，作為研究對象，並且注重前述《南方

周末》、《南方都市報》與政治控制的爭鬥過程，希望探討該集團面臨的組織場

域、組織領導與文化。據此，提出以下的研究問題：

一、《南方周末》與《南方都市報》面臨的組織場域為何？

二、中國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的領導類型為何？

三、《南方周末》與《南方都市報》的領導風格與文化為何？

貳、相關文獻探討

本研究期望探討南方報業傳媒集團，面臨的組織場域、組織領導與文化，以

下針對場域理論、領導類型等相關理論，加以檢視。

一、場域理論

場域是個人與結構之間關係的工具 (Bourdieu, 1993: 13)。舒嘉興（2001）指

出，對於「場域」一詞無需過分複雜的想像，只需要代以領域或界域的概念，便

可以很容易理解。

Bourdieu 指出，分析一個場域，必須分析與權力場域相對的位置，其次必

須勾勒出行動者或機構所占據位置之間的客觀關係結構，包括各種資本（經濟資

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象徵資本）的利用與獲取。Bourdieu 認為每一個具有

生產性關係的環節中，皆可能隱藏著權力關係。也認為社會空間是由人的行為場

域所組成，行動者在各個場域中的實踐活動，都與社會結構關係緊密。而場域的

一般社會空間，一方面是力量的場域，這些力量是參與的行動者所需具備的；另

一方式，又是一種鬥爭的場域（高宣揚，2002：228-232）。

在 Bourdieu 看來社會空間就像市場體系一樣，人們依據不同的特殊利益，

進行特殊的交換活動；而社會空間是由許多場域的存在而結構化的，這些場域如

同市場一樣，進行多重的特殊資本競爭（邱天助，199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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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媒體的組織管理角度觀之，Bourdieu 曾指出新聞場域，如同被象徵性暴力

的現象所籠罩（張意，2005：142）。進入一個場域就像參加一場遊戲，參加者

必須遵守場域中所制訂的遊戲規則。而參與者陷入遊戲當中，他們之間激烈的對

立，是因為他們都有一致由衷的信仰（doxa），他們競爭和衝突的根源，就在這

個一致相信的默契上（Bonnewitz, 1997 ／孫智綺譯，2002：82）。此種信仰與默

契在於，Bourdieu 認為象徵暴力的特點，在其施行的同時，會獲得承受者默許的

共謀，而且連施行的人，也常常承受這種暴力，因為施暴者與承受者都沒有意識

到它的存在（Bourdieu, 1996 ／林志明譯，2002：21）。所以遊戲參與者與制定者，

不但受到不同資本的優先順序考量，同時也會因場域變化後的不同而改變。

舒嘉興（2001：18）指出，新聞場域中絕不能忽略其他場域權威者所施加的

力量，這種力量並非只有經濟影響力，包括機關、警政單位、各研究機構對新聞

訊息的壟斷而對新聞業者形成的壓力，猶如這些單位的鬥爭武器用來對付新聞業

者一般。像「官方消息」就是一種支配型態，可以合法的掩護、裝飾新聞的真實

性，以做為操控的手段。

黃順星（2010）指出，報業不只受外部力量的壓迫與刺激而產生特定的面貌，

也受內部競爭而產生不同的行動策略。他將新聞產業視為文化產物，發現新聞必

不可免的會受制經濟與政治力量的牽引，如 1960 年代臺灣《自由時報》加入與

當時《中國時報》、《聯合報》兩大報的競爭局勢，無不受到恃從報業的影響。

曹麗紅（2014）研究中國調查記者的行動實踐，發現伴隨著新聞場域（政治

空間）的緊縮，調查記者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不過這群記者仍具有新聞人的職

業理想與專業，會運用自我審查與即興創作，展開應對的行動。

二、領導類型、風格與文化

領導乃是為了達成組織目標，讓領導人員發揮其影響力，領導風格是由個人

的行為方式所組成，足以影響別人，行為包括「指導（任務）行為」和「支持（關

係）」，不同的領導類型下的領導風格，可能會使組織產生變革。

過去探討領導理論，主要根據 Bryman (1992) 的分類，從特質理論、行為理

論到情境權變理論。特質理論是從領導者的特徵及人格特質來判斷，強調領導者

的特質是與生俱來，無法藉由後天培養，又稱為「偉人論」。如 Stogdill (1974) 

曾將與領導相關的特質，劃分為「能力、責任、成就、參與及地位」，而後，轉

向行為理論，注重討論領導者所表現出來的行為風格，認為領導者是創造出來而

非天生。Lewin, Lippitt, & White (1939) 提出的領導效能差異，主要討論三種領導

傳播研究與實踐7(1)-08 王毓莉.indd   210 2016/12/20   下午 09:49:29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7卷 第 1期．2017年 1月 211

類型：「獨裁式領導」、「放任式領導」和「民主式領導」。不過，這類研究往

往傾向領導者個人特質的單一分析，忽略領導與部屬間雙向互動之本質。

1980 年以後研究開始注重情境，轉向強調領導與部屬的雙向交流，主張領

導者必須具有願景，領導的功能在於能對成員產生轉化的影響（梁榮輝、陳建壕，

2005：107）。新型領導理論包括「魅力型領導」、「參與式領導」、「交易型

領導」、與「轉換型領導」。

魅力型領導（charismatic leadership）是以個人魅力，融入組織的目標、任

務、制度，使追隨者認同領導者就代表組織。House (1976) 指出魅力型領導者特

徵如下：具備支配性、有強烈的欲望來影響別人、具有自信及強烈的個人道德

價值。他們擅於運用言語、象徵性行動來激起其他的員工對他的崇拜。有學者

認為魅力型領導其實也是轉換型領導的特徵之一 (Bass, 1985) ；「參與式領導」

（participative leadership）具有多種形式，Yukl (2013) 整理過去的相關領導類型

研究，僅將其進行決策分類，指出還未有最佳的決策過程。且其認為在決策時，

常為了廣納他人的意見，就可能需要多種決策方式，包括獨裁式決策、協商、聯

合決策、委任等（Yukl, 2013 ／宋秋儀譯，2014：120）。

Burns (1978) 提出交易型領導（transactional leadership），指領導模式的主體，

其發生乃聚焦在領導和他的部屬間的交易，兩者之間的維繫。相較於交易型領導

的不同，轉換型領導（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是藉由人與人之間的吸引而創

造連結的過程，領導會留意部屬的需求與動機，也因此領導往往會充分運用權力

和情境等因素，提高成員創新的意願和能力。

除了西方的領導型態理論外，從東方文化特色來看，中國古典文化，諸子百

家的思想也帶有不同的領導型態，康自立、蘇國楨、張淑萱與許世卿（2001）將

情、理、法所建構的中國式領導架構，分成「親情式」、「教導式」與「威權式」

三種領導表現向度。一為「動之以情」，以和諧友善、關懷尊重、怒道同理的方

式，視部屬如己出；二為「作之師」，運用教導、角色扮演及分享參與等方式來

帶領部屬，在工作上給予指導，刺激其成長；三為「訴之以法」，強調賞罰分明、

一切依法行事，屬於一種君權式的領導型態，此也符合傳統儒、道、法三家的學

說與思想。

除了領導者外，在這領導者帶領下所造成的文化，也是一種變項。文化視為

平常的、明確的與隱含的符號系統，以有意與無意之方式來進行成員的學習與分

享，並藉以相互聯結為一個有機體 (Ott, 1989: 29-30)。

Sliver (1983) 表示，每一個組織具有各自獨特的風格，而一個組織本身與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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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環境的因素均可能滲入整個組織，並賦予組織內部事務不同的特色。Schein 

(1992) 也認為並非組織中每個人都感受到組織文化，除非它是群體共同擁有的，

但是所有人輕易能感受到組織氣候（Schein, 1992 ／陳千玉譯，1996），組織氣

候與組織文化常被人們混淆，組織氣候是由一個單位或部門所存在的群體氣氛，

包括人際關係、領導方式、作風和心理相融程度等，強調的是整體的氛圍，是成

員對所處組織環境所感受到的一種知覺，這種知覺會影響成員的動機與行為（蔣

景青，2002）。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南方報業傳媒集團隸屬於廣東省委，以黨報《南方日報》

為首，旗下有平面媒體：《南方都市報》、《南方周末》、《21 世紀經濟報導》、

《南方農村報》、《雲南信息報》、《理財週報》、《西江日報》、《南方法治

報》、《梅州日報》、《南都周刊》、《南方人物週刊》、《南方雜誌》、《21

世紀商業評論》、《風尚週報》、《城市畫報》、《名牌》、《中國財富》等。

網路媒體：《南方網》、《南方報業網》、《奧一網》、《南都網》、《大奧網》、

《今日廣東》。以及其他相關事業：《南方日報出版社》、《南都網報刊訂閱》、

《鞋包世界》、《第一消費》、《凱迪網路》、《南方文化產權交易所》、《小

夥伴》等。

平面媒體下又成立：《21 世紀經濟導報》、《南方周末》與《南方都市報》

三大報系，集團中最受推崇的兩報一刊為：《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與《南

都周刊》，比起其他子報，他們的報導內容更偏向時政議題，以調查式、批判式

的報導為品牌特色，以敢於對權力者進行監督報導而聞名於海內外。

《南方周末》創辦於 1984 年 2 月 11 日，面向大陸地區發行，核心讀者群為

知識型讀者，擁有全國甚至世界的影響力，被知識分子與網友譽為中國「最有良

心的報紙」。而《南方都市報》則於 1995年 3月試刊，1997年 1月 1日正式創刊，

覆蓋廣東省，被稱為珠三角地區影響力最大的報紙。《南都周刊》在 2006 年 3

月 1 日創刊，後因「重慶唱紅打黑」、「起底王立軍」系列調查報導打響知名度。

《南方周末》早期以娛樂、社會新聞定位為主，發行量一般，在 1993 年改

版，實踐『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的理念，以深度報導為主打產品，產

生巨大的效益，發行量突破百萬，成為大陸有影響力的政治經濟類報紙（張駿德，

2006：49）。主編左方曾以《南方日報》總編輯黃文俞說過的話，「有可以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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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話，但是絕不說假話」作為報訓，豎立《南方周末》的特色（左方、沈洪，

2014：293；左方，2009 年 6 月 12 日）。讀者們也認為快速、客觀、關注社會

底層是《南方周末》輿論監督內容的獨特風格，成功將《南方周末》的閱讀率、

販賣率提高，《南方都市報》趁勢進行改革，而後成功抓住現代都市新興的讀者

群，發行量穩定在 110 萬份左右（張駿德，2006：29）。

1998 年南方報業傳媒集團正式成立，成為中國第三家集團化的報紙。本研

究以 1984年至 2014年為研究範圍，以 1984年成立的《南方周末》、1997年的《南

方都市報》為主要研究對象。《南都周刊》創立於 2006 年，雖於短時間內就成

功打響知名度，有許多精彩報導，但本文著重於探討南方「報業」場域與領導之

內涵，因此暫不將《南都周刊》列入研究範圍。但在受訪者中，來自《南都周刊》

的兩位前南方人（S3、S6），都有超過 5 年以上的南方經歷，後來也成為重要的

媒體觀察者，因此，透過他們有助於觀察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的組織場域與領導階

層等領域，所以列入訪談對象。

本文採用次級資料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以「滾雪球抽樣」，受訪對象主

要設定從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的出走菁英，期望透過曾任職於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的

南方人，探討組織所面臨場域、組織領導風格與文化。研究成功訪談 13 位受訪

者，他們曾經任職於《南方都市報》、《南方周末》、《南都周刊》等單位，年

紀分布在 32 歲到 62 歲（30 歲以上，3 位；40 歲以上，8 位；50 歲以上，1 位；

60 歲以上，1 位），南方年資由 3 年 ~ 15 年不等，在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內的職

務經歷，從一線記者、部門主任與副主任、主編與副主編等，能夠較全面性觀察

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的領導風格與文化。他們目前任職的領域橫跨平面媒體、廣電

媒體、網路新興媒體、網路科技業與自由業等，持續發揮南方的影響力（詳見表

1）。訪談進行時間：2014 年 11 月 6 日 ~ 2014 年 11 月 15 日。

肆、中國南方報業傳媒集團面臨的組織場域分析

改革開放政策實施過程中，新聞傳播事業被列入「第三產業」，媒體須自負

盈虧，新聞改革隨即展開，以謀求自我生存之道。首先，1979 年初至 1982 年，

此階段主要為改變原先「報紙是階級鬥爭工具」的媒介定位，認為新聞媒介有其

自身的規律，應照媒介的規律行事。1983 年至 1986 年，自國外引進「信息」概

念後，1987 年至 1989 年上半年，提出新聞的輿論監督，將中共的新聞改革推向

最高峰。然而經過「八九民運」後，新聞重申黨性，直到 1992 年鄧小平南巡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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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後，決定深化改革政策後，傳播媒體的經營越發重視「市場化」策略，傳播媒

介的經濟面向，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只不過，中國的新聞傳媒經營制度轉向事

業單位企業型管理，政左經右的改革結果，平面媒體的業務部門有更多的發展可

能，可是針對新聞編採仍是嚴格管控（王毓莉，2010：4-5）。

而中國大陸的報業經營制度變革，從恢復廣告、自辦發行、擴張增版、兼辦

市民報、與招聘工資改革，一直到 1999 年第一家報業集團「廣州日報報業集團」

成立，直到 2004 年底成立了 39 家報業集團，說明了中國的報業已經從供給制辦

報，轉變成多元化經營實體的傳媒企業集團（張裕亮，2006：275）。

一、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獨有的揮灑空間

1978 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決定實施改革開放政策，時任廣東省委書記

習仲勛，直言批判中央的權力過度集中，使得「地方上感到事情很難辦」（習仲

勳主政廣東編委會，2007：242），1979 年 7 月，國務院正式批准廣東在改革開

放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和創辦經濟特區，為廣東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

由於廣東是一個通商口，商業貿易發達，且鄰近香港、深圳，遠離北京，

比其他的地方更能夠接受新思想與新思維，言論立場較為開明（S1、S3、S5、

受訪者編號（按姓名筆畫序） 南方報業集團年資 現職領域

S1   3 年 電視製作、從商

S2   6 年 網路新媒體

S3   6 年 雜誌

S4   7 年 藝文界

S5   7 年 自由業

S6 15 年 創業

S7   9 年 網路新媒體

S8 14 年 自由業

S9   8 年 網路科技創業

S10   4 年 學術界

S11   8 年 網路新媒體

S12   8 年 專欄作家

S13   4 年 報業

表 1：本研究受訪對象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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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1。其次，由於早期廣東省委書記，在黨內多屬於自由派，比較能接受不同

的黨內批評聲音（S5、S7、S8、S10），加上廣東省的政治獨立性較其他省分強，

有些事情中央選擇緘默以對，在此大環境下，媒體不需要對中央俯首稱臣（S1、

S6），就連《南方日報》的表現被認為較其他黨報，有相對開明的言論表現（S7、

S10）。

在廣東特有的經濟條件與政治空間下，《南方日報》社決定加入 80 ~ 90 年

代週末報的戰場。於 1984 年 2 月 11 日創辦《南方周末》，定位為文化娛樂類的

周末報，但 90 年代後期以來，以調查和批評報導、自由思想取向、文學化的寫

作風格等風靡全國。雖其屬於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集團下的子報，但在

2001 年左右號稱發行量 130 多萬，其中 70% 在廣東省以外（潘忠黨、陳韜文，

2004：9）。核心讀者群轉為知識型讀者，表現亮眼。

而後，面對傳媒市場化改革，1980 年代都市報浪潮興起，在《南方周末》

的資本基礎之下，也趁勢於 1997 年籌辦《南方都市報》，成為一份以廣州、深

圳兩個中心城市為主，覆蓋全省包括珠三角 12 個中等城市在內的綜合類日報。

然而，身為一介地方報，《南方都市報》拜網路電子報之賜，卻享有全國性的

影響力，還曾讓中宣部發布禁令，其他媒體不准轉載該報的報導（王毓莉，2012

年 12 月）。

2000 ~ 2010 年是為南方報業的黃金時期，也是中國的關鍵十年。1998 ~ 

2002 年江澤民執政時期，由於中國大陸積極爭取加入 WTO 與申辦 2008 年的北

京奧運，特別注重國際形象，順應市場條件，新聞媒體有相對自由的發揮空間，

此一時期《南方周末》新聞輿論監督表現突出，報紙具有一定社會影響力（S2、

S4）。受訪者（S6）表示：

每天看報紙都覺得特別好看，有很多東西可以看，而且那個時候，

整個中國互聯網還沒有起來，就是說像新浪、網易、搜狐它們這種，

互聯網的新聞，它還沒有到可以對這種紙媒產生威脅，就是大家的這

種日常的閱讀渠道，還是通過報紙。（S6）

《南方都市報》創立後，推出新聞輿論監督一系列的報導，在年輕主管程益

中的帶領下，大家都富有熱情，更是懷抱新聞理想，為民發聲，為弱勢說話，強

1 基於研究倫理與對受訪者的保密協定，以下受訪者意見之引用，僅以 S1 ~ 13代號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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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正義道德（S6），陸續推出許多精彩報導，如 2003 年的孫志剛案，經過《南

方都市報》記者陳峰、王雷調查後，同年 6 月 20 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簽署國

務院令，公布《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同時廢止導致孫

志剛被毒打致死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S9）。這是一次成功的

新聞輿論監督，最終造成法令的更改。

集團領導人范以錦（2005）指出南方傳媒報業集團，強調以「龍生龍，鳳生

鳳」帶動優質子報的戰略。在經營管理與新聞專業上，受訪者（S6）認為兩報在

輿論報導上有一定的互補性，也是兩者的定位與興起時間有所接軌，《南方周末》

在 2000 年時，已成為全國性的週報，主打全國市場，此階段的《南方都市報》

則是剛在草創期，主打廣州市場，屬於時政、民生、經濟的綜合性日報，不過它

更面向大眾市場，注重異地監督、深度式的新聞調查（S2、S6、S10）。

集團獨有的揮灑空間的最高點展現在，2003年 11月 11日，在北京《新京報》

的創刊，成為第一家得到國家新聞出版署批准，具有合法地位和受法律保護的媒

體集團跨地區經營管理的報紙，該報由光明日報報業集團和南方日報報業集團聯

合創辦。該報以《南方日報》人員為主，主要的編採人員均來自《南方都市報》，

首任總編輯為程益中，社長是戴自更。該報創刊號就在頭版報導了 SARS 非典的

後續新聞，大打擦邊球，引起新聞界的高度討論。

受訪者認為與《光明日報》合辦《新京報》，是一個天時、地利、人合的產

物，當時原先在《南方都市報》的一批員工，隨著程益中前往北京創刊（S6），

《新京報》或《南方都市報》為什麼能夠成功，仰賴的不只是南方的新聞獨特空

間，更重要的是南方這群人具有的新聞專業與自由主義理念 2（S9）。

而《南方都市報》沒有發行全國，但透過傳播媒體與網路的力量，該報的「網

眼版」挖掘報導許多事件，影響力卻往往能擴及全國。2007 年「史上最牛釘子

戶」的監督報導，使得當時房子面臨拆毀的拆遷戶，居住權力等問題開始在中國

社會受到各方正視。其次，該新聞「網眼版」轉型後的第一則監督報導，也正式

開啟了中國媒體，上網找尋新聞來源的新潮流。之後「陝西華南虎照片造假事件」

的輿論監督系列報導中，致使照片提供者不得不坦承，照片為做假合成下的產物

（王毓莉，2012 年 12 月）。2009 年「躲貓貓事件」，揭發了監獄獄卒對待受刑

犯的黑暗面，不再受到獄卒的凌虐，讓受刑人在監獄中的人權到重視，使得原本

想透過掩蓋、壓制消息的公安部門，在《南方都市報》的揭發下，讓更多閱聽人

2 深究數位受訪者於受訪時，引用的「自由主義」或「自由主義精神」，較為偏向「古典自由主義」
的內涵，主張要限制政治權力的界限，保護言論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和自由市場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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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並引發社會輿論，讓本想息事寧人的公安部受到廣大的輿論撻伐，而必須重

新審理，並對外說明事件的經過。幾次成功的新聞輿論監督表現，使得《南方都

市報》享有高度的專業評價。

二、南方報系與政治控制的博弈分析

然而，上述因為地處廣東的特殊優勢，《南方周末》與《南方都市報》擁有

相對寬鬆新聞表現空間。不過，政治控制的力量，始終未對新聞媒體鬆手。受訪者

（S8）指出，中共除了對集團下命令之外，還有其他不同管制媒體的方式，如行業

准入和審判制、人事任免和持證從業制、記者編輯自我審查制、新聞禁令制等。

此外，還有更為細緻的內容審查方法，如（一）審讀員刊播前審查制，由

中宣部指派審讀員進入媒體，直接對內容進行審查；（二）新聞閱評制，請黨的

退休人員看稿，若有問題甚至可直接送交給省委書記、中共政治局委員看，進行

事後處分；3. 行政或司法處罰，直接吊銷刊號或執照，也是最高和最後的手段，

2003 年的「南都案」、2014 年的《21 世紀環球報導》案，即屬此例（S8）。

不過，即便管控嚴格，南方報系仍然努力在每個事件，與政治控制進行博弈。

然而，在擦邊球的過程中，數度出現幾次的重大打壓事件。

2001 年 4 月，法院開庭審理張君犯罪集團殺人搶劫案，《南方周末》報導

不僅沒有像通常的做法，高調讚揚公安機關偵破張君案的功勞，而將主題指向了

社會不公正以及公權力者對規則的肆意破壞，並暗示或許正是這些不公正，導致

人心向背，進而產生仇視和報復社會的心理。此一事件處分不僅常務副主編、代

理主編錢鋼被調離，副主編陳明洋被撤職，多名涉及上述報導的記者、編輯更被

除名或要求自動離職，至於剩下的採編人員，則要全部重新考核半年，及格的才

准留下，並從《南方日報》社調來「政治上可靠」、年僅 29 歲的向熹新任總編

輯職務（大紀元，2001 年 6 月 3 日；郭國松，2012 年 8 月 20 日）。

張君案後《南方周末》被中宣部緊盯時，新聞發展空間縮小，《南方都市報》

則能透過全國性的跨地區監督報導，推開其知名度。2003年的SARS事件發生後，

宣傳部門下達各種禁令，聲稱疫情已受到控制，要求所有媒體對外口徑一致（何

清漣，2006：49-50），但即便上頭已發布多達 10 多張的禁令，《南方都市報》

仍是不畏懼政府的施壓，成為中國唯一發布非典相關新聞的媒體，贏得大眾的信

任（S7、S8、S9、S11）。

但 2003 年 3 月，《南方都市報》率先曝光 SARS 疫情，事後總編輯程益中被

降職處理。同年 4 月，《南方都市報》報導孫志剛案，造成收容遣送制度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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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隔年 1 月，《南方都市報》總經理喻華峰、編輯程益中等四人被廣州執法部門

以經濟犯罪之名逮捕，即為著名的「南都案」，一般認為此乃經濟入罪的整肅手段。

2003 年因集團內《南方都市報》被指違規報導孫志剛案、非典事件「闖了

大禍」，執掌《南方都市報》的南方報業第一副總編王春芙遭到免職，而官方宣

傳官員全面進入南方報業、直接控制不聽話的南方子報如《南方周末》、《21

世紀經濟報導》（徐文中，2004 年 4 月 24 日）。在該事件中，《南方周末》也

受到牽連，導致言論受控，之後其他廣東本地媒體，也從此噤若寒蟬。

2005年中旬，出現了資深編輯集體請辭事件。據中國博客披露，《南方周末》

在珠海開了全體會議後，因對新任主編、南方集團派來的向熹獨裁作風不滿，十

名左右資深記者向報社遞交辭職報告。而這批資深記者被指為，《南方周末》輝

煌時代僅存的一批人馬（大紀元，2005 年 8 月 2 日）。

2008 年 4 月，《南都周刊》主筆長平因發表評論《西藏：真相與民族情緒》

被免職，調任研究員（陳珣，2013 年 1 月 20 日）。儘管集團竭盡力量，將上面

交辦需要處理的人，以集團內部調職方式冷處理，但是 2011 年 1 月，長平終究

被南方報業解聘。

由於多重打擊，陸續的擠壓報導空間，特別是在 2008 年汶川大地震發生後，

南方報系無論在人力或話語權明顯下降，許多採訪回來的調查報導無法刊登（S2、

S7），2008年北京奧運後，產生所謂的「兩南」一說，意旨兩個南方，在採訪上兩難，

新聞發揮空間明顯縮小，2009 年後《南方都市報》的社論選題，多需經過審讀員的

檢查後，才得以發稿（S1、S5、S6、S7、S12）。2010 年《南方都市報》再次發生

領導階層被撤換。2011 年 9 月，《新京報》被北京市委宣傳部接管，終結了南方經

驗的北上。2012 年 5 月，庹震出任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加強審查和監管南方報系。

三、報業資本市場蕭條與新時期的政治控制

受訪者（S7）指出，南方傳媒報業集團被定位為，黨內一個較為開明的報系，

中央宣傳部門雖非完全滿意他們的批評報導，但仍會認為這些報導是他們為黨的

利益著想，所進行的批評報導。就在這樣的氛圍下，《南方周末》與《南方都市

報》的發展，主張回歸新聞專業主義，並尊重市場的規律，吸引讀者，淡化宣傳，

趨向專業的權威化（S4、S9）。在 2000 年初均已成為發行量百萬份的報紙，在

知識分子與普羅大眾當中，奠定重要的地位。

然而，在廣東的報業中，南方報業傳媒集團，並非一家獨大，廣州日報報業

集團與羊城晚報報業集團，在廣東的報業市場中，競爭激烈。其次，新聞輿論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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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是南方報業傳媒集團黃金時期的品牌優勢，後來也出現例如《北京青年報》等

競爭對手（S3）。

其次，在報業市場經濟環境方面，根據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總局、國家工商總

局、中國互聯網絡資訊中心的統計，中國大陸的報紙種類，從 2008 年 1,943 種，

逐年下降，到了 2012 年急遽下降為 1,918 種（崔保國、何丹嵋，2014：4）。而

2015 年最新公布的報告中指出，2014 年中國報紙印刷用紙量約為 270 萬噸，比

2013 年減少了近 1/4，報紙發行量也下降了 25% 左右，而報業賴以生存的廣告市

場連續 4 年下降，2014 年的下降幅度更達到 15%（人民網，2015 年 5 月 11 日）。

特別是 2013 年末《新聞晚報》的停刊，引起了「紙媒將死」的話題，而面對報業

廣告市場的持續衰退，中國報業集團紛紛尋求透過資本運作，探索轉型與革新。

加上，新聞輿論監督的報導，需要相當雄厚的經費支出，媒體對於調查性報

導的支持，攸關於投入經費充裕與否。2005年剛加入《南方都市報》的記者龍志，

曾按以前地方報的規格坐火車去採訪，深度報導版的主管陸暉打來電話：「怎麼

不坐飛機去！」其次，新聞工作者的收入方面，一位曾在南都深度新聞部工作的

記者回憶，2004 年他以應屆生身分入職，一個月能拿到 8,000 到 10,000 多元人

民幣，當時廣州市的人均工資為 2,585 元人民幣（吳婧，2015 年 8 月 14 日）。

顯示在大約 10 年前，報業的財務狀況，屬於相對寬裕的情況，對於調查性報導

的經費投放，更加大手筆。

不過，一項 2010 年 9 月 ~ 2011 年 3 月針對調查記者的職業滿意度調查顯示，

就工作非物質回報而言，滿意度最高的是黨報機關報（如《中国青年报》）、新

聞雜誌（如《中國新聞週刊》、《瞭望東方週刊》、《南都週刊》），而市場化

都市報（如《南方都市報》、《新京報》和精英報（如《南方週末》、《21 世

紀經濟報導》）的調查記者，都對非物質回報抱以較低的評價。其次，就工作物

質回報而言，黨報機關報的調查記者依然表達了較高的滿意度，市場化精英報次

之，而市場化都市報，新聞雜誌的記者對於物質回報子項的打分都很低（張志安、

沈菲，2012：68-70）。

市場化都市報的調查記者，各項滿意度比較低，由於深度新聞部工作，經常

要奔赴全國各地報導重大事件，且需要在一周左右拿出調查報導，因此發稿壓力

大。此外，都市報的薪酬考核體系，比較重視發稿數量，起薪比較低，若未完成

發稿任務則收入很低，因此人員流動率高（張志安、沈菲，2012：71）。

報業資本市場蕭條，顯現在記者的待遇上，以同集團的《21 世紀經濟報導》

特稿部記者為例，每月要求完成 3 篇調查報導，基礎工資 3,000 元／月，每篇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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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稿費 2,000 ~ 3,000 元，理論上若完成 3 篇的任務，月收入可超過 10,000 元，

但因新聞禁令等因素，通常只能發2篇，月薪便在7,000 ~ 10,000元之間（張志安、

沈菲，2012：71）。

由上述情形得知，報業市場蕭條下，組織能夠投入調查性報導的資源，相對

被剝奪，也影響著新聞監督功能的表現。其次，受訪者 S11 指出，當報社時常收

到許多禁令，甚至有些記者被指名不能報導某類型的新聞，即使主管們盡可能嘗

試激勵記者，但稿件未見報，等同於沒成就，他們心中充滿著挫折與失望。

新時期的政治控制，尤以 2012 年後最為明顯，在政治與市場雙重夾殺下，

幾個事件導致南方報業的記者、編輯，開始產生自我審查，很多選題都被刻意避

掉，認為是禁區（S2、S13）。

2012 年 3 月 17 日，中國人民共和國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

在人民大會堂閉幕，新一任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談話，提出實現「中國夢」，

必須走中國道路，必須弘揚中國精神，必須凝聚中國社會主義力量等要點。2013

年《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以「中國夢、憲政夢」為題，這篇在1月2日刊登的獻詞，

卻臨時被廣東省宣傳部長庹震刪改為「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夢想」，把憲政

夢，改為強國夢。引發《南方周末》編採人員不滿，在報社外、微博社群進行抗

議，要求庹震下臺，後也有許多到場聲援的群眾與前南方的員工（BBC 中文網，

2013 年 1 月 7 日），稱為《南方周末》新聞獻詞事件。

2014 年 9 月初，上海警方宣布偵破一起「以輿論監督為幌子、通過有償新

聞非法獲取巨額利益的特大新聞敲詐犯罪案」，逮捕了涉案的 21 世紀網主編和

相關管理、編採、經營人員以及兩家「公關公司」的負責人。警方在 25 日中午

到達 21 世紀辦公室，帶走了 21 世紀報系總編輯沈灝、總經理陳東陽，他們均為

南方報業集團的核心領導人。

由於中國沒有成文的「新聞法」，加上中宣部發布的禁令，沒有截止時間，

各家報社領導人或中層主管，只能透過自身對政治的敏感度、議題的掌握度，嘗

試在政治控制之下找活路（S7）。基於過去的外部媒體環境，南方傳媒集團與政

治勢力仍呈現一收一放的狀態，如當《南方周末》無法發揮影響力時，《南方都

市報》趁勢興起（S6）。

直到 2013 年「新年獻詞事件」，受訪者（S3）認為，此時的南方傳統已經

不在，無論是制度、人力或者報導水準皆下滑，乃至 2014 年沈灝事件，受訪者

（S4）指出，這是對市場化媒體的全面整肅。多數受訪者皆認為未來 10 ~ 15 年

間，中國新聞媒體的空間會越來越小，尤其是批判性的報導，會越來越艱困（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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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S4、S5、S6、S7、S9、S11、S13），這也被認為是對南方報系媒體的重創，

也代表著新一代領導人，已再進一步緊縮中國新聞媒體自由空間。

2015 年召開的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強調「要做好黨外

知識分子工作」，他要求中共官員學會同黨外知識分子打交道，特別是做思想政

治工作的本領。此一發言被認為與其上任以來 2013 年的「七不講文件」、「8.19

講話」，與 2014 年在北京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具有一致性，顯現其對知識分

子思想工作的高度興趣。分析指出，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儘管打壓異議人士亦不

手軟，但對改良派思想的態度，較為曖昧含混。而習近平對此頗不耐煩，旗幟鮮

明地反對憲政，堅決打擊皮裡陽秋的網路大 V 和 NGO 組織，其次一些對推動中

共自我改造抱有幻想的知識分子，如許志永、伊力哈木、浦志強和郭玉閃等，都

被判刑或拘押審訊（長平，2015 年 5 月 21 日）。上述情形說明著，中國大陸的

言論、新聞、思想自由，正走向更加嚴峻的限縮態勢。

伍、中國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的領導類型分析

中國大陸傳媒的所有權，並未開放民營，探討中國報業傳媒集團的領導人，

無法單以「報老闆」為研究對象，因為中國新聞傳媒的老闆，都是「共產黨」。

儘管老闆都是同一主體，中國報業集團組建，主要以黨報為中心主體，由於大陸

的黨報體制，存在著由上而下的階級性，南方報業傳媒集團以黨報《南方日報》

為首組建，除此之外，同一集團下為何又存在《南方都市報》、《南方周末》、

《南都周刊》等具有市場性與改革特質的媒體？更凸顯此議題的重要性，有必要

深入探討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的領導方式。

2005 年 7 月 18 日，南方日報報業集團率先從報業集團邁向傳媒集團，成為

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由廣東省委委託省委宣傳部主管，在報業部門組織結構上，

保留省委機關報原有的南方日報社社委會，並新組建南方報業傳媒集團黨委會、

管委會、編輯委員會。新組建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公司，設董事會及經理班子。集

團黨委會和管委會作為集團的最高領導機構，總體把握集團報刊的輿論導向和集

團資產的保值增值。南方日報社社委會和新組建的編輯委員會負責新聞採編業

務，具體把握集團報刊的輿論導向（曾原，2006 年 3 月 21 日）。

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公司董事長，也同時兼任黨委書記、《南方日報》社長、

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管委會主任，權力一把抓，其次在報業集團下設立，《南方周

末》、《南方都市報》、《21 世紀經濟報導》三大報系，各報系下分管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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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各報刊的總編輯（或主編），則由南方日報社社委會或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編輯

委員會的委員擔任分管各報系下的子報、子刊（詳見圖 1）。

其次，各子報、子刊內則設立「編輯委員會」，負責的新聞編採內容、管理

業務，通常依照各個子報或子刊的特性設立「新聞中心」，各報內不同編輯委員，

分管一個中心，以《南方都市報》為例，設立時政新聞中心、娛樂體育文化中心、

財經新聞中心、城市雜誌中心。「時政新聞中心」再細分為各部門，負責不同的

新聞版面，如要聞部、編輯部、深度報導部、評論部、國際新聞部、廣州地方新

聞部、深圳地方新聞部、珠三角地方新聞部……等（S4、S7）。

本研究乃針對兩個層次領導人：不同時期報業的集團領導人、與中層主管（包

圖 1：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報業部門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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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子報社長、主編、或總編輯 3、部門主任）為研究對象，經過深度訪談後，進

行不同時期的集團領導人與主編角色分析；其次，針對最多受訪者推崇具指標性

人物的《南方周末》主編江藝平與《南方都市報》主編程益中，敘述其個人的領

導特質；最後，則整體歸納受訪者指出，其任職期間認為較具新聞專業精神的大

部分中層領導，所具備的領導風格。

一、集團領導人與主編扮演角色

南方的集團領導人為一把手，對上是最接近權力核心的角色，能與廣東省

委書記直接交流、互動，同時也為下頭爭取出南方的新聞空間。受訪者（S3）表

示，好的高層領導需要能與過去的省級黨員構築保護傘，為報社尋找資源與接收

資源。在人格特質上，范以錦曾說：「知道我的性格的同事有兩個評價，一是為

人寬厚；二為原則性強」（范以錦，2005：317），此兩項帶有衝突性的特質，

正好符合集團領導人，對上成為「管制執行者」、對下「爭取新聞空間」的雙重

角色扮演。

南方的集團領導人從 1980 至 2014 年期間，共歷經張琮（1987 ~ 1995）、劉陶

（1995 ~ 1996）、李孟昱（1996 ~ 2001）、范以錦（2001 ~ 2006）、楊興鋒（2006 ~  

2013）、楊健（2013 ~ 2014）與莫高義（2014 ~ 迄今）等 7 人，詳見表 2。

本研究受訪者，任職期間橫跨 1990 ~ 2014 年，訪談中最常被提起與推崇的

集團領導人，為李孟昱與范以錦，其次為楊興鋒。受訪者表示，2006 年以前集

團領導人的價值觀較為開明、寬容，政治立場傾右 4，有新聞理想之外，他們更

有擔當，促使兩報的記者、編輯有更多施展空間，進行深度採寫（S8、S13）。

即使議題觸碰到上頭紅線或有些限制，多半也僅是口頭提醒，需注意新聞處理的

尺度而已（S9）。

不少受訪者特別指出，2006 年以前的集團領導人：李孟昱和范以錦，待人

處事和善，具有報人涵養、新聞專業、與海納百川的領袖特質，因此，也較不會

3 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的組織編制稱呼上，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用法，根據受訪者指出，大部分稱「社
長」為「主編」，直到後期也設立了「總編輯」職位，其職能等同於「社長」或「主編」。

4 左派與右派的提法，起源於法國議會，當時坐在議會左邊的人，更支持平等， 強調建設福利國家，
藉由透過國家干預手段幫助弱者，稱為「左派」。而坐在議會右邊的人，更支持自由、反對過高
福利，比較支持競爭，形成「右派」。中國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右派是指反對社會主義制度、
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社會主義改造、反對共產黨領導的人。1978年改革開放後，「左派」通
常指的是支持私有化，但強調市場經濟的計畫性，被認為「保守派」；「右派」則是推崇私有化，
主張改革的市場經濟，被認為黨內的「改革派」。受訪者此處「偏右」的提法，指的是政治上屬
於較偏向追求自由主義精神的改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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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干涉記者、編輯的行事（S2、S5、S11）。舉例來說，他們較不重視組織內

部的階層區別，辦公室大門隨時敞開，隨時都可以與下層員工見面，願意熱心的

解答任何問題（S2、S5、S7），即便面對中宣部的政治壓力或為了某些情勢需做

新聞處理的妥協時，他們從不會以命令式的要求，更多的是彼此討論與協議，換

言之，下層的人有機會直接影響上層想法（S9）。

集團領導開明的特色，也顯現在為新聞記者扛責方面，集團領導常需碰觸新

聞紅線的新聞報導寫檢討書，一線記者往往在事後才被告知（S6、S10）。受訪

者指出，范以錦是這方面最為典型的代表，他雖然行事魯莽，不過因其曾任省委

書記的文字紀錄員，比其他人更懂得拿捏政治尺度（S4）。受訪者（S6）提及，

以前范以錦為他們培訓時，就曾教導他們如何聰明的與上面作對，舉例而言，他

曾以手機沒電、搪塞處理來應對上層，為報社爭取新聞發布的時間，隔日見報後，

可能事情過去，也就成功將報導傳遞出去。

受訪者（S3）認為 2006 年以前幾位集團領導人，皆由一線記者、編輯慢慢

姓名 年分 重要事蹟

張琮 1987 ~ 1991 1984 年參與創辦《南方周末》，歷經《南方日報》批評報導的黃金

年代，曾一手策劃反對以權謀房的系列批評報導（賴競超，2012a
年 4 月 24 日）

劉陶 1991 ~ 1996 1993 年主導《南方日報》改版，擴至 12 個版，並提出「一手抓報紙，

一手抓銀紙」的經營理念。1994 年籌畫、創辦《南方都市報》（賴

競超，2012b 年 4 月 24 日）

李孟昱 1996 ~ 2001 與范以錦兩人，被前南方人稱為是最開明的集團領導者，兩人團結

合作，共同推動南方報業經營管理模式，並發展報業集團化。兩人

合作長達三十年，素有「李范時代」之稱（郭心華，2014 年 4 月

24 日）

范以錦 2001 ~ 2006 1994 年參與創辦《南方都市報》。而後為南方報業集團建立企業化

管理、多品牌營銷模式。負責、建立報紙的內容管理，注重深度報

導與批評報導，主張創辦經濟新聞版、綜合新聞版與地方新聞版，

親自抓批評報導主題（郭心華，2014 年 4 月 24 日）

興鋒 2006 ~ 2013 2006 年被上層指派為南方領導，進行集團整頓，提倡全媒體，主導

傳統媒體轉型，注重網路、新媒體的發展與轉型（S3、S7）

楊健 2013 ~ 2014 2013 年官派、也是首次直接從外部空降的集團領導人，未經過南方

報業的基層訓練、提拔（新華網，2013 年 4 月 8 日）

莫高義 2014 ~ 迄今 官派的領導代表之一，受訪者認為其作風相對集權，並主動審查報

社內部人員的網路社群發言內容。2015 年 8 月提出 41 條整改措施，

被認為是南方內部的自我審查機制（曹國星，2015 年 8 月 28 日、

S6）

表 2：南方報業傳媒集團歷年領導人物與重要事蹟整理

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賴競超（2012a年 4月 24日，2012b年 4月 24日）、郭心華（2014年 4月
24日）、新華網（2013年 4月 8日）、曹國星（2015年 8月 28日）與 S3、S4、S6、S7訪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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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往上晉升，對記者的困難與問題感同身受，注重公共利益，較不會考量自身利

益。受訪者認為，這些都是屬於傳統的南方文化之一：

南方所謂的傳統，要保護編輯、記者，寧願自己受點傷害，要把

記者、編輯保護起來，處分分管領導，不積極處分編輯、記者，罰款

編輯、記者時，分管領導交，實際上分管領導也不交，是報社交，這

就是傳統。（S4）

至於 2006 年之後的集團領導人，屬於空降部隊，甚至有些人沒有新聞實務

經驗，更重視的是自身利益，對新聞嚴格管控，無論尺度、題材、內容都朝向官

方標準，迎合黨的原則（S3、S6）。

2006 年上任的楊興鋒，來自同集團的《南方日報》，雖然《南方日報》在

全國黨報中，已被視為相對開明與自由的報紙，但在同一集團下，該報的從業人

員特質，仍屬於相對保守，一些該報的從業人員，多企圖走制度化管道升遷的路

線（S3、S10）。受訪者（S5）表示，當時與楊興鋒共事的人，普遍會認為他較

強勢、個性果斷，難以直接與他溝通，在領導特質上，偏向強制性領導，不過，

由於也出身自新聞界，他被認為在面臨黨的要求與新聞理想間，仍具備有一定的

新聞專業堅持。

然而 2013 年之後，莫高義與楊健直接從中宣部調任成為南方傳媒報業集

團的領導者，他們的新聞專業能力，被認為較不能服眾（S3、S5、S6）5。加上

從小處的新聞干預，到新年獻詞事件等，大環境對該報業集團的整肅不斷，在

2013 年《南方周末》新年獻詞事件中，集團領導人甚至直接開抗議證明與名單

給中央單位，要求公安局對抗議公民執行逮捕行動，引起內部不少新聞記者的不

滿（S6）。此時期新聞記者們的個人微博言論，甚至在社群平臺的網路管理員都

還未通知的情況下，時常被報社直接要求刪文。換言之，他們相對於過去的領導

較不具有兼容並蓄的包容力，部分受訪者認為他們的出線，也代表著過去屬於南

方傳統文化的消逝（S3、S4、S6）。

除了集團領導人層次的轉變外，《南方周末》與《南方都市報》的主編角色，

也有著相對應的變化。《南方周末》的主編從 1980 至 2014 年期間，共歷經關振

東（1982-1983）、左方（1983 ~ 1995）、江藝平（1996 ~ 2000）、向熹（2001 ~  

5 對於此二人的評價，乃綜合數位受訪者意見歸納而成，至於此二人本身是否具備新聞專業能力、
是否在接受了官方派任，不得已而為之，則無受訪者做此衍生推論，亦不在本文討論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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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張東明（2003 ~ 2005）、向熹（2005 ~ 2009）、黃燦（2009 ~ 2013）與王

更輝（2013 ~ 迄今）7 人，詳見表 3。

而《南方都市報》的主編從 1980 至 2014 年期間，共歷經關鍵（1995 ~ 

2000）、程益中（1995 ~ 2004）、王春芙（2004 ~ 2006）、江藝平（2006 ~ 

2008）、曹軻（2008 ~ 2012）、黃常開（2013 ~ 2014）、任天陽（2014 ~ 迄今）

7 人，詳見表 4。

主編層級的轉捩點，出現在 2001 年的《南方周末》和 2004 年的《南方都市

報》，其中左方、江藝平、程益中等三人，被認為是最具有新聞專業主義的主編，

在他們的任內也將兩報提升到全國性知名度與影響力（S1、S3、S5、S10）。受

訪者認為《南方周末》張君案後，新聞部主任長平被調離與主編江藝平、副主編

錢鋼相繼被整肅後，報社的組織文化或員工士氣皆有所轉變 6（S3、S10）。

其次，從《南方日報》採編中心主任調任《南方周末》第一副主編的向熹，

於 2001 ~ 2003 年接任主編，一開始他被認為是空降來整頓編輯部，不過，自

2005 年再次接手《南方周末》主編時，2009 年他以總編輯身分獨家專訪美國總

統歐巴馬，並刊登於頭版頭條，但期間因報導遭官方干預，被刪文處理後，決定

6 江藝平與程益中的領導風格，將於下文深入分析，此處不再贅述。

姓名 年分 重要事蹟

關振東 1982 ~ 1983 籌辦、創立《南方周末》，首任主編

左方 1983 ~ 1995 籌辦、創立《南方周末》，曾三度邀請錢鋼擔任主編，為《南方周末》

的報業風格轉型，被認為帶動了一場中國新聞改革

江藝平 1996 ~ 2000 與錢鋼共同建立《南方周末》報業風格，2001 年因張君案事件，被

調職

向熹 2001 ~ 2003；
2005 ~ 2009

被指派接手《南方周末》，起初被認為官派色彩嚴重，部分員工反

彈離職（林妙容，2003 年 9 月 28 日）；2009 年因歐巴馬專訪「開

天窗」事件，被調職

張東明 2003 ~ 2005 曾擔任廣東省委宣傳部新聞處長，2003 年被指派至南方，因貫徹官

方封鎖 SARS 新聞影響，民間為了罷免他，甚至曾發起推動拒買《南

方周末》報紙直到他下臺（中國一公民，2003 年 5 月 2 日）

黃燦 2009 ~ 2013 在 2013 年《南方周末》新年獻詞事件中，被認為既得罪上層，又

被屬下們認為專業與勇氣不足，被調職（關軍，2014 年 4 月 14 日、

S5）

王更輝 2013 ~ 迄今 官派的領導代表之一，被認為是較聽從省委宣傳部命令的主編之

一，目前致力持續推動全媒體、新媒體的數位營銷戰略（S3、
S13）

表 3：《南方周末》歷年領導人物與重要事蹟整理

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中國一公民（2003年 5月 2日）、林妙容（2003年 9月 28日）、關軍（2014
年 4月 14日）與 S3、S5、S13訪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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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開天窗方式表示不滿，因而被調降職。他和《南方都市報》的王春芙，在受訪

者評價中毀譽參半，主要是因他們都屬於來自《南方日報》的領導者，對南方報

業傳媒集團有著一定的情感與專業基礎，除了具備新聞實務經驗外，也能夠迅速

瞭解當時的南方組織文化，只是在個人行事風格上較為強勢、自我。加上當時報

社內部，仍有一派屬於「本土派」的力量，被認為相對較具有新聞專業與理想，

如兩報的執行主編陳明洋、莊慎之與其抗衡，同時期下形成報社內部的兩種不同

的派系的特殊編輯部生態（S5、S8、S11）。

而《南方周末》後期的主編，張東明、黃燦、王更輝，被認為較傾向官派與

聽話。受訪者指出，張東明除了擔任該報總編輯外，還自行設立一個新職位「南

方報業集團副總編輯」，使其權力擴及到整個報業集團，不僅從經營管理切入，

同時介入管控編採內容；而王更輝則被認為是，較無實權力的傀儡，當記者的報

導出格時，無任何溝通的餘地，內容通常會直接被刪除、或直接撤稿。至於黃燦

是在 2013 年《南方周末》新年獻詞事件中，被認為既得罪上層，又被屬下們認

為專業與勇氣不足，才使得此次的抗爭失敗告終 7（S3、S5、S8、S9）。

至於《南方都市報》主編曹軻、黃常開、任天陽，多半具有宣傳部經歷，

被視為空降部隊，受訪者認為他們的行事作風傾向強勢（S6、S7），相較於先前

7 黃燦在新年獻詞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被認為兩面得罪，但受訪者的發言乃植基於期待他更站在編
輯部立場，對抗省委宣傳部門，因而對黃燦有此評價。

姓名 年分 重要事蹟

關鍵 1995 ~ 2000 關振東之子，與程益中等人，共同籌辦、創立《南方都市報》

程益中 1995 ~ 2004 籌辦、創立《南方都市報》，建立《南方都市報》人事管理制度、

基本法則。2003 年 SARS 報導、孫志剛事件，發生南都案被入罪逮

捕（S8、S9）

王春芙 2004 ~ 2006 南都案之後，2004 年由上層指派來的南方領導，第一位直接空降擔

任總編輯，意在整頓南都（S3、S4）

江藝平 2006 ~ 2008 2006 年社長范以錦退休，江藝平被提升為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副總編

輯，分管因南都案受重創的《南方都市報》。2008 年疑似因長平西

藏評論事件、2008 年汶川大地震豆腐渣工程報導事件後，被調職

曹軻 2008 ~ 2012 2008 年起推動組建全媒體，被視為仍具有新聞專業精神的領導者

（S7、S8）

黃常開 2013 ~ 2014 2013 年官派的領導代表之一，持續推動全媒體

任天陽 2014 ~ 迄今 官派的領導代表之一，歷經南方報業的傳統文化洗禮，由基層到總

編輯，被認為其個人風格，較不接受任何協商，也被認為較服從宣

傳部門指令的主編之一（S13）

表 4：《南方都市報》歷年領導人物與重要事蹟整理

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 S3、S4、S7、S8、S9、S13訪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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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幾任主編，部分主編更偏重的是維繫與上層的關係，與自我未來的發展（S3、

S13）。特別是在 2008 年《南方都市報》再次發生組織內部人事調動，原本負

責分管《南方都市報》的江藝平「被調離」8（S11、S13），調查記者們感受到

自身能發揮的新聞空間尺度越來越小，選題不斷地被打壓，毫無成就感（S2、

S11、S13）。受訪者（S5）表示，2009 年以後許多評論的選題也多半在審讀員

之後 9，就被限制處理掉。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至 2011、2012 年，許多南方人

都逐漸覺得失落與失望，相繼選擇離職（S2、S11）。

 綜合上述，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的領導人，經常扮演著「向下執行禁令管制」

與「向上爭取新聞空間」的雙重角色。在主編的層次上，兼具有力爭新聞自主的

「新聞專業型」主編；部分來自《南方日報》，具有新聞專業背景，但又臨危受

命空降兩報，不斷擺盪於馴服與被馴服角色扮演的主編；以及最後期空降《南方

都市報》、《南方周末》，多具備宣傳部門背景，更重視與官方的關係和未來離

開南方報系後仕途的主編。

二、 《南方周末》主編江藝平與《南方都市報》主編程益中的領

導特質

由於集團領導人的差異，中層主管所能施展的空間，也有所差異，為進一步

瞭解《南方都市報》、《南方周末》的實際運作環境，本文特別針對最多受訪者

推崇具指標性人物的江藝平與程益中，敘述其個人的領導特質。

江藝平曾在南方傳媒集團三起三落，歷經分管《南方周末》、《21 世紀環

球報導》與《南方都市報》，都為南方產生一股新力量，1996 年至 2001 年甚至

被稱為「江藝平時代」（S7），2001 年更因為江藝平與錢鋼被撤職後，引發南

方第一波出走人潮。直到 2012 年正式退休後，過去的南方人對她評價好，甚至

寫文章來鼓勵她，《南方周末》的創始人左方表示，這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從馬上打天下，轉為下馬治天下時期」（左方、沈洪，2014：298）。

她被認為是南方傳統文化的創立者與代表人之一，受訪者（S4）表示，《南

方周末》興盛時期，其實出了許多問題，那時江藝平為了送檢討書，一個禮拜就

需飛一次北京。與她相處過的受訪者，對她印象深刻，她從不擺架子，像是大家

的親人（S1）。S2 表示：

8 「被離職」在中國大陸的語彙上，指的是非自願離職或被迫離職。

9 審讀員的主要職責，為對付印前的報紙內容進行審查，刪改稿件或撤掉被黨的宣傳機構禁止發表
的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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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稱她江老師，很和藹，進哪個電梯碰到她，然後就會聊，

最近是做什麼阿？或怎麼樣阿？挺好的我覺得。經常都能碰到。（S2）

另一位典型人物為程益中，他籌辦《南方都市報》，並成功將報業編採制度

化，受訪者（S9）表示，程益中崇尚自由主義思想，不但具有寬容度，也尊重個

人。由於當時的集團領導人不太管，所以能夠充分授權於他，受訪者（S7）指出，

當時在經營方面，程益中只要跟《南方都市報》總經理喻華鋒兩人商量一下，南

都的事情就能處理，不需透過集團或宣傳部。由此可見，其專業程度受到集團領

導人的重視與信任。

許多受訪者認為，程益中的個人魅力色彩強烈（S6），因此即便他在編採方

面，只重視記者效率與能力，風格偏向強制，但這只突顯在編採新聞上（S9），

也因此仍有一群人，受到他個人的英雄魅力，願意為他賣命（S3、S6）。

受訪者（S8）表示，程益中的思想與成長經歷相關，1980 年代政治的改革

派崛起，讓他在新聞理念上，堅守新聞專業。所以在新聞管理上，他認為制度大

於人，所以建立《南方都市報》的評分制度。受訪者（S7）表示，2004 年南都

案程益中離開後，更形成一批所謂的「南方本土派」，最為明顯的是莊慎之、陳

明洋、陸暉等人，他們注重新聞專業、新聞道德與社會責任，這些特色也是繼承

程益中的個人風格。

曾任中層主管的受訪者（S9）比喻，《南方都市報》的中層主管就如同團長，

所以他有必要在前線，帶著團員衝鋒陷陣，自然能建立起革命情感與信任。他表示

有許多大型報導都是他親自帶兵領隊到現場的，而不只是在辦公室指揮、發布施令。

雖然不同中層主管，在管理方式上有所差異，但主要都是會遵循南方傳統文

化，主動保護記者，讓記者免於受到上層的威脅（S2、S13）。例如，受訪者（S13）

曾經因為多篇帶有批判性的調查報導，被中宣部列入禁令名單之一，許多報社都

不敢聘請這名優秀記者，唯有當時《南方都市報》主編不畏懼，直接聘請他入深

度調查版當記者，甚至主動為其化名處理新聞內容，也為該報增添許多精彩作品。

在南方傳統文化培養下，這些中層主管屬於「新聞專業型」，他們多具備編

採能力與新聞專業，是富有新聞理想的一群人（S3）。其中受訪者認為這群人，

往往傾向自由主義，有他們的一套新聞價值判斷標準（S1、S3、S4、S6）。

受訪者（S2、S7）表示，江藝平與人說話是非常溫和儒雅，與人說話總帶

著笑容，並會尊重記者、編輯的意見，她不管具體業務，而是以一種精神、人格

魅力來激勵員工。而程益中則不同，受訪者（S4、S9）表示，他具有支配力，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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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強勢性只在於編採業務上。讓人佩服的是其判斷局勢準確，也因此他更勇於

創新。《南方都市報》創立階段，發行量不佳，程益中請完全不具發行經驗的詩

人記者浪子，負責發行，以「不看不知道、一看都說好」的直白廣告詞，企圖分

食《廣州日報》的發行，之後確實成功讓《南方都市報》從 8,000 多份突破十萬

份（S4）。正因其有這樣的趨勢觀察能力，所以在銜命北上創立《新京報》，有

近百人願意追隨他（S6）。

歸納受訪者的分析，研究者認為江藝平與程益中，皆屬於偏向西方領導學

「魅力式領導」，而在東方特色中，江藝平常「動之以情」，與部屬相處更多的

是關懷尊重，屬於親情式的領導；程益中在處事風格上強調「制度」與「創新」，

偏向教導式和參與式的領導，相似於東方文化特色中的「作之師」，對待部屬，

強調彼此信任感、更多的分享參與，扮演教導者角色。

陸、《南方周末》與《南方都市報》的領導風格分析

除了上述兩位主編，此部分研究發現，主要歸納受訪者指出，其任職期間認

為具「新聞專業精神」的集團領導與中層主管們，普遍具備的領導風格特色。研

究發現《南方周末》與《南方都市報》的領導風格具有四種特質：「舉才不分背

景，文人為重」、「保有自由開放思想，爭取新聞言論空間」、「分層領導，保

護記者優先」、「內部競爭機制，彈性獎勵制度」。

一、舉才不分背景，文才為重

兩報中層主管在舉才時，不論背景、學歷，皆以文采為重，他們更要求的是

採寫能力，尤其在報紙草創期最為明顯。當時出現一批「流浪記者」，他們沒有

正式的記者證，來自四面八方，包括詩人、寫球評、樂評、商人……等，他們多

半不具備高學歷、新聞經驗，但肯吃苦、勇於突破、創新。不同於後期多是來自

名校新聞系的背景（S4、S8、S9）。相對來說，當時的新聞內容豐富多元，受訪

者（S9）甚至戲稱這批人是「三教九流」，突顯出這群人的奇異性，這些人根本

難以進入其他主流報社。

當時的《南方都市報》內部競爭激烈，可能一下子來了上百人，加上基本

工資不高，所以只有通過三個月試用期，具備寫稿的能力，才能夠被留用（S1、

S4）。不過，後期也有一群人是因個人興趣，對新聞富有理想而選擇加入。對此，

較晚期進入的受訪者則認為，具備法律、商業經濟……等知識，所謂非新聞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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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的人，往往在處理新聞議題上更為豐富，對議題拿捏的掌握，或思考的邏輯

會更為清晰與詳盡，因而會被優先錄取（S2）。

綜述可知，這群南方人雖不是出自名校，也沒有新聞背景。但他們具有更多

的社會經驗，本身是文筆好，加上對新聞富有理想，也造就《南方周末》、《南

方都市報》當時許多精彩的報導與明星記者的光環。

二、保有自由開放思想，爭取新聞言論空間

受訪者認為，不少集團領導人、中層主管、一線記者、編輯，包容力廣大、

價值觀開放，相對更傾向民主，反專制的理念，也期望中國大陸朝向更為開放、

自由的發展方向（S6、S7）。

受訪者（S12）指出，2006 年漫畫家鄺飈的作品在《新快報》一直登不上去，

但《南方都市報》願意給他寬廣的尺度空間發揮，透過網路熱點找題材，大膽將

新聞漫畫的內容創新，將帶有諷刺性的灰色幽默漫畫，取代過去的單純幽默漫

畫，從漫畫上與文字上的批判性，做了大幅提升。

由於組織上到下的價值觀是一貫的，所以一線記者、編輯不太需要跟上層爭

辯任何的新聞尺度問題（S4、S11、S1）。《南方周末》由江藝平與錢鋼雙向管

理的特殊時期，江藝平完全授權錢鋼，而錢鋼也只是偶爾針對記者、編輯的文稿

進行指正，從不會主動干預或者修改新聞內容（S10）。

另外，記者、編輯在發言的權益上是最大的，多數時候集團領導人、中層主

管、一線人員三層打通的，有任何問題，隨時都可以越級報告，而大多時間他們

也都是歡迎記者、編輯去提問、討論的（S3）。

三、分層領導，保護記者優先

 保護記者、編輯是南方報業的傳統，所以當《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

發生問題，中宣部要求報社處理時，最常運用的方式是：在報社內部，對外看似

是處理記者，如離職，但實為只是將他先調至其他部門，避風頭。即便遭到罰款，

也多半是由社長出面，這些事也可能隨著時間而有變化，甚至不進行處分（S4、

S10）。甚至有中層主管會跟宣傳部的審讀員發生爭議，幫一線人員爭取新聞空

間（S8）。

受訪者（S1）任職於《南方都市報》時，曾聽說一名同事不小心犯錯將高行

健的照片登在報紙上，但前一晚已經收到禁令通知，強調不能夠做他獲得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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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新聞，因此碰到政治底線，對外是勒令離職。原來領導的做法

只是幫那個同事換個名字，仍留任報社。這樣的事情，對南方人而言是常態。上

述的處理方式，明的是能給上層一個交代，私底下則是為了保護記者，免於他們

受到更大的傷害（S2、S11、S13）。

受訪者（S6）表示，他擔任集團中層主管期間，對上更為嚴厲，對下則是相

對寬鬆，多為下頭爭取更多的利益與空間。這是具有新聞專業素養的南方主管的

基本精神，他們不會為了自身的晉升，反而會為一線人員爭取最大的利益。

四、內部競爭機制，彈性獎勵制度

2003 年《南方都市報》在程益中的帶領下，首先推行組織內部的文章評分

機制，而後更成為制度化的運作方式之一（S8）。當時報社基本工資低，記者們

要賺錢多半只能靠稿費，至後期都還是如此（S2、S4）。稿費多為按件計酬，由

特獎、A ＋、A －……一直到 E ＋、E －，共十一個等級，最高是特等 800 元人

民幣，最低 E －僅有 50 元人民幣。只要記者、編輯肯努力，持續發稿、編版等，

其月薪都有可能超過主編。

此外，主管階層會針對文章的優劣來寫評語，並將優秀或劣等的文章，貼在

報社內部公布欄上，受訪者（S1）表示，他看過最有趣的是，某次看到中層主管

對一個版面的不滿意評語竟是：「喪盡天良」。直白的用語，看得出來，主管與

一線工作者的親密互動關係。

除了文稿的評分機制，中層主管也負責部分財務管理，也因此他們能彈性運

用這些獎金，以此來激勵優秀的員工（S6、S8）。即使記者的稿子，基於禁令未

能被刊登，主管也會根據內容質量給予稿費（S9），如果邀稿未能刊登，仍然會

給予稿費，受訪者（S12）表示，一幅好品質的新聞漫畫，最高能給到 500人民幣，

未能刊登也會給到一半稿費。以文稿而言，最高的稿費大多出自深度報導部，受

訪者（S2）表示，有的人可能一篇優秀的深度報導，就可拿到 5 萬人民幣。但該

名記者所耗費的時間，也有可能長達一、二年。

另外，報社內部每年會在廣東星海音樂廳，舉辦「南都新聞報導獎」，其中

南都全媒體特別大獎年度大獎」為最大獎，也是內部南方人最想得到的獎項，這

些獎項雖然是由內部頒發，對於記者確是最重要的榮譽感，也是屬於南方人一年

一度的聚會（S11）。除此之外，這些優秀的作品，日後編輯出版，以此鼓勵後

輩的記者，成為他們的榜樣與學習對象。由這些內部的良性競爭，更能讓記者、

編輯不斷地創新、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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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代結語：289 南方大院文化

《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在組織人員、讀者取向組成上，也有所不

同。他們的背景並非來自大城市，更多的是小鎮青年、農村青年，他們普遍具有

草根精神（S7），兩報關懷更多的是在社會上較為弱勢的人們，也是大眾市場取

向（S1）。對此，受訪者（S7）比喻，《南方都市報》是給進城打工的農民看，

《南方周末》是給進大學的農民看。這群新聞工作者，普遍與六四天安門事件有

些微的關係，有的是參與者，有的則是受到六四精神的感召，因而投身新聞事業

（S10）。

來南方報系的人，往往富有新聞熱情，他們當初也是受到這股氛圍感召，這

些人來自全國各地，由北到南，不一定是大城市，不少來自偏鄉地區的少數族群，

往往拎個包、帶點行囊，就從其他省分過來廣東，感覺就像行走江湖一樣（S6、

S7）。

《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往往是由年輕中層主管帶領年輕記者，而這

群領導者是由編採出身，由記者、編輯到主管階層，一關一關升上去的，他們相

互影響（S7）。比較起雜誌媒體，他們傾向個人英雄主義，團體作戰相對薄弱，

但在新聞價值上，都更加重視新聞專業與市場化的發展（S3、S9、S11）。

這群南方人，截稿後會一起喝酒談新聞（S2、S4）。在南都新聞報導獎時，

不同部門的人，彼此也會聊聊工作近況（S11），離職後只要有聽到對方任何消

息，如婚宴喜慶、喪葬禮儀等，有空的人都會參與（S2）。曾任主任級主管的

（S7）也說：「我們都直來直去、掏心自腹，我跟下屬的關係很好，如同軍隊的

同袍一樣。」事實上也證明，離職的南方人也會一個拉一個，往下一個工作崗位

發展（S2、S11）。

整體而言，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的領導人，經常扮演著「向下執行禁令管制」

與「向上爭取新聞空間」的雙重角色。在主編的層次上，兼具有力爭新聞自主的

「新聞專業型」主編、偏向官派的「新聞專業拉鋸型」主編、以及重視官方關係

與自我未來發展的「仕途優先型」主編。但「新聞專業型」被認為是具有南方報

業精神的代表，也較為受到推崇。其次，新聞專業型的中層領導者江藝平與程益

中，呈現以「魅力型領導」為主，「參與式領導」為輔的特質。最後，集團中具

備新聞專業主義精神的領導者們，普遍具備的領導風格有：「舉才不分背景，文

才為重」、「保有自由開放思想，爭取新聞言論空間」、「分層領導，保護記者

優先」、「內部競爭機制，彈性獎勵制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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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報業傳媒集團位於廣州市越秀區廣州大道中 289 號，在前述的特殊場域

中，一群懷有新聞專業、新聞改革、新聞理想的集團領導人與中層主管，帶領優

秀的一線記者、編輯共同打仗，彼此因為共同的價值觀與目標而共事，逐漸形成

南方報業傳媒集團黃金十年（2000 年 ~ 2010 年）上下，獨有「289 南方大院」

的組織文化。

過去關於南方報系的研究或闡述，多集中於新聞事件處理、或單一主編的個

案，然而南方報業傳媒集團近三十年的發展，在中國大陸報業中，占有重要地位，

有必要從組織場域、領導人特質，做較長時間的觀察。然而，本研究基於研究的

時間、人力與經費限制，亦無法全面性針對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的領導人、《南方

周末》、《南方都市報》的領導人與主編，做逐一深入探討，但透過本文對於領

導人時間系譜的整理，再經由離職南方人的推舉與分析，嘗試為此段南方報業發

展，留下歷史紀錄。

《南方都市報》與《南方周末》的特色，不同於一般黨報風格，兩報對新聞

採訪的專業要求高、敢於和體制抗爭、運用擦邊球的技巧，包括抓時機、判斷政

治情勢，進行一系列的跨地區新聞輿論監督報導，這樣的表現也曾引起一股中國

調查式報導熱潮，也獲得更多讀者信任與支持。然而上述的新聞表現，需有相對

應的時空環境，政治上反貪腐與追求公平正義之聲的政策推力，加上媒體市場的

拉力，配合廣東省委和南方報業傳媒集團領導人的進退拉鋸之間，成就了一段南

方報業的黃金時期。

而在此期間，幾位被推舉為具有新聞專業主義精神的領導者，有機會躬逢其

盛，在擔任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的主管角色時，針對爭議性新聞處理，做出不同於

當時其他新聞傳媒的決策表現，也因而面臨被降職、被離職的命運，其領導特質

與風格亦值得關注。

隨著資訊網路時期與社群媒體的出現，目前中國新聞傳媒環境，面臨更加嚴

峻的挑戰，國家的新聞資訊管制策略出現漏洞，而傳統媒體需要與新媒體競爭閱

聽眾。雖然時空不能複製、儘管現階段中國的新聞與言論控制趨強，南方報系被

徹底打壓，但是在中國大陸的新聞專業與典範的研究領域中，南方報業傳媒集團

的生存之戰、領導風格與文化，占有重要的歷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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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探討臺灣有線電視產業系統與頻道市場的集中度情形。研究結果顯示，

就衡量變數而言，頻道代理商的總營運金額，應當最能顯示頻道商在市場所擁有

的市場主導力量，惟該數據屬頻道代理商的營業秘密，在實務上不易取得，在權

衡之下，可以以頻道商的報價為代理變數，或者以頻道商頻道在市場上的收視率

做為代理變數，以反映個別頻道在市場上的重要性。在衡量方法上，由於集中度

（CR4或 CR8）的計算方式，只蒐集市場前四家或前八家個別頻道代理商的數據，

將會有遺失重要資訊的缺失，也有不能反映頻道商實際市場分配的狀況，因此政

府部門如欲瞭解臺灣頻道市場集中與否的問題時，建議可採行以頻道商報價或其

在市場的收視率為指標，並採以 HHI計算的衡量方法。

關鍵詞：HHI 指標、集中度、頻道市場、鬆散的寡占、嚴峻的寡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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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般產業的經營成敗與否，產品或服務通路的設計與建立，占有相當重要的

地位。以臺灣一般食品、飲料等產品為例，統一超商通路的建立與使用，對該產

業經營成功的貢獻，即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相似的情況，在臺灣油品的銷售，加油站通路的建立與擁有，亦攸關特定油

品公司是否能夠在該產業站穩腳步。2003 油品市場開放之初，外商埃索公司積

極參與國內油品市場的供應行列，但因僅僅掌控區區 49 家之加油站，以致於無

法有效供油而影響其臺灣的油品供應市場的立足，最後不得黯然的退出臺灣油品

的供應行列（莊春發、許志義、陳汝吟、謝秀宜，2012）。

同樣的情形，亦發生於臺灣電信產業的發展過程。2G 行動電話設立之初，

因執照給予的不同，有全區執照與分區執照之別。經過兩三年的試驗，分區執照

的公司因為客戶數無法達到規模經濟的水準，最後紛紛為全區執照廠商所併購，

其原因亦為行動通信服務通路不足所造成。到了 3G 的時代，新進廠商亞太與威

寶兩家公司，一直無法與舊有廠商抗衡的理由無它，行動服務的最終據點即客戶

數，無法與前三大的既有行動電信公司對抗所造成（莊春發，2009）。

是故，在一般廠商的發展過程裡，產品的品質優良、價格公道合理、服務周

到等因素，固然占有重要的地位，然則，產品自有銷售通路的有無，與設計的優

異與否，亦居極其關鍵的地位。

然而，審視臺灣有線電視過去的發展情形，則發現它比一般產業存在著另

外的特別屬性。早期系統商電視頻道的內容，在有線電視經營的競爭過程裡，

決定著廠商優勝劣敗的最後結果。所以市場上經常流傳一句話：「內容為王」

（content is king）。其所顯示的意涵，代表有線電視市場的系統商，誰有優良或

較佳的節目，誰即能在有線電視的市場裡成為優勝者。過往各分區的有線電視市

場內的廠商競爭，已經實踐上述的原則。節目較佳的業者，最終將取得較多消費

者的青睞，而成為市場的優勝者。因此許多系統商的經營策略，乃向上發展（back 

forward）成立頻道供應商的組織，以控制頻道的供給，一方面使自己立於不敗之

地，二方面則藉此與競爭對手周旋。

過去主管機關對有線電視業者的規範，對於頻道商的管制較鬆，相對於系統

商的嚴密控制完全不同，之所以產生儼如天南地北的差異，可能原因是頻道商的

統計資料欠缺，二是系統商直接面對民眾，而頻道商的節目則為系統商的中間投

入，只是系統商吸引消費者的重要工具，在經營上並不像系統商需要直接面對消

費者，所以被主管機關認為不需像系統商一樣的嚴格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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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我國目前的《衛星廣播電視法》規定，衛星電視市場的經營者區分為直

播衛星電視事業，與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兩類業者。前者的經營模式與有線

電視雷同，係以節目吸引家計單位，透過衛星視訊的傳遞到一般家庭內，並以小

耳朵做為家庭收看之工具，管制節目不會外溢，便利直播衛星業者向消費者收費。

至於後者，基本上係以出售電視節目內容予有線電視系統商的經營者。經營

衛星廣播電視節目的供應者，有時又稱其為頻道節目代理商，因為他們所出售的

節目絕大多數係來自外國製片商、代理商，或者國內影片的製片商。他們的出身

各有不同，有些經營者是錄影帶時代的片商、有些經營者則是大型集團影視節目

購買人員出身，由國外引進外片，授權給系統業者，以及發展自己集團的節目臺。

第三種經營業者本身既沒有系統臺，也未代理國外頻道，純粹只是因為與系統業

的關係良好，能夠透過社會網路和系統臺建立買賣關係，從而崛起，典型的這類

業者如八大代理公司。

頻道市場集中度高低與否的瞭解，一般除由供給面頻道銷售的營業額為衡量

指標之外，應當也可以由反面的需求面，觀察頻道市場集中的情形，甚至是藉由

市場交易後的結果，衡量頻道市場集中的情形。在實務上應當還有其他變數可以

做為衡量集中度的指標。採用其他指標所衡量出來的頻道市場集中度的結果，與

採用頻道商營業額所衡量一樣的結果是否相同或相似？

 主管機關對頻道管制政策的擬定，是否應堅持以供給面營業額為指標衡

量集中度，還是可以同時採用以需求面的指標為基礎，進行頻道市場集中度

的衡量呢？文獻上市場集中度的衡量公式有市場集中度（CRn）以及雙赫指標

（Hirschman-Herfindahl Index，簡稱 HHI）為指標 1，兩種衡量方法那一個較能反

應頻道市場的集中情形？本研究的實證結果及所顯示的意義，應可提供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制定有線電視頻道管理決策的參考，它是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

貳、文獻回顧

有線電視朝向「一區一家的市場獨占問題趨勢」，不僅造成經營區內民眾無

選擇權，而且可能形成有線電視系統通路遭致壟斷，使衛星電視頻道上架困難。

因此，為保障民眾權益，促進公平競爭，學者建議分階段改變有線電視集團版圖

與市場結構（施俊吉、陳炳宏、劉孔中，2003）。競爭政策機關行政院公平交易

1 HHI的指標是由兩位經濟學家 Albert Hirschman與Orris Herfindahl所提出，見 Hirschman (1964: 
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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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亦擔憂有線電視市場高度集中的發展，可能出現「市場競爭機能斲喪」，

導致「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濫用市場力量」等行為，因此提出〈有線電視相關事

業之規範說明〉（公平交易委員會，2002）作為執法依據，防止市場壟斷及業者

出現不公平競爭的經營行為。因此，臺灣有線電視市場集中度的研究大都集中於

系統商市場

新聞局兩度（2003 年與 2005 年）委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執行的《有線廣播電視市場結構調查及競爭政策分析研究》，發現臺灣有線電視

之市場集中度，2003 年 HHI 值為 1,452、2004 年 HHI 值則下降為 1,354；因此施

俊吉等人之研究認為臺灣的有線電視市場僅是「中度集中市場」（施俊吉、劉孔

中、葉疏、周韻采，2003：23）。

陳炳宏（2002）使用 1999 年臺灣有線電視的訂戶數為資料，並以市場集中

度（CRn）為測量方法，算出臺灣前四大 MSO（multiple system operator，多系

統經營者）的市場集中度為 74.3%，因此推論臺灣的有線電視市場屬於「高度集

中」，而且是「被少數業者壟斷」的市場。

柯舜智、莊春發（2008）發現前述之集中度研究與一般社會的感覺有相當

的落差，認為研究方法可能有問題，於是改採先進行各區有線電視市場集中度的

計算，然後再將各有線電視市場 HHI 指數，乘上其占全國有線電視市場收視戶

的比例，最後則將該數值加總，獲得的 HHI 值高達 8,084，顯示臺灣有線電視的

系統商市場屬於高集中度市場。之後，施俊吉（2012）在〈有線電視市場結構與

經營區調整政策〉一文中採用相同的研究方法，亦獲得有線電視系統商市場 HHI

集中度指標高達 8,372，支持有線電視系統商市場為高集中的市場。

由於有線電視的系統商直接與消費者接觸，所以其市場結構集中度的問題受

到社會較多的關注，相對的，頻道市場對有線電視產業結構的集中發展雖然存在

著重要的影響，但一方面它屬於系統商經營時的中間投入，與最終消費市場沒有

直接之關係，因此受到社會與學者的關注，就比不上系統市場。另一方面則是系

統商頻道交易情形較為複雜 2，研究者即使有心亦常因無法取得各頻道的真實收

入，而無法進行市場集中度的估計。因此大部分有線電視國內文獻，皆以系統市

場集中度的研究為重點。

2 例如臺灣有線電視市場的客戶數已達 500萬戶以上，但頻道商的收視戶計價，仍以過去的慣例
290萬戶為計價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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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之原因，國內學術的領域裡能完整分析頻道市場集中度的相關研究

並不多，比較有系統的分析應當只有陳炳宏 3（2000）的〈臺灣有線電視產業之

系統與頻道市場集中度研究〉，他們以 1999 年 10 月底國內的頻道市場 52 家有

線電視頻道公司經營 87 個線電視頻道為分析對象。首先以個別頻道公司觀察 4，

營業額最高的頻道公司共擁有 5 個有線電視頻道，年營業總額高達 433,440 萬

元，占該年度頻道市場的 25.26%；第二高的頻道公司則擁有 3 個頻道，營業額

為 211,000 萬元，市場占有率為 12.3%；第三高的頻道公司則擁有 5 個頻道 5，營

業額為 210,000 萬元，市場占有率為 12.24%；第四高的頻道公司則擁有 7個頻道，

但營業額只有 152,000 萬元，市占率為 8.86%；第五高的頻道公司擁有 5 個頻道，

營業額為 120,000 萬元，市占率為 6.99%；第六高的頻道公司則擁有 2 個頻道，

營業額達 66,400 萬元，市占率為 3.87%；第七高的頻道公司擁有 4 個頻道，營業

額達 62,307 萬元，市占率為 3.63%；第八高的頻道公司則僅擁有 1 個頻道，營業

額達 56,000 萬元，市占率為 3.26%。

依據前面的數據為基礎，陳文進行分析，有線電視頻道公司的營業總額共為

新臺幣 1,715,816 萬元，前四大公司擁有 20 個頻道，年營業額為 1,006,440 萬元，

市場占有率 CR4 為 58.65%，前八大公司則擁有 36 個頻道，年營業額為 1,311,147

萬元，市場占有率 CR8 為 76.41%。按一般產業經濟學的分析指標，市場集中度

指標 CR4 超過 50%，或 CR8 超過 75%，即代表該市場屬於高集中市場，陳文由

此數據觀察，認為臺灣有線電視頻道市場屬於高集中市場。

若按有線電視集團所掌控的頻道加以分析，結果為前四大有線電視頻道集團

共擁有 21 個頻道，年總營業額為 1,059,240 萬元，而前八大有線電視頻道集團則

共擁有 34 個頻道，年總營業額為 1,382,547 萬元。四大集團的頻道集中度（CR4）

為 61.8%，前八大集團的頻道集中度（CR8）為 80.6%，依前面四大集中度與前

八大集中度市場的標準觀察，臺灣有線電視頻道集團的市場集中情形，不管由前

四大或前八大集中度來分析，都是屬於高度集中的市場。

3 陳炳宏進入學術界服務前，曾在頻道業的重要廠商服務，因此藉由原有人脈才有機會取得個別頻
道代理商的正確的營運金額。最後能夠進行頻道市場的集中度分析。

4 其實這裡的頻道公司，是指代理多頻道銷售的頻道代理商。

5 從以上各家頻道公司代理的頻道數與營業金額，可以發現頻道代理商代理頻道數多寡，與其獲得
的營業額並沒一定之關係。換言之，頻道在市場上，每個頻道的在市場的重要性與價值並不相同，
將每個頻道視為等值的做法並不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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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有線電視頻道市場的狀況

一、歷年頻道供應商與頻道數供應數的變化情形

依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2015 年第 1 季 NCC 網站的公告資料，直播衛星廣

播電視服務經營者目前有 8 家，4 家為本國業者，4 家為境外業者。衛星廣播電

視節目供應者共有110家業者，經營的頻道數共有279個。中間本國業者有87家，

經營 170 個頻道，境外業者 30 家，經營 109 個頻道，中間境內與境外兼營的業

者則有 7 家，如表 1 第七欄。與 2007 年比較，可以發覺九年間國內共增加 27 家

的頻道供應商業者，供應的頻道則增加了 99 個。進一步分析本國頻道業者家數

近六年增加 24 家，頻道數則增加 38 個。相同時間，境外業者家數則增加 10 家，

頻道數則增加 61 個。

二、頻道所屬集團情況分析

表 2 是臺灣有線電視頻道市場上主要的五家代理頻道商，以及其所代理的頻

道內容。五大有線電視頻道代理商分別為：

（一）全球多媒體公司（原台訊多媒體）。它代理 GTV 第一臺、GTV 綜合

臺、GTV 戲劇臺、GTV 娛樂 K 臺、中天新聞、中天綜合、中天娛樂、

TVBS、TVBS-N、TVBS-G、Discovery 等 10 個頻道，它對系統商的名目

報價為新臺幣 88.5 元。基本上它屬於中嘉集團投資的頻道代理商。

年度
本國業者

家數

本國業者

頻道數

境外業者

家數

境外業者

頻道數
合計業者數 合計頻道數

2007 63 132 20   48   83 180

2008 66 136 23   57   89 193

2009 79 152 29   80   99a 232

2010 80 156 29   88 101b 244

2011 84 159 28 106 104c 263

2012 80 157 29 112 109d 269

2013 84 165 30 115 114e 280

2014 86 169 29 111 115f 280

2015* 87 170 30 109 110g 279

表 1：衛星廣播電視業家數與頻道數 2007 ~ 2015 年統計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網站。

註： a境內境外兼營業者共有 9家，b境內境外兼營業者共有 8家，c境內境外兼營業者共有 8家，
d境內境外兼營業者共有 6家，e境內境外兼營業者共有 6家，f境內境外兼營業者共有 6家，g

境內境外兼營業者共有 7家，*2015年資料只計算到第 1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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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佳訊錄影視聽企業有限公司，它代理的頻道有三立台灣臺、三立都會臺、

三立新聞臺、國興日本臺、JET 綜合臺、好萊塢電影臺、旅遊生活、年代

電視、迪士尼頻道、MUTH TV、東風衛視、彩虹頻道、民視新聞臺、非凡

商業、NHK、非凡新聞 、高點電視臺、壹電視新聞臺、壹電視資訊綜合臺、

壹電視電影臺等 20 個頻道。對外報價為 113.5 元，佳訊公司為有線電視名

人練台生所投資的頻道代理商，其與台灣寬頻（TBC）集團關係良好。

（三）凱擘股份有限公司，為凱擘集團所投資的頻道代理商，該公司所代理的頻

道有 13 個，共有東森電影、東森綜合、東森幼幼、東森新聞、東森財經

新聞臺、東森洋片、東森戲劇、緯來體育、緯來日本、緯來綜合、緯來電

影、緯來戲劇、緯來育樂、13 個頻道對外的報價為最高的 114 元。

頻道商名稱 代理頻道／自營頻道 頻道數（%） 價格總數（%）

1. 全 球 多 媒 體 公 司

（原台訊多媒體）

GTV 第一臺、GTV 綜合臺、GTV
戲劇臺、GTV娛樂K臺、中天新聞、

中 天 綜 合、 中 天 娛 樂、TVBS、
TVBS-N、TVBS-G、Discovery

11（16.41）   88.50（20.57）

2. 佳訊錄影視聽企業

有限公司

三立台灣臺、三立都會臺、三立新

聞臺、國興日本臺、JET 綜合臺、

好萊塢電影臺、旅遊生活、年代電

視、迪士尼頻道、MUTH TV、東

風衛視、彩虹頻道、民視新聞臺、

非凡商業、NHK、非凡新聞 、高點

電視臺、壹電視新聞臺、壹電視資

訊綜合臺、壹電視電影臺

20（29.85） 113.5（26.38）

3. 凱擘股份有限公司 東森電影、東森綜合、東森幼幼、

東森新聞、東森財經新聞臺、東森

洋片、東森戲劇、緯來體育、緯來

日本、緯來綜合、緯來電影、緯來

戲劇、緯來育樂、

13（19.40） 114（26.65）

4. 永鑫多媒體公司 HBO、CINEMAX、ESPN、STAR 
SPORTS、CARTON NETWORK
（CN 卡通頻道）、CNN、ANIMAX

  7（10.44）   43（9.99）

5. 允誠多媒體有限公

司

超視、LS TIME 電影臺、AXN、霹

靂台灣臺、好消息、好消息（二臺）

  6（8.95）   19.5（4.53）

6. 優視 衛視電影臺、衛視中文臺、衛視西

片臺、FOX娛樂臺、國家地理頻道、 
MOMO 親子臺、衛視合家歡

  7（10.44）   43（9.99）

7. 雄聚 MTV   1（1.49）     0.6（0.13）
8. 浩緯 動物星球、Z 頻道   2（2.98）     8.0（1.86）
合計 67（100） 430.1（100）

表 2：臺灣有線電視頻道代理商與代理頻道一覽表

資料來源：作者調查。

註：第三欄與第四欄括弧數字為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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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永 鑫 多 媒 體 公 司， 代 理 的 頻 道 有 HBO、CINEMAX、ESPN、STAR 

SPORTS、CARTON NETWORK（CN 卡 通 頻 道 ）、CNN、ANIMAX

等 7 個頻道。其代理的頻道大都為頻道市場上熱門的頻道，如電影類的

HBO、CINEMAX，體育類的 ESPN、STAR SPORTS， 7 個頻道對外報價

僅為 43 元。

（五）允誠多媒體有限公司，根據市場消息它為台固公司前身富洋的轉投資公

司，因此屬於臺哥大公司所控制的頻道商。它代理的頻道有超視、LS 

TIME 電影臺、AXN、霹靂台灣臺、好消息、好消息（二臺）等 6 個頻道。

6 個頻道的對外報價共 19.5 元。

（六）優視公司為凱擘系統的頻道代理商，他所代理的頻道有衛視電影臺、衛視

中文臺、衛視西片臺、FOX 娛樂臺、國家地理頻道、 MOMO 親子臺、衛

視合家歡等 7 個頻道，對外報價為 43 元。

（七）翃聚公司僅代理一個頻道 MTV，對外報價為 0.6 元。

（八）浩緯代理動物星球、Z 頻道兩個頻道，其對外報價為 8 元。

以上八家頻道代理商所代理的 67 個有線電視頻道，大概已涵蓋目前類比基

本有線電視市場上大部分的重要頻道，剩下的其他頻道不是宗教頻道（有些要付

上架費，有些是不付上架費），就是系統商可收取上架費的財經股市解盤頻道與

其他唱歌後銷售產品類似電視購物的頻道，或命理解盤的頻道。因此在頻道市場

上任何業者只要控制上述的 67 個頻道，即能在市場上立於不敗之地，甚至可藉

由此顯著之市場力量進行有線電視市場獨占力之濫用。

根據上述的資料觀察，台哥大公司所屬的優勢公司所控制的有 7 個頻道，

加上凱擘公司所能控制的 13 個頻道，共有 20 個頻道占全部 67 個重要頻道的

29.85%6，結合後的台哥大公司在頻道市場確實擁有相當顯著的市場力量。如衡

量業者市場力量的基礎改以頻道銷售價格總額加以表示，以彰顯各種頻道重要性

的差異，則依據表二的資料觀察，頻道市場 67 個頻道數的報價共計為 430.1 元，

而台哥大公司與凱擘集團所控制頻道的總報價數共為 157 元 7，占全部頻道總報

價金額的 36.50%，超過所有總報價金額的三分之一，可見凱擘集團對頻道市場

的控制力道。

6 其實浩緯代理商實際上也是屬於凱擘集團，如此凱擘所代理的頻道共有 22個頻道，占所有需授
權付費的頻道的 32.83%。

7 若加上浩緯的兩個頻道 8元，凱擘的報價有 165元，占全部 67個頻道總報價 430.1元的
3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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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公平會結合案座談會提供的資料，台哥大公司透過台信電訊、台信聯合

等公司間接持有優視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98.5% 的股份，優視傳播股份有限公司所

代理的頻道數為 7個，包括衛視中文臺、衛視電影臺、衛視西片臺、FOX娛樂臺、

國家地理頻道、衛視合家歡等 6 個頻道，另自製「MOMO 親子臺」1 臺，合計

代理及製作之頻道數共有7個。盛庭公司間接持有之凱擘公司，則取得東森電影、

東森綜合、東森幼幼、東森新聞、東森財經新聞臺、東森洋片、東森戲劇、緯來

體育、緯來日本、緯來綜合、緯來電影、緯來戲劇、緯來育樂、共 13 個頻道代

理權，結合後申報人總計透過從屬公司代理及製作，共可控制 20 個電視頻道節

目的銷售。

按照前述的計算方式，結合後在頻道市場裡，結合申請人所能控制的頻道數

占有付費的頻道數，仍占市場的 29.85%，仍具有相當的市場力量。擁有市場力

量的企業，為謀取更多的利益，當然會藉由此市場優勢銷售其產品。顯然的，經

此結合案的發生，勢必讓有線電視市場的頻道市場產生重大的影響，絕非結合案

申請人在結合案所主張的：此結合案僅為盛庭公司股權結構的改變，對有線電視

市場的上下游不產生任何的衝擊。

以目前類比有線電視所能播出的頻道數觀察，一般大約可播放 100 個頻道的

節目，扣除必載的五家無線頻道、原住民頻道、客家頻道，可使用的頻道大約只

剩下 93 個頻道。依據《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42 條第 3 項的限制：「節目系統經

營者及其關係企業供應者，不得超過可利用頻道之四分之一」，據此未來結合後

的有線電視公司直接間接提供的頻道數 20 個，未超過《有線廣播電視法》42 條

的限制規定 23 個（92 個除以四分之一等於 23 個）。

肆、市場集中度的衡量方法

在產業經濟學的領域裡，長期以來受到結構學派的影響，認為市場上的結構

將影響廠商的行為，而廠商的行為又將顯著的影響市場最後的績效，因此市場結

構的控制遂成為政府政策上非常重要的工具。所以一市場結構的衡量，就變成不

可或缺的過程。集中度高代表該市場控制在較少事業手中，此少數人很可能利用

此市場力去壓迫與它交易的相對人，形成一般正常社會所不樂見的獨占力濫用行

為。例如最近 NCC 開放新有線電視進入市場或允許舊有有線電視跨區經營，但

是擁有頻道代理權的 MSO 系統商就藉由對頻道的控制，去為難前述兩種系統商，

採用方法可能是不賣頻道給這兩種系統商，使他們無法經營有線電視的服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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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將頻道的銷售過程利用許多的附加條款，例如要求以行政戶數 15% 為最低的購

買量，使得新廠商要以 3 ~ 5 倍的價格買入頻道，最終無法與原有的系統商競爭。

早期市場結構係以市場集中度（簡稱 CR4 或 CR8）做為衡量指標，在美

國習慣的做法是以市場前 4 家廠商或前 8 家廠商的營業額，占整個市場營業額

的比例為指標。依據市場集中度得高低，美國學者 Shepherd，將市場結構區

分為優勢廠商（dominant firm）、嚴密的寡占（tight oligopoly）、鬆散的寡占

（lose oligopoly）、壟斷性競爭（monopolistic competition）、完全競爭（pure 

competition）等五種市場結構。見表 3。在優勢廠商市場與嚴峻的寡占的市場結

構下均會受到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的嚴密注意。

後來學者之研究發現市場集中度（簡稱CR4或 CR8）指標有其先天上的缺失，

例如指標計算未包括所有廠商的市場訊息，在若干情況不能確實反映市場的結構

情形，因此發展出另外的 Hirschman-Herfindahl Index 指標（簡稱 HHI）替代市場

集中度（CR4 或 CR8）。

HHI 指標係以市場全部廠商資料做為衡量，其公式如下：

HHI = Σn
1(Si ÷ S)2 × 10,000, 1/N × 10,000 ≤ HHI ≤ 10,000

公式中的 Si 代表個別廠商的營業額，S 則代表整個市場的營業額，括弧上的

平方，代表每家廠商的市場力係以本身的占有率為權數。N 代表市場上存在的廠

商數。

當市場為獨占結構只有一家廠商經營時，HHI 最高為 10,000。當市場有 N

家廠商而且每家廠商的營業額均相同時，HHI 為 1/N × 10,000。所以當廠商數越

多時，HHI 的值越小。例如當 N 為 100 時，HHI 則為 100。換言之，HHI 的定義

域為介於 1/N × 10,000 與 10,000 之間。

市場結構 市場集中度

優勢廠商（dominant firm） 一家廠商占 50% 以上

嚴峻的寡占（tight oligopoly） CR4 占 50% 以上

鬆散的寡占（lose oligopoly） CR4 在 15% ~ 40% 之間

壟斷性競爭（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每家占有率在 2% ~ 8%

完全競爭（pure competition） 每家占有率極小

表 3：Shepherd 市場集中度與市場結構的描述

資料來源：Shepherd (199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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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I 值的大小明顯的會受到廠商數的影響，廠商數越多 HHI 值越小；相反

的，廠商數越少，HHI 值將越大。其次，HHI 值亦受廠商間營業額分配的不同，

而會出現不同的結果。例如兩市場同樣存在 4 家廠商，第一個市場廠商營業額的

分配較為集中，其市場比例分別：50%、40%、5%、5%；第二個市場廠商營業

額的分配較為平均，其市場比例分別為：25%、25%、25%、25%。計算出來的

第一個市場 HHI 值較高為 4,150，第二個市場的 HHI 值則為較低的 2,500。若採

用 CR4 的集中度指標衡量市場集中度時，兩個市場的集中度相同為 100%。但採

用 HHI 集中度指標時，則在此例子裡市場廠商數相同，但廠商營業額分配不平

均，HHI 值將會完全反映分配的差異，出現第一市場的 HHI 值較高；相反的，

廠商營業額分配越平均如第二市場，則顯現的 HHI 值將越低。換言之，HHI 集

中度指標能夠將市場廠商分配不均的情況，完全反應在指標上。

美國反托拉斯署過去在審核美國廠商結合案時，將 HHI 值小於 1,000 的市場

稱之為低集中市場；HHI 值介於 1,000 與 1,800 的市場，則將其界定為中度集中

市場；若 HHI 值高於 1,800 的市場，則將其界定為高集中市場。市場集中度 HHI

值的高低，將影響其結合案的許可與否。但是最近 2010 年重新公布的結合管理

規則，則將低集中市場的 HHI 上限提高為 1,500，高集中市場的下限則提高為

2,500，HHI 值介於 1,500 與 2,500 的市場，則將其界定為中度集中市場。

伍、頻道市場集中度指標的衡量

產業經濟學研究市場集中度時，大都以市場廠商的營業額作為計算集中度的

指標。但是如果廠商的營業額資料無法取得時，也會以營業額具有密切關係的廠

商資本額、或廠商就業水準作為代理變數，若採用代理變數進行估計時，背後必

須假定每家廠商營業額與資本額、就業水準具有相同的固定關係。所以一般研究

會經常採行以廠商的營業額作為計算市場集中度的衡量指標。

一、擁有頻道數占所有播出頻道數的比例

有線電視頻道市場廠商的市場力應當如何衡量呢？第一個想到的是，頻道數

經常多於系統商所能提供播出的空間，頻道商間可能必須就有限的播出空間，爭

取自己頻道播出的機會。加之臺灣頻道的交易習慣，頻道商與系統商大都採行統

買與統賣的形式，因此在決定頻道商在市場上的力量時，經常會以該頻道代理商

所出售的頻道數，占所有在市場販售頻道數的比例，作為頻道代理商在頻道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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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擁有的市場力量。例如某頻道代理商擁有 30 個頻道的代理權，而市場上經常

可播出的頻道數只有 100 個，則該頻道商在頻道市場的占有率為 30%。

很顯然的，以頻道商擁有頻道數，占所有播出頻道數的比例，做為其在頻道

市場的市場力的指標是有缺失的，第一，該指標沒有考慮每個頻道到在市場的受

歡迎程度。第二，該指標未能考量特定頻道在市場的價值或是重要性。因此僅從

擁有頻道的數量比例多寡，似乎無法充分的顯示其對市場的影響程度。

二、頻道在市場的銷售價值占所有頻道銷售的總價值比例

在系統所播出的頻道，若節目受到閱聽人歡迎的頻道，頻道商則可待價而

沽的向系統商收取費用，但有些頻道並不受閱聽人歡迎時，可能在市場交易播出

時，即無法像系統商收取一定的價格。換言之，有些頻道在有線電視上下游交易

的價格為零。甚至有些頻道的播出是需向系統商支付一定之價格，此種交易已經

轉化為頻道商向系統商租用頻道播出特定目的節目，電視購物頻道、宗教節目、

命理解盤或股票解盤節目，即屬於此種交易模式。這些頻道等同於向系統商付費

租用頻道，因此認為它在傳統頻道市場沒有影響力，而將其剔除頻道市場市場力

的分析。

因此，如欲衡量頻道商在有線電視市場的市場力量，可以將各頻道代理商所

代理的頻道，向系統商的報價加總，占所有頻道向系統商報價總和的比例，以表

示該頻道代理商在頻道市場的市場力量。向系統商報價為零或需向系統商交付一

定金額，才能上架播出的頻道，全數將其價格視為零，表示其在有線電視頻道市

場沒有影響力量。

三、以每個頻道的收視率做為市場力的指標

除頻道數所占比例，以及頻道節目在市場的報價總和占所有頻道報價總和

兩項指標，可作為頻道商在頻道市場的影響力之外，利用每個頻道的收視率為指

標，亦可作為衡量頻道商在該市場的影響力，此指標可能比前兩項指標更適當。

頻道數所占比例指標，可能僅就頻道數多寡衡量頻道商在市場的市場力，可能忽

略每個頻道在市場受歡迎或不收歡迎的程度，由於僅就數量多寡加以估計，將忽

略每個頻道在市場的評價。

特定頻道商頻道報價價格總和占總頻道價格總和的比例，雖然以價格高低修

正頻道數量比例的缺失，但由於不能完全反映需求面的影響力，所以仍然存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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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之處。相對的，採用每個頻道收視率占所有頻道收視率和的比例，則能兼顧需

求面的影響力。

陸、頻道市場集中度的實證

基本上臺灣頻道市場主要的頻道代理商有凱擘、允誠、優視、全球、佳訊、

永鑫六大代理商，以及浩緯、翃聚等小的代理商。如表 4 至表 11。

序號 頻道名稱 收視率

1 東森電影臺 2.9

2 東森綜合臺 2.8

3 東森新聞臺 17.8

4 東森財經新聞臺 5.9

5 東森幼幼臺 1.2

6 東森洋片臺 6.6

7 東森戲劇臺 3.3

8 緯來體育臺 5.6

9 緯來日本臺 4.1

10 緯來電影臺 2.6

11 緯來綜合臺 1.7

12 緯來戲劇臺 5.5

13 緯來育樂臺 2.4

合計 62.4

表 4：凱擘頻道代理商所代理的頻道及其收視率

資料來源：2012年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調查。
註：頻道簽約價為 114元，為作者調查。

序號 頻道名稱 收視率

1 超視 1.5

2 LS TIME 電影臺 0.9

3 霹靂台灣臺 0.1

4 AXN 4.6

5 好消息 0.3

6 好消息（二臺） N/A

合計 7.4

表 5：允誠頻道代理商所代理的頻道及其收視率

資料來源：2010年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調查。
註：頻道簽約價為 19.5元為作者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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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頻道名稱 收視率

1 GTV 第一臺 0.9
2 GTV 綜合臺 3.2
3 GTV 戲劇臺 4.3
4 GTV 娛樂 K 臺 0.2
5 TVBS-G 2.6
6 TVBS-N 21.7
7 TVBS 7.2
8 中天新聞臺 18.1
9 中天綜合臺 3.3

10 中天娛樂臺 2.7
11 Discovery 8.9

合計 73.1

表 6：全球頻道代理商所代理的頻道及其收視率

資料來源：2012年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調查。
註：頻道簽約價 88.5元，為作者調查。

序號 頻道名稱 收視率

1 三立台灣臺 9.9
2 三立都會臺 10.9
3 三立新聞臺 18.9
4 國興日本臺 1.2
5 JET 日本臺 1.7
6 好萊塢電影臺 4.8
7 Dicovery 旅遊生活 3.8
8 年代電視臺 13.8
9 MUCH TV 0.3

10 東風衛視 0.8
11 彩虹頻道 N/A
12 民視新聞臺 14.2
13 迪士尼 0.9
14 非凡商業臺 0.9
15 非凡新聞臺 5.9
16 NHK 0.6
17 高點電視 1.1
18 壹電視新聞臺 N/A
19 壹電視資訊綜合臺 N/A
20 壹電視電影臺 N/A
合計 89.7

表 7：佳訊頻道代理商所代理的頻道及其收視率

資料來源：2012年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調查。
註：頻道簽約價為 113.5元，為作者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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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頻道名稱 收視率

1 HBO 15.3

2 CINEMAX 1.4

3 ESPN（現改為福斯體育） 4.1

4 STAR SPORT N/A

5 Cartoon Network 1

6 CNN 新聞臺 0.7

合計 23.2

表 8：永鑫頻道代理商所代理的頻道及其收視率

資料來源：2012年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調查。
註：頻道簽約價為 43元，為作者調查。

序號 頻道名稱 收視率

1 衛視中文臺 3.6

2 衛視電影臺 3.3

3 衛視西片臺 5.0

4 FOX 娛樂臺 1.2

5 國家地理頻道 5.8

6 Momo 親子臺 1.3

7 衛視合家歡臺 0.3

合計 20.5

表 9：優視頻道代理商所代理的頻道及其收視率

資料來源：2012年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調查。
註：頻道簽約價為 43元，為作者調查。

序號 頻道名稱 收視率

1 動物星球 3.3

2 Z 頻道 0.2

合計 3.5

表 10：浩緯頻道代理商所代理的頻道及其收視率

資料來源：2012年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調查。
註：頻道簽約價為 8元，為作者調查。

序號 頻道名稱 收視率

1 MTV 0.7

合計 0.7

表 11：浩緯頻道代理商所代理的頻道及其收視率

資料來源：2012年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調查。
註：頻道簽約價為 0.6元，為作者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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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頻道商代理頻道數比例作為指標

凱擘代理商共代理東森電影、東森綜合、東森幼幼、東森新聞、東森財經

新聞臺、東森洋片、東森戲劇、緯來體育、緯來日本、緯來綜合、緯來電影、緯

來戲劇、緯來育樂、等 13 個頻道，如表 4，加上同一集團的優視頻道代理商如

表 9，所代理的衛視中文臺、衛視電影臺、衛視西片臺、FOX 娛樂臺、國家地理

頻道、衛視合家歡等 6 個頻道，以及自製「MOMO 親子臺」共 20 個頻道。其次

是佳訊代理商，其共代理三立台灣臺、三立都會臺、三立新聞臺、國興日本臺、

JET 綜合臺、好萊塢電影臺、旅遊生活、年代電視、迪士尼頻道、MUTH TV、

東風衛視、彩虹頻道、民視新聞臺、非凡商業、NHK、非凡新聞 、高點電視臺、

壹電視新聞臺、壹電視資訊綜合臺、壹電視電影臺等 20 個頻道，如表 7。第三

名的頻道商為全球頻道商，如表 6，其共代理 GTV 第一臺、GTV 綜合臺、GTV

戲劇臺、GTV 娛樂 K 臺、中天新聞、中天綜合、中天娛樂、TVBS、TVBS-N、

TVBS-G、Discovery 等 11 個頻道。

四家頻道商共代理 51 個頻道，占調查年度 2012 年在系統商出現的 108 頻

道的 47.22%。換言之，以產業經濟學集中度的衡量指標而言，它屬於鬆散寡

占與嚴格寡占之間 (Shepherd, 1990)，若近一步考量第五名到第八名代理商所代

理的頻道數，如永鑫的 HBO、CINEMAX、ESPN、STAR SPORT、CARTON 

NETWORK、CNN 新聞臺、Animax 等 7 個頻道，以及浩緯的 2 個頻道與翃聚的

1 個頻道，則前八大頻道代理商共代理 67 個頻道，占所有頻道數的 62.03%。初

步看起來集中度似乎相當高。

如果改以 HHI 集中度指標 HHI 加以表示：HHI =（20/108）2 ＋（13/108）2 + 

（11/108）2 ＋（7/108）2 ＋（7/108）2 ＋（6/108）2 ＋（2/108）2 ＋（1/108）2 = 

709.44，獲得的數據並不高。按美國反托拉斯結合的管理新規則或舊規則或新規

則 8，HHI = 799.44 小於 1,000 或 1,500，表示該市場屬於低度集中市場。

二、以價格所計算的集中度指標

如表 4到表 11資料顯示，凱擘頻道代理商 13個頻道的報價為新臺幣 114元，

允誠頻道代理商 6 個頻道的報價為新臺幣 19.5 元，全球頻道代理商 11 個頻道的

8 2010年以前美國司法部以 HHI值 1,000為界線，HHI值低於 1,000時產業屬於低集中產業，HHI
值介於 1,000與 1,800時產業屬於中度集中產業，一旦估計的 HHI值高於 1,800以上時，產業屬
於高集中產業。2010年美國司法部重新界定此準則，HHI值低於 1,500為低集中產業，HHI值由
1500到 2,500，產業屬於中度集中產業，HHI值高於 2,500以上時，產業屬於高度集中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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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價為新臺幣 88.5 元，佳訊頻道代理商 20 個頻道的報價為新臺幣 113.5 元，永

鑫頻道代理商 7 個頻道的報價為新臺幣 43 元，優勢頻道商代理 7 個頻道，報價

為 43 元。此外浩緯兩個頻道報價為 8 元，翃聚頻道商代理 MVT 的報價為新臺

幣為 0.6 元。

如以集中率的指標加以表示，由表 12 第三欄的計算資料結果，可以發覺臺

灣頻道市場的集中度指標為CR4 = 83.44%，CR8 = 100%，在產業經濟學的文獻裡，

它屬於高集中度的市場。如改以 HHI 指標加以衡量，如表 12 的第四欄，HHI = 

2,045.279。按照美國結合的舊管理規則，臺灣頻道市場屬於高集中度市場。若改

以 2010 年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所公布的界定準則，則臺灣頻道市場屬於中度集

中市場。

三、以收視率所計算的集中度指標

如前所述，以掌控的頻道數多寡，或是以頻道商所提供的簽約價都是以頻道

市場供給面的觀點所計算的集中度，如果要較正確衡量頻道在市場的評價，需求

面的影響因素也應當必須納入考量。

表 13 係以每個頻道在頻道市場收視率為指標所計算出來的結果。以集中率

指標而言，表 13 的第三欄資料可以計算出 CR4 = 74.93%，CR8 = 84.64%，它顯示

臺灣頻道市場屬於嚴格寡占的市場，亦屬於陳文所歸類的高度集中市場。表 13 的

9 如果將優視報價併入凱擘的報價則其報價為 157元，占頻道總報價 430.1元的比例為 0.3650，重
新計算後，HHI的數值將提升至 2,573.26，則在 2010年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所公布的界定準則，
臺灣頻道市場為高度集中之市場。

頻道代理商 簽約價 占全部簽約價比例（%） 百分比平方

1. 凱擘 114   26.50 702.25

2. 允誠   19.5     4.53 20.52

3. 全球   88.5   20.57 423.12

4. 佳訊 113.5   26.38 695.90

5. 永鑫   43   10.00 100

6. 優勢   43   10.00 100

7. 浩緯     8     1.86 3.46

8. 翃聚     0.6     0.14 0.02

合計 430.1 100 2,045.27

表 12：以價格表示的頻道市場集中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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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欄則顯示臺灣頻道市場的 HHI = 1,665.9310，在美國舊規則下屬於高度集中市

場，在 2010 年新公布的結合管理規則，則臺灣頻道市場屬於中度集中市場。

柒、研究發現

一、以頻道數為衡量指標顯示臺灣頻道市場屬於低集中市場

若以頻道數做為臺灣頻道市場集中度衡量的指標，本研究所獲得的結果為：

前四大頻道商共代理 51 個頻道，占調查年度 2012 年在系統商出現的 108 頻道的

47.22%。換言之，以產業經濟學集中度的衡量指標而言，它介於嚴格寡占與鬆散

寡占的中間。前八大頻道代理商共代理 67 個頻道，占所有頻道數的 62.03%。初

步看起來集中度似乎並非太高。

衡量方法若改為 HHI 指標加以衡量，則所獲得的數據為 HHI = 709.44，小於

美國結合指導原則市場中度集中度的門檻 1,000 或 1,500，表示該市場屬於低度集

中市場。此研究結果與一般研究者或有線電視實務經營者的感覺似乎有所差距。

二、以集中度指標衡量結果顯示臺灣頻道市場屬於高集中市場

從前面的分析結果，發現本文的研究結果與陳炳宏的研究結果比較，是有若

干的差距，陳文的結果顯示不管是個別公司或頻道商集團的分析，以 CR4 或 CR8

10 如果將優視收視率併入凱擘的收視率，其總收視率為 82.9，占頻道總收視率 331.4的比例為
0.2501，重新計算後，HHI的數值將提升至 1,899.05，則頻道市場在美國新規則下，仍為中度集
中之市場。

頻道代理商 收視率合計 占全頻道收視率總合比例（%） 百分比平方

1. 凱擘 62.4 18.82 354.19

2. 允誠 7.4   2.23 4.97

3. 全球 73.1 22.05 486.20

4. 佳訊 89.7 27.06 732.24

5. 永鑫 23.2   7.0     49

6. 優視 20.5   6.18     38.19

7. 浩緯 3.5   1.05 1.10

8. 翃聚 0.7   0.21 0.04

合計 280.5 84.64 1,665.93

表 13：以收視率表示的頻道市場集中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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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的集中度都顯示臺灣頻道市場屬於高度集中的市場。本文採用全部出現於系

統商的頻道為樣本為研究對象，若以頻道價格為衡量指標，則所獲得的結果為

CR4 = 83.44%，CR8 = 100%，在產業經濟學的文獻裡，它屬於高集中度的市場。

若衡量指標改為收視率為指標時，獲得臺灣頻道市場的集中度指標，則為 CR4 = 

74.93%，CR8 = 100%，顯示臺灣頻道市場屬於嚴格寡占的高集中市場，與陳文的

研究結果相同。

三、以 HHI 指標衡量結果顯示臺灣頻道市場屬於中度集中市場

然而，若將集中度的測量方法改為 HHI 時，則按美國結合最新發布的指標

HHI 須達 2,500，市場才屬於高集中市場，本文的統計研究結果則顯示，若採用

頻道報價為衡量指標，臺灣頻道商市場 HHI 指標僅達 2,041.27，顯示臺灣頻道市

場為中度集中市場。若衡量改以收視率為指標，則臺灣頻道商市場 HHI 指標亦

僅達 1,665.93，屬於中度集中市場。

四、各種分析結果得比較

（一）就以上的分析結果而言，顯示以頻道數量為衡量指標者，對臺灣頻道市場

的集中度衡量可能產生失真的結果。理由是頻道數不能顯示每個頻道在市

場的價值，不能反映其在頻道市場的重要性。因此在政策上如欲瞭解頻道

市場的集中程度，並不適合以頻道數的多寡與占所有上架頻道的比例，做

為衡量頻道市場市場力的指標。此結果的政策含意是，目前《有線廣播電

視法》42 條的限制規定，有線電視集團可利用頻道數中，最多只能採用

自己代理的頻道數的四分之一，似乎陷入未能考量每個頻道在頻道市場重

要性的謬誤。

（二）在衡量變數指標上，以每家代理商出售頻道所獲得的營業額為最佳，因為

它一方面反映頻道在頻道市場的價值，另一方面則能夠反映它在市場銷售

數量的多寡。採用此指標的缺點是，總營業額的高低與頻道實際交易的價

格，往往是頻道代理商的營業祕密，一般不會對外揭露，研究者欲取得該

數據相當不易，或取得的數據已經經過修飾後的結果。

（三）退而求其次的是採用頻道商對外宣告的頻道牌價或其經過市場檢驗的收

視率為衡量指標，兩者均能納入頻道在市場的重要性於指標當中，可以避

免直接以頻道數量多寡為衡量得缺失，它的優點則是數據較容易由坊間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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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像總營業額或實際交易價格那麼難取得。此外依據此數據所算出來

的市場集中度與實務上所感覺的情況亦相當接近。

（四）市場集中度的衡量方法上，CR4 與 CR8 的衡量指標未能採用市場上所有廠

商的資訊，可能會產生偏差的結果，因為漏列前四家或前八家以後廠商的

資料，而將集中度不高的產業視為高集中度。因此衡量上應以考量所有頻

道資訊的 HHI 指標較佳。

捌、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根據本研究的分析，若以頻道數做為頻道市場頻道集中的衡量，因為未能

考量每個頻道重要性與市場價值的影響，計算出來的集中度指標將會有低估的結

果。若採用頻道出售價格為衡量指標，以及 CR4 與 CR8 集中度的衡量方法，計

算出來的結果顯示 CR4 均超過 50%，CR8 均超過 75%，因此臺灣頻道市場均屬於

高度集中市場。

同樣的，若將頻道集中度衡量指標改為頻道在市場的收視率，所獲得的結果

仍然與頻道價格所衡量的結果一樣，顯示 CR4 均超過 50%，CR8 均超過 75%，表

示臺灣頻道市場均屬於高度集中市場。

然而若將市場集中度的衡量方式改以 HHI 衡量，則以價格為衡量變數的

HHI = 2,041.27。若以頻道收視率為衡量變數，則衡量的結果為 HHI = 1,665.93。

以美國過去結合管理規則所訂定的標準 HHI 大於 1,800 市場為高集中市場，根據

上述價格指標顯示，臺灣頻道市場仍應歸類為高度集中市場；相對的，以收視率

指標所衡量出來的 HHI 值，表示臺灣頻道市場應歸類為中度集中市場。若採用

2010 年美國所公布的結合門檻 HHI 大於 2,500 時產業才為高集中市場，則目前

臺灣頻道市場兩項集中度指標數據均低於 2,500，因此可能被歸類為中度集中的

市場。

從本文的研究可以發現臺灣有線電視頻道市場是相當集中的，而且是控制於

下游系統商的 MSO 手中；換言之，臺灣有線電視的頻道市場與頻道市場被少數

企業集團所把持，當市場集中度愈高代表這些廠商的控制力愈高，與之交易的消

費者將面臨受剝削的情況。臺灣有線電視的兩個市場不但系統市場集中度高，而

且頻道商市場也高，更不幸的兩個市場擁有市場力量的企業係數同一集團，更加

深其對消費者的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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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就衡量變數而言，頻道代理商的總營運金額，應當最能顯示頻道商在市場

所擁有的市場主導力量，惟該數據屬頻道代理商的營業秘密，在實務上不

易取得，在權衡之下可以頻道市場的公告價格為代理變數，或者以頻道在

市場上的收視率做為代理變數，以反映個別頻道在市場上的重要性。

（二）為衡量方法上，由於集中度（CR4 或 CR8）的計算方式指蒐集前四家或前

八家個別頻道代理商的數據，將會有遺失重要資訊的缺失，也有不能反映

廠商實際分配的狀況，因此政府部門如欲瞭解臺灣頻道市場集中與否的問

題時，建議應採行 HHI 的衡量方法。

（三）《有線廣播電視法》42 條的限制規定，有線電視集團可利用頻道數中，

最多只能採用自己代理的頻道數的四分之一，未能考量每個頻道在頻道市

場的重要性，可能產生管制上的偏誤，未來如需繼續管制，應改採其他能

夠考量頻道重要性因素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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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主要源起於人類學、歷史學的飲食文化研究近年來在文學、社會學、文化

研究等多個學門逐漸得到重視，累積不少研究成果。在傳播研究領域，近十年來

也產生了約三十幾篇相關研究，雖以碩士論文為主，但儼然成為一個新的研究主

題，值得關注其發展。

檢視傳播領域的飲食文化研究，在 2007 年之前僅有一篇，為報紙美食記者

蔣豔蓉（2001）。從《中國時報》、《民生報》餐飲版面的變化探討臺灣飲食文

化的變遷，主要指出「美食」在週休二日後逐漸成為平面媒體的重要報導題材，

媒體報導亦能影響消費者的餐飲內容。2007 年後，相關研究快速增加，多圍繞

在新興的美食部落格現象，飲食書寫則是另一個受重視的範疇。整體而言，當前

傳播領域的飲食文化研究可大致分為如下主題 1：

1 本文所蒐集的研究論文為 2015年 4月前已刊登的期刊論文與已通過口試的碩博士論文，所檢閱
論文請參見附錄一「傳播領域飲食文化研究論文目錄」。

DOI: 10.6123/JCRP.2017.010

  * Email: yjchen@ntnu.edu.tw
 投稿日期：2015.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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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統媒體飲食再現的內容分析

以報紙、電視、電影等傳統媒體對飲食的報導、再現為分析對象。除了前述

蔣豔蓉一文外，尚有吳佳玲（2008）以《飲食男女》等電影討論華語飲食電影中

的記憶與認同、宋良音（2009）以四大報的美食新聞報導為研究對象，分析其標

題、導言、內文、結語等、林靜旻（2011）探究美食雜誌在日式飲食文化引介上

扮演的中介性角色，及高上宜（2013）分析電視的美食專題，張翠文（2014）則

以對四大報客家美食論述的分析為基礎，進行客家美食的閱聽人研究。

二、 美食部落格、討論區／ Facebook ／網路美食資訊搜尋現象

分析

在網路、部落格興起之後，美食部落格開始成為傳播系所關注的對象，以

此為研究題目的就有十餘篇碩論，在所有傳播領域的飲食研究論文中，此題材文

章數目最多，特別受到資訊傳播、傳播管理研究者青睞，主題涵蓋部落格美食書

寫、部落格行銷、網路口碑、美食資訊搜尋、美食品牌網站分析，乃至新近的

Facebook 美食粉絲團等，也有將美食部落格與電視新聞報導進行傳播效果比較的

論文。

三、飲食書寫的語藝或敘事分析

此主題多以飲食作家、食評家的書寫文字為焦點，對其主題、結構、語言

進行語藝或敘事分析。隨著飲食相關出版品的蓬勃，討論的例子涵蓋多種傳播

文本，如飲食文學、養生書、美食評論、網站廣告等。其中較特別者為黃芮琪

（2013）並非針對任何書面文本，而是從家庭敘事的角度，分析個人家庭共食情

境下的對話、敘事，檢視家庭中飲食、記憶與生命傳承之關聯。另一較特殊的主

題是林玉珍（2010）從語言面向，分析客語飲食烹調動詞的語藝與文化意涵。

四、農推與觀光

除前三大主題外，有少數論文是採取農業推廣、觀光等不同研究視角，如賴

守誠（2013）將農會家政推廣員視為「文化中介者」，分析地方烹飪技藝的傳承，

類似者如周宜潔（2009）討論農會家政班的文化中介者角色及其對飲食品味塑造

的影響。其他主題尚有：消費者對農產品新食用方式的接受度、主題餐廳體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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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述學術產出可以看出，目前傳播領域對飲食文化的研究大多以報紙、雜

誌、電影及各種新興網路媒介的飲食文本為研究主題，且多關注飲食消費現象。

換言之，是以傳播內容（飲食文本）及受眾（消費者／飲食文本的閱聽人）二者

為主要焦點，相對而言，「食物烹飪者」的角色則較被忽略。

「食物烹飪者」包括家庭內的掌廚者與各種外食的烹飪者，即餐廳或食攤的

「煮吃師傅」。2 儘管當前對於飲食文學或家庭敘事的研究中已有部分顧及家庭

廚房中飲食的生產、「媽媽的味道」、家庭口味的傳承等，但在外食興盛的臺灣

社會，多數飲食文本的書寫對象為街頭美食、小吃、地方特色菜餚等，而這些「古

早味」、「地方味」及各種「網路美食」，實仰賴煮吃師傅的雙手才能產生、傳

承，因此，對於食物色香味的各種評述，乃至對飲食傳統、地方特色風味、宴席

規範的討論與思考，也不應脫離煮吃師傅的生產脈絡。

基於上述，筆者提出另一種從傳播領域探究飲食文化的可能，即是以餐飲業

烹飪者的生命故事為研究對象，一方面採集「煮吃師傅」的口述歷史，另一方面

在此基礎上進行具有歷史縱深的傳播與文化研究。煮吃師傅的口述歷史不僅是個

人的生命故事，亦是一種重要的社會記憶，從爐臺前的視角再現了外食業的發展

與臺灣社會的變遷。以下先說明口述歷史、社會記憶與傳播研究的連結，再聚焦

於煮吃師傅的口述歷史，並以這些具體的口述歷史資料進行討論。

貳、口述歷史與社會記憶

口述歷史的採集，是由研究者針對特定人士進行生命史或特定事件的深度

訪談，蒐集受訪者的記憶並予以紀錄、整理、考證。口述歷史不僅已被視為一

種歷史學的次領域，也在其他學科領域逐漸得到重視。以傳播領域來說，翁秀

琪（2000）即曾提出，口述歷史對傳播學界而言，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例如：

更重視傳播思想史、新聞事業史等傳播學門的歷史性面向；重新思考傳播過程中

日常生活知識的本體論與認識論問題；並提醒研究者關注分析傳播對話中的「意

義」如何產生。口述歷史既是獲取常民知識的方法，其作為一對話與意義建構的

過程，亦讓研究者能進一步檢視這些常民知識與日常生活事件意義的形塑。

2 臺灣社會中對「廚師」的稱呼常見者為臺語發音的「刀指」（亦有寫為多旨、都旨、刀煮等），
能獨當一面的廚師會被稱為「師仔」、「師傅」，現今仍以阿 X師作為對廚師的敬稱，「總舖」
則是對辦桌主廚的敬稱，不過在北部較普及，南部用「刀指」、「刀指師」較多。本文統一使用
較通用的「師傅」一詞來指資深廚師，但因其他行業中也常使用「師傅」作為對資深工作者的敬稱，
故本文以「煮吃師傅」來明確指涉「資深廚師」為本文的討論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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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而言，對臺灣「煮吃師傅」的口述歷史，不僅能讓我們更理解此一行業

的實際工作內容及政經社會條件對餐飲業的影響，亦能由師傅專業技能的傳習，及

師傅對他們所烹調出「臺灣美食」、「臺灣味」意義的理解，進一步探究人們對臺

灣飲食文化的認知、記憶的形塑取徑與方式。換言之，師傅所親身從事的烹飪活

動，正是臺灣飲食文化形塑與傳承的重要一環，在此基礎上，創造了消費者對臺灣

料理、臺灣美食的具體感知經驗與記憶，所有從食物出發的抒懷、評論等各式飲食

書寫，也都是在這些食物、菜餚的物質基礎上才能產生，由此觀點論之，煮吃師傅

的口述歷史與人們對食物的社會記憶（social memory）有著至為緊密的關連。

誠然，口述歷史所呈現的內容具有個人的獨特性，可說是具有歷史意義的

個人觀點，因為儘管經歷相同的事件和過程，每個人的認知和感受都是獨一無

二的，口述訪談的目的就是蒐集這些獨特的生命經驗與觀點。然而口述歷史所

獲得的資訊往往不僅是個人的，也是社會記憶的一部分。Halbwachs (1992)、

Connerton (1989) 等人的研究均已指出記憶的社會性，Halbwachs 強調每種集體記

憶（collective memory）都需依賴特定的社會群體得以維繫、存續，並同時影響

個體的社會生活。Connerton則認為，社會記憶有三種重要的形塑方式：身體實踐、

在神話與紀念物等文化文本上的銘刻（inscriptions），以及人們共同參與的紀念

性儀式，其中「身體實踐」即包括了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慣習實踐，無論是飲食的

烹飪者或消費者，對於食物的製作、選擇、食用等對個人來說習以為常的生活習

慣，卻正是社會慣常文化模式的具體實踐。也因此，透過煮吃師傅的口述歷史，

研究者能嘗試找出日常生活飲食慣習的社會模式與變遷，亦是社會記憶的一環。

口述歷史不僅是社會記憶的一環，若口述歷史對象為庶民階層的社會小人

物，更具有補充主流歷史的重要性。許多歷史研究者提出，人是活在人們所創作

的「歷史」當中，人們所學習、理解的主流歷史，與主要權力結構緊緊相繫，可

說是維繫政權的重要意識型態力量。對於一般庶民而言，其姓名既不被刊於史

籍，也少有機會留下著述，但卻是所有歷史中真實的經歷者與承受者，藉由口述

歷史，方有機會將地方耆老的生活經驗、觀感真實地紀錄下來進而出版以為人所

知。藉由口述歷史的出版，也讓受訪者擁有表述的話語權，實踐了「創造歷史書

寫」的權力。口述歷史在歷史學中的一大重要意義，就是能夠獲得小人物、甚至

不識字者的生活經驗，藉以彌補官方史料中較乏民間、普羅大眾聲音的缺失（許

雪姬，2014）。

以煮吃師傅來說，對他們的聲音很少有相關紀錄。無論近代或當代，與飲

食相關的文字資料多是由文人、記者、美食作家等留下，這點從前述碩士論文關

傳播研究與實踐7(1)-10 陳玉箴.indd   268 2016/12/20   下午 09:55:42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7卷 第 1期．2017年 1月 269

注主題仍多環繞著美食家、飲食作家的著作可以看出。尤其在有餐飲學校之前，

從事餐飲業的師傅多是少年時即棄學而跟隨師傅學習烹飪，少有能撰文從事著述

者。面對文字資料的缺乏，若欲瞭解過去一般平民百姓的飲食情狀，相當程度需

仰賴耆老的口述歷史，以稍補對近代飲食歷史理解之不足。

煮吃師傅的口述歷史作為一種社會記憶，從傳播的觀點視之，也是一種歷史

敘事的「再現」。「再現」是藉由語言、符號等表意系統產生共享的意義，是種

生產意義與主體位置的表意實踐（signifying practice）(Woodward, 1997)，在口述

歷史中揭露的「記憶」，亦是對過去經歷的選擇性再現。從師傅們對餐飲業浮沈、

見聞、社會實踐與生命敘事的述說中，一方面再現了社會、國家等巨觀力量在個

人生命中的履痕，另方面也經由師傅個人的詮釋，展現出這些履痕、事件的「意

義」如何產生。本文接下來就以煮食師傅的口述歷史為例，呈現多位臺灣老師傅

的生命故事，並思考這些故事再現或創造了什麼樣的社會記憶 3。

參、師傅的養成：隨政策波動的工作經歷

「師傅」在臺灣是指對廚師的敬稱，在餐飲科系設立之前，傳統的廚師養成

多是直接到餐廳上工，在工作中跟著師傅學習各種烹飪事務。十餘歲的孩子通常

從洗碗、洗菜、殺魚殺雞、打掃等雜事開始，必須當學徒多年或在不同餐廳歷練

後，慢慢升至二手、頭手，到可以獨當一面甚至收徒之後，才會被稱為「師傅」。

不過，實際的工作內容會因餐廳規模有所不同：在小食攤或家庭式經營、人手少

的小餐廳中，廚師無論資歷深淺，什麼都得做；在規模較大的餐廳中則會有較明

確的區分，如在大型臺菜餐廳中，工作職務可分為爐臺、冷廚、砧板、蒸籠、炸

臺、打伙、水臺等，學徒從水臺、打伙開始，逐步學習取得晉升的機會。

對現在已是「師傅」的資深廚師來說，會走入這一行，與其說是自己的職業

選擇，不如說是幼年艱困環境下無法讀書、須求得一技之長下不得不然的求生之

法。許多師傅都說，早年會去當學徒，原因很簡單，就是「為了混口飯吃」。不

過，工作經歷的不同，影響了廚師烹飪技藝的習得，目前臺灣超過七、八十歲的

資深師傅中有不少是先在臺灣傳統酒樓中擔任學徒，再隨著流行的新業種流動到

新的餐廳，圓環與北投就是重要的師傅養成地。 

圓環鄰近的大稻埕與北投在日治時期均是熱門的酒樓、旅館集中地。大稻埕

3 本文訪談師傅名單請見附錄二。

傳播研究與實踐7(1)-10 陳玉箴.indd   269 2016/12/20   下午 09:55:42



JCRP, 7(1), January 2017270

因商賈聚集，有多家知名酒樓在此設立，北投則因擁有溫泉資源，在日治時即以

溫泉旅館聞名，吸引許多人來此休閒、應酬。日治時期的酒樓、餐館在二次世界

大戰期間受到戰事影響難以經營，停業者多，二次大戰結束後，一兩年間雖有短

暫復興，但旋即受到國共內戰、限制消費政策及眾多新移民移入等因素影響，大

稻埕的酒樓紛紛停業或改變經營方式（陳玉箴，2013），北投則在戰後轉變為酒

家（亦稱菜店）的集中地，全盛時期有七十幾家旅社，顧客以生意人、日本人為

主，今日許多師傅都有在北投工作的經驗。

例如，黃德興師傅（1936 ~ ）自日治末年就在大稻埕的蓬萊閣擔任學徒，戰

後大稻埕的臺灣料理酒樓紛紛關閉，黃德興與許多師傅一樣轉到北投工作，1950

年代北投的溫泉旅社、賓館在經營型態上也有了轉變，雖然不是餐廳，但在房間

裡還是需要一桌好菜：

北投原本是……在房間內辦桌，客人以付房間錢為主。後來臺北

的酒家進到北投之後，加以改變，房間不用錢，辦一桌菜，有那卡西，

有小菜，與以前不一樣，小菜是要一直變化的。當時很競爭、很變化，

也要變出很多種菜，看是要半桌菜或一桌菜，服務生抽成。例如一桌

八千半桌四五千，看幾樣菜。酒家菜是從這裡來的。（黃德興，2007

年 1 月 14 日，北投）

在宜蘭開業的阿甲師（1957 ~ ），也是在 1974 年 17 歲時離開嘉義竹崎到北

投的飯店、賓館當學徒，他也提及當時「北投酒家」的經營方式與今日的餐廳有

所不同：

那不是餐廳，大部分都是套房的，那是一間一間的套房，然後裡

面擺酒席。一間有分半桌或一桌，半桌的一千塊到一千五，全桌的話，

大部分是兩千五、三千這樣。半桌就是差不多全桌一半的菜，我們都

是做大菜的，你們人比較少的話就先做半桌，不是點零菜。例如全桌

是六道菜一個湯，半桌是三道菜一個湯。大菜是很大一盤，冷盤就會

排圖案，其他就是龍蝦之類的東西都是一盤一盤，主要就是大盤。（阿

甲師，2006 年 11 月 22 日，宜蘭）

在菜色方面，因為多數去酒家的客人以喝酒為主，許多客人會點火鍋再搭配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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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餚，包括紅蟳、鮑魚、鱉、鴿子等上等食材，魷魚螺肉蒜、瓜仔雞、脆皮鴿等

都是常見的菜，阿甲師強調當時菜餚不講究量多，重視的是精緻：「以前做的都

是比較手工的，以前都要自己來，還要包裝，就是俗稱的手路菜。像做一條蝦子，

絕對不會直接煮一煮，要看要包什麼，還是要連接什麼，所以做一道菜要很久」。

除了喝酒吃菜之外，「那卡西」也是北投酒家的重要表演節目，十分受到歡

迎，不過在政府加強對北投的查緝後，北投酒家逐漸沒落。1980年初報紙即報導：

「北投侍應生住宿戶廢止至今已兩個月，過去每個月要做數億元生意的北投旅社

和飯店，現在都門可羅雀」（胡英牧，1980 年 1 月 7 日，第 3 版），而政府對餐

飲業的管理政策及治安政策更直接影響到廚師的生計，如同胡英牧的報導所稱：

據幾家旅館業者表示，現在他們每個月光看廚房的瓦斯就知道生

意如何了，如今幾家旅館一個月還用不到一千元的瓦斯，所以這兒的

廚子大都被解僱了，以往北投是最大的食品消費地區之一，現在好些

菜販子的生意也受影響。（胡英牧，1980 年 1 月 7 日，第 3 版）

在北投旅館、餐飲業蕭條的情況下，阿甲師也離開北投，到鄰近紗帽山的土

雞城工作。「土雞城」是 1970 年代後期至 1980 年代初期在陽明山一帶新興的餐

廳類型，藉著溫泉資源，主打土雞、活魚三吃等菜餚，營業到凌晨時段，此時的

菜色較接近現在的餐廳菜，北投酒家的「大菜」已較少見。

不過，紗帽山一帶的土雞城多是大型違建，也有部分兼營色情業，時間維持

不長，在 1983 年左右陸續有拆除之議，阿甲師離開土雞城後又轉戰「紅娘花園」

餐廳。當時田文仲主持的「我愛紅娘」電視節目十分出名，由他掛名董事長的紅

娘餐廳也跟著受歡迎，以辦結婚喜酒為主。阿甲師在紅娘餐廳多年後，又換了一

些餐廳，才在 1993 年回到太太的家鄉宜蘭經營餐廳，此時的阿甲師已經累積許

多在其他餐館工作的經驗與各地學來的烹飪技藝，能夠獨當一面。而從阿甲師的

工作經歷亦可看出，對廚師來說，哪裡的餐廳能賺錢便往哪裡去，但餐廳的起伏

也與政府的管理措施密切相關。

在臺北，早期除了北投之外，圓環與中山北路一帶也是許多餐廳的聚集地與

煮吃師傅的養成地。圓環靠近大稻埕，自清末開始就有飲食攤聚集，日治時期更

為繁華，大稻埕的永樂市場周邊食攤聚集，附近又有信仰中心城隍廟，現今的迪

化街一帶則是富商大賈的聚集地，種種因素促使圓環在日治中期從小公園發展為

大夜市，並與鄰近市場連成重要的商業區。

圓環不僅是過去許多知名飲食攤的集中地，許多師傅亦是從圓環一帶的食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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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慢慢累積經驗與資本，之後再到鄰近地區開餐廳。例如，來自板橋的阿明

師（1936 ~ ）在 1960 年尚是少年時便先在圓環賣原汁牛肉湯，之後再改做牛肉

沙茶火鍋，冬天賣火鍋，夏天賣日本料理。

牛肉沙茶火鍋在 1960 年代的臺灣十分受歡迎，最早在重慶北路有許多露天

攤位，露天攤位遭取締後則以圓環與西門町紅樓戲院旁為沙茶火鍋的集中地，光

此二地就有十幾家專賣沙茶火鍋的小館子（劉憲，1969 年 1 月 17 日，第 6 版）。

阿明師亦投入此業累積資本，約 1975 年改開臺菜餐廳，並逐漸轉為專做高檔海

鮮，尤以 1990 年左右推出的清湯佛跳牆最受歡迎。他強調，做餐廳就是要不斷

順應潮流改變，做師傅的並非僅是跟著流行走，用創意、有新點子才能賺錢：

菜色要換來換去，你必須要開發新的菜色出來。像我來這裡（開

臺菜餐廳）也是一樣，沙茶火鍋大家已經比較有做了，你就要改良，

改成什麼菜什麼菜…料一直再換，你要一直改良。像現在鮑魚糯米雞

臺灣也沒有人做，我就做，你要知道要改變菜，用創意，賺人家錢才

賺得到。（阿明師，2006 年 10 月 26 日，臺北自營餐廳）

從牛肉湯、沙茶火鍋到高檔海鮮，阿明師的經歷與對「改良、改變」的強調突顯

了廚師的「行動者」角色，對於餐廳特定業種或飲食方式的流行，廚師本身的創

造力其實十分關鍵，並非僅是順應消費者或美食家的喜好。許多師傅強調，儘管

是在年少入行後跟著師傅學習，廚師的自學與創意非常重要，這也是讓他們在工

作中得以繼續進步的原因。例如阿明師說，他在開店後還是會請師傅一起做，但

與此同時仍不斷學習每位師傅的技巧：

他在做的時候，你就跟著他學習。現在這個師傅沒做了，換另一

個人來，你也是要跟他一起做。你下去做，你的功夫才會一直提升，

每一個人每一個人都有技巧，古早人有一句話「醜醜馬嘛有一步踢」，

意思就是說你請一個師傅來，雖然功夫不是很好，但他還是有他一把

功夫。（阿明師，2006 年 10 月 26 日，臺北自營餐廳）

由於「古早菜」往往缺乏食譜，無論是家庭烹飪或是餐廳裡的師徒制，烹

飪技藝多是口授親傳、親身操作，在沒有書面資料可參考的情形下，「做料理」

是一種技藝的學習，透過雙手的勞動與操作，將烹飪技藝化為自身的一部分。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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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們在轉戰不同餐廳的同時，即使未必正式拜師，所有共事過的廚師都會彼此學

習，從他人的手藝學得一招半式。而由於許多廚師都在多個不同菜系的餐廳工作

過，也經由不斷地觀摩、學習、創新，造就各種菜系的融合與創新，這也是今日

臺灣許多本地菜館菜餚呈現多元融合特色的原因。對廚師而言，過去的工作經歷

往往成為進一步發展新菜的養分。

例如，臺南也有許多資深廚師曾在酒家工作，而 1950 年代的酒家多是從日

治時期的酒樓、咖啡館轉型而來，其中的菜色則是繼承日治時期酒樓的精緻菜

餚，其中包含許多福州菜，如金錢肉、洋燒肉等，只不過將食材因地制宜地調整

為臺灣常見的材料，對老師傅來說，源自 1950 年代在酒家的工作經驗與熟悉的

老菜，便是日後創業的基礎與特色所在。如臺南阿美飯店的老闆蔡崇廉即是先在

臺南多個酒家工作，再自行創業，開餐廳兼辦桌。據第二代老闆蔡坤益說，由於

老闆過去有豐富的酒家菜工作經驗，店中因此供應多種過去酒家的大菜，再從八

寶麵因緣際會發展出現在的招牌菜砂鍋鴨：

我們剛開始做最主要是賣八寶麵，八寶麵就是把很多海產放進去，

鴨肉、花枝、蝦仁等放下去的麵，很清、很香。主要是有放鴨肉，但

鴨肉賣不完怎麼辦？我們要自己吃，我們就用砂鍋魚，也是類似火鍋

下去熬，發現這個味道好像蠻不錯的，這個好像可以做，就慢慢發展

出砂鍋鴨。做給客人吃，客人覺得好香，才發展出這一道主菜。（蔡

坤益，2008 年 2 月 22 日，臺南）

砂鍋鴨這道菜的開發再度突顯出師傅不僅傳承傳統的菜餚，更在飲食文化風格的

建立上具有主動性，同時消費者的回饋亦扮演積極角色，老菜館是在師傅與消費

者的共構中延續生命，留下彼此交織的飲食回憶。

上述幾位資深師傅的例子顯示出類似的發展路徑：從學徒、開小食攤開始到

自己開餐廳當老闆，這也可說是臺灣早期煮吃師傅的主要社會流動管道。不過，

也有人是完全從生手入行開小餐廳，此類生手成為資深師傅或老闆的途徑至少有

以下兩種類型：

一、類型一：因轉業開家庭經營式小餐廳

如杜信夫（1945 ~ ）原本是一般公司的職員，因為不想一再調動工作地點，

選擇離職並在 1977 年開餐廳，太太也從家庭主婦努力學習成為餐廳廚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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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剛出來我們什麼都不懂，只是路邊攤，完全外行，遇到很

多困難的地方，做到店都倒了，師傅都走光，我太太跟媽媽在廚房，

我就跑堂。很多朋友說開餐廳應該比較好做，但是我什麼都不懂，連

廚房設備都不知道，連冰箱、餐廳爐還要有馬達打風，一般叫砲臺，

打風火可以噴到兩公尺高，一分鐘鍋子就會燒紅，火力很旺，我太太

本來是用家庭小瓦斯爐，也要學這個，她都是看食譜，自己研究。（杜

信夫，2006 年 10 月 25 日，臺北）

不過生手入行欠缺經驗也遭遇不少問題，杜信夫就說：「那時候廚師也不是很認

真很有道德在幫我做，我這個店倒了五、六次以上，週轉不靈，被人家倒錢，自

己也跟著倒，資本不夠會遇到錢的問題。」

餐廳的生意好不好，與政府政策頗有關係，如前文提及政府對酒樓、北投溫

泉旅館、土雞城不法營業的查緝均造成許多廚師的流動，杜信夫的餐廳則是受到

掃黑政策影響。

1970 年代下半至 1980 年代初期，餐廳裡的表演節目以逗趣主持人搭配名歌

星駐唱的「餐廳秀」為主，杜的餐廳周邊就有許多西餐廳、秀場，都有餐廳秀節目，

許多大小明星、表演樂隊等在散場後會來杜的餐廳吃宵夜，曾讓生意頗為興隆：

（這些秀場節目）每個禮拜星期一上檔，星期天下檔，七天裡面

主秀例如蔣光超、包國良，西餐廳老闆會請他們吃宵夜，一星期之內

大明星馬世莉也會被請一次，主秀也會請樂隊來吃一次，樂隊又會請

小牌歌星來吃，所以一家西餐廳一禮拜有三ㄊㄨㄚ。除了附近那些（歌

廳），還有欣欣百貨的太陽城，後車站金龍酒店彩虹廳、西門町皇家

翡翠廳、獅子林歌廳、南勢角歌廳。所以要看影歌星就來我這就好了。

（杜信夫，2006 年 10 月 25 日，臺北）

不過 1984 年戒嚴時期的警備總部實施「一清專案」大掃黑，許多黑道被捕

入獄，杜的親身感受是「好像這些西餐廳一夕之間就倒了，我的生意剩下一半」，

為了維持餐廳存在，他不僅賣房子，還跟地下錢莊借錢，「借十萬，利息一萬

二」，連續幾年為錢發愁，直到後來生意穩定後才慢慢還清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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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類型二：為實踐理念開餐廳

另一種自學開餐廳的類型，主要並非為了謀生，而是在相當的經濟基礎上，

為了實現自己的理念而開業，可說是一種自我實現的追求。如來自臺北九份的簡

老闆原本是室內設計師，因為愛喝酒，先是開了一個單純的小酌空間：

喝酒通常沒地方可以喝。Pub 那個根本不是去喝酒，另一個地方

是酒店，另一個就是海產店，其他餐廳不能讓你喝酒，時間到就要走。

最能喝酒的地方—路邊攤，現在也沒有了。以現在來說，路邊攤都不

賣酒，因為會坐很久。（簡老闆，2006 年 11 月 14 日，臺北自營餐廳）

但與杜的餐廳一樣，簡老闆的餐廳同樣受到政策影響，在 1989 年初警方對

酒醉駕車者主動取締的政策影響下，來喝酒的人變少，為了讓店能繼續經營，開

始思考如何轉型為料理店。在構思新料理店風格的時候，簡老闆回到故鄉九份，

觀察到各種商業活動與廣告的進入讓九份再也不是他記憶中如同侯孝賢電影「悲

情城市」裡呈現的九份，這樣的心境讓他決定以最平實、最貼近臺灣庶民生活、

但卻逐漸消失的臺灣古早風味為訴求，新餐廳在 1993 年正式開業：

我要呈現最原始最質樸的臺灣。開店讓你進來可以蹺腳和站在椅

子上，如果是臺灣人，一進來那個內心的東西就跑出來了。我是要讓

你放鬆的，一開始上班族進來，我就叫他們把領帶拔掉，下班吃個飯

而已，其實我也不喜歡（客人）在這裡談生意。（簡老闆，2006 年 11

月 14 日，臺北自營餐廳）

由這段陳述就可知道，老闆有著自己對臺菜的清楚認知與定義，餐廳對他而言不

僅是謀生的工具，更是一種理念的表述、再現與體現，藉由自己設計、製作的室

內裝潢、桌椅等，呈現出一個庶民風味、「簡單粗獷」的物質空間，讓人在進入

此物質空間後，能從裝潢、桌椅、音樂等面向感受到老闆欲傳達的臺灣意象。

理念的傳達不僅以餐廳的物質空間為載體，菜餚本身更是重要，簡老闆並非

廚師出身，但因家族長輩曾從事辦桌業，他便從自己的家族飲食經驗出發學習，

慢慢回憶自己「吃過的東西、味道、材料」，再反覆徵詢母親、阿姨等長輩菜餚

的實際作法，藉由一再試做、反覆進行修正的過程，「花了五年時間摸摸摸，才

弄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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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餐廳室內空間的設計到菜餚的風味，餐廳與料理對簡老闆來說，是一種家

鄉文化的再現，把個人對菜餚、風味的記憶，更具體地轉化為讓人能夠感知的媒

介—菜餚、音樂、座位空間、餐廳牆上的裝飾等，試圖將消費者與過去的記憶相

扣連，藉由此，進行他所認定的「臺味」或「古早味」的傳遞，在這樣的脈絡下，

這些菜餚亦可說是一種經由身體所傳達的社會記憶，許多消費者到此空間中所欲

尋找的，也是這種現實生活難以復見的「記憶中的真實」。

前述幾位不同師傅的創業經歷，展現出不同的社會記憶：酒樓與酒家中的觥

籌交錯、土雞城、歌廳與掃黑等，共同點則是均顯示出政府政策對餐飲業的顯著

影響，這也與「外食」的社會意義轉變有關。「外食」在臺灣一直到 1970 年代為

止仍是以都市為主的商業活動，高級餐廳中的外食者多是以應酬、宴客為目的，

簡易食攤、小館子的消費者則是以在外工作的勞動者為主，其他人多是三餐在家

吃 (Chen, 2013)。在此脈絡下，1950 至 1970 年代之前的餐館可說是個應酬之地，

對許多人來說不屬於「日常生活」的範疇，對外食場所的管理，因此經常與社會

治安、色情業等連結，跟當代的外食業有極大差別，從老師傅對過去年代的口述，

正顯現出治安維護政策對外食業的顯著影響。而對多數不需應酬的人來說，與煮

吃師傅最密切相關的時機是在節日或婚喪喜慶的「辦桌」場合，辦桌可說是另一

「煮吃師傅」的重要養成場域，辦桌的演變也顯示出與社會變遷的密切關連。

肆、「辦桌」的演變

「辦桌」是酒家、餐廳外另一支重要的煮吃師傅培育系統，辦桌師傅過去

多稱「刀指」（臺語），特別是在南部地區，許多師傅都表示「總舖」是近年才

較常用的稱號。辦桌師傅的產生，源於臺灣漢人移民社會藉由請客吃飯來建構、

強化血緣、地緣、宗族關係，及民間信仰的建醮等活動，為了因應種種的辦桌需

求，地方上擅煮之人常被請來擔任主要廚師，要請客的主家需自己負責大部分的

食材，更需由鄰里支援人力、桌椅、碗盤等，「辦桌」的社會意義，也正建立在

這些共同合作的情感聯繫、交換勞力上（曾品滄，2010），長此以往，擔任辦桌

師傅有口碑者經常被請去辦桌，就慢慢放棄原來工作而以辦桌為主業，也發展出

專業的辦桌團隊。

一、從「包工不包料」到「統包」

以內門的薛清己師傅來說，他在當兵之前主要是打零工、賣香蕉，大約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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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1970）開始開麵店，也曾到餐廳工作，因為看中市場上有「辦桌」的需求，

1974 年就與另外三人一起辦桌，至今已持續超過四十年，他對於上述辦桌型態

的變化有很清楚的描繪，強調 1970 年代前的辦桌師傅主要工作是指揮及負責重

要菜餚的烹煮，其他事務則需要鄰居的大力協助，辦桌可以說是全村的大事：

以前辦桌是比較有人情味，師傅去，左鄰右舍都會幫忙做，跟現

在完全不一樣。以前都隔壁鄰居、太太、先生、妹妹、小姐來幫忙洗菜、

洗碗，全村總動員。左鄰右舍桌子、椅子都要搬來，碗筷都要自己收。

若要娶媳婦，半年前你就要開始準備了。我們這邊的廟有在租人碗筷，

粗碗那種。正式要煮時，若明天中午要吃，那今天中午師傅就要到你

家去，那一晚就要把料備齊。以前也沒有冰箱，都需要用自己的頭腦

去保護這些豬肉、雞。大家都幫忙殺豬、殺鴨，全村總動員就對了。

師傅都先住在主人家，等晚上時，有些人休息，有些人顧「刀指間仔」

（臺語，指為辦桌臨時搭設的烹煮空間）。「刀指間仔」的桌子都會

墊高，防止貓狗偷吃，上面再凍露水（降溫），食物比較不會壞掉。

夏天比較少人結婚，大部分都秋季、春季、冬季，很熱的時候就很少

人結婚了。以前的「刀指間仔」不是像現在帆布的，都是用菅芒花，

那可以擋風、遮蔭。師傅睡覺是睡在主人家的房子，顧刀指間仔的就

要待在刀指間仔，有時候他們都喝酒喝整晚。通常都是隔壁鄰居或比

較愛喝酒的，就會來顧刀指間仔，聊天喝酒度過一個晚上。一大早師

傅、幫手就會過來。（薛清己，2008 年 4 月 24 日，高雄內門）

隨著經濟的改善，在薛師傅的記憶中，大約接近 1980 年開始，辦桌師傅逐漸轉

變為「包工」型態：

包工就是說這些工都是我包，以前都是自願來幫忙，沒有在講價

錢，不包料，但菜單一樣是我開，以前沒有冰跟水果，就是吃到飽為

原則。以前師傅開菜單給主人家，由主人家自己派人去採買，師傅只

負責將所有人的菜煮出來。前一晚將初步的料都備齊，隔天中午要上

菜就由師傅來煮。……以前來幫忙的都是鄰居，婚嫁的對象也都是附

近的人，因為交通不便的關係，所以鄉下的親戚大部分都是隔壁鄰居。

大家輪流吃飯，會留桌給幫忙的人。以前結婚比較像結婚，大家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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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要半年前就計畫，像木柴也要先砍起來曬乾。（薛清己，2008

年 4 月 24 日，高雄內門）

從辦桌的燃料需提前準備、由鄰里輪流分工等今日已不復見的現象，可充分看出

辦桌活動的今昔差異。特別是在 1970 至 1980 年代，工商業活動的興起與經濟發

展帶動專業辦桌師傅需求大增，辦桌走向專業化，臺北木柵的陳永寶師傅亦是從

做麵線轉向景美的師傅學烹飪，進而在 1966、1967 年左右開始辦桌，1979 年開

餐廳，其子陳欽賜師傅也敘述，在辦桌轉向「統包」之前，辦桌師傅只是賺工錢

而已：

以前剛開始的時候，我的印象裡面，跟左右鄰居借，你們家有幾

張桌子？張先生有兩張桌子，李先生有一張桌子，然後跟你借。我請

客的時候，你們桌子帶過來，然後碗盤也是左右鄰居一樣湊一湊。然

後我們負責外燴的部分是菜單，雞要幾隻、肉要幾斤，寫好以後給對

方，然後他自己去買，買回來之後，我們賺工錢。以前外燴的辦桌就

是只賺工錢，到後來就是變成統包。（陳欽賜，2007 年 1 月 3 日，臺

北木柵）

而在辦桌變成「統包」專業化之後，1980 年代的經濟發展也讓辦桌行業更

為興盛。在薛清己師傅的經驗中，1980 年代上半，高雄市區就已經有許多辦桌

的需求，當時一桌是六百元起跳，他還特別花七、八萬元裝了支電話接生意，辦

桌業的全盛期大約是在 1989 到 2001 年間：

最高記錄我一個月曾經辦到三千桌，但是現在半年辦不到三千桌。

以前經濟好時，神明作醮，全家、全庄都在請客，現在沒辦法了。因

為孩子有些失業，教育費又貴，變成我們這邊演戲的也結束了。以前

景氣好時，常常在辦入厝，大家有錢買房子，但現在這些房子有的還

拍賣，哪還有落成！而且經濟蕭條也連動到好幾方面，我們這邊的工

人、備料的、備貨的人也都不好。如果我們有去工作，就可以帶動很

多周邊的工作，例如車、工人、瓦斯、雜貨等，如果我們沒去做，大

家都沒有工作。（薛清己，2008 年 4 月 24 日，高雄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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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桌師傅接不接得到單子，不僅影響自身的家庭，更影響到好幾個家庭的生計，

相較於過去辦桌多仰賴鄰里幫忙，僅是偶然才有的兼差工作，如今則因分工細

密，從食材、點心或特定菜餚代工、瓦斯等，辦桌形成一長串工作鍊，這也是辦

桌專業化、商業化，被納入資本主義體系之一環後更為顯著的現象。

二、菜色變化

除了工作的型態改變之外，辦桌的菜色幾十年來也有很大變化，1970 年代

的菜色在今日看來較接近家常菜，但在過去物資不豐的時代已屬珍饈，例如在靠

山的內門，平日難得吃到的肉類是重要的主菜，海鮮十分稀少：

以前的主體就是豬肉，一桌都要用四、五斤肉，但是現在如果沒

有做封肉，那根本就用不到幾兩肉了。另外還有再加一些雞肉、鴨肉，

就是以肉做主體就對了。以前我們內門比較流行就是芹菜魷魚煮湯，

主要材料是芹菜、魷魚、肉絲、蝦米。豬肉的話大封、小封都有，配

筍干，其他都是蔬菜比較多。以前的冷盤大概皮蛋、香腸、豬肝、雞

內臟，大概就是這樣，沒有什麼海產或加工食品來當冷盤。以前沒有

什麼海產，最好的東西是一尾黑鯧或炒個花枝而已，其他沒了。（薛

清己，2008 年 4 月 24 日，高雄內門）

除了菜色以肉類為主外，以前內門的辦桌也沒有甜點，若是嫁娶宴席需要甜湯

圓，需由主人自行準備。但即使不計甜點，整套下來仍有 17、18 樣菜，若是嫁

娶桌，還會先上炒麵、炒米粉，讓飢餓的眾人吃一吃，之後才從冷盤開始出菜。

相較於今日吃喜酒多是在快結束前才會出現飯類讓大家吃飽，40 年前卻是

先上麵、米粉先讓大家填肚子，這樣的差異說明了人們在日常勞動上的差異，薛

師傅解釋：「以前的人比較會吃，一頓吃好幾碗飯，我們現在的人一天也吃不到

以前一頓的多。所以一開始要先出好多麵跟米粉，讓大家吃飽。」此外，每道菜

的分量也比今天少些，因為過去的盤子比較小，大多是用碗公裝：「炒高麗菜也

是一樣菜，煮個鹹菜湯也是一樣菜，雞煨鹹菜或鴨煨鹹菜也都算一樣菜。以前的

碗公只比飯碗大，不像現在的盤子那麼大，你沒多煮一點不夠吃。」此外為了「要

有一些伴手讓客人帶走」，最後幾道菜常會出現炸物，例如炸雞翅、肉丸、芋丸

等。最後重新煮過的菜尾更受人歡迎：

傳播研究與實踐7(1)-10 陳玉箴.indd   279 2016/12/20   下午 09:55:43



JCRP, 7(1), January 2017280

如果菜吃不完，晚上師傅會再熱過，讓大家繼續吃，或放在容器

裡，挨家挨戶擔去分送。以前菜尾沒有再放一些化學原料，純粹鹽、糖、

味素而已。且菜尾比較有油脂，以前我們煮湯一定要再放油蔥，剩下

的菜就把它做成雜菜，大家再一起吃。（薛清己，2008 年 4 月 24 日，

高雄內門）

儘管過去農村裡辦桌的菜色看起來較簡單，但因為包括肉丸、菜丸等全部從

頭到尾手工製作，因此需要相當大量的人力，雞卷等較複雜的菜尚須前一天先做

好才來得及，同時師傅還得顧及各地區不同的口味，例如鄉下辦桌的口味要鹹一

點，市區辦桌要淡一點，經濟好時，太家常的菜也不能做，不然會遭人批評。

不僅內門的辦桌很少海鮮菜，臺北亦然，陳師傅與阿明師都說過去海鮮很

少，豬肝已是早期十分名貴的菜，例如將豬肝絞碎後，連豆腐、調味料一起做的

料理，以及將一小片豬肝包在芋棗內，都稱得上名貴的菜。陳師傅強調「以前豬

肝貴，你要吃不是開玩笑的。」阿明師以過去的價格具體說明：

芋棗以前我們是包豬肝，豬肝是最好的，豬肝好貴，我們那個時

代，大約五十年前，一斤豬肝五、六百塊，都要有錢人才吃得起，現

在已經沒有人要吃了，因為現在豬都是吃飼料，以前是吃餿水，肝比

較好。以前肉丸包豬肝很貴，雞卷也是包豬肝最貴，以前普通的（雞卷）

要五角，包豬肝的（雞卷）要一塊。（阿明師，2006 年 10 月 26 日，

臺北自營餐廳）

儘管芋棗包豬肝過去是受歡迎的菜色，但現在年輕人中已少人知道這道菜，

標誌著料理的「社會生命」（social life）有其高低起伏，例如陳師傅提到過去有

一種餃子「外表類似蝌蚪，頭大尾巴小，裡面包肉餡，跟現在的餃子完全不一

樣」，但如今在臺北已經找不到，另外除了雞卷還算常見外，蛋酥白菜、爆魚、

爆肉、鹹菜鴨等過去常見的菜色，現在可能都需到較老的餐廳才吃得到。

無論是早期的鄉里分工或後來的專業化統包，辦桌可以說是臺灣人的集體記

憶，即使是在 1950 年前後才到臺灣的移民，也有機會吃或看過辦桌，辦桌中的

常見菜色、「菜尾」及後來發展出的娛樂表演節目等，也成為許多人的共同回憶。

尤其對較年長的人來說，辦桌最重要的特性，一方面是異於日常素樸飲食的豐盛

肉類、美味與節慶氣氛，另一方面則是投入參與的社群歸屬感，由於過去的辦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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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說是人際網絡的總動員，藉由辦桌進行社會網絡的交流、鞏固，亦成為臺灣人

生活中的重要社會活動。每個人藉由親身參與，無論是幫忙顧食材、提供桌椅、

端盤子，或是單純當賓客，從事前的準備、期待，到活動結束的回味，因為個人

的參與而創造了以嗅覺、味覺、行動等共構的身體實踐，同時也形塑出共同的社

會記憶。然而，一旦辦桌從鄉里網絡的動員與分工朝「專業化、商品化」改變，

逐漸成為專業廚師「統包」的商品，「個人」的角色也從辦桌所涉及的社會人情

網絡中抽離，從社群活動的參與者轉變成餐飲商品的消費者，共享的社會記憶也

縮減僅剩下共同用餐的片段。

辦桌師傅的從業經歷，不僅標誌著上述社會變遷，這些轉變也對師傅的工作

型態造成影響，特別是當代擁擠街道、繁忙交通與相關法令的空間限制已不允許

多數居民隨意在路邊搭棚辦桌，許多師傅改成開餐廳或餐廳兼外燴，須顧及的面

向也早已不是食物本身，還有太多環保、成本、廣告宣傳等考量。如同陳欽賜師

傅所言，目前做廚師這一行的複雜度已經大大提高了：

早期餐廳可能一個爐子、一個鍋子就可以賺錢，現在不是，環境

與人為因素太多，像稅捐、消防、安全、環保衛生、人員推銷、消費

者權益等，這些都要做。變成說，當你一千塊實際花到消費者身上可

能只有三成，比較有良心的四成，其他都虛掉了。（陳欽賜，2007 年

1 月 3 日，臺北木柵）

對於當代外食業的興盛，許多人會以「經濟水準提高」來詮釋，但對許多資深師

傅來說，從生產者角度的思考顯然需顧及更多面向，從政策、法令、消費者的喜

好與需求，均是重要的影響因素，絕非僅是單純的備料烹飪而已。

無論是開餐廳或辦桌，當個煮吃師傅絕對不是件輕鬆的事，在社會條件的劇

烈改變下，許多資深師傅其實都曾有轉業或停業的念頭，讓許多師傅繼續做下去

的原因是來自與顧客間的好交情，例如杜信夫最喜歡在餐廳中與客人聊天，因為

餐廳對他來說是個交朋友的地方。木柵的陳師傅也說，臺菜這種接近臺灣人生活

的菜餚，就是「常吃會煩，不吃就想」。由於開業多年，培養了一群忠實顧客，

一旦歇業休息，就會不斷接到詢問何時開業的電話：

我現在很多客人就是這樣，嚷嚷一天到晚就只吃這幾個菜，但是

當我收起來的時候，又一天到晚問我怎麼還不做。我（目前）歇業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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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快七個月，幾乎每天都有接到電話，要訂位子或問什麼時候要開，

像今天早上我就接兩通了。（陳欽賜，2007 年 1 月 3 日，臺北木柵）

客人的捧場與信任度，是讓許多老師傅願意繼續做下去的重要原因，也是在

謀生的同時能夠得到樂趣的來源。王師傅（1968 ~ ）自 1981 年十三歲時開始學

做菜，往後三十年在臺灣從基隆到屏東、從小攤到自行開業，經營過多個飲食業

種，始終選擇待在這一行：

這當中有很多次很想換工作，也是有機會可以換，不過到最後還

是發現，食物這個東西它可以很貼近人的生活。雖然說廚師這個行業

在臺灣的社會價值很低，不過很多人的情緒、人的慾念都在這裡被激

發出來。其實你給他看，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族群，他對食物的

看法會反映出來這個族群、這個家族的人際關係。（王師傅，2006 年

11 月 2 日，臺北公館）

王師傅這段話，顯示出師傅在爐臺後對社會的細膩觀察，餐廳是人與人交會

的重要場所，從應酬、宴客、家族聚會、好友小聚乃至擺桌陪罪、談判、失意喝

悶酒等也都可能發生在餐廳中。餐廳的廚房則是另一個濃縮的社會空間，許多煮

吃師傅不僅擅長烹飪，也在其中觀照人生的況味，師傅的生命故事不僅鑲嵌了臺

灣政治、社會的變遷，也累積了許多在此交會場域的觀察，亦成為社會記憶牽繫

與形塑的另一來源，值得日後深入研討。

伍、結語

一社會的外食（eating out）現象與食物生產的商業化、品味區辨、外食空間

與相關法規的變遷等密切相關 (Warde & Marten, 2000)，本文藉由口述歷史，關

注臺灣外食產業中「煮吃師傅」的生產脈絡，並將煮吃師傅的口述歷史視為社會

記憶的一環，思考其如何再現了過去，並進而影響當代人們對臺灣飲食文化的認

知。煮吃師傅的口述歷史提供了豐富的研究素材，至少具以下兩點重要意義：

首先，師傅們提供了實務面的常民知識，對於過去數十年間臺灣社會的外食

場所區分、辦桌方式、菜餚名稱、菜餚煮法、消費者來源、消費方式等具體的項

目提供豐富的口述史料。同時，煮吃師傅口述歷史中所揭露的「記憶」，更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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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過去數十年間外食業的變動，以及國家政策、經濟狀況、社會網絡等外在條件

的變化，師傅們因應著政策的改變，在不同飲食業種間流動，並開創出新的商品。

口述歷史乃鑲嵌在社會的大歷史中，師傅的生命敘事與政府政策、社會變遷有著

緊密的交疊與相互影響，這些獨特而寶貴的經驗讓研究者能獲得臺灣餐飲業發展

的第一手資料。

第二，在師傅的口述歷史中，煮吃師傅的論述其實也夾雜著當代對過去的詮

釋。例如，許多師傅認為「酒家菜」是代表性的臺菜，但他們也同意幾十年前其

實並無「酒家菜」的說法，此詞是近十幾年才開始出現；又如南部許多辦桌師傅

其實用「刀指」而非「總舖」來指稱師傅，但如今也因為媒體的報導、政府活動

的舉辦多用「總舖」，而在訪談中為了溝通便利，亦採用民眾、媒體較熟悉的「總

舖」一詞。換言之，對師傅來說，對於過去的陳述、記憶，也已受到當代的影響，

共同形塑出一個當代人理解的社會記憶。這也說明了，「社會記憶」與「社會真

實」間存在雙向的關係而使彼此界線更趨模糊，當社會記憶再現了部分「過去的

社會真實」，但社會記憶也可能受到「當代的社會真實」所影響。

以煮吃師傅的口述史為例，本文嘗試說明，飲食文化研究在傳播研究領域具

有何種重要性？口述歷史在其中又具有何種學術價值？從文化的觀點看，「傳播」

是一種意義的產製與分享，且是建立社群連結的重要方式 (Carey, 1988)，傳播的

核心活動同時包括「意義創造」與「意義分享」（趙雅麗，2011：19），由此角

度而言，「飲食」在意義產製與分享的重要性包括：一、「飲食」本身或其影像、

相關文本即經常是彼此分享的內容（object）；二、飲食活動是一種重要的社會互

動媒介；三、「飲食」經常作為重要的象徵（symbol）、是特定文化意義的載體，

同時也標示了社群間的差異（陳玉箴，2015：63-65）。同時，飲食相關敘事與影

像亦是社群經驗與記憶的再現。由此而論，飲食文化可視為傳播的重要一環，從

文本、互動與經驗中介、象徵符號許多角度進行意義產製的相關分析。

而在其中，口述歷史不僅是一種研究方法或研究資料的採集，亦可與「敘事

研究」或「敘事傳播」相結合，開展出新的研究取徑（臧國仁、蔡琰，2013）。

口述歷史是個人觀點生命敘事的再現，但也融入了訪問者的視角，以及隨社會變

遷而呈現的不同解讀，反映了當代觀點下對過去的檢視，因此，口述歷史是個人

的也是社會的，可說是一種重要的社會記憶，可從敘事的觀點，進一步探究敘事

者如何認知、組織過去並透過語言、符號再現其生命敘事。

綜言之，本文認為藉由口述歷史探究煮吃師傅的生命史、生命敘事，並從社

會記憶、真實與再現、敘事與詮釋等傳播研究的視角切入，都有豐富的研究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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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日常生活、政治與社會變遷的連結，亦有諸多可探究處，值得傳播領域的研

究者深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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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傳播領域飲食文化研究論文目錄

一、傳統媒體飲食再現的內容分析

編號 作者／論文題目 文章出處

1 蔣豔蓉《從餐飲版面探討臺灣飲食文化之

變遷─以中國時報、民生報為例》

銘傳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2 吳佳玲《品味中國菜：華語飲食電影的集

體記憶與文化認同》

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8）

3 宋良音《臺灣報紙美食新聞報導之初探 
─以蘋果日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

聯合報為例》

世新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4 林靜旻《異國飲食文化與中介─以日式

飲食文化為例》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班學位論文

（2011）

5 高上宜《非凡新聞臺《中國大探索》之〈杭

州美食專題〉製作分析》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學系碩士論文

（2013）

6 張翠文《客家美食的閱聽人研究》 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

論文 （2014）

二、美食部落格、討論區、網站／ Facebook ／網路美食資訊搜尋

編號 作者／論文題目 文章出處

1 林淑芬《美食當道─美食部落格行銷與

消費者滿意度研究》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論文（2007）

2 秦韻曲《網路口碑對美食團購虛擬社群影

響之研究》

國立中山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8）

3 蘇裔翔《以沉浸理論探討網路口碑效果

─以手機討論區與美食討論區為例》

銘傳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4 鄭 宏 達《“Wearewhatweeat”： 從 Goffman
的自我呈現理論探討美食部落格與社交媒

體的型塑》

佛光大學傳播學系碩士論文（2009）

5 柯儷祺、陳郁涵、張漢慶、黃柏翔、高潔、

張立達〈影響網路搜尋行為之因素探討：

以臺藝大學生美食資訊搜尋為例〉

《圖文傳播藝術學報》，2009：151-160
（2009）

6 張家慧、蔡宜芳〈美食多媒體行銷網站〉 《資訊傳播學報─網路中介傳播》，

2010：121-130（2010）

7 陳聯均《美食部落格內容形式分析之研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學系學位碩士

論文（2011）

8 陳婉姿《食譜粉絲團行銷策略之研究─

以 Facebook 之 icook 為例》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學位

論文（2012）

9 陳姵云《電視新聞報導與部落格美食資訊

的傳播效果之研究─以中國文化大學學

生為例》

中國文化大學新聞學系碩士論文（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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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作者／論文題目 文章出處

10 黃詩婷《網路美食推薦文章對消費意願影

響之研究》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3）

11 吳娮翎《從部落格美食書寫看庶民美食的

語藝》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3）

12 李偉平《新奢華時代體驗性消費之美食品

牌力分析》

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3）

13 邱元儂《飲食革命正流行─大王菜舖子

的認同實踐與文化生產》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班學位論文

（2013）

三、飲食書寫的語藝或敘事分析

編號 作者／論文題目 文章出處

1 周緗妮《從食品謠言解讀當代飲食觀點戲

劇五因分析》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論文（2008）

2 沈岱樺《從飲食論述探討臺灣當代飲食文

化意涵─由九○年代末談起》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論文（2009）

3 賴幼雅《想像健康，實踐身體─養生書

的隱喻分析》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論文（2009）

4 林玉珍《臺灣四縣客語飲食烹調動詞語義

及其文化意涵》

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

論文（2010）

5 賴怡潔《書寫、經驗與身體感─以當代

飲食書寫為考察核心》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6 楊癸齡《飲食敘事與認同建構─以「古

早味」之懷舊書寫為例》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7 黃雅涵《解讀身體：臺灣茶飲的敘事分析》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論文（2013）

8 黃芮琪《家庭敘事之飲食記憶與生命傳承

─以口述家傳菜餚為例》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9 林宜靜《從定位觀點解構素食文化》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論文（2014）

四、其他

編號 作者／論文題目 文章出處

1 周宜潔《烹飪文化資本、文化中介者與飲

食品味塑造─以農會家政班為例》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2009）

2 陳思瑋《消費者對農產品新食用方式之採

用行為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2011）

3 謝宜秦《飲食觀光與食物品質建構：以烏

來原住民料理為例》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2012）

4 賴守誠〈地方烹飪技藝傳承與創新的媒人：

農會家政推廣員作為地方文化中介者的個

案研究〉

《新聞學研究》117 ：1-45（2013）

5 陳星蓉《主題式餐廳之消費體驗研究─

以「心之芳庭」為例》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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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訪談名單（依文中出現順序）

受訪者 經歷主要業種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黃德興 日治時期酒樓、北投酒家、多種餐廳、

大飯店主廚

2007.1.14 臺北北投

阿甲師 北投酒家、土雞城、多種餐廳 2006.11.22 宜蘭

阿明師 圓環食攤、沙茶火鍋、臺菜餐廳 2006.10.26 臺北

蔡坤益 自營餐廳第二代 2008.2.22 臺南

杜信夫 自營餐廳 2006.10.25, 26, 27 臺北

簡老闆 自營餐廳 2006.11.14 臺北

薛清己 麵攤、餐廳、辦桌 2008.4.24 高雄內門

陳欽賜 餐廳、辦桌第二代 2007.1.3 臺北木柵

王師傅 早餐、麵包、西點、各類型餐廳 2006.11.2 臺北公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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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從傳播的偏向到 STS： 
再探 Harold Adam Innis 傳播理論的關鍵元素
From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to STS: Harold 
Adam Innis’s Communication Theories Revisited

王淑美 *

Wang, Sumei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長久以來，傳播理論側重媒體內容。早期以美國實證研究為首的學派著重媒

體效果，多從政府與廣告主的角度探究媒體如何發揮影響力；歐陸政治經濟學派

則以批判觀點看待媒體，認為近代大眾傳播科技多為政治經濟勢力所掌控，透過

意識形態的產製來控制大眾。有別於這些傳統，Harold A. Innis（1894 ~ 1952）

在 1950年發表了《帝國與傳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隔年（1951年）

出版了《傳播的偏向》（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臨終前（1952 年）又出

版了《改變中的時間概念》（Changing Concepts of Time），首度將傳播媒體置於

人類文明發展的核心位置，並且將研究焦點放在媒體特質本身 (Innis, 2004, 2008; 

Innis & Innis, 1972)。

Innis 原是一位著名的加拿大經濟學者，接連出版了三本傳播相關著作時，

並未受到廣泛注意。反而因為 Marshall McLuhan（中譯麥克魯漢）積極地引述，

並自陳受到很大的啟發與影響，才讓 Innis 的理論逐漸受到重視。Innis 影響了

後續多位學者 1，其中最廣為人知的就是 McLuhan，後繼還有 James Carey、Neil 

Postman、Joshua Meyerowitz等 (Heyer & Crowley, 1991)。這些學者看重媒體特質，

1 除了 McLuhan，以下著作也都引用了 Innis理論，並言明其重大影響如 Havelock (1963)、Goody 
& Watt (1968)。

DOI: 10.6123/JCRP.2017.011

  * Email: sw@nccu.edu.tw
 投稿日期：2016.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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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其研究視角放在媒體與其他社會體系的互動及交互影響，形成有別於北美實

證研究或歐陸批判學派傳統的加拿大多倫多學派。

Innis 以歷史學的方法，經濟學強調效率與競爭的視角，從起源回溯西方帝

國的演變，以及在此過程中傳播偏向的影響。他在著作中反覆地透過歷史來說

明，文明能否強盛與延續取決於知識的傳遞，能掌握兼顧空間與時間偏向的傳播

工具，其指標就是一段長而穩定的帝國文明，但霸權常為了壟斷知識而爭奪媒

體，常使特性發展到極致而失控，招來毀滅的危機。過去對其理論的討論常著重

在傳播的時間與空間偏向，本文重讀經典，將從經濟學及科技史研究的角度來理

解其三部鉅著。

本文以下先回顧 Innis 的生平，理解他的研究動機與關切主題，接著介紹其

主要理論。從石板開始到印刷術，Innis 仔細探查了各種媒材的特質如何影響其

傳播效率，以戲劇詩歌的口語傳承也是媒體，這些媒體如何在時代中與其他物質

條件相配合，並受到權力的操控，進而演變成下個階段的面貌。第三部分將從科

技與社會（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後簡稱 STS）重視科技物本質的角度

來理解並詮釋媒體偏向說，並說明 Innis 其實是跨越媒體研究與 STS 研究的先行

者，最後則提出重讀 Innis 經典的反思。

壹、Innis 的生平

Innis 的著作跨越人類數千年的文明史，其理論雖引人入勝，但所觸及的內

容龐雜常令讀者感到怯步並覺得難解。本文先回到他的生平，來解讀其思考脈

絡。1894 年出生於加拿大安大略偏遠處的農家，Innis 搭了上千趟火車且走了

四千英里才完成高中學業。搬到多倫多上大學時，為了省錢而陷入飢餓憂鬱的

輟學邊緣，所幸家族中長輩資助而能脫離困境。大學期間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6年五月他大學畢業後隨即入伍負責射彈觀測員，直到 1917年七月因傷退伍。

Watson(2008) 認為，早期參戰的經驗讓他懷疑殖民主義，對於科技的看法也傾向

悲觀。Innis 原本想當律師，最終一路念到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後，回到多倫

多大學教書。

此時的多倫多大學仍由在英國的學者主導，加拿大本土培養的人才仍是少

數。Innis 博士論文以加拿大鐵路建造促成加拿大國境內的整合發展為題， 1920 

~ 30 年代間，他領導第一代加拿大學者，抗拒來自英國帝國中心的觀點，進行加

拿大經濟史的研究。到了二戰爆發之際，Innis 已經成為加拿大學術圈舉足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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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老，身為多倫多大學政治經濟學系系主任，還創立了地理系、社會系和社工

系，掌握大筆研究經費與計畫。藉由鑽研經濟史，Innis 關切的是加拿大作為帝

國邊緣的位置，其經濟與文化如何發展，未來又將如何遞變，這個核心關懷引領

他走向傳播科技與文明的研究。

Innis 早年的作品包括《太平洋鐵路的建造歷史》（A History of the Canadian 

Pacific Railway）（1923）、《加拿大的毛皮交易》（The Fur Trade in Canada: 

An Introduction to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1930）等，傳播相關主題的書都

是在 1948 ~ 1952 年完成的，這段期間他已病痛纏身，所以各書都是演講稿的集

結 (Innis, 1923, 1930)。有人批評他早期與晚年的作品有明顯斷裂，但Carey (2004) 

認為，Innis 的主題一直是帝國、全球化、國際貿易，他關心的是貿易、路徑、

運動、流動、散布，運輸和傳播科技強化了國際貿易，這跟歐洲侵入北美，第 9

世紀亞非帝國勢立擴散，以及美國靠著電視飛機與網路成為新強權的意義是相同

的。二戰結束後，Innis 開始擔心新局勢的危機。經濟是否會回到大蕭條時期？

冷戰與核武競賽中，加拿大會不會被拖下水？科技創新也帶來新的變數，1948

年電視已從美國為中心對加拿大展開殘酷的政治經濟殖民，這也是促使 Innis 發

表其傳播理論的原因。

從 Innis 的生平可知，他是加拿大人、是經濟學家，並親身經歷了兩次世界

大戰，關心處於大英帝國邊陲的加拿大如何在新世紀找到定位。Innis 認為，所

有帝國都想要獨占知識、掌握交易、以及文化的路徑。二戰後美國帝國主義興起，

加拿大從大英帝國殖民地到獨立國家，之後恐又淪落成美國的殖民地。美國乃獨

立戰爭建立的國家，其帝國的特色是要抹除過去舊價值，由美帝主義所引領的文

化工業如電影廣播出版持續侵入加拿大市場。受到廣告左右，重視改變是美國商

業文化的特色，每部電影、廣播節目、報紙、雜誌都希望消費者趕快忘記，然後

可繼續販賣下一部或下一期 (Carey, 2004)。

因為上述觀點，包括 Blondheim (2007) 在內、有不少學者稱 Innis 是加拿大

民族主義者。民族主義或許是 Innis 的出發點，不過，McLuhan (1972) 提到，

當 Innis 越是深入剖析科技牽動的歷史，就更不願做出道德評價，許多人看不懂

Innis 的作品，也因為他著重呈現過程而非提出觀點。Carey (2004) 也指出，Innis

是主張任何文化都不應該壟斷。經濟學家關心資源分布與流動、市場競爭以及效

率問題，兩次大戰引領 Innis 關心文明的更替，這些都促成他的經典理論—以傳

播為核心來討論帝國的興衰與文明的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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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帝國傳播與時空偏向

在《帝國與傳播》一書導論中，Innis 首先提到探討文明興衰是 20 世紀初的

顯學，包括 Spengler、Toynbee、Kroeber、Sorokin 等都著書討論 2，也激起他對

文明史的興趣。他贊成 J. S. Mill 批評英國政治經濟學只限定在地主、資本家和勞

工三階層的看法，並將焦點轉向傳播，因為「傳播在帝國、西方文明、政府的組

織與行政占有關鍵位置」。他由於早年研究加拿大與美國、英國、法國等帝國的

關係時，追蹤貿易流向與傳播的方法非常管用，因此也延續此策略。

Innis 最知名的論點在於提出傳播的偏向（bias）論。傳播媒體對於知識跨空

間與時間的散布有重要影響，需研究其特性才能評斷它在該文化情境下的影響。

當媒體是笨重耐久難被搬運，其傳遞知識的時間性優於空間，諸如羊皮、黏土和

石塊等，沈重的材質適合發展建築與雕塑，其上的文字容易被保存。耐久材質的

媒體重視時間與延續性，這樣的文明經常偏向宗教而忽略行政和法律，也就是空

間的管理。反之，莎草紙和紙張這類較不耐久且質輕的媒體，適合傳遞廣泛區域

的行政與交易需求，其知識的傳遞空間性優於時間性。重視時間的媒體有利於去

中心化及階層類型的組織，強調空間的媒體有利於中央控管與政府體系。這種相

對上重視時間或空間的特性，隱含著該文化的偏向，從西方文明的歷史來看，穩

定的社會需在時間與空間偏向之間維持相當的平衡。

從人類第一個帝國─埃及談起，原先用來裝飾神廟的圖像演變為象形文字

系統，西元前 4000 年起關於國王、戰爭、政治事件及宗教訓義已用文字記載，

且逐漸向拼音化發展。西元前 2895 年發展出君王的絕對權力論，國王即神，但

絕對王權逐漸受到挑戰，到了西元前 2000 年演變為較民主的形式，國王降為神

之子，平民也可獲得宗教權與相關政治權，這階段也是從以金字塔石塊作為媒

體，演進為用莎草紙的年代。石塊材質極重，銘刻其上的象形文外形四方，線條

非圓即直，書寫權力獨攬在少數神職人員身上。莎草紙由生長於尼羅河三角洲的

植物製成，質輕、攜帶方便，可廣泛傳播。因書寫於草紙上更容易，手寫顯著增

加，書寫閱讀活動頻繁，行政效率提增，辯論與世俗文學逐漸取代了宗教。Innis

認為，埃及帝國規模有限，跟王室欲獨占知識，且寫作系統太過複雜有關。石材

太難書寫引來草紙的競爭，宗教主導的錄事官仍掌控了複雜象形文字系統，傳播

難以普及擴散，因此疆域有所侷限。

Innis的傳播理論從歷史的角度觀看，一種媒介的影響力發揮一段時間之後，

2 相關書目包括：Spengler (1926 ~ 1928)、Toynbee (1934 ~ 1961)、Kroeber (1944)、Sorokin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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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會遇到難以克服的困難，接著新的媒介興起，連帶也促成新的文明。埃及帝國

藉由困難的象形字維持其獨占知識，抗拒改變，也終究不敵亞述與波斯文明的挑

戰。同時期的兩河文明以諸多城邦的形式存在，使用沖積黏土製成的泥版作為書

寫工具，象形文因難以書寫在濕黏的泥版上逐漸失傳。西元前 1792 年出現以巴

比倫為新都的漢摩拉比國王，他豎立漢摩拉比法典並刻在石頭上，建立集中化的

王室權，所使用的文字是閃族語。法典促成共同法集、首都興起、以及年曆編纂，

廣大區域內密集的交易則促成重量測量單位的標準化。善用騎兵鐵器的亞述帝國

於西元前 8 世紀繼起，將整個美索布達亞平原以及埃及納入疆域，其使用的亞拉

姆語（Aramaic）也逐漸成為主流。掌權者企圖使用複雜的楔形字與象形字獨占

知識，在帝國邊陲的人民 , 包括巴勒斯坦地區與地中海沿岸的腓尼基運用豐沛的

莎草紙，開始改造字，將人類發聲簡化成字母，成為後來西方語言的起源。

回顧至此，已可掌握 Innis 理論的幾個要點。第一、媒體影響傳遞知識的效

率。Innis 指出，要衡量媒體對文明的意義不容易，受限於保存材料的完整性，

不易保存的媒體所留下的素材很少。大型帝國必須在時間與空間偏向中取得平

衡，失之偏頗就會招致滅亡。因此他是以帝國作為傳播效率的指標。亦即，有效

率的傳播將促成強大的帝國。傳播效率受到媒介材質，以及當時的政治、經濟、

社會條件所影響。例如耐久媒材的文字訊息不易消失，有利於宗教神權督促人們

追求時間上的永恆，質輕易攜的媒材有利於訊息跨空間的傳布，羅馬帝國從埃及

取得莎草紙的原料與技術後，奠定了廣大行政帝國的基礎。媒材的特性也影響了

文字和語言，例如難以書寫在黏土版上的象形文字終被淘汰。

從 Innis 對希臘口語文明的討論，則可察知其另一個重點：傳遞知識的媒體

不限於具形的科技。希臘採取了腓尼基與閃族的字母，因處於帝國邊緣得以不和

巴比倫或埃及全面接觸，而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希臘人繼承了腓尼基閃族子音

字母及賽普勒斯的音節字母，到了西元 7 世紀初用於豐富的口語傳承。從吟唱詩

人的敘事詩傳統，到荷馬風格史詩，之後出現大量個人色彩的短歌。歌舞曲演變

為戲劇，藉著諷刺時事，劇作家變成新聞人，透過文學與戲劇促成公共領域。散

文、演說、詩歌與戲劇的形式隨著社會轉變而調整，以口語傳承不靠書面傳遞知

識，是依賴聽覺具有時間偏向的媒體。希臘城邦在哲學數學上有非凡成就，雖然

之後被書寫制度摧毀，但其精髓融入羅馬帝國，並成為西方文明的根基。Innis

對口語文明非常推崇，希望加拿大能延續西方文明，發揚希臘時期的本質，重新

掌握口述傳承的生命力。其想法也影響了 McLuhan & Ong (1982) 後續對口述文

明的討論，呼籲應重視聲音與聽覺之感性取向。

第三個重點，媒體之間處於競爭關係。Innis 認為，當文明過度依賴某一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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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時間與空間關係失衡，新的媒體或下一波主流文明往往會在帝國的邊陲出

現。某種媒體在文明中扮演要角，與該媒體在特定時空環境下能否最有效率傳遞

知識密切相關，但效率高低是比較的結果，因此也受到其他媒體的挑戰。例如羅

馬帝國取得埃及後掌控了莎草紙生產與銷售，莎草紙有助於帝國建立圖書館穩

固知識，在龐大行政體系之間傳遞法律與命令，驛站系統串起了帝國內的通訊聯

繫，也促成書籍買賣的興盛。不過莎草紙有易被壓碎的缺點，裝訂成冊時常從縫

線脫落，在埃及之外的地區也有發霉腐爛的問題。當時的基督教會位於社會底

層，發達於較少受到帝國衝擊的地區，教會系統改用獸皮書寫，利用獸皮製成手

本體積更小的特色，供旅行者攜帶傳送。

羅馬帝國分裂後，基督教修道院使用羊皮紙建立起有力的教會組織，政教合

一的東羅馬帝國得以維持一段很長時間。但知識壟斷後，又開始有另一種新的傳

播媒體與之競爭─中國發明的紙傳入阿拉伯地區，原處於歐洲文化邊陲的波斯

與巴格達，自此奠定學術地位。巴格達的製紙技術不斷精進並向歐洲擴傳，因紙

張在保險文件與貨幣交換上的使用，有助信用成長，提高商業效率，也促成了西

元 13 世紀起的商業革命。教會系統重視拉丁文，紙張則有助於貿易與都市成長，

讓教育脫離修院體系的掌控，使世俗的力量增強，並促成方言的興起。修院制度

透過宗教對永恆的追求控制了時間，羊皮紙被限定用來抄寫與宗教有關的內容，

但此知識的壟斷最終被紙張挑戰並破壞。

印刷術在神聖羅馬帝國邊陲的德意志地區發明出來，挑戰教廷權威，出版大

量路德的方言聖經。法國限制印刷卻鼓勵紙張生產，此舉讓荷蘭與英國成為歐洲

出版中心。印刷帶動民族主義，確認議會制度，創新金融工具，促成宗教革新與

科學革命。英國的印花稅限制新聞發展，使得英國書商著重於文學出版，美洲殖

民地因而側重報紙，並激烈地抵抗印花稅，最終引發美國獨立革命。加拿大木材

加入製紙原料，使得紙張能低價供應，美國傳播產業也因紙張的工業生產與其廣

大英語讀者市場而鞏固，形成新的帝國。

媒體與周邊條件相互牽動，相互競爭與演化創新的過程，被稱為媒體生態

學（media ecology）─「媒體生態學就是把媒體當作環境來研究」 (Postman, 

1970: 161)，以生態系的關係作為比喻來理解媒體與社會中其他元素互動的過程

及其影響。不過，以 Innis 經濟學家的身分，也可以說他是使用了李嘉圖 (Ricardo, 

1817) 「比較利益」（comparative advantage）的概念來審視各時代與帝國下最具

力量的媒介科技。比較利益是指國家之間貿易時，各國生產貨品的優勢各異，具

有比較利益的項目能在競爭中脫穎而出。比較利益與該國的天然資源、勞工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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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結構、法令設計、稅制等都有關係。若以比較利益的概念來理解 Innis 理論中

強勢媒介的更迭替換，羊皮卷在神聖羅馬帝國的修道院組織下具有傳遞知識的比

較利益，而印刷紙張則在近代資本主義擴張的時代具有比較利益。比較利益是動

態的、而且是競爭的，他不是一開始就存在，而是受到各種條件牽引，例如木漿

造紙技術成熟使得加拿大具有大量生產紙張的比較利益，低價供應的新聞紙加上

英文單語市場讓美國報紙得以低價大量發行。

不管是用生態學或用經濟學的譬喻來理解 Innis，都指出影響媒體間競爭關

係的不只是媒體本身條件而已。埃及王室欲獨占莎草紙供應，中古歐洲修道院體

系限制羊皮紙用來鑽研基督教知識，紙張被擅長貿易的阿拉伯地區改良並引入歐

洲，法國王室限制印刷品生產，英國透過課徵印花稅促成泰晤士報的獨占地位，

這些例子說明了統治階層都想干預且掌控媒體，因此媒體之間的競爭脫離不了政

治力，經濟上的因素也牽動了媒體的生產與消費，當然媒體本身的材質適於何種

偏向，以及被人們用於哪些用途，都讓媒體在社會中的各種關係形成複雜體系。

參、從 STS 看媒體的時空偏向

Carey (2004) 評論，Innis 是最早提出經濟與傳播面向的全球化理論家，他提

供複雜的交易商品科技與傳播史料來說明全球化的兩個面向：殖民主義在北美

的擴張以及 19 世紀殖民帝國對於遠方領土的競逐。除了全球化貿易理論，重讀

經典，我們可從科技物的雙元性（duality）與符擔性（affordance）角度來思考

Innis 對媒體偏向的重視。

在本文前言中提及，媒體研究具有重視內容的傳統，媒體科技與形式本身相

對被忽略。然而，媒體必然也是社會中的重要科技物，晚近傳播學者開始以科技

的角度來思考媒體，例如 Lievrouw & Livingstone (2002) 以社會形塑科技的角度

來討論媒體，而 Raymond Williams、Roger Silverstone 等人也是此研究角度的先

驅者，他們重視使用者如何經驗詮釋媒體並創造意義。至於 STS 研究的學者，

諸如 Bruno Latour、John Law、Michel Callon 等人及其追隨者，則重視科技的特

質，其設計過程及物性的成形，從歷史考據科技在不同年代被如何解讀，但他們

極少將研究重心放在媒體科技。Wajcman & Jones (2012) 建議，傳播領域與 STS

研究大可更積極地相互跨界，以激盪出更多火花。我認為，雖然領域研究重點互

異，重視媒體也是科技物的特點，即是研究跨界的核心概念。以媒體社會學與

STS 研究跨界的角度來看，Innis 及其所啟發的媒體生態學其實是此方向的先驅。

Silverstone 自陳其理論起源於 1980 年代檢討科技與社會關係的研究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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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他傾向賦予使用者更多主動性，也因此批評 Innis 及受之啟發的 Marshall 

McLuhan、Walter Ong、Joshua Meyrowitz 過 於 科 技 決 定 論 (Silverstone, 1994: 

92)。Silverstone（同上引）討論電視時，提出媒體具有雙重構連（double 

articulation）的特性：作為科技物，它被購買並納入家庭的生活之中，使得收視

戶得以參與全國或跨國的通訊網絡；作為媒體，其節目內容的產製結構帶領家庭

從私領域跨入公共領域，又將公領域的話題流回私空間豐富其家庭文化。此構連

的過程需要電視消費者積極的參與，因此他提出「馴化」（domestication）的概念，

認為人們將媒體科技物置入並運用於日常生活中，有如馴化野生動物的過程，而

電視就代表一複雜社會科技體系，政治社會與經濟的結構鑲嵌其中，包含物物相

連的相互關係、中介資訊的過程、以及法規限制。Silverstone 引用 Innis 在《帝

國與傳播》中描述媒介偏向的段落，據以詮釋時間偏向的文化強調歷史、延續性

以及表演，其符號建立在迷思儀式、傳統、與宗教之上，價值建立於地方上。空

間偏向的文化的重視土地、征戰、發掘、移動與擴張，科學、官僚與理性提供其

結構與象徵，最後創造空間的社群。他質疑，Innis 主張能妥善管理時間與空間

偏向的帝國才能存活，但難以解釋廣播、電視這類訴諸聲音影像且兼具口說與文

字傳播的電子媒體，到底是時間還是空間偏向？

Innis 著作常被解讀為二分法，例如前段 Silverstone 的評論，又如 Watson 

(2008: xix) 以表格整理出理論所提及的《帝國與傳播》偏向：耐久媒體如石塊、

泥版、羊皮紙，是質重的、偏向時間、耐久、傾向口語傳統、具延續性、產生詩

歌、為宗教性政府所好、善用耳朵且是去中心化，而非耐久媒體如紙莎草、紙張、

電子媒體等，是質輕的、偏向空間、重視擴張、書寫傳統、非連續的、產生新聞、

為世俗與軍事政府所好、武力治國、善用眼睛而且是中央集權。Innis 若真以此

二分法來推衍其理論，當難逃科技決定論的攻擊，但若仔細深讀其著作，應會得

到不同的理解。由於《帝國與傳播》、《傳播的偏向》與《改變中的時間概念》

都是演講集，而非仔細梳理後結構分明的專書，內容也常引來自相矛盾的批評。

不過，Innis所謂媒體的偏向並非絕對的，而是相對的概念，不宜用二分法來對照。

例如，Innis 寫到埃及王國時代，描述石板是時間偏向，莎草紙是空間偏向。

在論及巴比倫帝國時，又指出北方將石材用於建築、雕刻與書寫，強調君王與中

央集權，軍事使用岩材，利用鐵器和戰馬，強調空間；宗教組織採用黏土，強調

時間與延續性。紙張是質輕易於攜帶，容易散布而具空間偏向，強化書寫文明；

但當印刷與紙張結合時，因字母富有彈性，印刷文字近於口語傳統，方言生命力

加強，助長散文以及科學的興趣，因此反而是復興口語文明的時間偏向。從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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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可知，對 Innis 而言，雖然媒體的材質或物性（materiality）的影響力值得重

視，但非特定的媒材即「決定」其偏向。相同的媒體在不同的文化與帝國體系下，

與其他媒體的競爭關係也有所異，因此石材在古埃及時代是宗教神權的象徵，其

時間偏向是在莎草紙的空間偏向下被凸顯出來。石材到了巴比倫帝國時代是樹立

法典、強調君王與中央集權，在宗教組織善用黏土版，強化時間延續的背景下，

發揮其空間偏向。羊皮卷跟莎草紙相比，易於捲曲攜帶，應是空間偏向，但被修

道院組織限用於鑽研宗教義理，因此又具時間偏向。紙張無疑比羊皮紙更容易散

布，承載了書寫文明，但與印刷術結合之後反而彰顯了口述文明，所以也可說它

兼具時間與空間偏向。從 Innis 的書寫脈絡來理解媒體偏向，可知其媒體影響力

須視如何被使用而定，而使用方式也受到當時的科技、政治、經濟等條件所影響，

批評他是科技決定論者並不公允。

作為學術研究路上的後見之明，以符擔性（affordance）的概念或許更能清楚

解釋 Innis 理論。符擔性是 Gibson (1979: 127) 自創的詞，指環境提供的特質，使

得適性的生物能夠生存。例如岩石為爬蟲遮去烈日的陰影，提供昆蟲躲避天敵的

空間；河流則讓牛群飲水，河馬浸泡其中。人與動物都受到環境影響，環境形塑

了他們的行為。岩石對爬蟲與昆蟲的符擔性不同，河流對牛隻與河馬的符擔性也

相異，岩石與河流的特質是固定的，動物們則各有運用的方法。換句話說，物性

是穩定的，與之互動的動物們具有默會知識，知道該如何恰當地運用之。Hutchby 

(2001) 將符擔性的概念用於科技物，他認為科技物的符擔性「邀請」人們做出適

當的實踐。正如人們對談之間，問題總是邀請回答，也引導答案的主題—科技物

的特性是穩定的，椅子的特性不會因人而異，它邀請人們坐下，要躺在上面也是

可能，但是不舒服。不過，這並非表示椅子只限於拿來坐，也可能有其他的用途，

須視當時的情境與需求而定。Hutchby也將對話分析的譬喻帶入科技與社會研究，

認為科技不會自己發言，但每一科技物都值得被視為文本，仔細推敲其隱含的意

義。

媒體時空偏向可視為符擔性的展現，因此媒體本身的物性提供了可能性，

也形成了相關限制，不過媒體會如何被運用，需視使用者、當時的文化情境、以

及政治經濟等條件而定。一如 15 世紀紙張與印刷術結合之初，是復興了口語文

明，強化方言的認同，鼓勵歐洲民族國家重拾神話，復興傳統；但 19 世紀以後

大量生產與標準化的印刷資本主義，卻是過度追求空間的擴張而忽略口說傳承。

回到 Silverstone 的質問，因媒體偏向是相對而非絕對的，廣播兼具時間與空間偏

向並非衝突。廣播因具有電子媒體的共時性與即時性，比報紙更具強烈的空間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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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然而廣播因運用口語傳遞而非文字，更能動員起原本紙張媒體所難以接觸的

群眾，訴諸在地知識而非經典考據，強調感性而非理性，因此也具有時間偏向。

Innis認為，跟過度擴張空間的報紙媒體相較，廣播與之抗衡，倚重時間和延續性，

促成二戰之後反資本主義的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的增長（見《帝國與傳播》最末

章，《傳播的偏向》第三與第七章）。

從 Innis 角度來看，媒體的特質影響其偏向，帝國在宗教或政權等權力考量下

的不同使用方式，也左右傳播知識的效率，帝國能夠長時間延續，通常表示在該

時代的時間與空間偏向維持了一段穩定的平衡。研究 Innis 理論更重要的任務，並

非急著將廣播、電視、網際網路等原著尚未及分析的媒體歸類，而是理解傳播的

過程，並注意到過度機械化對文明傳承的傷害，這也是他臨終前急切擔憂的問題。

肆、重讀經典的反思

本文回顧了 Innis 生平，其媒體偏向等相關理論的重點，並以科技與社會

（STS）的觀點來理解深層的意涵。重讀經典，我們得以探究 Innis 對傳播與文

明的關懷其來有自，他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為加拿大的處境擔憂，但更為西方

文明的演變著急，這是他對社會與文化的關懷。另一方面，他用功廣讀文獻，從

歷史尋找解答的方法，以及理論創新的觀點，也為後續的傳播研究者立下基石

雖然大部分只討論歐洲與北美，Innis 確實是最早提出經濟與傳播面向的全

球化理論家。他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舊帝國─如大清帝國、俄羅斯、匈牙

利等，擺不平內部民族自決的新勢力，與殖民勢力帝國之間如英法荷西葡之間的

衝突。一戰、二戰乃至到冷戰與核武競賽，都是帝國之間競爭與對峙的延續：印

刷術強化了方言國族主義將羅馬帝國拋在腦後，最後造成了民族國家獨立戰爭；

電報電話有助於高速海洋探險，促成了歐洲帝國間的殖民競爭，醞釀出第一次世

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更少不了廣播、飛機的貢獻。Innis 終身都關注於科技

衝突、意料外的結果、人類在經濟政治文化的慾望交織下的影響 (Carey, 2004)。

於 20 世紀初期主張優勝劣敗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蔚為風行，以及科學決定論

氣氛普遍影響學界，生長於此階段的 Innis 卻不以線性關係來看待人類文明，而

是充滿憂心。工業革命之後，西方普遍詮釋人類從石器時代進入狩獵、農牧而後

工業，意味著社會越來越進步的思維。但 Innis 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來強調，人類

文明並非直線進展，帝國會興起也會衰亡，而接連爆發世界大戰的西方文明，

可能已經來到另一個瓶頸。他反覆強調回到希臘文明「凡事勿過」（nothing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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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ss）的哲學思維，呼籲西方警惕機械化與資本化的傳播方式，追求大量生產

與標準化，帶來空間的拓展卻忽略時間，已經出現明顯的偏頗。他呼籲西方文明

勿再一味追求量化擴張，應重拾口語傳承的傳統與本質，強調原創性的思辨，回

復親身接觸與重視感情的傳播方式。

Innis 在《傳播的偏向》書中的最後一章〈挑剔的批評〉（A Critical 

Review），表現上看來是批判大學制度，但也用了相當篇幅指責近代西方科學崇

拜壟斷知識傳播的現象：追求進步、相信科學資源無窮無盡，以為自己身處於比

過去任何時代都優越的時代，最後發明了原子彈。這種對科學與人造文明的痴迷

已到了迷信的地步，也帶來災難。歷史研究讓他體悟到，掌握政治權力者總是想

要獨占知識，只在乎眼前與尋求自我利益的滿足，被短視的論述所驅使。這同時

若學者的聲音沉默甚或與當權者同流，依賴媒體如印刷或廣播強化當下的傾向，

則更有可能助長毀滅。指稱 Innis 為科技決定論者的學者，若仔細研讀此篇對科

學崇拜提出的嚴厲批判，應該會收回其推斷。

重讀經典，我們可理解傳統傳播理論只聚焦在媒體內容及其效果的侷限。

Innis 以帝國作為媒體傳播效率的指標，反過來說，能否善用媒體有效率地傳播

資訊與知識，是帝國能否延續的關鍵。從這角度看來，每一個文明都是資訊社

會（information society），非獨我們所處的當下世代，而傳播也一直位於文明的

核心。媒體作為人類社會中重要的科技物，扮演傳遞知識的要角，媒體科技的特

性與社會中其他體系互動而有複雜的過程及後續影響，值得以更寬廣的角度來做

傳播研究。另外，Innis 畢竟是西方的學者，其著作中以西方歷史為中心，有關

東方文明的素材引用的不多，闡述也很簡略。西方文明當然不是人類文明史的唯

一主軸，傳播是否在東方文明中也扮演同樣關鍵的角色？ Innis 的傳播偏向理論

在東方的歷史脈絡下是否一樣說得通呢？在東方的文明發展與傳承過程中，傳播

媒體又與帝國的勢力如何交織並相互影響？這些問題仍期待更多學術界嚴謹的挖

掘。在臺灣的傳播研究中，傳播史是長期被忽略的主題，也由於戒嚴時期對日治

研究的壓抑，關於 20 世紀以來臺灣接觸近代傳播科技細節，所累積的研究成果

依然有限。閱讀 Innis 之後，期待對東方的媒體史與文明史，也能激起更多的好

奇與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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